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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玛丽·斯劳特

我是在1994年开始研究跨政府网络的。我当时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研究主题；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1970年代初已就跨政府网络写了一篇极好的文章。但我正在观察欧盟的演进，它在1992年刚实现了单一市场，且我尤其感兴趣于各国家法院法官和欧洲法院法官之间正在形成的网络。我还注意到欧盟的真正工作是由各国监管者网络进行的，他们在欧洲交通部长、农业部长、劳工部长等理事会的指导下行动。与此同时，我正在讲授国际诉讼，阅读涉及全球性破产的案例（来自不同国家的法官们就如何解决各种问题直接相互谈判），或涉及人们在不同国家提起的平行诉讼案例，其中法官们就他们的判决相互进行沟通。此外在国际经济法中，我着迷于巴塞尔中央银行委员会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像国际证监会组织和国际保险监督者组织这一类组织的兴起。总体上，在我看来，这些网络迅速和持续的增长（它们或是环绕在正式组织的边缘，或是出现于正式组织尚未建立之处），以及网络在长期局限于国内舞台上的官员（例如法官）中间的崛起，值得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十五年后，世界正在走出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若没有G20，这一危机会糟糕得多。G20作为跨政府的领导人集团是由G20财政部长会议而来的，财长会议自身的创建又是旨在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附带后果。金融和经济监管者的多个网络，当下在金融稳定委员会中走到一起，它实际上承认了这些监管者网络在稳定和刺激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众多文章正在纷纷出现，论述非正式全球治理的价值，而非基于条约的国际组织提供的正式治理的价值。此外，随着亚洲崛起——以中国和印度为首但也包括很多东盟国家——学者以及普通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亚洲方式”上，即经由非正式的网络而不是经由正式的基于规则的机构（它们规定有约束力的法律义务）建立各种关系，实现工作目标。

在这一背景下，今天当我重读《世界新秩序》时，我有三个总体反应。首先，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这些网络是21世纪合作架构的关键组成部分。21世纪本身就是一个网络化的世纪，以联系来界定要远远超过分离——无论是好是坏。社会网络化了，经济网络化了，地下世界网络化了，甚至精神世界也网络化了！政府也必须网络化。在最多方面具有最多联系的国家将会是最强大的国家，在最多方面具有最多联系的政府将会是最具反应性和最有效的政府。

其次，我也确信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正式国际组织。1997年当我在《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上首先发表“真正的世界新秩序”一文时，我实际上论证了跨政府网络将会、也应该逐步取代这些组织，因为它们更快、更灵活、更有效。十年之后，我不同意十年前的自己。今年夏天G8在意大利拉奎拉开会，另有不少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在不同时间加入到八国中间，形成了不同的组合。据《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说，结果是该会议实际上成为8+5（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1（埃及）+5（受邀讨论发展问题的来访非洲国家领导人）。要分辨谁在什么会议中、谁实际上作出了重要决定、谁应负责执行这些决定，这极其困难。

在这一方案中，像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海事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或国际能源署等的组织开始一目了然。成员是清楚的，程序是具体化的，结果是可执行的——至少在纸面上。我们可能已达到这么一步，跨政府网络的扩散正开始变得利大于弊。至少，我们应寄望巩固许多组织。至多，我们可能考虑将一系列正式网络置于正式机构的界限之下，同时根据成员和决策程序对这些机构进行现代化和更新。

最后，尽管我们的确需要解决跨政府网络的负责任和透明度问题，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和公民接受和鼓励各位官员参与到这些网络中。监管者、法官以及日益增长的立法者网络使得我们政治空间的全球化能赶上社会、经济甚至犯罪空间的全球化。这些网络是最佳做法和创新的传送带，使得政府官员相互教育和学习，以提高他们解决地方、国家、地区和全球难题的能力。他们也是自己的一个社会，帮助年轻官员或来自边远省份的官员跨越无所不在的功能界线而找到伙伴。

中国长期以来懂得这种不同省份之间纽带的价值。在我从2007年8月至2008年5月在上海的十个月间，我有机会访问了浦东干部学院，在那里我看到很多市长班和司局长班，他们走到一起接受培训，分享经验。跨政府网络是这种跨越省际边界进行学习的延伸。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类似于全球官员会议。但即便有时它们似乎离所有的政府都必须服务的人民最远，它们也提供了同行期待和明确界定的专业共同体成员的责任。对法官来说，那是献身于法治的普世理想。对监管者而言，这是效率、透明和诚实的政府。对立法者来说，则是不仅代表个体选民，而且代表公共利益。

我们一旦抓住了全球难题，我们就需要全球的解决办法。我们将永远不会有全球政府，我们也不应该。但政府官员的全球网络可以提供中介基础，以帮助我们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工作既深且远以在全球规模上应对挑战，解决难题。这是21世纪网络化的政府。

2009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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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SS 支付与清算体系委员会

CSCE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DOJ 司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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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C 国际毒品执法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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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AEC 北美环境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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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S 美洲国家组织

OAU 非洲统一组织

OCSA 美洲最高法院组织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SCE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PAEAC　　　 欧洲—阿拉伯合作议员协会

PGA 全球行动议员组织

PROFEPA Procuraduria Federal de Proteccion al Ambiente（墨西哥环保署）

SAARC 南亚地区合作联盟

SAFTA 南亚自由贸易区

SAPTA 南亚优惠贸易协议

SEC 证券交易委员会

U.K. 英国

UN 联合国

UNCITRAL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UNEP 联合国环境署

UNPROFOR 联合国保护部队

U.S. 美国

WEU 欧洲安全与防务议会间会议

WHO 世界卫生组织

WIPO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TO 世界贸易组织


导　论

一种可能性的存在并非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在真实世界中这种发展的可能性依赖于人们富有想象力的把握，而正是这些人推动真实世界的运转。

——尼尔·麦考密克
(1)



恐怖分子、买卖武器者、洗钱者、贩毒者、拐卖妇女儿童者和知识产权的现代抢夺者都是通过全球网络运作的
(2)

 。有意思的是，各国政府也如此。政府官员——警方调查员、金融监管者，甚至法官和立法者——越来越在全球范围的网络上交换信息和协调行动以打击全球犯罪，解决共同的难题。这些政府网络是21世纪世界秩序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在解决全球治理的各种核心问题时人们对其重视不够，支持不大，利用不足。

想一想9·11事件发生后的例子。布什政府迅即组织起一个特定的国家联盟以便在反恐战争中为其提供帮助。公众的注意力集中于军事合作，但金融监管者的通过网络确认和冻结恐怖组织资产，执法官员通过网络分享关于恐怖嫌疑分子的信息，情报行动人员通过网络努力防范另一次袭击，这些都是同样重要的。的确，边界的“新安全”和集装箱炸弹方面的专家坚持说，负责海关、食品安全以及各种监管的国内机关必须把它们的触角延伸到海外，途径是通过重组并与外国对口单位更密切地合作
(3)

 。当美国得出结论，根据国际法它无权拦截朝鲜船只把导弹运往也门后，它转向各国的执法当局，相互协调，在领土之外执行其国家刑事法律
(4)

 。网络化的威胁要求作出网络化的反应。

再转向全球经济，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的网络一直是对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作出反应的关键行为者。八国集团是一个国家首脑的网络，也是财政部长的网络；是财政部长们就负债最严重的国家关于减免债务的呼吁如何作出反应一事做出关键决策。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单独举行记者会宣布对危机的政策反应，如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俄罗斯危机
(5)

 。20国集团是一个专门成立为防止未来危机的网络，现由印度财政部长领导，由2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部长组成。更广泛地看，国际证券专员组织（IOSCO）在1984年得以建立，1990年代继之而起的有国际保险业监督者协会的创立，以及所有三个组织加上世界上负责金融稳定的各国和国际官员形成了一个网络，形成了金融稳定论坛
(6)

 。

在国家安全和全球经济之外，各国官员的网络正在努力工作，改进跨越边界的环境政策。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内，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环保机构已经建立了一个环境执法网络，提高了这三个国家环境监管的有效性，尤其是在墨西哥。从全球范围看，环境保护署（EPA）及其荷兰的对口部门成立了国际环境遵守和执法网络（INECE），该网络向全世界的环保机构提供技术援助，举行环境监管人员学习和交换信息的全球性会议，并且开办了一个网站，上面有培训录像及其他信息。

建立网络的并非只有监管者。各国法官通过会议、司法组织和互联网相互交流各自的裁定。宪法法院法官越来越多地相互援引各种问题上的裁决，从言论自由到隐私权不等。确实，美国最高法院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援引了欧洲法院（ECJ）在2003年一个重要判定中的一项裁决，否决了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反鸡奸法。不同国家破产领域的法官们就多个小条约进行谈判，以解决复杂的国际案子；跨国商业争端中的法官们已开始视自己为全球司法体系的一部分。各国的法官也就贸易和人权问题与其国际同行直接互动。

最后，甚至立法者，由于他们与植根于领土的选民的直接联系，是最自然地偏袒内向的政府官员，可他们也在跨越边界。国际议会组织尽管无效，传统上却一直颇有意义，但今天各国的议员正在举行会议，就死刑、人权和环境问题采取和公布共同的立场。他们在立法倡议中相互支持，提供培训项目和技术援助
(7)

 。

每一个网络都有特定的目标和活动，这取决于其议题领域、成员和历史，但总起来看，它们也履行某些共同的职能。它们扩大监管范围，允许各国政府官员跟踪各家公司、公民组织和罪犯。它们在网络成员之间建立起信任和联系，这反过来又激励大家努力建立良好声誉，避免坏名声。这些是长期合作必不可少的条件。它们就其自身活动定期交换信息，开发优秀工作实践的数据库。例如，在司法领域就共同法律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建立数据库。它们向欠发达国家的监管者、法官或是立法者提供技术援助和职业社会化。

在一个全球市场、全球旅行和全球信息网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全球规模环境退化的世界里，各国政府必须具有全球触角。在一个它们运用其硬实力经常受到限制的世界上，政府必须能够利用软实力：说服和信息的力量
(8)

 。与此相类似，有效全球监管的一系列重大障碍在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就是没有能力把纸上的规则转化为实际行为变革，在这样的世界里政府不仅要能够谈判缔结条约，而且要提升能力使之得到服从。

政府网络被理解为一种全球治理模式，能满足这些需求。就像商业和公民组织已经发现，它们结成的网络成为为信息时代有效运作提供速度和灵活性的理想模式。但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倡导的无一定目的的“全球政策网络”（在那里从来不清楚谁代表谁行使权力）不同，这些是由各国政府官员组成的网络，他们或由选举产生的官员任命，或者直接选举自己。在最佳情况下，它们能行使一个世界政府的许多功能——立法、行政和司法——而无其形式。

一个政府网络的世界，作为一种外交政策选择，与传统国际组织并行甚至在其之内运作，对美国应尤其具有吸引力。美国一直坚持认为许多国际问题具有国内根源，并在国内这一层次上而非只是在国家之间得到阐明，但也要理解多边而非单边地阐明这些难题的重要性，理由在于这样做的合法性、分散压力和有效性。正如下面将进一步讨论的，政府网络可以为失败的、羸弱的或转型国家中的国内政府提供多边的支持。在重建一个国家如伊拉克、或在支持和改革其他国家政府，以避免专制和自我毁灭方面，它们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此外，政府网络对美国的力量带来另一方面的影响，它在全世界引起的不满可能下降。政府网络使美国各种官员同外国同行接触，在这种情境下他们有很多可以教给别人，也有很多要学习，其他国家可以经常提供各种可供选择的强有力模式。在许多监管领域，诸如竞争政策、环境政策和公司治理等，欧盟吸引了与美国一样多的模仿者。在宪法权利方面，全世界的很多法官长期以来遵循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但是现在正转向南非宪法法院或加拿大最高法院求取经验。

在美国的监管、司法或立法路径占支配地位的国家，通过吸引而非强制保持自身力量是有可能的——正是约瑟夫·奈一直在告诫美国去运用的那种软实力
(9)

 。这种吸引力来自才干、正直、胜任、创造力以及时间和思想上的慷慨——美国的监管者、法官和立法者向他们的外国同行展示了所有这些特征。在美国不占支配地位之处，其官员可以表明他们事实上愿意倾听别人并向他们学习，而这正是外部世界看来日益心存疑虑之处。

然而，看到这些网络的存在——很少去想象它们会变成什么样——要求一种更深刻的概念转变。停止把国际体系想象为一个诸国的体系——像台球或黑箱似的单一实体——服从独立于和“高于”这些国家的国际机构所建立的规则。开始考虑一个各国政府的世界，行使政府基本职能的所有不同机关——立法、判决、执行——既在国内互动也与其外国和超国家的机关互动。国家仍存在于这一世界上；的确，它们是极重要的行为者。但它们在“分解”。它们不仅通过外交部相互联系，而且通过监管、司法和立法渠道而相互联系。

这一概念转变就是本书的核心内容。经由分解的而非统一的国家之镜看世界，使领导人、政策制定者、分析家，或者就是关心时事的公民看到过去隐而不见的全球政治体系的特征。政府网络突然生机勃勃，从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一个财政部长及其他金融监管者的网络，负责追踪洗钱者和恐怖主义的资助者，到自由贸易委员会，一个负责解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部长网络，到一个负责边境控制的部长网络，致力于在9·11事件后建立一个边界安全的新机制。同时，分解国际组织也是可能的，人们看到了国家监管者和法官及其超国家的同行之间的“垂直网络”。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欧洲各国法院与欧洲法院（ECJ）之间的关系，或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法院与北美自由贸易区仲裁法庭之间的关系。

同样重要的是，这些不同的透镜使得为未来世界秩序想象一系列真正新颖的可能性成为可能。这一秩序的基础材料将不是国家而是国家的各部分：法院、监管机构、各部、各立法机关。这些林林总总的机构内的政府官员将参与许多不同类型的网络，超越国家边界，在国家和超国家机构间建立联系。其结果就是，世界看起来像是洛克菲勒中心的阿特拉斯神以肩顶起的地球（见下图），因日益密集的网络之网而纵横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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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世界仍将包括传统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尽管这些组织中有很多可能成为政府网络的主人和来源。它的特征仍将是各国在重要问题上尤其是安全事务上如统一国家一般互动。还有，它当然依旧是一个军事和经济力量起作用的世界，政府网络不可能取代军队或财政部。

然而同时，相比于我们当今的世界秩序或者一个世界政府（其中位于民族国家之上的一套全球制度在执行全球规则），一个政府网络的世界将是一种更为有效也可能更为公正的世界秩序。在一个网络化的世界秩序中，除了国家政府把它们的权威明确授予跨国机构之外，首要的政治权威仍停留在国家层次上，国家政府官员将愈来愈置身于个人和机构关系的网络中。他们都将在国内和国际竞技场上运作，行使国家权威以执行政府间和国际义务，代表他们国家的利益，同时与他们的外国和跨国同行共事，发布与收集信息，合作执行国家和国际法律，协调国家法律和规章，解决共同的问题。


1.全球化的悖论：既需要又惧怕更多的政府

世界上的各国人民及其政府需要全球机构来解决只有在全球规模上才能解决的集体难题。它们必须能够围绕一系列主题通过各种手段制定和实施全球规则。进而言之，人们已习以为常的是，宣称1940年代后期在经过一场非同寻常的战争并面临一系列不同于我们今天面临的威胁时创建的国际制度已经过时了，不足以对付当代的挑战。它们必须进行改革，甚或重塑；新的制度必须得到建立。

但世界政府既不可行也不可求。这样一个政府的规模和范围会对个人自由构成无法避免的威胁。此外，要统领的各国人民的多样性几乎不可能构建出一种全球民主。在全球现有的民主形式中没有哪一种看来能够克服这些障碍。

这就是全球化的悖论。我们在全球和地区层次上需要更多的政府，但我们不想要决策权力和统领人民的强制权威走向集中。雷诺·德乌斯在欧盟、罗伯特·基欧汉在对美国政治学会（APSA）发表的千年会长致辞中都确定了这个悖论。欧盟是“网络监管”的先驱，据德乌斯的描述，这是对欧盟治理中一个基本困境的反应：“一方面，加强统一性当然是需要的；另一方面，更大的集权在政治上是不可想象的，很可能也不是人们所要的。”
(10)

 可供欧盟选择的方案是“跨国选项”——运用有组织的国家官员网络来确保“负责执行共同体政策的行为者以相似的方式行动”。
(11)



就世界范围看，基欧汉论证说全球化“产生了合作的潜在获益”，前提是制度得以建立并约束这些获益
(12)

 ；然而，制度本身具有潜在压制性
(13)

 。结果是“治理困境：尽管制度对人类生活是必不可少的，但也是危险的。”
(14)

 在21世纪到来之际，政治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精心设计的制度帮助世界获得“自由的重生”
(15)

 。

由于对责任的额外关切，解决全球层次上的这一悖论被进一步复杂化了。在20世纪90年代，对“世界政府”难题通常的反应是倡导“全球治理”，一个更为松散、更少威胁性、无强制的集体组织和监管。反过来，全球治理一个主要要素是全球政策网络的兴起，它们因具有在全球公共利益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汇聚所有公共和私人行为体的能力而受到赞扬
(16)

 。

全球政策网络又是基于各种“重塑政府”的学术或实践项目活动之上产生的。这些项目活动集中在：私人行为体在国内和国际许多方面能够行使、事实上正在行使政府职责，从提供专门技能，到监督规章执行，再到协商这些规章的实质内容。然而困难在于确保这些私人行为体坚守公众的委托。

保守派批评者对这一问题一向最为敏感。助理国务卿约翰·博尔顿
(17)

 还在私人部门任职时，就说“正是与政府的脱离使国际市民社会如此麻烦，至少对民主国家而言是这样。”他接着说，“的确，市民社会思想实际上表明了国际决策的一种‘统合主义’路径，这对于民主理论而言是非常麻烦的，因为它把‘利益’（不管是非政府组织的还是企业界的）认定为是与普选产生的政府相并列的合法行为者。”而统合主义，至少在墨索里尼看来，是法西斯主义的核心。因此有博尔顿的底线：“墨索里尼在市民社会论坛上会心微笑。而美国人则不然。”
(18)



较之更心平气和一些的马丁·夏皮罗论述说，从政府到治理的转变标志着“区分政府及其行政内外的界线受到严重侵犯”
(19)

 。结果是有利于“专家和热心者”这两个政府外的群体具有最高的动力和愿望参与治理过程；
(20)

 不过，“在参与治理的门票是知识和（或激情）的同时，知识和激情都产生了并非属于他人的视角。很少有人乐于住在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屋。”
(21)

 网络这一形式，以其松散、非正式和非等级结构，只会加剧这一难题。

治理困境因而变成了一种三重困境：我们需要没有中央集权的全球规则，但要有政府行为体，他们经由各种政治机制负起责任。这些政府行为体可以也应该与范围广泛的非政府组织互动，但它们在治理中的作用是承担全然不同的责任。它们必须代表所有不同的选民，至少在民主国家；公司和市民行为者相应地也可受利润和激情驱动。“治理”不能成为这些界线模糊化的一个借口，即便这些林林总总的行为者就共同的问题一起共事既有可能也有必要。

在这一脉络下，一种基于政府网络的世界秩序，与更为传统的国际制度并立甚至取而代之，具有极大的潜力。各国官员网络的存在本身并不新鲜。1972年，弗兰西斯·贝特尔在国会作证：“对外关系的一个中心事实是，相关工作是由各部门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纽带同其国外相应部门一起进行的。”
(22)

 两年后，在一篇开启他们后来关于复合相互依赖研究的重要文章中，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把“跨政府”活动从更广泛的跨国活动中区分了出来。他们把跨政府关系界定为“不同政府的次级单位之间的各种直接互动，这些互动不是由那些政府的内阁或部长们的政策所控制或密切指导的。”
(23)

 此外，政府网络的建立是出于有限的目标，诸如邮政和电信，这已经存在了几乎一个世纪。

新的发展是跨政府联系的规模、范围和类型。来自两个、四个或甚至一打国家的政府官员之间的联系已变得足够密集从而有理由建立他们自己的组织——不妨看看国际证券专员组织和国际环境遵守与执法网络。政府网络已在特定问题领域中发展了它们自己的认同和自主性，如G7或G20。它们比过去行使更广泛的职能，从收集和传播关于全球或地区最佳实践的信息，到向较贫穷和缺乏经验的成员积极提供技术援助等。而且它们的扩散范围已远超监管者，而及法官和立法者。

更广泛一些，政府网络已得到承认，成为松散国际组织如英联邦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内半正式的工作方式。同时，它们已成为欧盟治理的前序形式，欧盟本身开创了地区集体治理的一种新形式，相对传统联邦国家的经验，它更接近于全球治理。最重要的是，它们是由推进全球化本身九头蛇（hydra-headed）现象的多种因素驱动的，促使各种国家官员跨越边界沟通和谈判，完成他们曾经只在国内进行的工作。

本书的要点不是去“发现”政府网络。它是指出我们只要使用正确的透镜就能看到它们在各处的扩散。它是要探索其潜力，凸显其优势，警示其劣势，为了建设一种更适合应对我们所处世界面临的挑战的世界秩序。

政府网络可以帮助解决治理的三重困境，提供一种灵活而相对快速的方式处理全球治理事务，协调甚或调和国家政府行动，同时倡议和监督全球问题的不同解决办法。但它们是非集中化的和分散的，不能行使集中的强制权威。另外，它们是政府行为体。它们可以与范围广泛的民间和公司非政府组织互动，但它们的责任和选民远称不上广泛。这些选民应能够有办法使其负责任，至少与它们为纯粹国内的活动负责的程度相同。


2.分解的国家

十年间有关全球化的公共和学术讨论的参与者常常集中于两大转变：从国家到全球和从管辖到治理。他们对第三个转变的注意要少得多，也即从单一的国家到分解的国家。

分解的国家听起来像是模模糊糊的弗兰肯斯坦——一个笨拙、无头的官僚魔鬼。事实上，并非那么恶意。它只不过是不同国内政府机构从事超越边界的活动（经常是与外国同行一起）的需求和能力的上升。它是监管者跨越边界追寻监管对象，是法官与其外国同道谈判达成微型条约以解决复杂的跨国案子，立法者商讨最佳方式以创制和通过影响人权或环境的立法。

在与统一国家作对比时，分解国家概念的重要性只会变得更为明显，前一个概念长期支配了国际法律和政治分析。国际法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们一向知道他们所描述和分析的实体作为国家而相互作用，它们实际上是远未复杂化的实体，但统一意志和行动能力的虚构对于描述和预测国际体系中的结果这一目的运作完好。例如在美国宪法中，最高法院和总统经常求助于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著名的宣称：“如果我们在各方面要成为一个国家的话，显然应该与其他各国发生关系”
(24)

 。而在国际法中，国家主权的基础性前提传统上假定国际体系的成员无权刺穿国家（statehood）之幕。

在一个基于统一性国家的国际法律体系中，国际合作的范式是多边国际公约，在各种国际场所中谈判经年达成，以华丽的辞藻和正统的形式签署和批准，通过一个国际性秘书处的努力给予其持久的生命，秘书处的成员推动和协助正在进行的多回合谈判，这些谈判旨在获得对已被接受的义务的遵从，扩大现存规则的范围和精确性
(25)

 。参与这些谈判的各个“国家”被预设为以一个声音说话——这是由国家元首或外交部长所代表的声音。一个特定政府的不同部分之间的任何分歧都在国内得到解决，统一国家的分析透镜遮掩了这些不同政府机构的存在。

结果是固执地采用分析障眼物，使我们只能根据自己强加的观点来看“国际体系”。比较一下我们对国内政府的研究途径：我们知其为不同机构的一个集合。我们称其为“政府”，但我们可以同时区分法院、国会、监管机构和白宫本身的不同活动。除了总统的言行，国会的言行，或最高法院的言行外，我们不选择筛选出一切其他东西。但我们在国际体系中是这样的。

经由统一国家的视角观察国际体系导致我们集中于传统的国际组织和机构，它们是由正式国家授权所建立和组成的。然而相反，以我们思考国内政府——具有不同角色和能力的不同机构的集合——的方式思考国家提供了一面透镜，使我们看到一种新的国际景象。政府网络正在各处兴起。

水平的政府网络——跨越边界的国家官员同行之间的联系——是最容易确定的。不那么常见但又潜藏重要性的是垂直的政府网络，即那些国家政府官员同其超国家同行之间形成的网络。垂直政府网络的前提，是相对而言国家很少决定将其主权授予它们之上一个拥有真正权力的机构——一个法院或一个监管委员会。那个机构真正可以说是与国家政府机构相并列地存在。在这些垂直网络存在的地方，如欧盟内国家法院和欧洲法院之间的关系中，网络使得超国家机构的效果最大化。

本书的前三章描述了当前的世界，是经由分解国家而非单一国家的视角来看的。它们聚光于各种政府官员间许多不同类型的政府网络，水平的和垂直的。“网络”概念有许多不同的定义，我使用很广泛的定义。要点是除了传统的国家间互动之外，抓住各个政府机构同其海外的或之上的相应机构互动的所有不同方式，就当前目的而言，一个网络是相似政府单位间一种定期和有目的关系的模式，这些政府单位是跨越把各国分开和把“国内”和“国际”领域分界的边界线而工作的
(26)

 。

第一章视监管者——从中央银行家到公用事业专员——为新外交官。世界上的大使馆已成了定期招待监管者们来与其他监管者会面的地方。监管网络分布很广，从非正式的双边和多边网络到更为制度化的跨政府监管组织，如巴塞尔委员会和国际证券专员组织。这一章区分出不同的监管网络中：传统国际组织内的、作为行政协议的结果而建立的，以及特定监管者之间通过越来越定期的接触而自发产生的。它也确定了三大网络类型：信息网络、执行网络与和谐化网络。

第二章转向法院。法官或许是最令人惊讶的造网者，但他们同其国外同行交往也日益增多。这种互动有些较被动，主要是相互学习和引用判决。在其他情况下，法官们形成自己的组织，积极开发各项原则使之能在跨国诉讼中更好地合作。它们可以说是既参加了信息网络又参加了执行网络。贯穿所有这些活动的，是国家和超国家法官中一种意识的增长，即他们参与了共同的判决事业。结果不是一个正式的国际法律体系，而更多的是一个全球法院共同体。

第三章描述了一个与之平行的立法网络的世界，尽管发展还不充分。立法者在无数国际条约和组织的框架下走到一起，并已开始更自发地联系起来以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如人权、环保和反对死刑等，分享信息和协调活动。不可避免地，立法者主要对国内选民作出反应，因而从外部网络中获益较少，有时甚至要付出代价。另一方面，与那些由监管者和法官们所共享的视角相比，立法者们具有十分不同的视角相互共享，他们能够对特定的政策问题发挥更为直接的跨政府影响力。


3.一种世界新秩序

鉴于现有政府网络（包括水平的和垂直的）的范围和性质，使得假想一种真正的世界新秩序成为可能。就这些目标而言，“世界秩序”描述了一个全球治理的体系，它把合作制度化，充分遏制冲突，以使得所有国家和人民都能实现更大的和平与繁荣，改善他们对全球的管理，达到最低标准的人类尊严。“世界新秩序”的概念已被人们运用和过度运用来指称一切，从乔治·H·W·布什的冷战后世界美景到9·11事件后的地缘政治图景等等。尽管如此，我用它来描述有关世界秩序实际基础结构的一个不同概念架构——这种秩序的基础是分解的国家机构之间一个复杂的三维联系网络。

回想一下洛克菲勒中心的阿特拉斯神和他的地球。一个分解的世界秩序将是由无数的政府网络织成格子状的世界。这些将包括水平的网络和垂直的网络；各种收集和分享信息的网络、政策协调网络、合作执法的网络、技术援助和培训网络，或许最终制定规则的网络等。它们将是双边的、多边的、地区的或全球的。合在一起，它们将为全球治理提供框架或基础结构。

要充分认识这一图景的意义，再回顾一下我们有关 “国际体系”甚至“世界秩序”的隐性的思想地图。这是一张前哥伦布式的平面图，各个国家存在地表上，而国际体系则漂浮于其上。国际组织也生存于其中——与作为其成员的国家相分离并位于其上。实际上它们被视为管理着国际体系或建立了全球秩序，就这个范围而言，它们必须构成一个国际官僚机构，在形式和功能上对应于它们“之下”各个国家的国内官僚机构。

相比之下，在一个政府网络的世界中，在国内担任法官、从事管理、进行立法活动的同一批官员也外延至他们的国外同行，帮助解决当国家行为体和问题溢出其边界时产生的治理难题。从这一角度看，全球治理不是像国家管理其公民那样管理国家，而是提出问题，解决由于公民走向全球而产生的难题——从犯罪到商业再到公民参与。甚至在真正超国家的官员参与垂直政府网络之处——意味着法官或管理者实际上行使各国授予的主权权威——他们必须同其国家同仁密切合作，必须抑制国家强制权力以保持有效性。

不同问题领域的学者和评论家已开始确定这一基础结构的各个部分。譬如金融管理者正变得习惯于把新的国际金融架构描述为各个网络——包括G7、G8和G20、巴塞尔委员会和国际证券专员组织——加上传统的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欧盟的学者，如上所说，正日益熟悉“以网络管理”这一概念。环境活动分子会立马把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相联系的一些机构认知为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环境保护机构组成“环境执法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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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宪法学者、人权活动分子和跨国诉讼者会不避跨国司法网络概念来描述世界上的法院日益互动的各种方式。

此外，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和政治组织已经有意识地采用了这一组织形式。在欧盟之外，APEC和北欧体系实际上都是“网络的网络”，即由各国部长和议员的网络组成的组织。英联邦长期来也是如此建构的，尽管其监管者、法官和立法者的众多网络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更逐步地形成的。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是一个国际机构，主要功能是召集不同的国家管理者网络来解决共同的难题，提出标准的解决办法。

第四章勾画了一个基于政府网络的分解的世界秩序概念。它以描述刚才提到的网络化组织和协会开始。然后转向分解的世界秩序的垂直维度，描述了跨国官员及其国家同行可以扮演的更有限但至关重要的角色。本章的最后部分转向政府网络和传统国际组织间的关系，探讨国际组织本身分化为司法、管理和立法组成部分的可能性。本章的描述和分析既是事实也是想象。我勾画了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可能。我还从规范的立场假定，以水平和垂直政府网络的结合为基础、在我们当前和未来国际组织内运行的世界秩序，可以成为对全球化悖论的一种可行和可求的反应。

这样一个计划完全可能被指责为傲慢或至少是蛮干。如果我这样尝试，那是因为我相信，每天与全球规模上的各种难题苦斗的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需要一个有结构的和持久的理论远景，应为之努力，即使永远无法完全达到。正如尼尔·麦考密克在本章一开头的引语中所写道的，“一种可能性的存在并不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为了获得一种更好的世界秩序，我们必须相信它是可能存在的，并且愿意足够详尽地以它实际可以建立的那样描述它。


前提

当然，世界秩序无法有一个蓝图。这里所提出的建言是正在进行的活跃辩论的一部分。遵照这一辩论的精神，认识到我提出的世界秩序模式有赖于描述性和预见性经验断言相结合是十分重要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如下：

●　国家不是国际体系中的唯一行为者，但仍是最重要的行为者。

●　国家并未在消失，但它正在分解为其构成机关，它们正日益跨越边界，主要与其国外同行互动。

●　这些机关仍代表独特的民族和国家利益，即便它们也认识到作为法官、监管者、部长和立法者有共同的专业认同和实质性经历。

●　当有必要时，不同的国家已经并将继续形成各种机制，重新聚合其不同机关的利益。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国家仍将作为单一行为者以更为传统的方式互动。

●　政府网络与更为传统的国际组织并存，有时存在于国际组织之内。

这些前提主要是从前三章展示的经验材料中提取出来的。它们把水平和垂直政府网络运作的构成和情境具体化了。但它们也把我没说的东西具体化了。我并不是说一个政府网络的世界新秩序将取代现存的国际制度基础结构，而是补充和增强了它。国家可以因多种目的在多种情境下分解，但在必要时仍可以是完全的单一行为者，如在发动战争的决策中那样。甚至它们的组成部分仍以各种方式代表了国家利益。


水平网络

分解后世界秩序的结构核心是各国政府官员在其各自问题领域内的一套水平网络，其范围从中央银行业务经反托拉斯管理和环境保护到执法和人权保护。这些网络既在直接对国家政治过程作出反应的高级官员（部长层次）间运作，也在相对较低层次的国家管理者之间运作。它们可能令人惊讶地自生自发——非正式、灵活、成员各异——或者在正式国际组织之内制度化。比如，各国财政部长们在G7和G20的支持下定期举行会议，也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的成员定期会面。他们在这两个论坛内可以行使权力的范围和种类有很大不同，但基本治理结构和董事们的身份是一样的。

水平信息网络，顾名思义，把监管者、法官或立法者聚拢在一起交换信息，收集和提炼最佳实践。这种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一个国家的官员向另一个国家的官员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项目而发生。这种培训的方向也并不总是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它也可以是从发达国家到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反托拉斯官员就曾花费六个月培训其新西兰同行。

执法网络的形成很典型，原因在于一个国家的政府官员没有能力执行另外一个国家的法律，不管是通过管理机构还是通过法院。但执法网络也不可避免地必须涉及大量信息交流，还可能涉及各种类型的援助项目。立法者还可以就如何起草相互补充的法律以便避免执法漏洞。

最后，和谐化网络，一般地是由条约或行政协议授权，把监管者聚集起来，确保他们在一个特定实质性领域的规则与共同的管理标准相一致。法官们也可以从事相应的活动，但其方式要与众不同得多。和谐化经常是政治上非常有争议的，其批评者指责实现趋同的“技术”过程忽视了国内公众中的许多赢者和输者，其中大多数人对该过程没有任何影响。


垂直网络

在一个分解的世界秩序中，水平政府网络要比垂直网络多得多，但垂直网络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这样一种秩序的核心原则是强调把全球治理主要保持在国内政府官员手中运行的重要性，在一些情形下，各国走到一起，就像公民一样选择将其个人统治权威授予一个“更高的”组织——一个存在于（至少在概念上）国家之上的“超国家”组织。这些组织的官员也的确复制国家对其公民行使的统治职能。因而，比如国家可以真正决定削减关税或补贴的唯一方式，是采用一套规则加以禁止和让独立法院或法庭执行这些规则。可供选择的是，各国可以走到一起，给予一个国际法院以权力审判战争罪犯——这是国家法院所行使的相同职能——情形是国家法院不愿或无能力这样做。

假如这些超国家组织能够直接与各国政府机构联系起来的话，它们在行使国家要它们行使的职能方面会有效得多。当缺少一个世界政府时，不可能授予超国家官员以真正的强制性权力：如果其判决未得到服从，超国家法庭的法官无法招来像联邦法院执行官那样的全球执行官；全球监管者无法强收罚金并通过全球法院予以执行。他们能够行使这一权威的唯一希望是约束其国内同行的合作——有效地“借用”国内政府官员的强制权力以执行超国家规则和决定。正如第二章所要讨论到的，这一约束是欧洲法院（ECJ）在欧盟内部成功地创建和执行了一个真正欧洲的法律体系之奥秘。在全球层面上，它能使超国家组织比它们的许多创建者所梦想的更为强大和有效。

超国家官员——法官、监管者、立法者——及其国内政府同行之间的密切联系属于垂直政府网络。它们与水平政府网络一样有赖于国家的分解。传统的国际法和国际法院模式设定，一个像海牙国际法院——传统上以世界法院为人所知——那样的法庭将下达一项适用于“国家”（states）的判决，因而要由“国家”去执行或忽略不从，而欧盟法律体系把执行欧洲法院判决的首要责任不是下放给欧盟“成员国”本身，而是下放到这些国家的国家法官。一个在全球层面上运作的垂直司法网络的另一个版本，是建立起国际刑事法院（ICC）的《罗马规约》的条款
(28)

 。在这一体制下，国家法院将对涉及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案件行使首要管辖权，但将被要求向国际刑事法院移交权力，假如它们证明不能或不愿执行一场特定审判的话。除法官外，欧盟还在欧盟委员会的反托拉斯当局和国家反托拉斯监管者之间建立垂直行政网络中发挥了先驱作用，使欧盟委员会能责成国家当局根据其特定国家传统执行欧盟的规则
(29)

 。

这些垂直网络是执法网络。但它们也能作为和谐化网络运作，意思是它们将把国家规则和超国家规则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还有一些垂直网络主要是信息网络。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国家的环境部长们因与环境合作委员会（CEC）联手而得益，该委员会是一个北美自由贸易区超国家机构，职责是收集环境执法政策有关信息，汇集私营部门就执法不到位而提出的抱怨。这是一种通过提供信息促进执法的努力。类似的，欧盟开始创建欧洲层次上的“信息机构”，旨在收集和发布国家管理者网络所需要的信息
(30)

 。这些机构也能够向其国家同行提供针对已被接受的全球或地区标准的进步标志。


分解的国际组织

按照水平和垂直政府网络的视角思考世界秩序对我们现有的“国际组织”概念是个挑战。许多国际组织主要是国家官员水平网络的组织结构。另一些是真正“超国家的”，意思是它们构成为一个实体，不同于国家政府，具有不同的认同和忠诚，行使一定程度的真正自主权力。比如，WTO部长级会议是各国贸易部长的集会，他们只能通过达成共识来行使权力。相比之下，WTO的争端解决专家组是由三位独立专家组成，负责解释和执行WTO的各项规则，针对的是国家政府。

这两种类型的国际或超国家组织都不同于传统的国际组织——最显著的是联合国本身——这些国际组织由各成员国的正式代表团组成，一般地由一位大使以常任代表身份率领。美洲国家组织、非洲统一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都是这种模式。另一方面，更为专门的国际组织，如国际邮政联盟、世界卫生组织、粮农组织，主管比国际和地区安全更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问题领域，长期以来就是有关国家部长的会议论坛。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组织在这方面是混合型的——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有效地运作它们，但两者都有根据权重进行投票的安排（就像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能够行使否决权那样），使得它们远不止是建立网络的会议体制。

在一个分解国家的世界上，这些国家在一些情况下依旧以单一行为体行动，重要的是能够区分不同类型的国际组织，其根据是在其中代表他们国家的相关政府官员，以及他们能够行使自主权力的程度和类型。当国际组织已变得足够专门化来发展与行政、司法甚至立法部门相对应的部门时，垂直政府网络就变得可能了。当它们专长于一个特定的问题领域但很少或几乎不行使自主权力时，它们可以充当水平政府网络的东道主。然而当它们是地区或全球组织负责确保和平与安全，或类似的非常一般的职责时，它们代表了一种更老的、正式得多的国际合作模式，更多地是由外交官们来执行，而不是国内政府官员。

这就是一幅政府网络世界新秩序的结构性蓝图，具有关于国家性质的假定，以及这些国家已经并将继续创建国际组织的类型的一套假定。但秩序必须由权力作后盾。种种的网络如何能够实际影响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以取得实质性的结果？任何世界秩序概念必须设定某一套结果，这要通过结构、权力和准则才能获得。


全球影响

这一拼字游戏的关键一块仍未找到。政府网络可以提供一个世界新秩序的结构，但我们怎么知道它们对世界需要解决的各种难题的确具有，或将具有任何影响？它们如何，或它们将如何为增进安全与繁荣、保护地球以及居住于其上的个人做出贡献？

第五章将回答这些问题。本章的前半部分提出了政府网络当前为世界秩序作贡献的三种方式：（1）通过建立趋同及明智的趋异；（2）通过改善对国际规则的遵从，以及（3）通过增进国际合作的范围、性质和质量。卡尔·劳斯蒂厄拉，一位年轻的法律学者和政治学家，已表明了政府网络推动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管理模式出口”，如规则和实践的方式。结果可能是充分的政策趋同，使在较长时期缔结一个更为正式的国际协议以确立共同管理体制成为可能
(31)

 。跨政府管理组织发布的软法行为守则，以及可靠和权威信息的简单传播，也促进了趋同。另一方面，促进趋同也可能引起明智的趋异，其中一个国家政府机构或整个政府承认一个流行的标准或趋势，出于国家历史、文化或政治的原因故意选择不同的做法。

政府网络还改善对国际条约和习惯法的遵从。垂直执法网络明确而直接地这样做，途径是提供一个超国家法院或监管权威，它们与本身能够行使实际强制权威的国家政府机构有直接的联系。然而同样重要的是，经由水平网络进行的技术援助可提高一些国家的监管或司法能力，这些国家可能都有意愿承担国际法律义务但苦于基础薄弱。

最后，政府网络通过提供转移管理路径的机制提升现有国际合作，这些路径正向国际证明它们在国内日益成功。最重要的是通过信息来管理，它使监管者摆脱传统的命令与控制方法而向个人和公司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和思想，以弄清如何针对基准标准改善自己的表现。这一路径在美国正受到欢迎，在欧盟日益流行，在联合国正进行尝试。政府网络建立地区甚至全球的信息传送带，这些信息可以易如反掌地扩大到尽可能多的国家，并使之参与进来。此外，政府网络是就有国内根源的国际难题开展国际合作的理想机制，因为它们直接涉及个人的参与及可信度，而这些人必须最终为解决那些问题负责。

第五章后半部分从是什么转向什么是可能的，假定世界上的政策制定者和舆论领袖开始从分解国家的视角看问题，决定承认政府网络为全球治理的首要机制，运用现有网络和创建新网络以对付特定难题。首先，他们可以制约政府网络自我管理的能力，援引私人商业网络的事例，这些网络针对欺骗或其他不可取行为成功地执行了“网络准则”。若政府网络的存在不仅是对付特定的管理、司法和立法难题，而且是作为具有自我意识地构成的监管者、法官和立法者专业协会，那么它们应能开发和执行有关诚信、廉洁、胜任和独立的全球标准，以履行构成为一个政府的各种职责。

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使其成员社会化，将确立违背这些标准所要付出的成本。但它们也可以通过在一个特定政府网络中提升成员的威望支持其成员，这一网络给予希望坚持专业高标准、反对国内的反方向力量的政府官员以足够的弹药。正如从欧盟到民主国家共同体的国际组织所做的，政府网络可就加入事宜设定条件，设立旨在加强网络准则的特定标准
(32)

 。以这种方式有选择地增强个别政府机构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即避免给某个国家贴标签为好或坏、自由或不自由、暴政或民主，这是一个有害的做法。反之，它注重较低层次上的表现，认识到在任何国家任何政府中，不同的力量将争夺权力和特权。对那些愿意在自己的法律中和它们在国际法的义务中实践他们主张的人给予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与此同时，这些网络可被授权提供更多的技术援助，这是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提高治理能力所需要的。可赋予它们的任务包括从开发行为守则到解决特定政策难题等种种。它们可以是为大量非政府行为体指定的对话者，这些非政府行为体必须像在国内治理中一样从事全球治理。类似地，垂直政府网络可以设计成以多种方式执行国际规则和加强国内机构。它们是否能做好？我们只有尝试了才能知道。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分析一下政府网络在伊拉克重建中可以如何起作用。一个全球或地区的法官网络可以负责帮助重建伊拉克的法律体系，既可以通过培训和技术援助，也可以通过正在进行的对新伊拉克法官遵从该网络准则的监督，这些准则将纳入来自联合国司法独立基本原则的标准。一个全球或地区的立法者网络可以同样地负责帮助建立和协助伊拉克一个真正的代议制立法机关。而每一个条块的管理者及其他行政官员可以帮助重建从警察到银行管理的基本政府服务。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专家和目标明确的技术援助将唾手可得；重建努力将是多边和可持续的；新伊拉克官员将有不间断的技术、政治和道义支持来源。

垂直网络还能增强、鼓励、支持和引导其对应国内机构更好的运作。再看看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方案。它反映了一个全球刑事正义制度的概念，该制度的运作首先试图确保各国审判它们自己的战争罪犯或种族灭绝凶手或反人类罪。超国家全球刑事法院的目的是建立各种激励手段使那些国内审判付诸实施的可能性最大化，这些手段范围从增强赞成这一事业的国内团体的力量到提醒该国国内法院国际社会正在监督它们的表现。部分地，就像各种各样的水平政府网络一样，这里的目标将是增强国内政府官员的力量，作为防止危机发生的一种预防性措施。

有意识地构成为全球治理机制的政府网络还能认识到讨论和争辩有助于找到复杂难题的高质量解决办法。对于某些类型的难题，富有活力的讨论和辩论可能产生最有创造性及合法性的选择方案。此外，以这种方式构成的政府网络可以作为持久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扼住冲突的实际力量。对冲突的这种理解在民主社会中是为人熟知的；只有在外交世界中，那里冲突可以升级到致命的维度，冲突本身就是一种危险，若非罪恶的话。在分化的国家和超国家政府机构中，冲突应能解决，但不一定能避免。它可能是信任的长期引擎。

请注意，政府网络，无论是它们现存的形式还是有可能存在的形式，都在行使不同类型的权力以获致结果。它们有接近传统的“硬”力量或强制性力量的路径。国家政府官员在政府网络中的中心作用意味着，当参与者作出一个要求执行的决定时，执行的权力已经存在于国家层次上。通过有选择的认可要求以诱导行为的力量也是硬力量的一种形式。与此同时，许多水平政府网络的大量工作要依靠“软”力量——信息、社会化、说服和讨论的力量。一个有效的世界秩序需要利用每一种可获得的力量。


4.一个公正的世界秩序

“世界秩序”不是价值中立的；任何实际的世界秩序将反映其构建者和成员的价值观。大多数价值观对于在不同问题领域中运作的特定体制或机构都不是特定的。例如，可持续发展可能是驱动全球环境政策的一个目标或一种价值。无论它是通过传统国际组织，还是通过水平和垂直政府网络相结合追求的，都不应影响目标本身。

然而，在其他情形下，形式的选择将关联实质。一些观察家认为政府网络促进全球专家政治统治——非选举产生的监管者和法官的秘密治理。其他人担忧，网络的非正式性和灵活性是一个有意为之的工具，使目标围绕着由传统国际组织强加于全球治理的正式的约束运转，例如，代表规则、投票规则和详细的谈判程序——批评者指责说，没有这些约束，强国对弱国恣意妄为。然而还有一些人更担心弱国将完全被排除在强有力的政府网络之外。在国内层次上，批评者们指责和谐化网络通过引入污染或稀释国家法律传统扭曲了国内政治进程和司法网络，还有一些人把政府网络描绘成特殊利益的工具——那些“联结者”或“知晓者”可以进入的影子决策论坛。

作为对这些批评的回应，我提出一套可行性的解决办法：

●　提出一个概念转变，即承认所有政府官员既履行国内职责又履行国际职责。这一承认将意味着国内选民将自动使官员们对其在国内和国外的活动负责。

●　努力使政府网络透明化。建立一个共同的网站，把政府网络的参与者的单个网页联结在一起，这将会产生一种很有意思的效应，即通过这种虚拟网络使人感受到政府网络真实存在。

●　增加立法网络的数量和活动，既监督管理网络的活动，也发起它们自己的倡议。

●　以政府网络作为更广泛政策网络的轴心，这些政策网络包括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公司及其他感兴趣的行为体，因此保证更广泛地参与政府网络活动但也保留一个负责任政府官员的核心。

●　设计一个国内政治措施的混合袋，以提高政府网络的责任，这取决于一个特定政治体看待一个问题的程度以及它将决定怎么做。

然而，这些措施中没有一个说明政府网络的各成员共同作为一个世界秩序的参与者和构成者应如何相互对待的问题。参与充分分解的世界秩序的国家和超国家官员不仅将对特定国家选民负责，而且对假设性的全球政治体负责。他们将对界定和执行“全球公共政策”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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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象地定义那种政策的实质是不可能的。但负责官员在其相互关系中应受普遍“宪政”准则的指导。在这一脉络下，我提出五项基本原则，来确保一个包容、宽容、尊重及非中央集权的世界秩序。它们包括全球平等协商、合法差异和积极礼让的水平准则，以及制衡和辅助的垂直准则。

全球平等协商。一个政府官员和机构之间的全球网络秩序，若不努力使参与的可能性最大化是无法运作的，这种参与既包括个人和团体在国家和超国家社会层次上的，也包括形形色色的各国在国家层次上的参与。若无这一准则，网络就会变成俱乐部的一个代名词以及精英主义和排外的象征。全球平等协商原则建立在迈克尔·伊格纳梯也夫所发展出的观念之上，是一项最大包容原则，最大可行地包容在跨政府协商过程中所有有关的和受影响的各方。

合法差异。“合法差异”原则是一项多元主义原则。相比于在一个想象的令人恐惧的世界政府下由一个中央权威强加的一致性，一个分解的世界秩序是从在国家层次上以多种方式组织社会和政治的前提下开始的。部长、国家元首、法院、立法者，甚至官僚都反映了国家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包括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人口和地理需要，以及国家运气的偶然性。每人都必须准备承认彼此路径的有效性，只要所有人都接受共同根本原则之核心。

积极礼让。传统礼让原则作为依从其他国家利益的一项消极原则，积极礼让是一项积极的定性合作原则。作为一项跨国管理合作的治理原则，它要求管理机构、法院甚至立法者取代为了单边行动和不干涉行为的磋商和积极协助。

制衡。所有参与其中的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政府机构，必须依照一个全球制衡概念而互动，由此力量的分配总是流动的，在水平轴特别是在垂直轴上都是如此。最明显的例子是欧盟的各个国家法院在“合作关系”框架下与欧洲法院保持变动中的力量平衡的方式。

辅助。正如制衡的原则借自美国宪法，最初又是从孟德斯鸠那里移植过来的一样，辅助原则借自欧盟的理想和经验。它是一项把治理置于最低可能层次的原则——离个人和团体最近，这些个人和团体受所采用和执行的规则和决策的影响。这一层次是本地、地区、国家还是超国家的，那是一个经验性问题，支配它的是实际的考虑而非预先规定的力量分配。

任何这些原则的选择和制定都不可避免地是个人的、有偏颇的。这里的要点是，某一套宪政原则必须在所有类型政府网络的形而上层次上运作，为这些网络的成员如何相互对待以及它们之间的基本分工确定基本规则。我提出的各项原则反映了平等、宽容、自主、相互依赖、自由和自治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强调了我个人对一个基于政府网络的公正世界秩序的看法。尽管如此，假如我的原则得到实施的话，网络化治理的一些优势，如灵活性和速度，有可能受到削弱。然而，最终确定特定价值观和把它们转化为原则的过程必须是一体的。我因而希望，这里提供的原则及任何竞争性的版本将成为学者、政策制定者以及最终是选民中间所辩论之事。

国家的分解是一个现象。政府网络是一种治理技术，它可能既是这一现象的原因也是这一现象的结果。它们所行使的权力类型既老又新，但对它们最终的影响至关重要，更好地理解对其运作最有利的各项条件也是如此。然而，将在一个有意建构起来的分解世界秩序中指导它们运作的各项准则和原则将是一个有意识的公共选择。它们将最终决定一个分解的世界秩序是否是一个值得拥有的世界秩序。


5.结论：推进这一范式

本书的主旨是国家并非在消失，它是在分解。其组成机构——监管者、法官，甚至立法者——都在以各种方式向国家边界之外伸展，他们发现，曾经是“国内”的工作正日益具有国际维度。当他们闯入外国领地时，便遭遇了外国同行——监管者、法官和立法者——并建立水平网络，签订谅解备忘录管理他们之间的关系，定期举行会议，甚至建立他们自己的跨政府组织。尽管频率低得多，他们还遭遇其超国家同行，法官对法官，监管者对监管者，或立法者对立法者，直至建立垂直网络。

国际舞台的正式观察家们——学者、权威人物、政策制定者——无法充分看到并欣赏这一现象，因为他们被单一国家的概念一叶障目。尽管他们习惯于以国内视角思考“政府”——一个负责不同治理功能的机构的复杂集合体——他们也以国际的视角看待“国家”。这些由国家元首和外交部长所代表的所谓的单一行为体，在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则由职业外交官代表。反过来，这些代表声称追求单一的国家利益。

单一国家观念是一个虚构，但它已是一个有用的虚构，使分析家们把复杂的国际体系简化为相对简单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国之间直接或通过国际组织相互作用。但对于政府工作而言，现在这种虚构已不够好。它对一些至关重要的活动依然有效，如决定发动战争，参与新一轮贸易谈判，或者建立新的国际机构以应对具体的全球难题。但它隐藏的跟它所帮助的一样多。

在一个既面临全球化悖论——需要更多的政府但在全球层次上恐惧政府——又面临非国家行为体在公司、市民和犯罪等领域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的世界里，抛弃这一虚构并有可能看到和欣赏这些网络，这尤其重要。经由政府网络的全球治理将意味着利用国家政府官员应对国际难题。它将是经由国家政府的全球治理，但以下情形除外，即那些政府得出结论，需要一个真正超国家的机构行使真正的全球权威。在那些将是例外而非常态的情形下，超国家机构通过垂直政府网络的合作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效。

同时，政府网络可以极大地扩张国家政府的能力以接触众多非国家行为体，这些非国家行为体本身就是通过网络运作的。特定国家政府官员的网络——从环境管理者到宪法法院法官——可以稳住更广泛的非国家行为体网络，追求各种类型的全球议程，同时仍保留与众不同的政府性格和政府对其选民的特定责任。它们所能扩张的管理边界远超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能力。它们能加强和支持其成员通过在它们中间建立信任、团结和共同目标而在国内外坚持良好治理准则。它们能促进对现存国际协议的遵守，加深和扩大合作，达成新协议。

但这只是开始。把这一范式再推进几步，再想象各种可能性。当前政府网络一个关键的界定性特征是它们必须是非正式的。它们的非正式性不仅来自网络在组织结构上的流动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来自本书试图修理的概念盲点：分离的政府机构在国际法和国际政治中没有独立的或正式受到承认的地位。它们只作为抽象单一国家的一部分而存在，与所有其他政府机构集中在一起。甚至那些已将其互动正式化了的网络，在建立了一个组织如巴塞尔委员会或国际证券专员组织的意义上，在国际法中没有实际的正式地位。它们作为非正式经济的政治对应物而运作，与正式国际机构并行不悖。

在现行国际法下，网络正式化的唯一方式是谈判缔结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重构作为该组织委员会的现存网络。因此，如第一章所解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委员会是董事会，大多由各成员的财政部长或央行行长组成。除此之外，欧洲法院和欧洲各国法院之间广泛的关系最初是由《罗马条约》规定的，为各国法院提供条件，把涉及欧洲经济共同体法律问题的案件提交给欧洲法院。但即使在欧洲法院，欧盟各成员国的国别法院也没有国际法地位，因而欧洲法院和各国法院之间形成的关系以及管理这些关系的原则仍是非正式的。从20国集团到国际证券专员组织等各种网络所发展和传播的很多最佳实践守则也是如此。

在实践中，这种非正式性至关重要的含义就是各政府机构在国际法下不能从属于特定义务或责任。它们也不能行使特定权利。主权是由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拥有的，而不是由它的各组成部分。比如，试图发展一种特定司法宽容概念的法院，正如第二章所描述的，正在使传统上运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学说适应于跨司法关系的特定需要。然而总体上，整个跨政府关系的世界基本上仍然隐藏于传统国际法的正式规则和基础性原则背后。

然而，设想国家政府机构能够成为全球舞台中主权权利和责任的承担者。设想主权本身可以分解，从而附属于特定政府机构，如法院、监管机关和立法机关或立法委员会。但正如这些机构所行使的主权一样，主权的核心特征将从独立于外部干涉的自主权转变为参与各种类型跨政府网络的能力
(34)

 。这一作为参与的主权概念，或者说是地位，意味着分解的主权将授权世界上的政府机构在网络中相互交往，网络将加强它们，改善它们的能力，个别地和集体地行使其被指定的政府使命。

在此过程中，它们将帮助重建被冲突蹂躏，被贫穷、疾病和私有化所削弱，或停滞于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变的国家。若法官、监管者或立法者的跨政府组织在国际法层次上具有正式地位，它们可以采用正式的成员标准和行为标准，它们将为全球共同体创造多得多的压力点，作用于恣意妄为的国家，而且很多会刺激国家政府官员，他们企图成为全球共同体的充分成员，然而在反对腐败或武断以及经常集中地使用权力时又经常缺乏能力或政治和物质支援。援助、压力、社会化和教育将不再在国家之间流动，但将渗入国家到构成政府的特定个人的层次，且必须在当地作出和执行决策。

所有这些官员还将直接从属于各种条约及其他国际协议的义务。这并非是要国家坚持人权或保护环境或弃绝童工或寻求冲突的和平解决。这将取决于行政、司法和立法机关的成员。在一个违反国际法日益带来个人惩罚的世界中，这些义务将被感受到。

我在结论部分将进一步探索这些想法。本书旨在帮助读者看到和赞赏一个正在出现的实际的世界秩序，想象在一个被无数水平和垂直政府网络划成格子状的世界中能实现什么。它将是这样一个世界：分解的国家机构相互作用，并与单一国家和单一国家组织相伴随。下一步可以是分解主权本身。只有通过使劲挤压我们认为是自然或内在的东西，我们才有希望展望和创建一个真正的世界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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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监管者：新外交官

从我过去这六年半的经历看，司法部长已成为国际竞技场的一部分。在我就职之初，并没有那么多人来访。现在各国首相和司法部长和安全部门人士纷至沓来，而我很高兴看到他们，因为他们提醒了我民主是多么美妙的一种制度，我们必须为之付出多大努力，现在我们携起手来在全世界为之努力有多重要。

——美国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
(1)



国家分解的最佳例证见于世界上各国使馆的工作记录中。至少，美国使馆的记录表明了有一个稳定的监管者队伍访问其外国同仁——来自监管金融市场、竞争政策、环境保护、农业以及现代监管国家所有其他领域的机构和部门
(2)

 。财政部门也同样显示：监管机构的外交预算均出现了巨大的增长，即便国务院的预算已经下降
(3)

 。

这一分解一路扩展至顶端。行政部门，即议会制下的“政府”，传统上正式负责外交政策的执行。在代表国家以一个声音说话之处，行政部门被认为是国家的代言人，解决内部观点分歧，然后提出反映某种共识的统一立场。事实上，行政首脑——如总统和首相——也代表自己相互建立网络，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成果，这些成果通过更为传统的谈判和批准条约等方法是无法取得的。他们也可以在国家领导人会议上达成共同立场，然后用它来加强其在国内的相应立场。

或许主要的国家首脑网络是七国集团（G7），世界上最强有力经济体的领导人每年举行峰会。G7没有国际组织的正式地位，它只是一群领导人的一种制度化关系。它有足够的地位以至于鲍里斯·叶利钦曾急于加入，以表明俄罗斯现在是西方的一部分了。自1994年以来俄罗斯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峰会，2002年起拥有充分的参与权。现在是作为G8举行会议，尽管G7的财政部长们仍平行召开更为限制性的会议。在平时，G8无非是一个清谈馆和一个合影的机会，但在危机时它为迅速和决定性的行动提供了一条渠道。更进一步，正如官僚机构的所有研究者都明白的，一次会议本身就驱动着产生某种可见结果的愿望，这又迫使“最高级会议筹备官员”们弄明白哪些倡议已经成熟可采取行动，以及可以倡议采取何种行动。

G7已经催生出许多别的“集团”，其中每一个都由不同数目国家的领导人组成，导致了不停变化的数目字（G34、G15、G20，实际上是G22或G19，看你怎么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有一个名为“委员会、集团和俱乐部”的指南很有用，它描述了各种各样的网络及其当前的成员
(4)

 。它们不是联盟或甚至是条约伙伴。在传统外交中与它们最接近的也许是“大国协调”，如1815年的欧洲大国协调，它把欧洲的传统君主拢在一起，以建立一种变化着的力量均势，维护和平，防止危险的革命思想的扩散。

在总统和首相之下的是内阁级官员（在议会制中是大臣）和监管者。为了我们研究方便，把他们定义为高端任命官员或在特定领域拥有特别专长的职业文官。所有这些不同的行为者都在很大程度上进行着跨政府的网络构建。的确，财政部长们，经常与央行行长们相伴，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国际基础结构。他们实质性地又非正式地建立了网络，以回应创建国际金融架构的呼吁。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获得了与国家首脑们相同的地位，在一些G7会议中，财政部长们在政府首脑之外发表声明。当然，在有些情况下，是政府首脑们的峰会指挥其各部部长的会议应对特定的难题。但在另一些情况下，是部长们自己在确定议程。

央行行长、证券专员和保险业监管者等等，这些管理者之间的网络已经如此成熟稳定以至于现在他们有了自己的组织——例如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券专员组织以及国际保险监督者协会。这些组织是跨政府的网络，它们已足够正式从而有理由获得协会或组织的名称，有专门工作人员，定期举行会议。但它们不是“国家间”组织；它们不是经由条约或甚至执行性协议而形成；它们在国际法律体系中没有位置。

外交事务中“执行”的角色因此日益复杂和分化。它包括各种行为者出于不同的原因跟其外国同行建立网络。尽管如此，就当前的目的而言，我将把它们一律视为行政跨政府网络的参与者。合在一起，他们在进行着各种活动，这些活动要么过去根本不存在，要么曾经更多的是职业外交官的领地。今天，普通的媒体读者如果认为外交活动是由除外交官之外的所有人进行的，他们的想法应该得到原谅。

当然，严格说来这并不公平。外交部长和外交部——在美国是国务院——在从解决冲突到人权政策的一系列领域中仍在扮演积极且经常是至关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外交这一观念隐含着注重细节、技巧和得体之意，意味着国与国之间一种微妙甚至是危险的关系——远非管理型合作甚或经济相互依赖的现实细节所能涵盖。对于这些事务，外交官们仍是不可或缺的。

进一步说，在某些情况下外交部长们有其自己的网络，因为他们必须对应财政部长们或国防部长们的网络
(5)

 。在另一些情况下，正如下面所要阐述的很多事例一样，行政网络产生于更为传统的国际组织内——作为统一国家代表的外交部长们和国家元首们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而创建的组织。简而言之，这里的要点是国务卿并非无关紧要，只是说她不得不与他人分享一个日益拥挤的舞台。

这里的要点也不是确定和追踪外交政策或至少是国际事务中行政部门参与者大量增多的原因。它们数量众多且复杂。的确，它们是大量政治学文献的主题。基欧汉和奈在1970年代写作时将跨政府联盟确定为“复合相互依赖”的标志之一
(6)

 。复合相互依赖作为国家间关系的一种总体描述，自199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化的浪潮而增长。跨越边界的工商业活动必须跨越边界来监管。更准确地说，服务越来越跨国的特性，以及国内监管的域外维度的意识意味着监管者不相互合作就经常无法履行职责。

其他原因是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政治上，现代工业化社会的两大标志是专业化分工和管理。结果呢？是大批具有专门才干的管理者——这些才干经常得到了来自法官、立法者和其他管理者一定程度的敬重
(7)

 。同时，至少在美国，“总统行政当局”政治吸引力的上升已导致总统及其下属们日益通过行政命令治理国家，随之跟着而来的是各种机构的倡议
(8)

 。的确，美国总统对于就传统的国际谈判要与桀骜不驯的国会进行复杂互动多有抱怨，在很多方面，国家元首网络的兴起及其逐渐增长的雄心似乎是由这些抱怨驱动的。最后，政府反映了一种广泛的组织趋势，近年来在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中颇受注意，即从等级结构转向网络结构。政府在很多方面恰是在组织上跟上了它们所治理的社会。

在第一节中，我将回顾众多专注于行政跨政府网络的因素，但不表明它们是全新的，也不试图重复政治学家们的工作，指出它们最现代的表现之根由。就当前的目的而言，确定和描述政府网络比解释它们更为重要，而且首要的是理解它们如何在改变全球治理的现在和将来。为了这一目的，第二节将考察跨政府网络可能存在的不同地方，国际组织内或国际组织外。同时也强调了欧盟治理的先驱性质，它极大地依赖部长和监管者的网络。

第三节说明了这些网络实际上正在进行的活动：交流信息，协调政策，在执行方面合作，收集和提炼最佳实践，输出特定的监管形式，在国内官僚政治中力挺其成员，就其成员的声誉传播信息。这些网络及其活动不一定是走向更正式组织之路上的驿站，它们本身就是全球治理的一种组织形式。此外，它们能够和不能够行使治理职能的类型也不一定就是“真实”治理的翻版，而是可能对全球更为合适的与众不同的治理模式。


1.一个新现象？

行政跨政府主义真是新的吗？正如前面提到的，弗兰西斯·贝特尔1972年在国会的证词中指出相互联系的日益复杂性决定了外交政策的安排和执行
(9)

 。而1974年基欧汉和奈就已把跨政府活动确定为更大范围跨国活动内一个单独的行动领域
(10)

 。他们这样做的主要兴趣在于确定各种各样的方式，其中跨政府政治以及跨国政治可以帮助国际组织在世界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
(11)

 。在此过程中，他们确定了不同类型的跨政府活动（包括政策协调和建立联盟），把跨政府网络最可能形成的条件具体化，详细说明国际组织和跨政府网络之间互动的不同类型。

基欧汉和奈基于他们的分析把国家元首排除在外，理由是把“首脑会议（所提出的倡议是从既定政策中衍生出来的）视为跨政府政治的一个例子”是很奇怪的
(12)

 。然而15年后，罗伯特·帕特南提出了“双层博弈”的思想，即国家首脑操纵国际政策提升其国内力量，并利用国内政治增强其在国际谈判中的地位。双层博弈分析的核心思想在于这些博弈是分离开来但又是相互关联的，因为“每一位国家政治领导人都出现在两层博弈中。”
(13)

 其结果是在国际层面上行政首脑具有更大的空间“追求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概念。”
(14)



总统及其他国家首脑不仅自主运作，而且他们这样做在改善自己在本国国内的地位的同时，也改善了其同行的国内地位。在双层博弈逻辑中，行政首脑们意识到，如果其谈判伙伴的国内地位有力，他们就可以期待达成更频繁和更有利的国际协议，因为这样一来在国际博弈中达成的任何协议在国内就更有可能得到批准。故此，国际层面上的每一位谈判者“对对手方在其国内的支持度具有浓厚的兴趣”
(15)

 。例如，阿拉法特频繁造访克林顿的白宫可以解释为努力改善阿拉法特的国内地位以给他更大的空间缔结一项全面和平解决方案。

双层博弈分析使得更容易认定国家首脑网络就是更大的执行跨政府网络的一部分。同时，20世纪90年代的事件使人们对整个跨政府主义有了新的认识，这一跨政府主义深嵌于一切类型的跨国行动更大规模的兴起之中。当冷战的两极国家体系（state system）消失，非国家、次国家和超国家行为体随全球化的潮流而涌动，权威们和许多学者开始宣布，由各种网络联结在一起的复杂、多层、全球治理时代诞生了
(16)

 。

早前，彼得·哈斯探讨了“认知共同体”的作用和力量，他将其定义为“专业人员的网络，在一个特定领域具有得到承认的专门知识和能力，以及在这一方面或问题领域具有权威性的与政策有关的知识。”
(17)

 后来的著述吸收了由认知共同体文献中所产生的共享学习和知识生产的力量这方面的见解，但注重更具体和可观察到的组织形式。不少趋同的因素越来越多地注意更为具体的行政跨政府网络现象，尤其在管理者中间。

第一是国家金融管理者的组织和活动中可观察到的变化。在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支持下，G10各国的央行行长于1974年创建了巴塞尔银行业监督委员会。目前它由13个中央银行的代表组成，管理着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业市场
(18)

 。1975至1992年间，它发布了《巴塞尔契约》，后来又进行了数次修改，以通过划分本国和外国管理者之间的具体任务，来促进多国银行管理者之间的合作。1988年，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一套资本金充足标准，被各成员国采用为新的管理标准，对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信贷的获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

 。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出现于1984年，其后在20世纪90年代有国际保险监督者协会（IAIS）的创建，之后所有这三个组织的网络以及世界上负责金融稳定事务的国家和国际官员的网络，称作金融稳定论坛
(20)

 。正如多位学者所指出的，这些“组织”并不符合国际法学家或政治学家所界定的组织：它们不是由各个国家组成并由条约规定，它们没有法律地位，它们也没有总部
(21)

 。然而在索尔·皮西奥托看来，它们是“更为普遍的由‘政府’转变为‘治理’的一部分，涉及公共职能授权或转移至特定机构，在专业或科学技能的基础上运作。”
(22)



跨政府管理网络研究的第二个主要动力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多层管理体系，主要集中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
(23)

 。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得不通过开发管理合作与和解战略对不断加深的经济与金融一体化和日益增长的相互影响作出反应。正在进行中的管理合作反过来成为一个跨政府网络的基础。然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4年结束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使管理合作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新的治理形式不能只是依照功能而设，它们必须在一个原则性框架内得到管理，其设计不仅旨在提高它们的效能及其产品的质量，而且还要“保护民主过程”
(24)

 。

第三，多层治理，尤其是跨政府的管理互动，最集中的地方是欧盟本身。1992年实现统一市场后，欧盟已作为一个监管型国家（state）而兴起，通过制订规则而非征税和开支行使权力
(25)

 。欧盟成员国情况各异，且成员数量不断增多，和谐或至少协调管理成为难题。为应对这种挑战，欧盟已发展出了一个网络监管体系，置于部长理事会之内，且与围绕理事会决策的“委员会学”（comitology）复杂过程密切相连
(26)

 。为数日益增多的法律学者和政治理论家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各国管理者的网络所作出的决策如何与欧洲民主在各国的多种模式接榫
(27)

 。

第四是一个跨大西洋治理体系的兴起，以帮助促进和管理日益密集的跨大西洋经济合作网
(28)

 。比如，戴维·沃格尔指出，“当欧盟的管理能力扩展时，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管理官员之间的正式讨论及信息交流也扩展了。这些官员现在定期地就各自的建议和政策，特别是那些可能影响双边贸易的建议和政策，进行检测和交换信息。”
(29)

 尽管跨大西洋管理关系可能看起来只是刚讨论过的更大的多层管理体系的一个子集，它们发生于国家首脑所发起的具体倡议的框架之内。正如马克·波拉克和格里高利·谢弗所描述的，跨大西洋治理涉及政府间层次、跨政府层次和跨国层次上的合作
(30)

 。因而，20世纪90年代跨大西洋关系的演进已引起了对有关这三个层次的关系及其相对重要性的复杂问题的讨论
(31)

 。

最后，在国家为何遵守国际规则这一最近仍在争议的理论中，行政性跨政府网络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阿布拉姆和安东尼娅·查耶斯以及哈罗德·高强调了在国际和跨国两个层次上，政府官员网络中定期互动、对话和“进行诚挚谈话以达到赊买或借贷目的”的重要性
(32)

 。两种理论都穿透传统的国家黑箱而集中于特定政府机构和官员的活动。

因此，跨政府网络是新的吗？这重要吗？很长时间以来，政府官员就已同其国外同行联系，一道处理外交中的实际事务。但这一事务的范围和实质扩展了；跨政府联系的范围和强度增长了，在许多情况下还制度化了；跨政府主义的好处变得更为突出，而很多正式国际机构的弊端变得更清楚了。也许最重要的是，当“国家”事务和“国际”事务的界线模糊时，国家官员们发现他们需要跨越边界谈判以开展他们曾经只在国内就能完成的工作。归结起来，即便不新，政府网络也正日益引人注目。


2.它们存在于何处？

这些行政部门官员网络存在于何处？既存在于一些熟知的领域也存在于一些新兴领域。这些网络可划分为三大类型，其形成背景和运行环境各异。首先是那些行政官员网络，它们形成于现存国际组织内部；其次是各种官员网络，它们以国家元首谈判达成一项协议为依托；最后是近十年引起广泛关注的各种国家监管者网络，它们形成于任何正式体制之外。源于网络成员需要相互合作解决各种共同问题，使这些网络自发形成。在一些案例中，一些组织成员极其频繁地互动，自发地要求将他们所属跨政府监管组织的参与机制化
(33)

 。以上三类网络以各种方式相互联结：一些不过是国际组织的一个正式机构，因而不值一提，然而其他一些则直接与各种现存或潜在国际组织相竞争。


国际组织内部的政府网络

各国政府官员经常在国际组织内部形成各种网络。在大张旗鼓地签订条约并事实上成立某个组织之后，各国元首便打道回府，将有关该组织的实际工作留给各国所有相关部门的政府官员。时任美国助理财政部长的哈里·迪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明确指出：诚然，在不同问题领域，国家元首在机制创建中往往发挥重要作用
(34)

 。但无疑地，一个机制一旦建立起来，不论是用以监管国际劳工、环境、卫生、犯罪，还是不断蔓延和日益混乱的全球市场等，与新成立、正式代表本组织利益的国际秘书处合作的职责自然落入各国相关各部或机关身上。

基欧汉（Keohane）和奈（Nye）认为，国际组织内部的各种政府部长网络象征的是国际机制的“俱乐部模式”
(35)

 。在通过签订条约所建立的特定跨政府机制内，“最初来自相对富裕为数不多的几国、服务于相同部门的内阁部长或对应官员相聚一堂，制定各种规则。贸易部长主导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财政部长操纵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防和外交部长相聚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央行行长聚集在国际清算银行等。”
(36)

 对参加国政府而言，这种运行模式极为有效。因为为数不多、志同道合的相关部长组成了一个谈判“俱乐部”，他们从中达成各项协议，并随后就这些协议向本国议会和公众汇报
(37)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不但是典型的跨政府监管网络主办者，而且是促使这些网络兴起的催化剂。至少近十年来，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召集特定领域政府官员，寻找解决某个共同经济或监管问题的最佳方案，并不时地发布解决该问题的标准规范等
(38)

 。如上文所述，欧盟部长理事会以相同的方式运行，尽管理事会成员行使实际决策权。最后，在一些案例中，某个国际机制的秘书处会有意地促进特定政府的官员形成一个网络，以之为谈判先锋，从中制定各种新规则，并旨在最终适用于所有成员
(39)

 。


行政协议框架内的政府网络

第二类跨政府网络作为一种治理形式更为引人注目，因其兴起于各种正式国际机制之外。然而，这些网络的成员在特定框架内运行，至少各国政府首脑已对该框架达成共识。由行政协议专门授权和支持的跨大西洋跨政府互动就是新近的一个例子。为了增进合作，波拉克（Pollack）和谢弗（Shaffer）编纂了一系列有关美国总统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之间签订的各种行政协议，包括1990年的《跨大西洋宣言》、1995年的《新跨大西洋议程》（附带《美国与欧盟联合行动计划》）和1999年的《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等
(40)

 。所有这些协议激起了低级别官员、工商界人士以及各种环保和消费团体等召开各种专门会议，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虽然其中大量的低级别官员网络是因功能性原因而兴起的，但它们无疑都得到最上层协议的支持。

金融官员跨政府网络之网络则是另外一个例子。该网络作为1997—1998年俄罗斯和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号召建立“一个21世纪新金融架构”的现实方案应运而生
(41)

 。尽管学术界和决策者提出了各种建议，包括成立一个全球中央银行等
(42)

 ，实际上只有二十二国集团提出了一套金融改革方案，该方案随后得到七国集团（现在的八国集团）的支持
(43)

 。美国于1997年推动形成二十二国集团，旨在建立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官员共同组成的跨政府网络，主要是针对七国集团、巴塞尔委员会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会本身是一个财政部长集团）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
(44)

 。受危机影响最深的东亚国家十分乐意由二十二国集团负责金融改革的具体方案，替代那些宏伟的构想
(45)

 。有关更广泛改革的大量提议还主张创建各种其他网络，如十六国或十五国集团等
(46)

 。

这些网络的各项具体功能——提出政策建议、制定一套新的标准和规范等，实际上是由各国财政部长、证券监管者、央行行长以及其他经济政策官员负责完成。但这些官员由各国元首召集和提供支持，往往仅通过非正式协议或联合公报等形式。其实，当七国集团于1998年10月发表一项全球经济改革声明时，该声明是由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联合发表的，并附有一项政府首脑平行声明
(47)

 。


自发的政府网络：松散的机构？

1994年，基欧汉和奈曾质疑“在稳定的货币体系下，通过跨政府接触，能否充分实现央行行长们的共同利益。”
(48)

 相比之下，如今引起最为广泛关注的跨政府监管网络是那些兴起于政府间正式协议（不论是条约还是行政协议等）之外的各种网络。巴塞尔委员会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例子。各国监管者自发地聚在一起，或者作为一个网络，或者作为一个网络化组织，以此来规范他们的互动，这种现象使大量不受民主责任制限制的松散机构不断涌现。

其中一些网络，如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以及国际环境守法及执法网络（INECE）等，实际上已经制度化，成为各种跨政府监管组织。这些组织的创始和指定成员都是国内机构，甚或是次国家机构，如省或州级监管机构等。这些组织往往在最低限度或最基本的法定基础上运行，其中大部分缺乏创始条约，仅在一些共同商定的目标或内部章程框架下运行。它们无意签订对成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通常只有很少或没有正式的执法或执行机制，而将这些功能留给它们的成员负责。

其他一些是国家元首网络，如七国、八国集团或其他元首网络，由国家元首最初举行各种会晤，然后触发形成其他行政网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行政首脑也许仅仅是为了在应对占据头版头条的各种国际危机中，看上去有所作为。但也有可能，他们的确希望有所作为，诸如制定和执行政策，以避免正式的政府间外交所带来的各种延误和复杂化等。他们会想方设法避开他们本国的立法机构和各国政府，否则他们将很难达成协议。但这更多是出于速度和效率而非排他性考虑。

还有一些网络起源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国内监管机构之间的各种协议。最近几十年来兴起了由各种协议所组成的庞大网络，这些网络使得特定国家之间的监管合作渠道制度化。这些协议包含的各种原则可由监管者直接执行，而无需国家立法者进一步批准。相比于传统条约谈判的进展缓慢，广泛使用的各种谅解备忘录（MOUs），甚至不那么正式的各种动议，极大地提高了跨政府互动的增长速度。此外，虽然这些协议一般都是双边协议，但它们也可能发展成各种多边协议。这些多边协议虽不如传统跨政府组织那么正式，但范围更广泛
(49)

 。

由国内机构之间的各种协议所建立的各种自发网络，其中的一个例子是金融监管网络。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通过“在各国执法机构及其在监管和金融领域的其他合作伙伴之间进行信息共享，”从而“将人和信息结合起来，共同打击洗钱这一复杂问题。”
(50)

 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国际协调组包括了众多国家的国内监管者，并提供“各种信息、政策建议以及国际反洗钱工作人员等支持。”
(51)

 同样，埃格蒙特集团（Egmont Group）是一个“全球金融情报机构网络（FIUs）”。作为“世界各地金融情报机构论坛，旨在加强对相关各国政府的支持，以更好地打击金融犯罪行为。”
(52)

 该集团的69个成员国遍布世界各地
(53)

 。


将这些网络连为一体：开创新型全球和区域组织

这些网络不同类型的集合体，本身就是一种新型的国际组织。我将在第四章对这些“网络之网络”进行更为广泛的探讨，在此先作一番概述。如第三章所述，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最初由国家首脑会议推动，随后发展出财政部长及其他经济监管者定期会议，最后又发展出议员会议。该“组织”的正式名称是“合作”，其本质是制度化合作，通过不同类型的跨政府官员，首先是行政官员，然后是法官和立法者等，召开各种定期会议来实现。

同样，中亚安全和建立互信会议及互动（CICA）这一新组织的诞生，起源于成员国首脑会议，各个观察国和参会的国际组织也都派了代表出席本次会议
(54)

 。其他命名为“会议”的组织，如原来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最初是由各国元首主导的一个跨政府网络论坛。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演变成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时，它也许可以发展为更为传统的组织，但这并无必要。

欧盟可以说是发展程度最高、最具创新性的跨政府机制。法学家雷诺·德乌斯（Renaud Dehousse）曾指出欧盟治理存在的一个基本矛盾：“加强统一固然必要，但权力越来越集中，在政治上不可想象，也许并不可取。”
(55)

 对策就是实施网络监管，即国家官员网络监管
(56)

 。越来越多的法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这些网络的决策如何适应欧洲民主的各种国家模式。

欧盟本身处于一系列更广泛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之间的各种监管网络之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官员认为，所有的经合组织成员国，包括美国、所有欧盟成员国、日本以及现在的韩国和墨西哥等在内，都是多层次监管体系的参与者
(57)

 。而这一体系的基础就是政府网络。

将这些网络连为一体，世界就变成这样一个世界，它由各种监管网络同心圆组成，尽管中心各不相同。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明确提出要进行全球金融治理，通过“主要由非正式团体组成的同心圆网络，管理国际经济和货币事务；两国集团（G2）以美欧为中心，三国集团（G3）加上日本，现存七国（G7）、十国（G10）和二十二国（G22）集团则让其他层次国家也参与其中。”
(58)

 此外，通过政府网络进行全球治理，这一前景显然存在。正如欧盟不断向外扩展一样，正在开创一种新形式，它使国家既可以进行集体治理，又无需放弃它们独立的、基本上仍是主权国家的身份。鉴于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等跨政府网络的发展，还存在另一个前景，那就是遍布世界各地的同心圆政府网络。在不同地区这些同心圆的相对密度反映了以下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政治制度的相对同质性、政府官员之间的互信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相互依存度、经济一体化趋势以及政府的相对意愿，即是否愿意将超越边界的政府职能特别委托授权给国家官员网络。


3.它们有何功能？

那么这些网络究竟有何具体功能？它们的成员大多喜欢谈论。其实，有一类网络，主要活动就是谈论。它们是信息网络，它们的成立和维持依赖各种思想、技术、经验和问题等有价值的交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网络以各种方式创造了共同记忆和共同探讨等诸如此类的形式。在第二类网络中，谈论导致了行动，即各种直接援助，用以加强相关领域的监管。它们是执法网络，这些网络同时包含发达国家监管机构对发展中国家对应机构进行的各种培训和技术援助项目，旨在提高受援国执行他们国内法律法规的能力。协调网络则属于第三种类型，它们旨在促进贸易增长，为协调各国法律法规的复杂技术谈判提供基础等。协调各国的不同立法具有重大政策意义，这使协调网络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这些人关注在监管过程中加入民主。

这三类网络的功能具有重叠的部分——协调和执法网络也具有交流信息和提供援助等功能；在某些情况下，信息网络也可以为它们的成员制定共同政策。然而，这一基本分类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这些政府网络有何功能，产生了什么影响，也即第五章的主题。这一分类适用于各种水平和垂直网络，虽然垂直网络还很少。该分类也适用于各种法官、立法者以及监管者网络。


信息网络

信息和思想交流是所有跨政府网络的凝聚力。如果一批环境监管者、央行行长或公用事业委员等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他们将开始探讨各种监管技术，对共同的难题表示遗憾，并就各种新方法展开讨论。举一例来说，据报道，在世界公用事业监管者年会上，与会者随身携带两本笔记本。一本用来记录会上产生的各种想法，另一本只用来记录了解到的有关当前公用事业监管技术的各种信息。就这点而言，国家政府官员会议和其他各行各业的专业性会议并无区别。在举办这些会议的大酒店呆上一个小时便能证明这一点。与会者在大厅里参加有关他们所处行业及其技术最新发展的各种小组讨论；举行各种圆桌讨论，分享他们的经验；并积极地沟通等。

如果通过互联网将各国政府官员联结起来，那么他们的网络通过虚拟化的方式将具有更加持久的生命力。他们彼此交换各种数据、组织结构图和方针政策，以及从实践中获得的经验教训等。实际上，反垄断监管者之间所进行的非正式交流是如此频繁，以至于从这些监管者的访谈中，某个评论家总结道：“电话、电子邮件和传真等已成为当代国际监管外交的主要方式。”
(59)



一些信息交流目标更加明确。譬如说，美国环保署（EPA）和墨西哥环保署（PROFEPA）已就双方执法案件中的罚款措施、行政执法程序以及环境刑事执法项目进展等各种信息进行交流。它们同时就执法活动和已取得的成就等各种数据进行交换。如此一来，它们对各种执法方式和执法能力就有了清楚的认识
(60)

 。另外，环境合作委员会（CEC）及其常设机构，由美、墨、加三国监管者组成的环境执法和守法合作北美工作组，定期召开各种会议和研讨会，交流跨国污染问题等方面的信息
(61)

 。

对专门从事信息收集的机构而言，通过跨政府网络进行信息交流显得很重要，这并不足为奇。继“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情报机构呼吁要加强情报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据新闻界报道，通过使之前“缺乏沟通”的国家共享信息，这一号召可能已导致外交上的突破和长期的、全球性的外交调整
(62)

 。

除信息交流之外，信息网络还经常积极地收集和提取各种信息，这些信息都是关于它们的网络成员如何开展工作等方面的。这种信息提炼的结果是产生“最佳操作方法”的准则，即特定时期网络所有成员所认同的一套实现预期目标的最佳可行性方案
(63)

 。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以及世界各地的金融监管机构已颁布各种最佳做法准则，从如何规范证券市场到如何防止洗钱等等。实际上，国际证监会组织甚至颁布了一系列谅解备忘录签订原则，这些原则本质上就是为跨政府网络量身打造的一套最佳做法。巴塞尔委员会于1997年颁布的《有效银行监督核心原则》就是这种“最佳操作方法”准则的一个例子。该原则从成员国中提取了各种做法和政策，“为一个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提供了一幅全面的蓝图。”
(64)



信息网络参与者也积极开展合作，向所有成员开放各种有价值的新信息。仍以证券监管领域为例，国际证监会组织开始引导其成员开展协调合作，以应对全球化给监管领域带来的新挑战。同样，七国集团于1989年成立的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一直努力地履行自己的使命。为了减少洗钱犯罪活动，不断提高各种标准。这些标准旨在为各国制定和执行反洗钱法和程序提供一幅蓝图。此外，来自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国家的执法人员每年召开会议，交换重大洗钱案件和行动等方面的信息。对执法专家而言，这些一年一度的“分类”操练，是他们了解当前洗钱趋势和有效对策的重要机会
(65)

 。

同样重要的是网络参与者所交换的有关彼此的各种信息——诸如能力、素养、诚信和专业水准等等。一个网络一旦得到建立，它基本上就成为了解该网络成员声誉等信息的一个渠道——即使之前他们并没有或不关心他们的声誉。在同行之间享有和关心声誉，这是专业社会化强而有力的工具——这在治理部门和私营或非营利部门的效果不相上下。各网络成员面临共同的挑战和责任，这是他们之间的联系纽带。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倾向于加强各种专业规范。如果某些行为明显违反这些规范，它们将在整个网络快速传播，从而提高了违反的成本。

贾恩多梅尼戈·马琼（Giandomenico Majone）将欧盟内部的这些网络称为“声誉享有者”，指出这些网络“促进形成了各种行为标准和工作方法，它们有利于产生共同期望，提高享有盛誉的社会执法机制的效率”
(66)

 。例如，欧洲药品评价署，“和其他国家对应主管部门密切合作，”并且将这些“希望在其他网络成员面前维持他们声誉”的各个机构联结在一起
(67)

 。

具体的政府网络代表的是一种信息监管体系。该体系的权力不是来源于强制力，而是来源于通过信息和说服施加影响力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声誉显得尤为重要
(68)

 。欧盟率先开始了这种类型的监管，在以布鲁塞尔为中心的治理框架内出现了各种监管者网络。这种权力的成功行使，尤其依赖于一个建立起信用和专业声誉的机构
(69)

 。


执法网络

第二种类型的网络主要侧重于加强各国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以使它们更好地执行本国现行法律法规。由于它们的监管对象——从罪犯到公司——都跨越了国界，因而它们必须与其他国家对应机构开展合作，以此来扩大它们的监管范围。在一些案例中，如同美国和欧盟的反垄断网络那样，交流机密信息需经立法机构授权。在其他案例中，这些网络则正好具有这些功能。在诸多情况下，执法网络和信息网络功能相互重叠，但是执法网络积极从事各种值得单独探讨的专门活动。


特定案例中的情报共享

不足为奇的是，在负责执法的这些政府官员中，诸如警察、海关官员、缉毒人员和检察官等，执法网络最为密集。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就是最佳例子。该组织设有一个总秘书处，主要负责情报交换，通过自动搜索工具以四种语言全天候运转，发出各种国际“通缉令”；出版各种国际刊物和最新资料；就治安问题召开各种国际会议和专题讨论会；提供各种司法援助；培训各种可以向当地警察活动提供援助和支持的专业人员
(70)

 。国际刑警组织拥有来自不同国家的179个警察机关成员，是继联合国之后的第二大国际组织。让该组织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它不是通过签订条约而成立，而且它不属于任何其他国际政治机构
(71)

 。

欧盟刑事执法网络，即特莱维小组，是另外一个例子。该小组最初成立于1976年，是交换恐怖主义情报的一个论坛。后来，特莱维小组功能逐步扩大，涉及国际有组织犯罪和社会公共秩序等问题。它在最高层次上是特莱维部长级小组，由成员国负责国内安全事务的部长组成。欧盟也有一个刑事执法网络（即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拥有12个中东成员国
(72)

 。还有两个小组——都柏林小组和蓬皮杜小组——负责支持欧盟、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开展禁毒合作。而在西半球，每年召开的国际缉毒会议（IDEC）汇集了遍布中、南、北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的高层缉毒执法人员，他们共同分享与毒品有关的情报，研究各种打击国际贩毒分子的行动战略。

撇开纯粹的刑法不谈，美国于1994年通过的《国际反托拉斯执法协助法案》，授权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门，“在国外反托拉斯权力机构追究可能违反国外反托拉斯法行为时，对其提供援助……如果美国当局确信国外权力机构会有所回应。”
(73)

 现在，美国和欧盟已经就他们共同关心的诸多案件直接开展合作，至于它们合作的程度，借用一位评论家的话，已经开始“重新界定他们的角色，作为由处理共同问题专家所组成的跨大西洋共同体的成员。”
(74)



从具体层面看，执法合作其实就是信息共享，并针对个案共同研究各种执法战略。接下来的合作就涉及制定战略优先次序和目标等，以及采取各项措施，促进公民遵守相关法律，并予以监督。促进公民遵守法律的各项措施，起初会导致对各种法律条文的相关咨询。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将化为泡影，如果某些网络成员缺乏足够的执法能力，诸如办公大楼、计算机、工作人员和培训等。缺乏能力，再多的意愿与合作也无济于事。因此，通过技术援助和培训加强能力建设就成为执法网络的主要活动之一。


能力建设

美国官方对外援助预算统计，并不包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环保署（EPA）、司法部或财政部等部门的技术援助。然而，美国政府所有这些部门向世界各国对应部门所提供的技术援助不断增加。在2002财政年度，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向来自87个国家的500多名官员提供了培训
(75)

 。美国环保署向国外监管者和环境官员开设了23门培训课程
(76)

 。这些机构正在努力提高法制不发达或薄弱国家的监管能力——不仅包括执行国内法规的能力，而且包括必要时执行国际和国外法律的能力。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基于利他主义，而是基于以下认识：跨政府网络全球治理体系的功效取决于它最薄弱的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每年针对国外证券监管者举办各种大型培训课程。至2000年，该委员会已培训了来自100多个国家的1260多名监管者
(77)

 。美国培训了墨西哥所有的环境监管者。譬如说，在竞争政策领域，斯宾塞·韦伯·沃勒（Spencer Weber Waller）指出，“世界其他国家都希望美国成为学习竞争法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78)

 同样，其他国家和国际网络也参与了这一培训进程。通过一年召开两次的国际银行监管者会议，巴塞尔委员会已向世界各地监管者提供了各种培训与援助
(79)

 。通过新兴市场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向相关工作人员开设了各种培训课程”，促进了“信息交流与技术和经验转让。”
(80)



技术援助也可以超出培训范围，帮助受援国建立相关监管机构。美国环保署与墨西哥的环境监管合作，就导致成立了墨西哥环保署（PRＯFEPA）。该环保署可以说基本上是美国培训的环境执法机构
(81)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众多国外证券监管机构签订了各种谅解备忘录（MOUs），不仅旨在创建一个合作框架，而且旨在提供相关技术援助，寻求在国外建立各种小型证券交易委员会
(82)

 。如果国外权力机关根据本国法律，没有足够权限复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要特征，该委员会一般就会要求它取得相关立法支持，授权它可以这么做。该委员会的目的仍是希望在跨政府网络中建立一个对应的联结点。其他的案例，如美国司法部的国际刑事调查培训援助计划，正如它的口号一样：“要在全世界建立各种执法机构。”
(83)

 美国五角大楼的援助也帮助其他国家建立了各种军事基础设施。

如同简单的信息交流一样，培训和能力建设也是双向的。即使当美国环保署正在努力培训墨西哥环保官员，希望在墨西哥复制一个美国环保署时，墨西哥官员同时也在教导美国环保署官员——教导他们有关墨西哥的经验和政策等
(84)

 。此外，他们有助于向有关各方灌输一种专业团体意识。1998年4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通告参议院，它与中欧和前苏联共和国的合作正不断扩大。调查局特别强调通过它的国家学院计划，培训国外执法官员意义重大。如此一来，不仅有利于“美国和参加国之间建立起从警察到警察的执法合作关系，而且有利于各参加国官员之间建立起这种关系。”
(85)




协调化网络

诸多最为强大的跨政府网络，都是各种统一协定的产物。这些监管者通常在某项贸易协定的框架内活动，往往还得到了相关的立法授权。为了提高效率这一明确的目标，他们可能会采取彼此合作的方式，统一各种监管标准，如产品安全标准等
(86)

 。以美国倡议团体“公共市民”为首的批评者，对协调化行动提出各种非议，指出这些协调化措施往往无形中导致国内监管体系发生变化，单纯提高效率已不能证明其合法性
(87)

 。他们或者争论说，在促进监管合作和统一标准的各种技术调整背后，隐藏着消费者、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等各个层面的微妙调整。由此可见，这些协调化努力反映了正式国际协议、跨政府互动和国内监管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关系往往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

协调化涉及“通过采用一项国际标准来协调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监管标准或程序，直到他们的标准或程序已经相同。”
(88)

 各种贸易协定往往要求协调化，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导致那些倾向单一标准的国家组成各种统一网络。这个过程目前正在进行中，涉及从公共卫生、食品安全到保护消费者、劳工和环境政策等各个方面
(89)

 。更具体地说，《贸易技术壁垒协议》使美国有义务“采用国际标准……作为技术监管的基础。”
(90)

 同样，“美国和欧盟监管者在制定国际航空标准上开展了各种非正式合作，”即使他们缺乏贸易谈判者之间达成的各种统一或相互承认协定
(91)

 。

两个国家相互承认对方的监管标准和具体案件决策，这是协调化的次优选择。这种相互承认协定（MRAs）广泛应用于欧盟。在实行中，涉及原产地在B国的各种产品和服务，A国同意由B国监管机构替代本国监管机构。这样两国的监管机构便自动产生联系。除欧盟之外，美国和欧盟之间也出现了各种相互承认协定（MRAs）。目前，这些协定将欧盟27国和美国的监管机构相互联结在一起。

各种协调化进程和相互承认协议为国内官僚机构斗争提供了有价值的掩护。据这个领域的谈判专家卡利波索·尼古拉迪什（Kalypso Nicolaidis）所言，“在相关技术合作支持下互相交流的监管者双方，可以组成一个跨国联盟，共同抵制贸易界对‘他们的’问题的干预。”
(92)

 她以美国联邦航空局（FAA）为例，该航空局通过和其他航空监管机构合作，在各种贸易谈判中避开了航空标准问题
(93)

 。同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和国外对应机构签订了一项相互承认协定，使它基本上可以“将国外检查委托授权给国外机构。”此举既可以保存各种稀缺资源，又可以保持其监管自主性，或者维持其相关监管
(94)

 。这种官僚合作典型地反映了诸如“公共市民”等公共利益团体的关切，尽管他们可能并不反对加强环境和航空等监管者相对于贸易官员的能力！

总体而言，互惠合作和不正当勾结的一线之差，全在乎观察者看问题的角度。在一些情况下，合作很可能不是为了增进特殊利益，而是为了支持廉政建设，反对腐败，以及支持专家意见，反对公开政治化。另一方面，斯宾塞·韦伯·沃勒指出，在反垄断领域，由国际学者、律师和竞争官员等组成的一个团体，通过参加各种“双边和多边讨论、国家和国际律师协会、共同会议以及专业刊物等”，“已经习惯用相同的方式思考、谈论和撰写竞争问题。”
(95)

 他的结论是，这一团体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利益集团，“在与其他官僚和非政府利益集团竞争中，寻求扩大它的权力、威望、管辖权限和资源等。”
(96)



但是，作为利益集团的各种监管者跨政府网络的兴起，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美国司法部提议建立一个全球竞争网络，以之为论坛，使各国可以从中“制定和达成各种提案共识，协调各种反垄断执法程序法和实体法等，”不足为奇的是，众多跨国公司和学者有各种担心并非庸人自扰——取决于该网络成员会在哪些观念和原则上进行统一
(97)

 。那么美国、荷兰环境监管者共同建立的环境守法与执法国际网络又将如何呢？是否假定该网络促进统一了世界各地各种较高的环境标准？

第六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可以确定的是，不可能仅从一个方面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些问题。不过，协调化网络，不论是现存还是潜在的，往往都招致各种不满和批评。它们可能是那些专门负责统一特定领域法律法规的各种网络，或者更宽泛些，也可能是那些才刚开始对一套共同观念、方法和原则等进行统一的各种信息和执法网络。对越来越多的人而言，这些网络所具有的或被认为具有的功能变得日益重要。


4.结　论

1999年10月巴基斯坦军方发动军事政变，克林顿政府向新的自封的统治者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将军提出了措词严厉的抗议。一个拥有核能力、政局不稳的国家又陷入新的动荡，华盛顿满心焦虑：究竟穆沙拉夫会如何回复？当这位将军最后拨通电话，他没有打给总统克林顿、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国防部长威廉·科恩或美国驻伊斯兰堡大使。相反，他打给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军安东尼·津尼（Anthony Zinni），碰巧津尼陪同科恩在埃及机场里坐着。

美国的这些将领，五十年来成为世界上最强军队的代理人，长期在国外发挥独立的影响力，与外交官和情报部门竞相塑造美国的外交政策。但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总司令部（CINC）机构的膨胀，这一力量平衡得以改变。资金雄厚的预算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冷战后美国军事接触重视维和与国家建设，这一特性使身着军装的总司令们的外交和政治功能持续不断地膨胀
(98)

 。

行政部门跨政府主义已日趋成熟。行政官员早已习惯在他们的专业领域负责执行各种国际协定，他们也常在各种国际组织内部形成各种“俱乐部”。然而近来，各国行政首脑、高级部长以及独立的监管者等，出于各种目的和他们的国外同僚进行各种专门接触。在从中形成的各种网络中，一些网络的机制化程度已相当高，成为各种跨政府监管组织。这种相对的正式化程度并非源于任何完全意义上的国际谈判，而仅源于大量的各种定期会议，参加会议的这些监管者决心共同组建一个组织。其他一些监管网络则松散得多，它们由特定监管机构之间各种双边和多边协议网络组成，这些监管机构通过谅解备忘录（MOUs）的形式紧紧联结在一起。

各国元首、高级部长，以及最常这么做的经济部长，他们具有相同的行为倾向，尽管他们的网络不以“组织”而以“集团”命名，如七国集团、八国集团以及二十国集团等。它们基本上是相关官员之间的各种制度化峰会。它们在应对各种经济和政治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诸如东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最近的恐怖主义和在前苏联国家支持恐怖分子购买核武器和其他致命武器等问题。二十国集团还长期从事如何重塑国际金融体系这一问题的研究，希望可以将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关切也包括进来。

在不同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纵横交错的这些网络，它们的功能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在信息网络中，参加者就各种共同难题以及实际和潜在的各种解决方案交流信息。它们收集有关各国监管实践的相关信息，从中提取最佳做法准则，经过跨政府组织认可后，再传播这些准则。这不仅得益于各种技术交流，而且得益于对这些做法进行修改，转换成新信息的能力。这些信息也包括各成员所享有的诚信、能力等方面的信誉。

在执法网络中，成员之间通过互助合作，加强彼此国内法的执行。他们交换各种信息，在发现犯罪分子、垄断和不公平竞争者、环境污染者以及其他违反国家和国际法网的罪犯等方面，积极地互相协助。来自先进工业民主国家的一些成员，通过在发展中国家的各种技术援助和培训，主动输出他们的体制、组织和运作模式等。通过复制这些基本特征，执法合作也就容易得多。通过这种方式也提高了众多国家的治理能力。

最后，协调化网络使其成员参与到使特定监管领域的法律相互一致的各项工作中来，而且往往是非常细微的工作。这些网络一般经过参加国所签订的相关国际协定授权。然而监管者协调化网络可以将众多重要工作委托给技术专家，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且这些网络成员可以在国内官僚斗争中互相支持。这种合作既反映了技术专家治国优于民主的政策绩效，也代表了反腐败政治压力下支持独立监管的声音。

在所有这些领域，这些监管者成了名副其实的“新外交家”——他们就各种前沿问题进行交涉，这些问题曾经专属于国内政策，而如今各国当局已经不能单独解决。这些监管者须经常与那些训练有素、服务于各国外交部门的“旧外交家”合作，这些旧外交家必须处理各种棘手的治国难题。但是，身着外交礼服的各国大使，有选择性地就一系列安全和经济问题互相陈述他们本国观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众多读者并不会对这一断言感到惊讶。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国财政部长发布他们自己的公报。但一些国外评论家注意到，在同一本使馆日志中，既有各国监管者和对应国家官员的访问记录，也有日益增加的法官访问记录。我在下一章将要介绍各种司法网络，虽然和监管网络大有不同，但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独特的、日益重要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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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法官：构建全球法律体制

（如果法院想）作出更好的裁决，（那么）更多地运用外部资源，就能为其提供额外的资料来源和工具……我认为，如果所有国家的法官和律师都能更多地运用外部资源，那么他们的效率和水平将会得到提高。

——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拉弗瑞斯特（G.V.La Forest）
(1)



人们在琢磨全球化这个词的时候，通常想到的是合作、国际市场等等，而不是法庭和全球司法。目前世界各地的法官们正在进行全球对话，这包括交换意见，在研讨会和司法组织中碰头，甚至就特定案件如何裁决进行协商谈判等活动。1993年，美国联邦司法会议（The Federal Judicial Conference）就国际司法关系事宜建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处理美国同外国司法机构进行交流和培训等一系列广泛事务。美国最高法院与欧洲法院（ECJ）有常规的高峰会议。美国最高法院还访问了英国上议院、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国行政法院（Conseil ,d’Etat）、印度最高法院，以及墨西哥最高法院。在美国之外，拿最近发生的事情来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国际环境守法与执法网络”组织（INECE）在约翰内斯堡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一起组织了一个全球法官座谈会。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有来自八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多位资深法官，座谈的主题是怎样更好地建立和实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

司法全球化的结果之一是全球宪法判例（global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的日益出现，在这一过程中，世界各国的法庭在言论自由、隐私权、死刑等一系列议题上互相参考彼此的裁决。拿美国最高法院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来说，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大法官在裁决中援引了来自津巴布韦、印度、南非和加拿大的案子（这些案子中的大多数也在互相参考）
(2)

 。加拿大最高法院的一位大法官提到了这种现象，她注意到，现在的法官在借鉴国外的案例时，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被动地接受，而且也同外部进行积极的对话
(3)

 。她责备美国最高法院落在了后面，但在最近发表的演讲中，桑德拉·德·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和斯蒂芬·布雷耶两位大法官督促美国律师们去了解外国的法律和国际法，督促他们在提交法庭的意见书和辩护状中更多地引用这些法律
(4)

 。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s）现在也鼓励所有美国法官参与国际司法交流，他指出，“不同国家的法官和司法人员交流意见、分享信息、互相理解、学习彼此的司法体制”是非常重要的
(5)

 。

这种日益增长的司法交流不仅仅只是发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法官们还与其所在地区和国际组织中的同行建立了联系。各国宪法法院经常引用欧洲人权法庭的裁决，这样做的不仅仅只是欧洲国家的法院，还有全世界其他很多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波国际法庭的浪潮，所以建立这样的“垂直”关系的机会只会增加
(6)

 。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Rome Statute）都展望了国家法庭与国际法庭之间的直接关系。这些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很可能会远远超出它们的创建者当初的意图之外。这里有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在欧洲法院和欧盟成员国低级法院之间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关系最终酝酿出了欧盟司法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当初那些负责进行《罗马条约》谈判的外交官们没有预料到的。

民事诉讼（private litigation）领域的司法交流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子。在1983年的一件违约案件中，邓宁勋爵（Lord Denning）观察到他面临着一种情形：“一个法庭或另一个法庭必须让步，我希望我们能够坐下来讨论一下这件事。”
(7)

 二十年后，法官们确实正在坐下来讨论这类事情，至少实质上是如此。法官们越来越频繁地介入各种形式的“国际司法谈判”
(8)

 。举例来说，在跨国破产纠纷问题上，各国法院正在制定一个“跨国破产合作协议”，这基本是一个微型条约（minitreaty），对纠纷解决过程中各方的角色做出了规定。至少在美国，法官们开始为“司法礼让”制定一个指导方针，这是一系列准则，用来指导本国法庭如何尊重外国法庭。这种尊重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法官对法官的尊重，而不是国家对国家的尊重。

把这些情况综合到一起，我们就能看到一种趋势，这就是全球司法体系的出现。这种体系同国际法学者们的传统设想大不相同。传统意见总是以一个全球性的司法等级制度为先决条件，比如说有一个全球最高法庭（例如国际法院），由它来裁决国家间的争端、制定世界各地的法院将会遵守的国际法准则
(9)

 。实际上正在兴起的体系要更为混乱和复杂得多。这种体系既是平行的也是垂直的，通常由对共同法律事务或某一特定地域的共同管辖而来。参与其事的法官不是出于对国际法的尊敬，也不是出于建立全球司法体系的愿望，驱动他们的是一种更平凡的因素，比如说司法政治、繁重工作量的需要，以及国际准则对国内诉讼当事人的新影响。

总的来说，这些法官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即他们都是一项司法共同事业（common judicial enterprise）的参与者。他们不仅仅将对方看成是某一个政府或政治组织的代表，也看成是操持同一种职业的同事，这种职业跨越国境。他们面临着大量共同的体制上的问题，他们从对方的经验和推理中获益。他们直接进行合作，以解决特定争端。他们在国际或国内场合都将自己看作是能够独立行动的角色。实际上，在1993年，法国国际法研究所（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出台了一份决议，号召各个国家法庭变成国际领域中的一个独立的角色，不偏不倚地推行国际规范，不要对各自的政府卑躬屈膝
(10)

 。

这些法官们正在创造的体系与其说是一个集权等级制度，不如说是一个司法共同体
(11)

 。不过，这个共同体有一定的组织规则。认识并详细阐述这些规则有助于我们了解本章所举案例的范围、含义和潜能。首先，是相互制衡，在垂直和平行关系上都是如此。在最发达的垂直关系——欧盟的司法体系中，在国家法庭和国际法庭之间，没有一方能够占绝对上风。在平行关系上，国家法庭仍然将自己视为独立的、相互依赖的主权国家的代表，意识到这一身份所带来的权力，尽管它们也认识到了合作的必要，甚至要彼此遵从。

其次，是积极冲突的原则，也就是说，法官们并不回避与其他法官的争论，即使这种争论非常尖刻也不用怕彼此的关系会出现根本的决裂。在这一意义上，法官们没有把跨界司法关系看作是外交关系，而是一种内部关系。内部政治中发生冲突，是可以预料到的，甚至是被期待着的。而在传统的主权国家外交中，则要避免冲突的产生，冲突一旦出现，也要立马解决。

再次，是多元化及合法分歧（legitimate difference）的原则。同一个司法问题，世界各地的法官们会有许多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个个原则认为，方案虽然不同，但都是合法的。但这种多元化不是没有限制的，它必须以一定的共同价值观为基础，比方说承认司法独立和基本公正程序
(12)

 。

第四，也是最后的一点，接受说服性权威（persuasive authority）
(13)

 。虽然出身于不同司法体系，法官们承认他（或她）可以从其他法官的经验和裁决推理中学到一点什么东西。

本章要论及的司法互动的类型有五种：一是宪法的相互交流（constitutional cross-fertilization）
(14)

 ，二是全球人权法共同体的建立，三是欧洲法院和各国法院之间的关系，四是跨国商业诉讼，五是世界各地法官之间的会晤。这些互动关系非常复杂，既包括国家法庭和国际法庭之间的垂直型关系，也包括跨国平行型关系。学者们已发表了大量的文献，以每一类互动关系为对象，在宪法、人权法、欧盟法和跨国诉讼种种领域内，分析了它的前因后果。

我们把这些情况综合到一起，就能发现，这些门类的司法互动关系揭示了一个更大的画面。在这个画面里，国家和国际的法院半自主地进行着互动。它们创建了信息网络、执法网络，以及初步的协调化网络（harmonization networks）。它们的互动满足了特定的目的，反映着某些法官的偏好，同时也揭示出了一些意义重大的规则和模式。其结果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互相重叠着的既垂直又平行的网络，构成了全球司法体系的基础。


1.宪法相互交流

挪威最高法院前首席大法官史密斯曾说：“（我国）最高法院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国最高法院的国际合作中去。这是自然的，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应该参与到欧洲和国际的争论中去，也应该进行双边（或多边）互动。特别是法院应在国际人权议题上持何立场这一存在争议的问题上，我们更应该做出特别贡献。”
(15)

 更要紧的是，他提出，“把外部新的司法理念引入到国内司法裁决中，是国家法院——特别是小国家的高等法院——的责任。”
(16)

 让我们考虑一下他这段话的意义。

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当然不会走得这么远，虽然如下文所论，他的一些同僚开始关注同一话题。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有宪法裁决权的法官们，不论他们是否服务于仅能裁决宪法案件的法庭——正在越来越多地同全世界的同行们进行磋商，以解决面前出现的问题。他们通过互相援引判例和越来越多的互动（通常是通过电子方式）来进行这样的磋商。正如挪威前最高法院大法官所指出的那样，这个过程有助于法官们在特定议题上缔造一种初生的全球性判例
(17)

 ，也提高了法官们所作出的裁决的质量。他们有些时候从外部引入观念，有时则为了某种文化、历史或政治原因要坚持国家特色而加以抵制。法官们很清楚他们在做什么，对使用或者滥用他国法庭的“说服性权威”问题进行了公开讨论。这一互动过程所产生的结果是令人震撼的，也是出人意料的，如果面子上看不出来，那么里子上确实是如此。

加拿大最高法院大法官Claire L’Heureux-Dubé说，“特别是在普通法国家，有越来越多的法庭开始参询外国司法部门的意见，在人权议题上尤其如此。想要制定一个可行的司法原则和解决方案，那就要参考其他地区的法庭面临相同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案，这种考虑的分量正在日益增长，”
(18)

 在英国，布朗-威尔金森勋爵（Lord Brown-Wilkinson）对此说法予以了肯定，他说道：“当英国法院在处理对公民自由权益产生影响的普通法条款或一些模棱两可的法条时，几位资深法官非常乐于遵从其他民主国家的说服性权威，且此心日益热切。”
(19)

 新南非宪法要求南非宪法法院在断案时“参考国际法”，也准许它在人权议题上参考外国法律
(20)

 。在某案件中，南非法庭引用了美国最高法院、加拿大最高法院、德国宪法法院、印度最高法院、匈牙利宪法法院和坦桑尼亚上诉法院的裁决，判定死刑违宪，这极具标志性
(21)

 。以色列、澳大利亚、南非、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津巴布韦和爱尔兰的宪法法院在断案时开始进行国际比较，这一点被众多学者所记录
(22)

 。


有什么新鲜的？

但是这样的交流是否真的是一件新鲜事？过去在各殖民帝国和其殖民地之间，法律交流情况的存在可是个普遍现象
(23)

 。尤其是在英联邦内，这一传统更加源远流长
(24)

 。在19世纪美国的联邦报告中可以找到许多证据，说明美国大量借鉴了英国法律。从20世纪初开始，这一交流的方向掉了个头；1945年以来，全世界出现了许多新的宪法法院，它们要么是由美国所建立，要么依照的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模式
(25)

 。所以从现有数据中，我们很难看出进行国际比较的宪法裁决是否真的在增加
(26)

 。

在另一方面，许多法官和观察家们都认为目前的宪法相互交流是一个新现象
(27)

 。它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征，比方说参加者的身份、过程的互动程度、跨国借鉴（transnational borrowings）的动机、建立一个全球司法共同体的自觉意识，这都与过去不同。对奥康纳法官来说，现代世界本身就是个新东西，许多人的职业开始要求他们了解外部情况，这也是个新鲜事。她问道：“为什么有关国际法的信息如此重要？为什么从事员工退休收入保障法（ERISA）、美国残疾人法、破产条例的律师和法官要关注外国法律和国际法？”她回答说：“原因就是全球化。没有哪个政府机构能无视世界其他地方，并负担其代价。”
(28)



奥康纳大法官的论点基于实用的目的：全球化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案子牵涉到外国法律或国际法，各国法官将不得不面对之。因此美国法官必须熟悉这些法律，正如他们必须对不同领域的美国法律有一般的了解一样。这种实用需求推动着技术发展，互联网本身极大地增加了相关信息的供给，成为了司法全球化的动力。在法律信息方面，有两个主要的电子数据库，分别叫Lexis-Nexis 和 Westlaw，在这些数据库中，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国家和地区（译者加）立法和司法裁决的内容，包括欧盟、英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俄罗斯、墨西哥、爱尔兰、新西兰、新加坡和加拿大
(29)

 。在过去的十年内，能够获取这些资源的渠道还在不断增多。

然而，如果我们看到的宪法相互交流这一现象只是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结果，那么它充其量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变化，而不是在性质上根本不同。推动宪法相互交流现象出现的第三个因素是政治原因。欧盟“通过法律实现民主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Democracy through Law，又称威尼斯委员会）开设了一家网站叫做CODICES，它还定期发表一份宪法案例公报，搜集全世界所有宪法法院的判例，并加以研究。CODICES同50多个国家保持联系。在数据库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每个案件的大纲摘要，而且还可以通过关键字或词组对整个数据库进行搜索，因此，针对一个特定议题，研究人员可以迅速查找出不同国家的不同表态
(30)

 。

CODICES网站宣称自己的目的是传播知识，“让法官和学术界宪法法律专家能够迅速知道那些最重要的判决”
(31)

 。但私下里，其行为则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也就是通过法律建立民主。据CODICES网站所言，“老的和新的民主国家在司法判例方面进行信息和思想交流，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希望，这种交流和合作，不仅有利于刚刚建立宪政体系的中欧和东欧国家，而且也将有利于西欧和北美国家，丰富它们的知识。”
(32)

 它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增强新兴民主国家宪法法院的力量，促进所有欧洲国家宪法的同一化。

在太平洋对面地区，亚太法律协会（LawAsia ）是该地区的区域律师协会，由各种不同的法律协会、个体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公司组成。它出版法律公告，并举办许多会议，供其成员聚集在一起交流信息和想法。作为一个专业协会，它的首要目标是为其成员提供交流机会，但其次要目标也非常清楚，那就是促进法治，其手段是“传播成员所在国家的法律知识”、“促进成员国司法系统有效工作”、“促进法律的发展和适当情况下的统一”
(33)

 ，促进人权和公正也是它的目标之一。

在需求面，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冷战的结束对司法交流的出现有很大的影响。许多新兴民主国家随着冷战的结束出现了，在这些国家里，新成立的宪法法院希望效法那些更有经验的同行。在促进法治的旗帜下，基金会和政府们出资赞助了许多司法研讨会、培训计划，供应了许多教学材料，为这些新法官们提供了个人联系渠道和获取知识的机会
(34)

 。然而，弗雷德里克·绍尔（Frederick Schauer）指出，无论是原殖民地国家或原共产党国家，它们都特别想摆脱帝国主义遗产，建立属于本土的宪法体系，包括一套人权保护条款
(35)

 。因此，对外借鉴宪法观念比借鉴破产法很可能政治上的难度更大些
(36)

 。

什么时候借鉴，从何处借鉴，这是一个问题，法院通常对此相当讲究。绍尔说，有些政府希望展示它们是某个政治、法律、文化共同体中的一分子，这样的政府就有可能鼓励其法院向该共同体内他国同侪看齐
(37)

 。这方面有一个例子，新南非宪法要求其宪法法院向外看齐。南非在多年的种族隔离状态下成为国际贱民，当它摆脱这种地位后，发出这条明确信息，是希望能够成为全球法律共同体的一分子，使南非的宪法和法律向其他先进的自由民主法律制度看齐。对南非宪法法院来说，参与全球性司法对话就成了其合法性的证明。

谁是近年最有影响力的“借贷方”或“赠与者”？结果是同样令人惊奇的。南非宪法法院和加拿大高等法院要比美国最高法院和其他更老更有资格的法院更有影响力
(38)

 。它们的影响力这么大，部分可以通过以下这个因素得到解释——“他们不是美国人”。在这个美国拥有超强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以及随之而来的怨恨的时代
(39)

 ，其他国家不至于对南非和加拿大有所顾忌，这使得这两个国家法院的意见，在其他国家内部，更具政治上的可接受性。但是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理由（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那就是南非和加拿大的法院能够很好地理解和明了其他国家同侪的工作。绍尔认为“加拿大宪法学家的思想和意见拥有超乎比例的影响力”，其部分原因是，“不像美国，加拿大反映了新的国际共识，而不是作为一个局外人存在。”
(40)



加拿大和南非，一老一新两个民主国家，有两个新的宪法法院（加拿大最高法院建立于19世纪中叶，但加拿大新宪法是在1982年颁布的，南非宪法法院于1994年成立），每个法院都着眼全世界，详尽评审其他宪法法院的意见，因此它们的影响力也超乎寻常地大。这就同过去的法律移植模式有很大差别。加拿大法官Claire ’Heureux-Dubé认为，国家司法之间的影响过程从单方面接受移植改进到相互对话，这是同过去最重要的区别。法官不再仅仅只是看到其他地方的判案，然后套用或修改之
(41)

 。相反，世界各地的高等法院法官正日益自觉地开始对话
(42)

 。

当法官们认识到全球范围内存在着宪法的相互交流，对谁的裁决被谁引用心知肚明，对全球司法的前景满怀自豪的时候，这种认知也就构成了一种激励，使得法官们彼此勇于借鉴。事实上，“台湾宪法法院”已将其大部分判例翻译成了英文，将其公布在网站上，以确保参与全球司法对话
(43)

 。此外，不同国家的宪法法官，包括美国，针对这一现象的合法性，正在进行积极和公开的讨论。向外借鉴以填补法规空白甚或建立法律基础是一回事（这是羽翼未丰新国家或非殖民化的国家早就不得不在做的一件事），目前的情况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许多国家，尽管本国司法体制足够发达，足以解决问题，但仍然向外探知外国法官对类似情况如何反应。与其说这是法律借鉴，倒不如说是从比较研讨中受益。

我们现在来研讨一下下面这些问题。首先，法官参考外国判例以帮助他或她作出裁决这一情形是否合法？在有些地方，法官可以私下里这么做，不必透露实际决策过程的具体情况。但在普通法法律制度下，我们要求法官以书面意见的方式进行明确说明，援引以前的案例以支持其裁决结论，说明该案与以前其他案例的不同之处。事实上，在同一法律制度下，如果同一法院或上级法院在以前的案子中作出了判决，其判决就构成了具有约束力的先例（至少在普通法制度下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参考或直接引用外国判例就成为“说服性权威”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


说服性权威的崛起

法院究竟应该如何行事？奥康纳大法官在美国国际法学会上发言道：“虽然国际法和他国法律对美国法院的裁决不构成约束力，但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意见有时应该在美国法院上构成说服性权威。有时这被称为跨界司法主义（transjudicialism）。”
(44)

 她的同事在这一观点上壁垒分明。在奈特诉佛罗里达州案（Knight v.Florida）中，法院决定驳回原告的上诉申请，布雷耶大法官提出了反对意见，在反对意见中他审视了若干外国的先例，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大法官则尖刻地指出：“我们自己这里有没有能支持的说法呢，依靠欧洲人权法院、津巴布韦最高法院、印度最高法院，或（英国）枢密院的意见来提出主张，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嘛。”
(45)

 布雷耶大法官则反驳说，虽然外国当局的意见不具有约束力，但在我们这个国家，在可比情况下，对外国的司法意见进行考虑不应该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因为这个国家从诞生起就给予“人类舆论以体面的尊重。”
(46)

 
(47)



托马斯法官和布雷耶法官之间的这场交锋只是漫长战斗中的一个小插曲。1988年，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大法官在这个议题上持相当强硬的态度。当时有人对其他国家对待死刑的态度加以了描述，他回应道，“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正在解释的宪法是美国的宪法。”几乎十年之后，布雷耶法官作为持异议的一方，也直接加入了这一讨论之中。他承认，“我们（的工作）是对自己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宪法加以解释，（美国和外国的法律体制之间）也许有相应的政治和结构差异。”
(48)

 但是，他认为，“它们的经历可以为我们提供实证，表明用来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方法会带来什么不同后果。”
(49)

 斯卡利亚法官并没有被说服，他重申了其立场，坚持认为“用这样的比较分析来解释宪法是不恰当的，用来撰写一部宪法倒是合适
(50)

 。

当露丝·贝德尔·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大法官对美国肯定性行动
(51)

 的动机与不足进行研究时，她提到了印度在肯定性行动方面的经验，印度最高法院作出一项判决，为保留给弱势公民的职位制定了一个最高上限。她观察到，“在人权领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有可能激励其他国家或地区，或者给它们带来新的信息。”她指出，印度最高法院已经考虑过了美国的先例，但“在我服务的同一法院，并没有显示出同样的意愿，做到超越自己的国界向外看齐。”
(52)

 不过在稍后关于同一主题的讲话中，她也提到了奥康纳大法官的努力，注意到了布雷耶大法官对有线教室的期望（这将“使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和印度的教授同时对身在不同国家的法官进行团体教学”
(53)

 ），于是她又认为，“风向已经有所改变”
(54)

 ，其结果将对法院产生影响。

有些法官赞成使用说服性权威，是因为向外看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在国内进行工作，也就是说，他们对一个特定问题加以考虑时可因此更有创造性，或有更好的洞察力。外国的裁决之所以有说服力，是因为它们提供新的信息和观点，可以使人们在一个问题的处理上掌握不同的观点，或使这个问题更易处理
(55)

 。布雷耶在奈特诉佛罗里达州一案中提到：“在这些案件中，外国法院在大致可比的法律标准下考虑着大致可比的问题。这些法院认为或假定这些标准允许实施死刑。因此，我相信他们的看法对我们即使不具有约束力，也是有用的。”
(56)

 南非宪法法院法官阿尔比·萨克斯（Albie Sachs）也写道：“如果我的发言借鉴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某些大法官，那么我这样做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认为他们的判决构成了适用于本庭的先例，而是因为他们的论述以一种优美的和有益的方式阐明了一个道理，既现代法院究竟应该怎样处理所谓的教会—国家关系。因此，尽管他们的言论出自另外一种法律文化，他们表达其价值观和阐释其困境的方式，也有助于我们解释我们自己的宪法文本。”
(57)



金斯伯格法官阐述了相同的理由，指出正因为“非理性的偏见和阶级歧视”的问题是全球性的，所以人类社会进行相互学习是有益的，以在不同的解决方案之间作出取舍扬弃
(58)

 。雪莉·亚伯拉罕森（Shirley Abrahamson）法官（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州法官中的智多星）指出，“美国各州法院的法官在面对难题时会自动地从姐妹州的判例中吸取概念和观点，有时候也从地理和文化邻居那里学习，例如加拿大。”
(59)

 ，“我们早就是比较主义者（comparatists），”她写道，“我们只是不自知而已”
(60)

 。

在有些地方，法官们确实把外国判例作为说服性权威加以引用，在特定问题上他们的意见达成了一致。在那些地方，宪法的相互交流开始演变成某些更深层次的东西，类似于某种新兴的全球性判例。雪莉·亚伯拉罕森指出：“当世界其他地方的法庭写出了很有道理、很具有启发性的意见时，其支持的立场又同我们熟悉的美国观点相左，我们将仔细阅读，并做好笔记。”
(61)

 向外看，搜集好点子，而不是单方面给予、单方面接收，这种愿望反映了一种真正的跨界司法对话的精神，也反映出了一个新兴的自觉的跨国共同体的存在
(62)

 。


新兴的全球性判例

世界各地的法官越来越多地彼此交流想法和互相援引。这一现象的逐渐增加，最终使得在许多不同的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国际共识，而共识本身反过来就具有令人信服的分量。因此，前挪威大法官史密斯才注意到，“在不同司法领域中，国际司法的统一具有一定优势，但我们也需要保护本国和地方文化的法律基础，两者之间必须有所权衡”
(63)

 。当绍尔在为特定模式的司法移植列举理由时，他也说道，“如果一个想法被人看作是一个新兴的国际共识，那么就有可能在国际上发挥更大影响力。”
(64)



亚伯拉罕森大法官提供了一个案例，说明一个国际共识是怎样形成的。这个例子同医疗程序知情权的定义有关。她指出，“世界各地的法院都在努力平衡以下价值：个人自主对（vs.）司法和卫生保健系统的有效管理。”
(65)

 美国最高法院之前曾作出过裁决，该裁决为“知情同意权”（informed consent）
(66)

 树立了一个详细的标准，这一标准建立在“审慎的患者”（prudent patient）
(67)

 概念之上。但在美国之外，德国宪法法院、澳大利亚上诉法院、加拿大上诉法院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意见加以考虑之后，都认为，审慎患者这一标准还远远不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主观标准，这一标准要求精确了解病人是否知道他或她将要进行的具体医疗程序的风险
(68)

 。布雷耶法官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在奈特诉佛罗里达州案件中，他在其异议中引用了许多案例，这些案例互相印证，得出几乎同样的结论，那就是在漫长的延迟后（有的长达二十年）再处决已定罪的罪犯具有不可行性
(69)

 。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当世界各地的法官在商讨一个问题，而不是商讨某一特定答案或立场的时候，他们更容易达成共识。正如前大法官史密斯指出，尽管法官个人可能会认为国际司法统一有一定价值，但他们还必须注意到各种具体的国家考虑，而这些考虑有可能使他们与其他法官发生判断分歧。在这个意义上讲，全球性判例的出现更多地是指，在特定议题上，全世界的法官正在进行着积极的对话。没有哪一个答案是唯一正确的，多元化和合法差异原则再次占了上风。然而，如果任何国家的法院未能参加这种对话，其影响力都会大幅减少
(70)

 。


2.全球人权法共同体的建立

随着全球性判例的出现，基本人权问题不可避免地要被牵涉进去。在裁决人权官司的时候，法院很可能会认为彼此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纽带，这是因为这些案子涉及许多国家司法机构的核心职能。这些国家的人民要求其法院保护个人免遭国家权力被滥用所带来的危害，要求它们根据复杂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的需要和期望确定适当的保护水平。不同国家的判决当然是各有各的一套
(71)

 。但是要对权利、权力和特权进行平衡，各个国家都是一样的。

此外，对基本人权作出规定的不仅仅只是各国的宪法，还有各种国际人权条约。对这些条约进行解释和加以运用之权通常归于某国际法庭。这些国际法庭通常是由该条约本身所设立的。当这些国际法庭的活动同各国宪法法院的活动掺和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真正的全球法律共同体。

在人权方面，常常被人提到的国际法庭是欧洲人权法院（ECHR）。欧洲人权公约对人权作了详细规定，创建了一个复杂的执法机制，允许个人和团体（在欧洲人权法院上）对本国政府提出控诉。所有签署了欧洲人权公约的国家现在都必须承认这种请愿权，以及承认欧洲人权法院的管辖权
(72)

 。

同欧洲法院一样（我们在下面也会谈到），欧洲人权法院已经从一个空壳子成功地转化成具有丰富内容的实体。它已经宣布，它的主要文本，也就是欧洲人权公约，是“在人权领域内维护欧洲公共秩序的宪政工具”。欧洲人权法院还成功地把对公约规定的解释权紧紧地抓到自己手里
(73)

 。其裁决开始促使一些国家通过修订立法、行政法令和司法判决来修改其法律
(74)

 。它对各国的法院也产生了影响，各国法官开始同欧洲人权法院的法官们进行切实的对话
(75)

 。

更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权法院在人权议题上已经成了权威，其意见被很多并不在它直接管辖范围之内的国家法院引为圭臬，这些国家要么没有通过国内法认可欧洲人权法院是欧洲人权公约的解释者，要么一开始就没有签署欧洲人权公约。南非最高法院引用欧洲人权法院作出的判决，判定死刑违宪
(76)

 。津巴布韦最高法院同样引用了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认为对成人进行体罚是残忍之举，不能视之为寻常，对少年进行体罚则是违宪行为
(77)

 。以色列高等法院法官引用了欧洲人权法院在爱尔兰诉英国一案中的判决，认定其国内安全机构所使用的一些审讯手段是“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予以禁止
(78)

 。英国枢密院是牙买加的终审司法机构
(79)

 ，依据欧洲人权法院的一项判决（以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一项决定），在Soering诉英国一案中
(80)

 ，将牙买加的死刑惩罚调整为终身监禁
(81)

 。英国学者J·G·梅里尔斯还记录下了许多事例，在这些事例中，欧洲人权法院使用的论证和解释方法，后来被美洲人权法院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所接受
(82)

 。一位评论家在审视这些例子的时候，将欧洲人权法院称作“某种形式的世界人权法院”。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援引和接受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
(83)

 。

在这里，最惊人的事实就是，欧洲人权法院对于这些法院并没有管辖权。其判决只能说是有说服力的，其权威的分量来自于该法院的合法性、关注点和其判决的质量，全世界从事人权保护共同事业的法官给予了首肯。评论家们对这种现象提出了许多解释，比方说，国内法或国际法有所要求
(84)

 ，或者由于出版物增加了，其他地方获得相关信息的渠道也在增加
(85)

 ，还有日益认识到其他国家确实拿人权条约当回事。这种意识由于现在全世界围绕着人权法有许多明确的讨论而得到了加强
(86)

 。

即使是在欧洲，挪威最高法院的视角也特别引人注目。前大法官史密斯在1988年写道，“斯特拉斯堡法院所适用的欧洲人权公约，在我们审查国内立法之时，将成为我们的重要依据之一。”
(87)

 他指出，对于哪些权利受到保护，比起挪威宪法，公约要表述得更为清楚。他也指出，在审理人权案件时，国内法和国际法何者适用优先，目前仍不明确。对此，挪威法庭最初发布了一个声明，声称挪威立法同欧洲人权公约之间并无矛盾之处，后来，挪威法庭从此立场上转移，引进了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决。“由于其对人权公约的有力解释，也就成为我们作出裁决的重要司法来源。”
(88)

 史密斯进一步认为，现在根本不可能搞清楚哪一方凌驾于哪一方之上。在有些情况下，国际人权规范得到优先考虑，但在其他情况下，“如果没有得到现有国内立法更多的支持”，法庭也只能束手束脚
(89)

 。

这是一种纵向制衡的体制，一国法庭予以超国家法庭（supranational tribunal）以尊重，并与之进行互动，但有所限制。如果一个超国家法庭颁布的国际规范太离谱或太超前，以至于偏离了一国国内的民主共识，那么该国法庭也不会亦步亦趋。这一体制最为发达与完善之处是欧盟，我们现在将谈谈这个话题。


3.创建欧洲共同体司法体系：国家法院的角色

欧洲共同体（即现在的欧洲联盟）的司法体系，是通过以下过程建立的：欧洲国家国内的低等法院将案子直接呈交至欧洲法院，由欧洲法院做出裁决。这些低等法院不认为欧洲法院是一个最高法院，而是一个超国家的法庭。这些低等法院常常甩开自己国内的最高法院，或至少对所在国行政部门的意见怀有不满，于是假欧洲法院之虎威便宜行事
(90)

 。欧洲法院反过来借此机会奠定了所谓“新司法秩序”（a new legal order）的基础，在这个新司法秩序中，罗马条约和欧盟组织的许多立法将“直接有效”（在美国术语中，意为自动执行），从而能够被各个国家的人民在其国内法院中直接援引
(91)

 。其结果使得个体诉讼者和低级国家法院能够迫使其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门）履行其国际承诺。

欧洲国家的高等法院，特别是宪法法院，最终认识到他们的权力被削弱了，于是奋起反击。用德国宪法法院的话来说，其结果就是各国高等法院同欧洲法院之间的“合作关系”（cooperative relationship）。这是一种法庭与法庭之间的对等关系，依据的是它们在各自领域（国内法和国际法）的资格。

不同国家的法庭援引并遵守欧洲法院裁定的意愿程度存在很大差别，同一国家内的不同法庭也是如此。学者们注意到这点，于是把研究重点集中在某些国家法院的动机上——它们为什么愿意同欧洲法院结盟呢？研究结果中有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事实，那就是某些法院的行为非常独立，它们不仅不顾及该国其他法院，同本国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的关系也是如此
(92)

 。例如，德国某低等金融法院即使面对着该国高等金融法院的反对，面对德国政府的反对，也仍然坚持遵从欧洲法院的一项判决
(93)

 。法国最高法院也是如此，它认可欧盟法律的至上地位，服从欧洲法院的指示，即使法国立法机关威胁说要剥夺它的管辖权，控诉这是“法官统治”（gouvernement par juges）
(94)

 ，它仍然如此行事
(95)

 。英国法院无视该国议会主权原则，发出法院强制令阻止一项英国法律生效（该法律有待在欧洲层面上进行司法审查）
(96)

 。

如果只从国内着眼，法院独立行事这种司法举动可能并不起眼。然而在欧洲共同体早期初创阶段，这种同罗马条约发生更紧密一体关系的举动，被认为隶属外交决策范畴，要由行政部门基于国家竞争的利害计算做出决定。那么我们怎样解释法院并没有同行政机构保持一致、等候其指示行事呢？这些法庭如此行事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希望得到更多的授权
(97)

 ；同其他的法庭争夺威望和权力
(98)

 ；通过遵从欧盟的判例而不是本国的判例，可以推行某种法律意见
(99)

 ；或者是希望为特定的诉讼者提供好处，至少也是不加害于他们
(100)

 。

许多观察家可能认为欧洲联盟中各国法庭的举动是一个独特现象，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在美国建国之初，州法院同联邦法院的关系也是如此。这同当代的全球法院不具有可比性。欧洲联盟最后成长为一个联邦国家的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欧盟各成员国政府暂时还没有考虑联邦制度。对“独特论”者而言，更重要的反驳是，欧洲国家的法院也拒绝了联邦制的构想，它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在同一个超国家法院打交道，而不是一个联邦最高法庭。欧洲各国法院同欧洲法院一起构建了欧洲的司法体系，这种体系为全球司法体系提供了一种模板，今后各国法庭同国际法庭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就像欧洲那样。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Bundesverfasiungsgericht，简称BvG）同欧洲法院关系悠久，它视欧洲法院为平等的实体，而不是上级法院
(101)

 。在布鲁纳尔诉欧洲联盟条约
(102)

 （Brunner v.The European Union Treaty）一案（这是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合宪性提出质疑的一个案子）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明确提出同欧洲法院是一种“合作关系”，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将为宪法保障设立一个门槛，欧洲法院将在就事论事的基础上裁定实施这一门槛，以及其他额外的保障
(103)

 。在这种关系中，两个法院的目的是要确保在它们的管辖范围内，欧盟的法律和国家法律得到政府机构同等的尊重，并承认两个法庭“相互影响”
(104)

 。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待欧洲法院的态度非常坦率，或许过于武断自信了些。但是它并不是唯一这么做的法庭，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的高等法院同样如此
(105)

 。欧洲法院同国家法院（无论是高等法院还是低等法院）的拔河赛看来还将延续下去，即使它们的关系和它们的法律越来越搅和在了一起，也还会是一个样。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声称欧盟将成为一个由各国组成的共同体组织，而不是一个邦联国家
(106)

 ，所以欧盟的司法体系也应该是一个由各法院组成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每个法院都对其他法院进行制衡，没有一个法院可以声称自己最大。各个法院通过其判决来进行对话，表示赞成和反对意见，以此来伸张自己的主张。这种宪政对话发生在传统国际法框架内，而这种框架能够被全世界其他法院逐渐接受
(107)

 。


4.跨国诉讼中的司法合作与冲突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诉讼全球化。打个比方，有一件产品，三个不同的国家负责制造其组件，第四个国家负责组装，第五个和第六个国家负责开发市场和进行销售。有资格对纠纷做出裁决的场所正在迅速增长，这导致诉讼人为了从中获益，在诉讼管辖权和裁决地选择的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这种争端向来一直是国际私法负责的内容。这些争端还推动着国际商业仲裁的迅速增加。

然而，今天世界各地的法官面临的问题，用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的话来说，是如何“使世界上各法律体系相互合作，和谐一致而不是相互拆台”
(108)

 。美国上诉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的法官圭多·卡拉布雷西（Guido Calabresi）发言更为大胆，他针对一项美国发现法令解释道：美国的法令本身就有国际合作的打算，而“这种合作就意味着全球司法实体之间的对话”
(109)

 。这是一个非凡的远见。这种全球司法实体之间的对话并不对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法院，以及相关的国际法庭进行区别对待。这种对话预示着一个全球共同体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这个机制中，各裁决实体在解释和适用法律方面各尽所能。这种全球法律制度的创立者并非海牙国际法庭，而是紧密合作的各国法庭。

但是在这种体制中，跨界司法关系（transjudicial relations）并不总是和谐的。相反，由于法官们更直接、更亲密地进行着互动，结果就是合作与冲突相伴而生。这种既存在积极合作又存在活跃冲突的场景标志着一个变化，既从布雷耶法官所称的“世界法律体系”（其中法官们相互把对方看作在平等但与众不同的法律领域中运作）之间的礼让转变为推测出现一个整合的体系。这个推测奠基于一种观念之中，这种观念认为单一的全球经济正在兴起，在这一全球经济中，国家的边界正变得无足轻重。因此这种单一的全球经济就会带来相应的法律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当事人在解决纠纷时，可以在多个法庭之间进行选择
(110)

 。然而有点荒谬的是，一个由多个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需要在成员彼此之间竭力保持一定礼貌和服从，而司法一体化的假设却将国家间的彼此尊重视为理所当然，把注意力集中在该体系如何运作之上
(111)

 。这种转变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对话和较少的服从。

在跨国诉讼中，国际司法合作正在增多，这是由三个重要因素造成的。这三个因素同时也构成了当下国际司法合作的特征。第一，各国法院正在调整国际礼让（international comity）（又称国家间相互尊重）概念，以满足法院的特定需要。其结果就是司法礼让（judicial comity）原则的精确化。第二，伴随这一过程，法官有必要评估其他国家法官的独立性和办案质量。第三，法官们实际正在进行谈判，以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哪些国家的法院有权管辖哪一部分跨国诉讼？


司法合作与冲突：“司法礼让”的出现

“国家间相互尊重”是一个古老的法律和政治概念。在司法领域，它公认的含义是尊重其他国家的法律和法规，因为同属国际体系中的一员。这种相互认可是一种礼节，而不是一种义务
(112)

 。法院在许多不同的背景下援引过这种概念，并赋予其许多不同的含义，来为任何事情背书，既包括尊重行政部门在外交关系上的决策权，也包括执行外国的判决
(113)

 。现在这种概念越来越多地在诉讼中出现，法院必须决定由何地来裁决诉讼，在国内还是国外。更具体地说，如果两个企业诉讼者打官司，法官们必须决定是否执行其合同，为它们选择一个特定的法庭来听取他们的争端。这个法庭在搜集证据方面要十分便利，能够尽量减少当事人和证人的旅行费用，在可适用法律领域，该庭法官经验和知识最丰富。法院还要决定何种诉讼应该得到优先审理。因为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原告在一个国家里起诉了被告，而被告呢，因为同一争端在另一个国家又起诉了原告。在法院处理这些问题时，司法礼让概念被赋予了更具体和细致入微的含义
(114)

 。

司法礼让为法官在具体案件上的全球对话提供了框架和规则。目前它有四个清晰的特征。第一是本国法院对外国法院的尊重，将它们视为同行，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们看作是外国政府中的一个机构，尊重它们解决争端、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能力，对它们的诚实和能干抱有信心
(115)

 ；二是承认不同国家的法院各自对争端拥有一定管辖权，既作为平等的伙伴在全球共同执行司法任务，也作为实现地方利益的工具各自处理局限在本地的争端
(116)

 ；三是强调司法对个人权利的保护
(117)

 ；第四个特征看似有点荒谬，指的是法院之间在必要时更易发生冲突，这是各国法院作为平等伙伴参与一项共同事业所带来的必然产物。

这种司法礼让的总体思路是怎样转化成具体司法操作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来看一下美国法庭是怎么处理下列事态的：在美国，某诉讼方是作为被告出庭的，但它突然在外国的法庭上以原告的身份开启了同样一个诉讼。两个审理可以同时进行吗？虽然是同一个案子，但却是在不同的司法体制下，面对不同的法官。诉讼当事人应不应该被限制起来，使之只能选择一个法庭呢？

美国上诉法院第五巡回法庭最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处理。在某案件中，一家制造运动鞋的美国制造商在美国法庭上起诉了日本分销商，指责后者违反了合同
(118)

 。这家日本公司在分销协议中已事先同意通过美国法庭解决纠纷。双方开启了诉讼程序，索要了彼此的文件，并宣誓做了证。六个月后，这家日本公司突然在日本法院起诉，指控美国公司违反合同。美国公司则要求美国法院发出法院强制令，禁止那家日本公司在日本法院进行诉讼。

在这一诉讼中，该巡回法庭对司法礼让标准作了相当宽松的解释，得出了结论，认为发生在日本的诉讼“既荒谬又属于重复劳动”，并声称，日方诉讼当事人此行为的首要目的是骚扰美方诉讼当事人，拖延诉讼程序
(119)

 。至于礼让，如果没有证据表明发出法院强制令将会威胁到美日关系，美国法庭即认为司法礼让已得到满足。除非有具体的证据表明将会产生这样的威胁，“否则巡回法庭将拒绝要求一个地区法庭去满足一个既空洞又宽泛的司法礼让概念（当它每次要做出决定是否要禁止一项外国行动的时候）”
(120)

 。这一判决使得在日本的诉讼停止下来。这不是因为日本法院强制执行了美国的裁决，而是因为如果日方诉讼当事人继续在日本诉讼的话，就将违反美国法院的命令，会遭到罚款，甚至在美国自动输掉官司。

在法律术语底下，关键问题在于，法庭应该以什么为起点呢？是假定各国司法各自独立，各国司法均享有外交特权呢？还是假定跨国司法利益的根本一致性？如果以前者为起点，那么阻止外国司法体系审理一件案子就自动构成了对那个国家整体的冒犯。如果是后者为起点，就应该着眼于如何尽快和尽可能有效地解决诉讼。如果目标是要尽快解决，那么美国法院就不应该只是通过发出法院强制令干涉日本法院的管辖权，对之加以冒犯，它也应该注意到这种可能——自己的工作才是重复劳动，美国的原告才是在骚扰当事人——并加以反思。

美国上诉法院第七巡回法庭在打破外国和本国司法体系的隔阂上动作幅度相当大。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法官认为，“同一个世界”的逐渐出现意味着一国内部限制重复诉讼的规定也应该推行于国际
(121)

 。因此，他坚持认为，法院与其坚持司法礼让这一抽象概念，不如“在理论之骨上面放点经验之肉”，要有证据表明禁止外国诉讼确实对双边关系有害
(122)

 。如果国务院或有关国家的外交部没有指出这种危害的存在，那么就应该放手让法院去采取行动，让它来决定怎样才能最好地维护公正
(123)

 。

许多国内和国外的观察家都会把这一要求看成是权力游戏，即在所有涉及美国的跨国案件中，美国联邦法院现在可以放手坚持专属管辖权，外国法庭得到的尊重会减少。事实上，大多数评论家都认为，法院对法院的礼让需要在互惠的基础上得到更多的尊重，而不是更少
(124)

 。也就是说，当美国法庭（以重复为理由）阻止外国诉讼，不愿意让外国法庭接手时，它们也要遵守同样的逻辑不去接手外国的案子。

的确，美国法官们并不忌讳同外国同行发生冲突。在上述案件中，由于卡拉布雷西法官对国际司法对话极度热心，持反对意见的法庭成员指控他妨碍法国的法律制度
(125)

 。另一个例子是，纽约南区的理查德·欧文法官与一位香港法官在一项内幕交易案件中交手，欧文拒绝承认香港法院的管辖权，欧文说：“我不打算这样做。我是一个美国法官，这是一个美国法院，我将继续拥有管辖权，我会命令当事人向法庭缴纳款项。”
(126)

 他解释说，纽约案件中的被告争取把诉讼转移到香港，理由是“在香港他们几乎会因为你做了这种事情而给你一枚勋章”
(127)

 。戈登·克鲁登（Gordon Cruden）法官在香港观察到，“这里的法院总是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只要根据香港法律是合法的），来把一切非法或道义上应予谴责的商业行为的审理揽到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法律冲突的情况确实出现了……这种争端应当本着司法礼让来解决，而不是进行司法竞争。”
(128)

 同样，在下面我们将要讨论到的一宗案件中，波斯纳法官驳回了一项来自法国保险委员会的抗议，该委员会谴责美国地方法院对法国商业法庭的“侮辱”性言语
(129)

 。

有点自相矛盾的是，这种不怕发生冲突的心情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司法互动确实在不断增多。证据是，美国法院同样准备将其礼让标准施加到自己头上，在必要时，停止在美国的诉讼，使在外国的诉讼程序得以进行，以做到一碗水端平
(130)

 。第五巡回法庭的判决释放出一则明确信息，那就是日方诉讼人如果在日本先起诉的话，那么案件就会在那里审理。如果美方诉讼人随后在美国起诉的话，那么它的所作所为就是为双方法院和日方诉讼人增加了不合理的负担。让外国法院来审理案子这一举动是美国最高法院1972年判决的一个自然延伸，当时的判决称，做跨国生意的美国诉讼者如果事先在合同上说好了由外国法庭来裁决纠纷，那么就不能再指望他们的案子一定会在美国得到受理
(131)

 。这个判决明确拒绝了“一种狭隘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一切争端都必须在我们的法庭上根据我们的法律得到解决。”
(132)



其他国家的法官比起他们的美国同行来说，或许没那么笃定，但许多人也开始意识到自己对超出本国边界之外的诉讼人负有责任。加拿大最高法院大法官拉弗瑞斯特（Gérard La Forest）对一个适用外国法律的裁决进行解释时说道：“本法院不仅仅只管理本地法律事务，为了适应现代流动速度以及世界和国家经济需要，也要考虑到诉讼当事人的方便”
(133)

 。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瑞士和魁北克省的法院都赞成用事故发生地的法律审理事故，除非诉讼当事人显示出同另一个法庭有更重要的关系或更密切的联系
(134)

 。这有一个相关进展，英国法院已经明显改变了过去二十年的立场。原立场认为所有原告都有权（“作为合法权利”）在英国法庭提起诉讼，无论当事方之间的联系、诉讼如何，外国法庭怎么想
(135)

 。新的立场认为，如果被告能够证明“外国法庭更为合适，符合所有诉讼方的利益以及正义的目的”，那么应该让外国法庭来接手案子
(136)

 。

这一转变的意义在于，各国法庭开始认识到，要处理一个案子，在许多情况下，存在着一个“天然的”或“最合适”的法庭，而不是让诉讼人随意挑选一个法庭进行诉讼，或者由诉讼者所属国家的法庭来进行审理。然而，要开展合作，使“自然法庭”得以实施，所有涉及的法庭就必须事先认识到多重法庭是可能的。此外，还必须假定这些法庭都门当户对，根据司法标准而不是传统的国家利益来决定谁是最合适的法庭。这里有四个指标：全体诉讼方的利益、诉讼者的个人需要、正义的目的和法官的知识领域。


法官审查法官

一体化的全球法律体系这一概念有两个特点：（1）诉讼当事人相对自由的跨国界移动，随身携带争端，在得到司法审查的前提下任意选择某特定的国家法庭进行审理；（2）让不让外国法庭接手案子，取决于这么做的效率、公平程度以及是否有助于达成“正义的目的”，而不是取决于国家权益如何。这些特点导致了法官审查法官现象的出现。在上面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案件中，波斯纳法官阻止了一项案件在法国法庭上审理，他的论点是，里尔商业法院“虽然被称作是一个法院……实际上只是一个仲裁小组，由抽出一部分业余时间用于仲裁的商人组成。”
(137)

 在听取了一个法国法律专家所作的陈述之后，波斯纳得出结论：这一法庭无法应付大量保险诉讼所带来的文书工作负担，也没办法听取当面作证。

波斯纳法官知道他的这一言论看似无礼，他承认说，“乍看之下，一个美国法官责令禁止法国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一个法国法庭上对法国的保险政策提出诉讼，是严重的无礼行为。”
(138)

 然而，即使面对法国保险委员会的劝诫，波斯纳仍然坚持认为，美国法院不是在怀疑法国同行的个人能力，而只是“同美国地区法院相比，他们处理某特定争端的能力或经验有所欠缺。”
(139)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波斯纳指出了一种可能发生的相反情况，即在一个案子里法国法院要比美国有关法庭更适合进行裁决。比如，美国是由仲裁机构监督铁路案件，而“法国法院的工作人员则是专业法官。”因此，他说，“我们可以想象出一个类似的案件，在这个案件中，法国法院要求禁止一家美国公司在美国国家铁路调节委员会（National Railroad Adjustment Board）提出诉讼，因为该委员会并不适于为特定情况的争端主持公道。”
(140)

 在这里，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波斯纳愿意把法国政府机构与其美国同行同等看待，即它们都是有工作要做的官方服务机构（但这种看法的必然结果就是本国法庭给予外国法庭更少尊重而不是更多）。同样，他分析认为，无论国籍何在或经历何种法律培训，全世界的“专业法官”有着相同的基本特征，至少同仲裁员相比是如此。这些共同的专业标准为相互间的评价提供了一个基础。

波斯纳对法国商业法庭的评价等同于律师通常所谓的“法庭资格分析”（“adequate forum analysis”），即对外国法庭的资格进行审查调查。当一个案子国内国外重复诉讼时，或者某诉讼人要求将案件转手给外国法庭或要求执行一项外国裁决时，就会进行这种审查，这是司法分析的标准程序之一。另一方诉讼者往往会争辩说，外国法庭“不够资格”，理由是腐败或者难以获得必要的文件和证据。让我们对美国法庭所做出的法庭资格认定做一简单回顾，就能看出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即美国树立起了一个国际司法的最低标准，美国也愿意在同样的标准下评价外国法庭和国内法庭。这两种趋势有时指向相反方向，但是在建构一个全球法律社会的背景下这些趋势非常有意义。

让我们对下列决定加以考虑。美国法院认为，智利法院由于在军政府统治之下缺乏司法独立性，因而不够资格
(141)

 ；伊朗法院也不够资格，因为他们对美国人有偏见
(142)

 ；罗马尼亚的判决无法执行，因为没有做到“不偏不倚的司法公正”
(143)

 ；另一方面，美国法院认为，以色列或法国司法系统是够资格的，如果有美国法官猜度“他的以色列同行会违反其职业誓言”，那么他（她）的行为是完全不适当的
(144)

 。“司法礼让以及常识不允许我们视法国司法体制低人一等”
(145)

 。在布莱曼诉扎帕塔（Bremen v.Zapata）一案中，最高法院认为，“英国法院符合中立性标准，在海事诉讼方面有悠久经验。”
(146)



同上述表象相反，外国法院合格与否不取决于所在国是第一世界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以偏见或腐败为理由否定他者资格的事也相对较少
(147)

 。大部分问题出在这些地方：外国的司法体制比起美国的来较没有效率，或者有很不一样的司法程序。其中一些案件涉及这样一种情况：一些外国人在美国对美资跨国公司提起诉讼，这些跨国公司在他们的国家有投资，这是为了利用美国相关法律制度对原告有利的特点。这使得美国被告处于一个尴尬境地，它们被迫声称美国的法庭不够便利，要求将案件转回原告所在国受审
(148)

 。在这些情况下，法院考虑的真正的问题通常与政治有关，比如是否允许外国原告从美国民事侵权法制度中受益、全球企业责任伦理，而不是外国法庭是否真有资格
(149)

 。其他一些情况则有：有人声称外国司法体制（比起美国体制来）只允许有限的证据交换
(150)

 
(151)

 、“不容许风险代理收费（contingency fees）”
(152)

 
(153)

 、“没有陪审团制度”
(154)

 ，“拒绝惩罚性赔偿”
(155)

 ，或者完全凌驾毁坏的发现
(156)

 。判定这些外国法院合格与否的标准不一，但都基于法院如是评估之上，即诉讼人的期望是否合理。比起外国司法体制整体的质量，法院对前者的关注要多得多。

总的来说，上述例子反映出了上文所包含的一个深深的悖论。如果法庭假定各国司法独立，也即主权概念中的“分离且平等”，那么只有大的差异才有意义。当企业家们跨越国界进行经济活动时，他们必须预料到司法程序上会有正常的不同，比如说有限的证据交换或不允许风险代理收费、或者法官所起的作用不同。只有当外国的法律制度能够被证明违反了最低标准的跨国司法公正时，比如公开的偏见、体制性腐败或剥夺诉讼人的基本权利，美国法院才能允许当事人避开合同或地点的限制，选择一家美国法庭来审理其诉讼。

相比之下，如果法庭假定各国司法利益一致，那么它们将用国内标准审查彼此，这些标准是它们在同一情况下也会对国内法庭使用的。在国内，看似很小的差别会非常要紧，这视每个案件的结构而定。因此，这个假设意味着各国的法律制度不是独立的，享有主权遵从的权利，而是一个新兴跨国诉讼空间的一部分，其中当事人自由流动，选择不同国家的法院解决争端。在短期内，这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冲突，但这是通向更深的长期合作的铺垫。


司法谈判

在某些情况下，跨国司法对话成为司法部门间谈判（interjudicial negotiation）。这种情况在全球破产案件中特别发达，在这些案件中，法官越来越多地直接沟通，有的时候有某种国际条约或准则做指引以确保合作和有效的资产分配，有时候则没有。各国政府已将这些事项的管理留给了法院，法院的反应是建立自己的制度。有两位评论家将这些法院间协定（这些约定以“跨国界破产合作议定书”著称）描述为“私下里个案个办的国际破产条约”
(157)

 。到20世纪90年代末为止，各国法院在七次主要的全球性破产诉讼中进行过这种协议的谈判
(158)

 。第一次是马克斯维尔（Maxwell）通信集团公司破产案，这家英国控股公司在全世界拥有四百多家子公司。它在纽约南区申请破产保护，同时也在英国进入破产程序。为了确定在公司重组过程中适用哪些法律和程序，这两个国家的法官任命了管理人或清算人。这些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制定了程序，为清算规定了责任。这种微型条约以“命令与议定书”的方式在两个星期内得到了双方法院的批准和采纳
(159)

 。

随着国际破产案件数量及复杂性日益增长，马克斯维尔案件之后，各破产法庭继续扩充并改进这些协定，进场与开业者合作，以尽可能顺畅地协调多个法院之间的破产程序
(160)

 。纳卡什（Nakash）一案的审理涉及一位美国债务人和一家倒闭的以色列银行，由于该案牵涉到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法院怎么处理彼此关系的问题，因而特别有趣
(161)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以色列的法院达成了一份协议，以使双方法院及当事人展开合作。该协议书在导言中设定了一个目标，即“为……美国和以色列国法院的诚实性增光。”
(162)

 美国法官明确赞同协议中的一项提议，它提到要在两国法院之间建成理解之桥，这桥将使彼此能够了解对方的目标。合作的框架一经建立，“紧张就变成了共有的紧张，法院将较易合作，在彼此碍手碍脚之时，也能完全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
(163)

 以色列法官意见与之相同，指出“根据两国政府指示，这两个法院的代表有意于合作。”
(164)



观察者通常都会强调，跨国司法合作是在没有相关国际条约的背景下蓬勃发展起来的。法院要处置的资产遍布全球，国家法律或国际法并无相关内容，跨国司法合作就成了必需之举。关于统一的体制和以领土划分的体制孰优，破产法学者之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换句话说，资产分配权应该集中呢，还是应该由资产所在国拥有？这种争论是一个愿望的体现，这个愿望就是用国际条约来构建一个合理的全球框架，替代当下这种专门性的司法协定。一位年轻的破产法学者Lore Unt认为跨国司法合作自成体系，但也认为“对国际破产司法合作而言，一种权力分散化的制度是最可行的制度，这种制度就事论事，其规则在不断演进。”
(165)




5.面对面的会晤

法官们还进行着面对面的交流。奥康纳大法官已经率领最高法院若干代表团同法国、德国、英国和印度的同行进行过会面。最近，美国最高法院和欧洲法院举办了两次“峰会”。1998年，奥康纳、布雷耶、金斯伯格（Ginsburg）和肯尼迪大法官前往卢森堡，与欧洲同行进行了几次私人面晤和公开会议，参加了欧洲法院举办的一个听证会。2000年4月，欧洲法院的几名成员来到华盛顿与最高法院法官会面，举办第二次峰会
(166)

 。最近，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率领一个代表团——其中包括布雷耶大法官——应墨西哥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戈纳罗·戴维·贡戈拉·皮门塔尔（Genaro David Góngora Pimentel）之邀，以“司法交流”的名义访问了墨西哥，墨西哥司法代表团已经在1999年访问过华盛顿。伦奎斯特说：

“这次交流由一系列会议构成，我们谈论的主题有很多，比如司法部门和新闻界的关系、司法教育等。但是，这些互访真正的价值，是与他国法官建立面对面接触。尽管我们之间存在司法体制的差异，但我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167)



其他国家的法官也在日益着手把这种交流制度化。从1980年代初开始，各西欧国家宪法法院的法官们就每两年或三年会面一次，出版他们的会议记录
(168)

 。美洲国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更进一步，设立了美洲最高法院组织（OCSA）。1995年10月，西半球25个国家最高法院的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会议上，代表们批准了本组织宪章，规定其目标是促进和加强“成员国的司法独立、法治，给予法院作为国家机构基本分支所应得的适当宪法待遇”
(169)

 。该组织要通过各种活动达到此目的，比如在各国司法体制间建立“永久联系”，“为了促进西半球的司法合作”提供各种教育和技术援助系统
(170)

 。最近，该组织又承担了一个任务，“建立一个司法事务信息交流中心。”
(171)



普通法国家每年也会举行两次这样的会议，在拥有类似法律制度的国家之间，促进它们的司法机关多多接触和对话
(172)

 ，司法机构领导力发展理事会（Judiciary Leadership Development Council）主办了第一届全球普通法司法会议。该组织是设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其目标是通过举办研讨会和会议进行司法教育。该司法会议的目的，根据美国核监管委员会鲍尔·科特（A.Paul Cotter）法官所言，是召集普通法法官就共同问题、共同利益，以及最近的事态发展等议题进行讨论：“把法官们召集起来，使他们在务实的基础上面对面地交换信息和分析情况，介绍各自国家法院的独特要素、不同法律和司法程序，会马上给其参与者带来实际利益，无论是对他们个人还是对他们的国家来说都是如此。”
(173)

 在另一个地区，来自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法官组建了波罗的海国家法官联合会
(174)

 。

各种法律援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比如说总部设在伦敦的人权组织国际依法保护人权中心（InterRights），也已经举办过一些非正规的会议。秘书处设在澳大利亚的亚太法律协会，同样通过它的年度会议来促进司法交流
(175)

 。美国律师协会（ABA）中东欧法律倡议组织定期将一些美国法官派遣至中欧和东欧国家，协助它们进行司法改革、编纂法典和进行司法培训
(176)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民主中心（Center for Democracy）迄今主办了四次会议，参加者是中东欧及新独立国家的“最终上诉”法院，依据地域性和相似性分组讨论
(177)

 。

各大学的法学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1995年2月，在纽约大学全球法学院项目的赞助下，纽约大学法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和司法行政研究所主办了一个重要会议，参加者包括各国和国际法庭的法官
(178)

 。同样，哈佛法学院也主办了一些英美交流项目
(179)

 。耶鲁法学院针对全世界宪法法院的法官设立了一个研讨会，每年举行一次，以此推动法官之间的知识交流
(180)

 。这些研讨会的参加者互相交流案例和个人经验，创立法官个人联系网络和法院联系网络，该网络将为司法交流继续下去提供强有力的渠道
(181)

 。同样，学术机构和公共事务机构也有助于司法理念的国际交流，各国法院法官通过浏览其网站，可以得到世界各国法院和超国家法庭的活动信息
(182)

 。

美国联邦司法机关下成立了一个“外交政策”处，这或许非常明显地表明了司法全球化进行到了什么程度。前面在对本章的介绍中已经提到，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偕同美国司法会议（U.S.Judicial Conference）成立了一个国际司法关系委员会，第一任主席为来自伊利诺伊州地方法院的迈克尔·米姆（Michael Mihm）法官。米姆法官声称，该委员会的宗旨是“协调联邦司法机关同外国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有些官方与非官方机构及组织有心于国际司法关系、致力于建立与增强法治，委员会也致力于协调联邦司法机关与它们之间的关系。”
(183)

 委员会每周出版一份公告，其内容详尽记录了司法全球化的进展情况和全球司法网络的现状。在这份公报中，读者可能会了解到有一位俄罗斯法官在美国做巡回旅行，或者一位土耳其法学家向马里兰州的一位法官有所请益，又或者美国联邦地方法院的一位法官在厄瓜多尔与同行会面
(184)

 。

所有这些访问、个人交流和研讨会起着多种作用——它们有助于促进司法教育和法律交流，它们扩大了参与者的视野。布雷耶大法官报告说他对印度进行了一次访问，有机会观察了印度的一个调解项目，提出“在美国，我们通过跨学科、以问题为导向的方法可以学到些什么东西。”
(185)

 也许最重要的作用是，它们使其参加者成为了一项全球共同司法事业的一分子，对其进行了社会化。这种认同感是非常重要的，当司法独立和完整的全球准则在各国受到挑战时，它有助于法官们共同做出努力，对之加以维护。

在一个研讨会上（其参加者是各国际法庭的法官），一位非洲法官叙述起他同津巴布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会面的情况，这位首席法官已四面楚歌，罗伯特·穆加贝政府甚至对其发出了人身威胁。世界各地的法官都给这位首席大法官发来信件和传真以示支持。许多法官通过本章所提到的司法网络同他会面。在这次会面中，首席大法官说，这些会面和联络的最大价值就是传达了一个信息：“我并不孤立无援”
(186)

 。


6.结　论

本章所描述的司法网络依其功能被分为信息网络、执法网络和协调网络三种。各国宪法法院之间的联系网络的重心是在信息和思想的提供和交流上。各国宪法的相互交流、国际人权法庭的判决，意味着全球性判例的出现，激励着各国法律立场的统一，塑造出了协调网络，尽管这一协调/融合的过程与监管背景下的情形相比颇为不同。跨国诉讼网络，相比之下，基本上是执法网络。当一个或多个诉讼当事人在各国不同的法院上要求执法之时，执法网络就随之出现了。随着跨国纠纷越来越复杂，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法院就必须进行越来越深入的合作。

前述垂直型司法网络也可以用这些类别区分。欧洲法院和欧洲各国法院之间的关系是执法网络，欧洲人权法院和各国法院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北美自由贸易区法庭与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法院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新生的执法网络。另一方面，欧洲人权法院和欧洲以外国家的宪法法院之间的关系则属于信息网络，今后可能会成长为协调网络。

这些司法网络最令人瞩目的地方是它们互相配合。谈论“全球司法体系”看似野心勃勃，如果没有人斥之为空谈的话。传统的看法是，要有一个全球的最高法院，在每个地区有附属法院，各国法院被精心地束缚在这一体系之中。但事实上，本章所描述的体系则是由松散的横向和纵向的司法网络组成的。在某些方面，它接近于一种全球“法院共同体（community of courts）”，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各地的法官，不管他们隶属于州、国家还是地区或国际法庭，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共同事业中的一分子。

一些司法网络是正式化和结构化的，比如说，欧洲法院同成员国各个层次的法院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外交条约基础上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仲裁小组和美国法院之间的垂直关系是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所规定的，但同欧盟的情况一样，这种关系的形式和活力是由法官们的个人作为和相互作用决定的。国内法院愿意给予地区人权法庭（如欧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法院和新的非洲人权法院，所有这些地区人权法庭都要对国内法庭反人权规范的裁决进行审查）的尊重程度也是一样（由法官的个人行为和互动决定）。

另外一些网络要远为宽松，这既包括水平网络，也包括垂直网络。使这些网络得以存在的，不仅仅是对外国法庭及其裁决的认知，还包括在隐私、死刑等共同关心问题上的积极对话。这些对话中的观念在许多审判中成为了实际的法律，也就是说，各国法院在最终裁决中互相援引对方的判决意见。但是被借鉴的这些意见和判决与其说构成了有约束力的先例，倒不如说是说服性权威。国家或国际法院的法官，不能受到外部裁决的束缚，这些裁决只能以理服人，帮助法官搞清楚一个棘手的法律问题。此外，这种积极对话也有很大的心理影响，使法官感觉到他们是一个更大的司法共同体的一分子。法官们面对面的会晤加强了这种意识。

在更为日常的事务中，处理跨国商业纠纷的法官正在逐渐把自己看作审理相同潜在争端的国际公共诉讼空间中的一部分，这些争端本身是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而不是作为独立的实体个案处理面前的案件。这种情况的长期影响更多地也是心理上的。从传统的“差异”眼光看来，所有的国家从形式上来说都是平等的，作用也完全相同。国家在其自我限制的、一般而言不可侵犯的国界内执行相同的治理任务。每一个国家都不受外界干涉，自行治理。国际冲突则要加以避免，因为其后果难以预料。然而从“一致性”的角度看来，不同国家的法院从事的是同一事业，对跨越许多国界的争端进行审判和裁决，这样关注焦点就发生了转移，关注的对象从争端裁决者转到争端本身上，转向认为所有法官都具有共同的价值观，这些共同价值观既维护诉讼当事者的个人权利，也维护一个高效有力的司法制度。

在这些商业纠纷中，经常性互动加深了各国法官和法院之间的熟悉和亲密，这没有滋生轻蔑，而是提高了各方对冲突的容忍度。因为彼此关系有一定秩序，也相互了解，所以冲突不会升级或危及根本关系。陌生人之间要被迫维持一种冷漠的彬彬有礼，而有亲密关系的家庭内部却总是吵吵闹闹的。所以看似矛盾，全球商业司法体制的出现伴随着法院间喧闹的、甚至是愤怒的争吵，它们就各自的权限争辩不休。

总之，世界各地的法官走到一起共同努力，目标是建立一个正式的全球法律体制。他们是这么做的：（1）总的来说进行各法律文化的相互交流，在形而下的层面上则是解决具体的法律问题；（2）强化有关司法独立和法治（虽然定义广泛）的国际规范；（3）每一个国家和每一级法院中的法官都意识到他们是一项共同的司法事业的参与者；（4）提高法庭解决跨国争端的能力（无论是一个法庭单独完成，还是几个法庭合作完成）。最重要的是，对于全球法律体制应该是什么模样，法官们通过许多方式提出了自己的构想版本：这是一个自下而上多元化的体制，各国、各区域和国际法律制度多元共存，法官则各尽忠诚。即使他们是在一项条约或国家法规的框架下进行互动，他们之间关系的基础还是对彼此能力的相互尊重和对司法目的的共同认识——那就是锻造一个法治世界，依靠说理而不是暴力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我们还能怎样建立一个法治世界呢？全球司法关系的分解植根于多种法律制度多元化的基础上，由更深层的共同身份所推动。对话优先于强求一致，辩论与合理的分歧优先于必须服从。这是必然的，因为全球性的法律权威并不存在（国际公法、荷兰海牙国际法院或某些专门法，比如海洋法，有所例外）。是什么赋予了跨国司法网络以活力呢？是说服性权威、个人交流，以及诉讼人的流动。而这一跨国司法网络正在朝我们走来。

【注释】




(1)
 译者注：也就是说一国的司法体制如果是以一定的共同价值观为基础，做到了司法独立，遵守基本公正程序，比如说不得刑讯逼供等，那么在程序正义的基础上，该国法庭所做出来的裁决就是合法的，理应受到其他国家法庭的尊重。


(2)
 译者注：说服性权威这个概念是同强制性权威相对立的。通过等级关系树立的权威就是强制性权威，比如一国高等法院同地方法院之间的关系。而说服性权威是建立在“以理服人”的基础上的。


(3)
 译者注：从字面意思上看，cross-fertilization有相互嫁接的意思，本是农学用语，指代异花受粉一类的事物，在这里，实际上指的是各国宪法的相互学习、相互采纳合理意见。用相互交流来翻译，意思太轻，姑且从之。


(4)
 译者注：全球性判例即得到全世界各国承认的法理，比如说在搜集证据时不得刑讯逼供。


(5)
 译者注：这是美国《独立宣言》上的语句。


(6)
 译者注：“肯定性行动”是美国政府在就业、教育等若干社会生活领域中制定的以反歧视为目标而向部分弱势群体作适度倾斜的社会政策。


(7)
 译者注：知情同意权是指在医务人员为患者提供足够医疗信息的基础上，由患者作出自主医疗决定（同意或拒绝）。即知情同意作为患者的一项基本权利，患者在作出自主抉择之前，有权了解自身的病情、医生所建议治疗的利弊、其他治疗方法及其利弊。


(8)
 译者注：即当法院判断一个医生是否尽了完全的告知义务时，是站在一个审慎患者的立场上，判断医生是否已经完全告知患者决定所需信息，任何一种风险都必须说明。


(9)
 译者注：牙买加是英联邦成员国，1655—1962年为英属殖民地，独立后，其终审司法机构仍由英国枢密院充当。


(10)
 译者注：一个德国青年在美国谋杀了他的岳父母，然后逃到了英国；美国政府要求引渡他，但他的律师指出将要审判他的美国弗吉尼亚州还没有放弃死刑，将他遣返显然就是将他置于死刑的威胁之中，这就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这个案子的结果是美国的检察官承诺不提出死刑申请，州长也承诺如果法院判决死刑，他将签署特赦令。


(11)
 译者注：此处疑为gouvernement des juges之误。


(12)
 译者注：不看国籍，只看方便与否。


(13)
 译者注：前者由于害怕关系破裂的结果彼此之间要讲面子，而后者无需担心，彼此之间的关系反而直率得多。请参见后面家庭冲突的比喻。


(14)
 译者注：法律人努力在证据的获得上规划出适当有效的方式、程序，证据交换就是其中之一。证据交换即让当事人在审理前提出证据，相互了解证据信息，从而明确诉讼的争议点，为开庭审理做好准备。


(15)
 译者注：所谓风险代理收费，指的是，律师获取的报酬取决于所代理的案件获得法院判决给付的总额的一定百分比。换句话说，假如你聘请了律师帮你打官司，如果官司输了，律师将得不到任何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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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立法者：正在滞后

一条鸿沟正日益把跨政府合作同国内辩论割裂开来，其结果是相互的民主赤字，公众不再信任其政府在海外暗地里达成的多边交易。

——威廉·华莱士勋爵，上议院自由党外交政策发言人
(1)



华莱士勋爵对于有关跨政府活动民主赤字的解释被广为接受。立法者被认为正在滞后。民众的声音——在一个个省、一个个国家和一个个地区中，比起监管者、法官、部长和国家首脑们的声音，更为柔弱，也更不可能被听取。

对此有一种回应就是呼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议会
(2)

 。更可能的，并从我更期望的观点来说，是立法者网络的确立，以便与最后两章将要述及的部长、监管者和法官的网络相对应。这些网络确实存在，并常常在许多令人惊奇的领域中逐步增多。然而，由于多种原因，比起其他跨政府网络来说，它们更为鲜见，也少有影响。

首先，至少在民主政治体系中，立法机构的代议和监管职能不相上下，也就是说，立法者与根据地域而定义的政策最为直接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坚决保持“国家性”甚至更狭隘的属性正是他们的工作所在。甚至当他们聚焦于国际问题时，也通常是通过国内利益的棱镜来加以透视，而不是通过外交政策中的一种独立利益来看，遑论全球治理了。为了确保再次当选，立法者必须在其选民的利益领域展示出关切和实际行动，并且必须为其选区内全体选民分得整个国家馅饼中的一块而不停地游说。对于这些选民的大多数人来说，国际合作通常不是其最优先的考虑点。

其次，立法者的更换率高，任期短，使得他们几乎没有内在动力为了与外国同行确立长期关系付出努力，而外国同行本身也可能是频繁更迭的——除这些抑制因素外，还有其他基于政治联合上通常是不断变化的优先考虑和承诺。一般来说，在民主体制中，立法者比司法官员和行政官员任职时间更短。

再次，议会议员无疑缺乏专业技术知识，也缺乏与大众政治的脱离，而它在支撑司法和管理网络方面至关重要。国内挑战在各个国家间差异很大，领导关系和议会制度采用不同的形式，除了民主实践本身，哪一种形式也未被普遍视为一个“职业”或“专业学问”。

最后，监管网络与特定问题高度相关,它由一些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同职业训练和社会化经历的成员组成。因此，这些成员一般能够通过更为简单的决策程序进行操作，尤其是在共识之下。另一方面，议会议员往往要处理一系列的问题和利益关切
(3)

 。不同的议会依据委员会结构和立法者间权力分配的不同而以不同方式加以组织。由此很难像在监管领域中那样自然而然地确定“对应者”，诸如财政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或是司法和国内事务委员会等。其结果，个体立法者跨越国界走到一起更可能是基于政党归属或是一系列特定问题（比如环境和人权）上的共同利益，而不是基于政治权力结构中共同和持久的立场。

由于存在这些抑制因素，故奇怪之处或许就在于立法网络根本就是存在的，它们也确实在国际组织，在地区层面，并在许多专业的联合会中独立存在。在一些案例中，有可能发现立法者在国际舞台上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向此前几乎被不同政府的行政部门排他性控制着的政治和政策注入新的不同因素。当他们置身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欧安组织（OSCE）以及最为显著者如欧盟等组织内时，他们正在构造和合法化其自身。当认识到这些意识形态跨越国家边界，并强化行政权力到一定程度时，他们也逐步发展成为对自由贸易和经济一体化力量的一种制衡力量。他们在民主化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仅为年轻议员提供技术支持，也为其提供了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全球或地区俱乐部的一种重要归属感。

阅读本章中的一些例子，很容易想象立法者网络在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美自贸区，或者事实上在联合国自身的事务中，正在形成和谋求一个正式的声音。设想在立法者中间、至少在一些相关国家的执政党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的任何一项双边和多边倡议，都是可能的。这些网络在许多情况下应该同多种执行性和监管性网络并行不悖。

同时，很显然的是，许多现有的地区“议会”和“会议”又极为低效——这些实体传播着对于任何国际法和国际机构的怀疑态度。在更深层次上，“有效性”在这种情境下应该意味着什么也不甚明了。地区和全球立法网络应做什么？当他们成功做成这些时我们又如何去了解？有的学者如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认为，国会议员是有着与监管者和行政人员明显不同授权的人员，他们在详细说明基本价值时训练有素
(4)

 。最近旨在谴责死刑的议长“峰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议员也应反思和重议在基本价值上的一些分歧——驱动选举运作的分歧。在国际情境下，这些分歧甚至会更为深刻。

如果这是根本性的，立法网络应怎样实施权力？通过制定立法样板，为国家法案起草者提供借鉴？通过对不同执行和监管网络的报告和声明作出回应？就像各立法委员会监控美国的各机构一样通过试图发展监控其他跨政府网络活动的跨政府式的方法，还是通过试图直接制衡行政首脑网络的权力，因为其部分运作可能会绕过国内立法者的权力？

在这些可能性中，有些从好的方面来说是不太可能，从不好的一面来说则是愚蠢，但在抱怨“民主赤字”，更具体地说，在抱怨“滞后的立法者”之前，思考跨政府立法网络能做什么以及应做什么，这尤为重要。因此首要一步就是理解他们已经在做什么。

以下第一部分阐述了立法者在特定政治问题上相互进行交流的多种方式，无论是在既有的国际组织之内或之外。第二部分讨论了许多立法网络，包括现存的地区性议会，它既表达和增进了地区认同，也抵消，至少是削弱了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各种力量。最后，第三部分转向论述立法者通过民主代议的专业化以及单个代表的社会化去支持全世界其他立法者所采取的方式。


1.立法者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对于立法者来说，表达其在外交事务中自身意志的传统方式是牵制行政部门——部长们或国家首脑。有些当代政治学家认为至少在美国，整个系统运转良好；事实上，国会可以过问外交事务中的许多重要问题
(5)

 。然而，以下例子表明，许多立法者并不满足于传统角色——他们正试图寻求更多直接向国际舞台施加权力和影响的途径。他们相互联系和交流以便能够既在国际组织内部，也可独立地强化其集体声音。


国际组织内的立法网络

如同监管性网络，国家立法者偶尔也会发现他们正在国际组织框架内共同工作。总的来说，他们在这些组织中的任务就是为其自身定位一个有效角色，即一个在传统上由外交人员、公务员和政治任命官员所主导的环境下选举出来的代表。他们意外地，也许最令人惊奇地在诸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安组织这样的安全组织内获得了成功，在这些组织内所牵涉的问题需要高度专业的知识和一种能抵挡或忽略大众压力的能力。其他组织从一开始就更为友好。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组织包含了其成员国间法律和政策的协调与融合，其内部的立法网络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在北约内建立网络

在北约这一例子中，北约议会会议（NATO-PA）为其成员国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由来自各同盟国的议员组成，这个会议的目标包括增进理解和巩固成员国间的关系，鼓励成员国在起草国家法律的时候考虑北约的立场，并作为同盟各议会和北约当局间的联系纽带
(6)

 。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条约没有详细论及议会会议的问题。对这样一个会议的通常看法要求修正许多政府和议会希望规避的华盛顿条约。由此，长期以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议会会议都是作为一个与北约分离的实体而运作的，尽管NATO-PA也体现了北约的根本任务并维持了与它的紧密工作关系。正是认识到NATO-PA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北约的监管和运作中，才把这个1998年开启的会议从北大西洋议会（NAA）易名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议会会议
(7)

 。不过，它对北约的政策也具有实质的影响。NATO-PA的各个委员会——包括内务、国防与安全、经济、政治、科技——在从波斯尼亚危机到为欧洲-大西洋安全关系设立人权标准的许多领域起草了政策建言
(8)

 。北约自身，由在各国大使领导下的国家代表组成，随后采纳了这些建议中的许多意见
(9)

 。


在欧安组织（OSCE）内建立网络

欧安组织议会会议经对其组织形式和存在的必要性进行热烈辩论后，于1991年在马德里建立。今天，这个会议把55个欧安组织参加国的300多名议员代表聚集到了一起。会议的目标旨在使议会间对话更方便，评估参与国有关OSCE目标的执行情况，支持参加国的民主机构，促进欧安组织机制性结构和既有欧安组织机构间合作关系的发展。

会议不得不努力确立其在欧安组织框架内的合法性。比如是否在俄罗斯举行的首次后苏联时代的议会选举中派遣中立观察员，建议对欧安组织的功能做一重大调整等等这些方面，会议就一直要求在欧安组织内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尽管1994年年会也讨论了诸如土耳其与库尔德少数民族的关系、希腊对马其顿的单边贸易禁运和联合国保护部队在波斯尼亚执行任务等问题，但最终，会议的首要关切是其决议是否被完全采纳或执行。

自1994年起，这个会议已赢得了欧安组织及其成员国的认同和支持。会议成员现在仍一如既往地监督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选举。1998年春，有一个会议成员宣布乌克兰选举缺乏“自由与公正”，随后遭到了乌克兰官员的批评，这些官员极希望会议认可其选举过程
(10)

 。观察员的另一使命是监督2000年3月的俄罗斯选举。该会议的网站宣称，因为议员本身是由公共官员直接选举出来的，他们的观察在当地和国际的媒体具有相当分量
(11)

 。这可能是较为准确的。

在技术上，该会议允许最大限度的参与和合作。会议每年7月初举行，适逢大多数的国家议员不在国家议会会期，因此关键成员可以参与进来。每年的年度会议成果是一个最终声明，也有一些提交给OSCE部长理事会、OSCE轮值主席和OSCE参与国国家议会的决议和建议。

近期每年一次的会议已经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决议，包括呼吁OSCE外长理事会讨论理应成为21世纪欧洲安全体系主心骨的欧洲安全宪章的起草
(12)

 。2000年7月，会议发布了一个处理北高加索、东南欧、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等地区局势的最终声明。会议的观察员们视此为OSCE在这些地区安全问题上进行全新的、更强有力和更加开放的介入的一个前途光明的标志
(13)

 。

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该会议各代表团领导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在葡萄牙辛特拉召集特别会议，谴责恐怖主义行为，建议OSCE参与国同意采用统一的恐怖主义界定，并详细阐述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全球战略。这次会议呼吁参与国采取适当的立法措施，相互合作以反对恐怖主义。会议也敦促政府在同年晚些时候举行的OSCE部长理事会上提出国际恐怖主义问题
(14)

 。


东盟（ASEAN）框架内的立法网络

议会合作也存在于其他地区，或许最为显著的是在亚洲。1977年，东南亚国家在东盟——一个地区安全与经济组织的支持下，创立了东盟议会间组织（AIPO）。AIPO大会的参与者由东盟议会代表团和观察员群体组成，每个AIPO成员议会最多不超过15名代表。

创立AIPO的正当理由是民主化和大众化：一个有关东盟立法者的封闭网络将扩大这些国家人民的民主参与，加强各国人民之间以及各国人民与该组织之间的关系
(15)

 。

AIPO已经承担了许多具体的倡议行动，为国家的立法者、利益集团和单个选民提供信息：在各个邻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例如，为了使所有东盟自贸区相关国家的法律更容易获取，并对工商界更透明，AIPO把各国法律都制成索引
(16)

 。同样，它也建立了一个电子公告板系统，使得各国议会的单个成员能直接回应他国的同事
(17)

 。

AIPO成员也试图使用组织的集体性权力在特定问题上向其政府施加压力，最为显著的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造成毁灭性灾难后，议员们呼吁各国政府加强金融市场间的合作以避免进一步的混乱。他们也在菲律宾举行了一次会议，采取了许多特定措施以补救危机造成的损失，尽管这些措施产生了何种实际影响不甚清楚
(18)

 。

如同其欧盟对应机构，AIPO当前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咨询性角色。它首先得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和影响。通过信息权力和社会化，它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其收集、再灌输信息的能力已经使得它成为了立法倡议的一个可靠来源。进一步而言，它对来自东盟新成员国如越南甚至是缅甸等国的议员也是开放的。AIPO成员也在同来自其他国家如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俄罗斯和欧洲议会等的议员组成的观察家代表团展开对话
(19)

 。然而，这些活动是依据被提议的或是单个政府的官员们所支持的新立法而进行的，要了解其实际影响如何同样是非常困难的。

上述三个组织中的每一个立法者网络都为议会在国际至少是地区安全政策上发挥积极作用创造了条件。在两个欧洲案例中，他们不得不努力奋争以使其声音能够得到倾听，逐渐在完成这些组织的使命中发挥了一个更为直接的作用。AIPO缺乏一些效率，或者说至少其效率很难把握。它更多地通过同既有国家议会的联系宣示其存在——履行收集和传播信息的职责，以决议的形式赋予样板立法（model legislation）以权威。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在监管方面也以这种方式运作，就像在第一章中所描述的，但是它的样板立法面向一个由证券专员们组成的持久性对象，他们经常有着直接的职业兴趣，使得立法在其国内立法机构能获得通过。


独立的立法网络

2001年6月，15个欧洲和非欧洲议会的首脑聚集斯特拉斯堡，在欧洲议会楼内，举行了首次全球反对死刑会议
(20)

 。除了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领导人外，呼吁废除死刑的签约方还包括来自比利时、智利、象牙海岸、希腊、西班牙、柬埔寨、意大利、马耳他、荷兰、奥地利、葡萄牙和乌克兰的代表。其他15个国家发来电报支持该项呼吁。与该呼吁相一致的是，欧洲理事会大会也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日本和美国立刻暂停执行死刑，采取措施废除死刑，并发出警告说，如果在2003年1月1日前还没有取得任何显著进展的话，它将对日本和美国继续保持理事会的观察员地位提出质疑
(21)

 。

这次会议引发了大量的争议，至少对媒体评论人来说，尤为惊奇的是，议员们会以其公职身份——作为议会的领导人而不是个体政治人物——采取这样一个动议。这是自发产生的立法网络之一例，因对一个特定政治问题的深刻信念而引发。它在自发或至少是独立性方面是特有的；它们典型地是由对一个特定政治问题或是一系列问题或至少是一种特定政治意识形态或哲学的承诺所驱动的。


美国国会—俄罗斯杜马研究小组

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还是美国众议院议长时，他就确信议会网络会为国内立法者在外交政策上提供一个新的角色。1996年，他给其俄罗斯同行哥纳迪·塞勒兹约夫（Gennady Seleznyov）发去一封信件，提出创立一个由美国和俄罗斯立法机构的成员组成的论坛，以便定期讨论防务、外交政策、能源和环境等问题。结果产生了美国国会—俄罗斯杜马研究小组。这个小组的形成是由这样一个信念促成的，即美俄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过于专注行政的层次，这使得行政当局每变动一次就得重新发展双方关系
(22)

 。

金里奇希望这一小组每年正式集会两次
(23)

 。库尔特·威尔顿（Curt Weldon），宾夕法尼亚州联邦众议员和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成员，被推选为该研究小组美方领导人，研究小组于1997年11月举行了首次会议
(24)

 。2000年6月，两国议会的成员建议两国政府共同努力发展和部署一个战略导弹防御体系
(25)

 。威尔顿众议员表明，克林顿政府并不一定欢迎独立的议会间接触，他抱怨说，“国会中的许多人几年来一直在倡导同俄罗斯进行合作，但这一直被克林顿—戈尔政府所忽视”
(26)

 。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副总统戈尔同俄罗斯总理维克特·切尔诺梅尔金建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创设了一条特殊的途径，不仅促进共同的政治目标，也增进每一位政治家在其国内的政治地位
(27)

 。在这种背景下，来自反对党阵营的一位最重要的美国立法者试图确立自己的沟通渠道就不足为奇了。要拉平政治操作空间，不仅有必要跨越国家边界，而且有必要同外国政府的一个不同部门沟通。行政上的跨政府主义由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同立法上的对应职能者相遇并相互配合。

自2001年起，国会—杜马研究小组不断努力去塑造两个立法机构间“更为紧密的关系”，“帮助解决许多实质性问题中的重要双边问题。”
(28)

 2002年和2003年分别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举行的会议已经讨论了许多议题，包括“在贸易和能源领域发展美俄伙伴关系，”
(29)

 以及反击国际恐怖主义
(30)

 。


欧洲—阿拉伯合作议会联盟（PAEAC）

为了推动这两个地区间的关系，欧洲—阿拉伯合作议会联盟于1974年在布鲁塞尔由当时欧共体九个国家的议员建立。其主要目标是促进中东和平，增强欧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

PAEAC由来自18个不同国家议会的600多名议员组成，包括欧洲各国议会和欧洲理事会议会会议成员。它同欧盟和各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举行磋商并试图影响之，组织包含各阿拉伯国家驻欧盟大使和欧洲议会成员在内的欧洲—阿拉伯工作组，并拥有各国议会间联盟（IPU）和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的观察员地位。PAEAC与阿拉伯议会间联盟（the Arab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一起举行一年一度的欧洲—阿拉伯对话。

在1998年的大马士革会议上，对话产生了一系列的建议和决议，主题包括中东和平进程（包括一系列对以色列的谴责以及对“美国作为中东和平进程的发起者在应对以色列政府时前后不一”表示遗憾）；同利比亚政府对话解决洛克比案，重新审视对利比亚的制裁；对伊拉克进行贸易禁运对各自国内民众的影响；制裁苏丹对该国民众的影响；阿尔及利亚的恐怖主义；一般意义上的恐怖主义；阿拉伯世界的经济自由化；文化合作与文化价值等等。参与者也表示支持巴勒斯坦在IPU的完全成员地位
(31)

 。


立法者倡议小组：各国议会间联盟（IPU）和议员全球行动（PGA）

这些较新的动议与更为久远、更为机制化的议会网络并存，但又有着不同的特点。议员全球行动（PGA）和各国议会间联盟（IPU）的议员们是国际环境中长期的活跃者，但是他们似乎有点业余性质，更像是非政府组织。他们提供了一些论坛，借助这些平台，议员们可以就一些特定的关切聚集到一起，并非仅仅是官方事务的一个替代性渠道。另一方面，他们近期的一些活动把立法者带到了一起以规避障碍，而这些障碍是同一个政府的其他部门所不能克服的。

最久远的议会网络是各国议会间联盟，它建立于1889年，总部设在日内瓦。其目标在于寻求和平与国际合作、加强和发展各种代表会议、改进议会机构的工作方法。这个有着135个成员的议会组织就裁军、贩毒、环境和农业发展及国际安全等问题向所代表的议会提交决议案，并展开游说使其得到执行
(32)

 。各国议会间联盟发起的倡议涉及领域广泛。1926年，各国议会间联盟开始与国际刑法协会一道工作以设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刑事法庭
(33)

 。1988年，它通过决议支持波多黎各自决
(34)

 。1995年，各国议会间联盟通过了一项由新西兰提出的动议，呼吁法国和中国自愿遵守核禁试
(35)

 。

各国议会间联盟所召开的会议为议员们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机会，这些议员在某些情况下能够从私人角度打破政府无法进行沟通的僵局。代顿协议的大部分基础工作就是由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在各国议会间联盟会议上发起的
(36)

 。有意思的是，1996年7月，各国议会间联盟同联合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将两个组织间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正式化，使联合项目的启动更加便利。此项协议的部分目的，至少在一些联合国代表看来，是为了在各国议会中建立起对联合国的支持
(37)

 ，而从议员们的角度来看，该协议同样可能为联合国提供独立于各国官方代表团或至少是补充性的沟通渠道，这些官方代表团的人员配备非常官僚化。

美国最有可能将议员全球行动（PGA）视为职业高尔夫球员协会。事实上，议员全球行动是一个非党派的倡议小组，它由来自70个国家的议员组成
(38)

 。该组织进行政策研究，组织访问，类似“吉米·卡特式”的外交
(39)

 。例如，议员们在1993年组织了一次来自19个国家的40个政治人物去海地，以保证亲阿里斯蒂德立法者的安全
(40)

 。不幸的是，当时执政的军政府拒绝保证这些议员的安全，议员最终也就没有去成
(41)

 。议员全球行动还有一个政策构成部分；它为设立前南斯拉夫战犯法庭问题向联合国发去了正式评论
(42)

 。它也组织了许多关乎设立国际刑事法庭的颇有影响的会议，包括于2002年11月在渥太华举行的“国际刑事法庭和法治建设非正式议会会议”
(43)

 。

议员全球行动在环境问题上也特别活跃。与2002年8月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相并行，议员全球行动组织了关于清洁空气和清洁水的议会研讨班，有来自105个国家的1300多名议员加入
(44)

 。研讨班为议员提供了“国家和地区层次上在空气和水的质量方面实现具体改善所需要的法律和技术工具。”
(45)

 世界银行最近注意到，由于“在大多数非洲国家，立法机构经由民主选举而产生，以及环境决策过程民主化的发展，议员们在环境决策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6)

 。议员全球行动现在正将其注意力转向可再生能源政策上，整个2003和2004年安排了一系列的相关会议
(47)

 。

按照其自己的报告，议员全球行动为来自中小国家的立法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中小国家没有强大的政治、军事或经济实力去推行集团外交，以对世界政策做出决定性的贡献
(48)

 。这一工作两个最近的事例是PGA在促进国际禁止地雷公约上对加拿大的资助以及在促进常设国际刑事法庭的设立方面所起的作用。它提供了一个由来自全球的1300名立法者组成的网络。再者，由于其成员是议员，因而在其各自国家是训练有素的政治家和受尊敬的个人，议员全球行动的政策决议及其活动的影响力无疑大大增加了，尽管如此，这些成员并未如监管甚或司法网络那样通过PGA行使其官方的政府权力。它使得个体立法者们在其所关心的问题上放大他们的声音，但并未相对于政府其他部门而在国际领域增强立法机构自身的权力。

这四个例子各不相同，阐明了一些高效跨政府立法网络的潜力，也论述了其障碍。一方面，阿拉伯和欧洲议会间借由欧洲—阿拉伯合作议会联合会（PAEAC）结成的几十年的稳定关系对许多欧洲政治人物审视中东安全和经济问题的方式产生了影响，这是极其可能的。类似地，美俄立法机构的持续交流，或者相似的同其他国家的双边立法网络，能够通过提供一个信息和影响上的替代性渠道——尤其是在总统制中，影响两国间关系的政治权力平衡，这也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失去在欧洲理事会议会会议的观察员地位这一威胁将改变美国和日本立法者对死刑的态度，这种可能性很小。即便PGA和IPU给予国际刑事法庭全力支持，它们也不可能有很大的影响力转变反对该法庭的国家中立法机构的态度，至为明显的是美国——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

议会几乎是分裂的：因政党、因政治、因地区、因意识形态、因权力。单个议员可能就他们关心的问题跨越边界走到一起，具有与他们的总统不同议事日程的强有力的立法者可能形成更有用的同盟。但议员是一些对选民负责的政治人物。他们不能仅仅依赖职业共识，这些共识经常为监管网络甚或是司法网络提供胶合剂。这一胶合剂作为替代又必须源于共同使命，就像下文在地区一体化努力的背景下所要讨论的，或者源于如同议员那样跨越边界的互相支持。


2.作为地区一体化催化剂和矫正物的立法网络

议员在地区政治和全球政治中更为活跃，通常在更深的地区合作甚至一体化中作为领路人。在他们已经滞后的领域，他们后来担负了技术专家控制经济一体化的民主矫正物的角色。在这两种情况下，最为有效的发声一直是国家立法者以双重身份发言和行动——既是他们国家选民的代表，又是一个更大地区范围的联系人和执行者。


催化剂

最为古老的一个网状政府体系是北欧体系，这最初完全是由立法者驱动形成的。今天，那些先驱者在南亚、波罗的海，而且在不太成功的拉丁美洲地区也都有了效仿者。驱动这些网络形成和发展的动力不断变化，但是它们都蕴涵了一个强烈的地区认同感和共同应对地区问题的强烈要求。


北欧理事会

北欧理事会作为一个议会间合作论坛形成于1952年。5个不同国家的议员，还有三个独立地区（格陵兰、冰岛、法罗群岛）聚集在一起就法律、社会、文化和财经事务，也在一些关乎交通运输和环境的特定倡议上寻求合作。最近，他们已扩展了其目标，将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务囊括进来。这个理事会每年举行一次大会，并就特别问题另举行一些会议。它通过5个委员会和4个政党团体就政策问题持续开展工作。

在2002年的五周年会议上，理事会提出了一些问题，包括北欧地区内自由流动、为了性交易的妇女拐卖、可持续发展、移民政策，以及一般劳务和税收问题
(49)

 。正如将在第4章进一步讨论的，一段时间以来，议员会议也导致了这些国家行政部门的合作——被标定为政府间而不是议员间——借助不同部长理事会的定期会议作为媒介。


比荷卢经济联盟议会间咨询理事会（ICCB）

由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在1955年建立。比荷卢经济联盟议会间咨询理事会就广泛的相关问题向成员国政府提出建议，尤其是在经济和文化一体化、外交政策和法律协调等问题上。该理事会由49名成员组成，成员由各国议会委任。自1985年以来，理事会在监管申根协定要求在众多欧盟国家间实行人员和货物自由流通的适用性方面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责任
(50)

 。这一授权产生于对理事会在议会间合作领域的长期实践方面一个更为广泛的认知。


南亚地区合作联盟（SAARC）

南亚地区合作联盟于1985年成立，由来自印度、孟加拉国、不丹、马尔代夫、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的议员组成。他们的责任是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和生活质量问题。在南盟的赞助下，一个特惠贸易协定（SAPTA）得以确立，关于削减地区内关税和减少其他贸易自由流动障碍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中。谈判也在朝着建立南亚自贸区（SAFTA）方向而努力。

南盟通过了有关打击恐怖主义和麻醉药品以及精神病药物的公约，并正在最终确定关于拐卖妇女和保护儿童的附加公约
(51)

 。1992年，南盟建立了一个本地区抗击结核病的培训中心
(52)

 。在1997年举行的年度会议上，它通过了有关建议，放松签证限制和通过电子邮件交换数据以使本地区所有议员了解彼此议会中的最新发展
(53)

 。


波罗的海议会会议

从苏联独立出来后不久，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开始采取措施确立一系列合作安排，如波罗的海贸易协定和关税同盟、农业设备联合生产以及从赫尔辛基经由俄罗斯的公路建设。这些国家也建立了波罗的海议会会议，以北欧和比荷卢经济联盟的事例为样板
(54)

 。在今天的一些活动中，波罗的海会议推动了这三个国家在协调立法方面的合作以符合欧盟的要求，努力改善边界设施和边境口岸，协调外交政策
(55)

 。它也同其他地区的议会合作：在1994年与ICCB签署了合作协议
(56)

 ；在2001年授权其常务委员会进行游说，寻求与北欧理事会合并
(57)

 ；与北欧理事会举行联席会议
(58)

 ；此外，2001年在布鲁塞尔与来自ICCB和北欧理事会的议员一起召开了一个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研讨会。


其他地区会议

在这个星球上很难找到一个没有议会会议的地区，我所描述的这些只是最活跃和最有影响力的。其他的会议有：拉丁美洲议会，成立于1964年，由来自22个国家的各10名代表组成；非洲议会联盟，成立于1976年，包含35个非洲议会；阿拉伯议会间联盟，成立于1974年，由18个议会和立法会议组成；以及安第斯集团议会，创建于1979年10月25日，包括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
(59)

 。所有这些组织，就像上述组织一样，推进了地区合作甚至是地区一体化，在地区政治中加入了议员的声音，否则就会通过更为官僚化的机构进行，如美洲国家组织（OAS）和非洲统一组织（OAU）。

坦率地说，其他这类会议存在的问题是相对低效。它们都是具有值得敬重目标的可敬组织——它们在职业社会化和培训方面做了一些有价值的工作，下面将会讨论——然而，它们对世界事务甚至地区事务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它们的问题可能是在各成员国中立法部门相对行政部门权力有多大，机构本身的设计，成员国间同质性和共同利益的缺失，或是三者兼有。不管是什么原因，参与者几乎没行使什么公职权力，很少在他们可以较有影响地使用软权力机制——信息交流、商讨、说服——的情势下找到自己的存在。


矫正物

另一类地区议会，在欧洲议会（EP），也即欧洲联盟的议会领导下，已经获得了一种权力，作为对所谓的“民主赤字”的一个反应。民主赤字产生于欧盟所做的很多决定没有经选举而产生的代表的参与。对欧洲来说，问题——很可能很快就要在其他地区重演的问题——在于，地区层次上的更多民主是否意味着一个单独地区议会的更多参与，或是各国议员网络的更多参与。为了与在第一、二章中所描述的其他政府网络相一致，答案似乎是明显的：国家议员必须创建类似的网络。


欧洲议会及其网络

欧洲议会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自己的世界，它是作为欧洲联盟管理机构之一的一个独立立法机关而建立起来的；而且，它不是由国家议员组成的，而是由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已在1957年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罗马条约》，起初只赋予了欧洲议会一个决策咨询角色。随后的条约和重要规定扩展了欧洲议会作为欧洲体系内一个制度性行为体的自主权，以至于现在议会和部长理事会在许多实质性领域共享权力。尤其在近些年，欧洲议会较上述更为松散的地区会议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尽管在欧洲层次上议员的权力有了增长，但20世纪90年代欧盟内“民主赤字”的讨论仍集中于各国议员的参与。曾是立法权力倡导者的雪莉·威廉姆斯（Shirley Williams）1991年指出，“大多数国家议员直到最近还缺乏将自身与欧洲议会联系起来的有效机制。他们一直怀疑欧洲议会有要求更多权力的企图，而且也一直不愿与之密切共事以建立一个议会负责制的联合架构”
(60)

 。她提议举行不定期的“巡回审判法庭”，由来自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的专门议会委员会组成，深入探讨特定政策领域的问题
(61)

 。

现存权力状况看上去并不适合采纳她的建议。然而，欧盟正逐步建立一些类似的东西：在一个真正的超国家议会和各国议会间建立一套垂直立法网络，类似于其垂直司法网络，尽管不是很正式，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例如1989年，欧洲议会建立了一个实体架构，把专司欧洲事务的各国家议会组成的委员会带到了一起——尴尬地命名为共同体与欧盟议会欧洲事务委员会会议（COSAC）。COSAC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它已经讨论了许多议题，例如国际安全和环境，也在欧盟决策过程中国家议会的作用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作为这项活动的部分结果，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包含了一个特别协议，要求欧洲议会在待决的立法上与各国议会共享信息并与之商讨
(62)

 。

总之，过去的十年见证了许多有关欧盟议会关系的倡议，这些倡议对世界其他地区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地区层次上直接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还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富有价值的角色。而在全球层次上，尽管现在很难设想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类似实体，但或许也会成为可能。然而，即便是在地区层次上，一个直接选举产生的议会也不可能取代各国家议会。只有在联合各国议员并作为彼此互动的催化剂取得较大程度成功时，这种会议才可能是有效的。


美洲议会会议

美洲议会会议于1997年9月在加拿大魁北克市举行了成立大会。有来自28个国家的400名议员出席，并有将近400个来自政府间组织、研究机构、企业和工会团体的观察员参加。会议由魁北克议会负责组织，它的召开使得议员们能够讨论逐渐深化的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和议员在该进程中的作用。会议组织者希望在整个美洲产生一个更加广泛、更加持久的议会间关系
(63)

 。会议的闭幕声明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促进民主理想、人权、自由贸易，以及就业、改善教育、职业培训、社会保障和卫生政策
(64)

 。

会议的参与者也同意创建一个后续委员会（Follow-up Committee），以调查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美洲间议会对话机制。1999年5月，该委员会就确立一个永久然而是灵活有效的议会论坛达成了一般原则。今天，该会议已成为美洲议会联合会（COPA），由大会、执行委员会和秘书处组成
(65)

 。

不像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地区一体化催化剂而发展起来的会议——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者在彼此联系以求解决共同地区问题上迈出了第一步——第二类国家立法者更多地受被感知的需要驱动去追赶“政府”。这意味着行政首脑，他们的部长们，他们的监管者，所有人都在追求自由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其步伐远快于许多选民所期望的。其他的例子还有由来自欧洲自由贸易区（EFTA）的各国议员组成的常务委员会，由一些曾经落选欧盟成员但现在可能成为候选成员的国家构成，旨在确保在所有经济一体化事务上都有重要的议会参与。而且，加勒比共同体的议员会议以加勒比一体化进程的民主化为目标。不管形式多么不同，它们都是国家立法者回话的网络——矫正一体化的路径而不是推动一体化。


3.帮助立法者把工作做得更好

今天大多数立法网络的最终功能是帮助其成员成为更好的立法者。它们为其参与者提供职业和技术支持、建议以及资源，因此极力使立法者更加专业，帮助使议会制成为所获得的技能或专长，而不仅仅是政治工具。为立法者提供专业知识，不仅帮助他们作为议员开展日常活动，而且要提升他们作为国际精英的地位。这种议会制也为议会工作确立了一套共同语言，议会工作本质上有助于超越国家从而使合作更容易进行——而不像那些便利监管者间合作的功能性专门知识。

在美国，各州立法者间的合作已很好地建立起来。全国州立法者会议（NCSL）是一个由50个州立法机构资助建立的非盈利性组织
(66)

 。NCSL训练各州议员，发起信息交流和一年两次的会议，为至少10个不同而拥有共有知识的专业人员组织和各层次州立法人员的职业发展提供支持。它也保留了一个南部非洲工作队（Southern African Task Force），“通过选举观察、给国家议会机构提供技术支持以及在美国各州议会接待代表团，寻找机会帮助南部非洲地区的民主发展中政府。”
(67)



超越国家边界，光有技术支持远远不够。专业协会在本质上是俱乐部，俱乐部既能扩展也能收缩其成员数目。对转型国家的立法者来说，由于在国内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因此，从外部获得支持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相应地，对于被俱乐部排除在外的立法者来说，其痛苦更像是由于数十年的种族隔离而被排除在国际性组织之外时南非官员所感受到的痛苦。各国议会间联盟，如上所述，有意寻求使用其广泛基础去支持相对虚弱的议会，例如海地、南非和柬埔寨的议会
(68)

 。

实际上，上述所有地区议会或议会组织为其议员提供了培训项目和一些至少是道德上的支持。例如非洲议会联盟为整个大陆的议员安排了信息和培训研讨会，并向特定议会提供技术帮助
(69)

 。无论如何，最好的例子可能是成立于1911年的英联邦议会联盟（CPA），现在包括142个国家、州、省和领地议会。CPA既是多目标的英联邦各议会参考中心，也组织代表团和个体成员间的交流。为了建立议会的专职制度，CPA的成员议会人员规划了一个典型的培训指南，现在正在积极地寻找一些新的途径去提高其成员的实际立法和服务选民的技能。

纽特·金里奇寻求通过创立21世纪国际立法者网络达到相同的目标，这个网络发起于1996年并由美国国会研究所主办。金里奇不仅直截了当地寻求确立双边立法网络，如上所描述的，而且也寻求确立一个立法者的全球网络。这个网络的宗旨就是要帮助全世界的立法者和议员“把他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70)

 ——通过收集信息，让立法者彼此交流关于在公共部门做领导和解决问题的技巧的看法。然而，该网站现在已不复存在。即便是在它过去运作的时候，许多来自其他国家的立法者可能就已经怀疑这个计划背后隐藏的实质性议程，它与美国权力的扩张相联系。为了消除这些疑虑，如果美国国会议员们能有选择地与他们来自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同行们结为伙伴，建立一个全球立法者网络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做得更好。

帮助全世界的立法者“把他们的工作做得更好”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目标。但是这种聚焦是以共同的实质性焦点为代价的，这一实质性焦点有助于增强法官或监管者的网络。立法者网络可能具有的数量上的任何优势都被它没有能力在民主代议这个价值本身之外的特定主题上权威性地发言所削弱。相比之下，议员全球行动组织通过围绕一些实质性问题如可持续发展、人权和民主化，同时提供职业支持和发展而将其成员凝聚到一起，从而增强了其影响力
(71)

 。还有一个途径就是把职业培训和支持与地区政治议程联系到一起，以便议员网络至少能够声称代表特定地区的选民。


4.结　论

全世界越来越多的立法者正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其声音。由于许多原因，如选民怀疑其在外公费旅游以及他们无法长期在任以同他们的外国同事们建立持久的关系，他们落在了法官和行政部门各种人员的后面
(72)

 。虽然有这些限制因素，仍然形成了数目如此之多的立法网络，实在引人注目。它们产生的各自背景阐明了隐匿于其后的动机，由此这些网络也是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

首先，为了对抗或至少是补充现有的从将军到贸易促进人员的国家官员网络，立法者们正在建立代议者的国际网络，这些代议者是从国内选举出来的。在诸如北约和欧安组织之类的安全组织内，立法者集合起来组成“会议”机构，首先坚持就制度性政策须进行磋商，然后逐步成为国际事务中一个更加直接的角色。比如欧安组织议会在监督成员国选举，如监督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选举以及提供“从议会到议会”的印戳批准中扮演的角色。随着安全本身的界定变得越来越广泛，扩展至包含民主制度的持久活力，立法者应该会发现在传统上由外交部长和将军们运作的组织内为自己赢得建设性角色是更加容易了。

立法网络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传统组织内也更为清晰，在这些组织内，他们进行参与的催化物是清楚的。随着自由贸易规则以及更为深化的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其分配性——可理解为政治性——效应开始产生。无论是欧盟内香肠的标准化，还是北美自贸区内劳工和环境保护被认为弱化，立法者——至少选民——认为他们被忽视了。“民主赤字”的呼声迅速导致了在技术官僚和强势利益集团的一致声中如何增强民众的声音方面摩拳擦掌。退一步说，经济一体化最终要求立法协调或至少是相互承认，这些过程最终又必定牵涉到法律制定者自己。在这两种情况下，选举产生的代表们都可能进行援救。

有趣的问题是，如何精确地重构国际组织以便为立法者确立一个真正的角色，如何构建一个立法网络，尽可能发挥最大的影响和功效。有两个可能的模式可加以思考。一方面，设想不同国际组织作为不同类型国家官员如行政人员、司法人员和立法人员的必要互补网络是可能的。例如，就像欧盟在不同问题领域伴随着不断更替的部长理事会而运转，人员配备是辅助性的国家官僚网络，且同国家与超国家法官的垂直和水平网络相互交织，它可以有一个各国议员的立法会议而不是一个直接选举的议会（实际上两种形式都存在）。

或者，立法者可在网络内工作，这些网络不是为了在国际组织内发挥直接的作用，而是为了增强在国家议会内工作、监督和调节从事国际工作的行政部门官员的立法者的能力。换言之，对贸易、环境、移民——任何问题——负责的议会委员会将同其他国家的对应部门相互联系以便更好地理解摆在它们面前的问题，平衡行政官员和监管者在同一问题上的主张。在与一个特定议程相纠合时，这些网络也将可能支持某一特定国家的立法者反对权力欲极强的行政人员。

立法网络的第二个来源是部分特定立法者的独立渴求，期望出于政治目的与外国同事互动。这些网络至少在双边已经开始，而且在地区和全球层次上较好地确立了起来。有关例子包括美国国会——俄罗斯杜马研究小组，欧洲—阿拉伯合作议会联盟，以及诸如各国议会间联盟和议员全球行动等已经长期存在的组织。像议员全球行动这样的网络通常围绕一些特定问题领域把立法者联合起来，在这些领域，他们具有特别强烈的兴趣，这些网络给予他们在世界舞台上更大的发言权以及在国内制定政策的技术资源。议员们也已经成为了如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和南亚等地区合作的催化剂。

然而，经过进一步的检视，这些网络中有许多看上去更像非政府而不是跨政府组织。它们是具有类似思维的立法者在地区或全球层次上表达其支持特定政治问题如核军控或永久性国际刑事法庭的框架。由于一个议员的工作具有深度政治属性，这也许毫不令人奇怪。然而，这是一个与事实上以官方身份走到一起解决共同问题极不相同的聚会，就像在美俄的例子或者北欧或波罗的海会议一样。由此，这些例子阐明了是什么使一个跨政府网络真正是跨政府的。它不是跨越边界的政府官员间的关系，而是履行其官方职责的政府机构间的联系，即便是一种非正式的联系。在这里，立法者确实落在后面了。

立法网络的第三个推动力是强化议会制作为一个职业——一个全球性职业的愿望。国家组织内或是地区层面现存的许多立法网络通常在转型民主国家中为没有经验的立法者提供技术帮助和培训。他们也运用集体裁定支持处于威胁下的立法者，公开指责威胁他们的政治行为者。由金里奇创立的国际立法者网络将这些活动当作首要重点——通过增强每个国家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的能力来增强世界民主。理论上，正如法官，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立法者网络应该有助于向一些特定国家中处于围堵中的单个议员保证他们不是孤立无援的。然而，当这样一个项目与实质性的或地区性的议程相脱离时是否能成功，还不清楚。

但总的来说，这些对不同类型立法网络的评估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立法网络作为一个分解世界秩序中全球治理大构想的一部分应该做什么？它们应该怎样组织起来：通过已经存在的国际组织或是通过独立的专门网络？它们应该由现有议会的成员组成，还是应普选产生作为派往这些网络的代表，就像欧洲议会一样？应该采用什么尺度对它们的成功进行评估？由于大多数不可能有直接的决策权——尽管欧洲议会是一个显著的例外——那么，又如何测定磋商、审议、社会化和信息交流的权力？

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孤立地从立法网络的研究中得出，需要对“政府网络的全球治理应该怎样”有一个更为综合的构想。立法的、司法的，以及监管的网络，既有水平网络也有垂直网络，必须相互匹配在一起。它也必须同传统国际组织共存。所有这些汇聚在一起就是下章的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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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一个分解的世界秩序

在我们这个日益变小和相互联结的地球上……全球性问题已不可能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内得到解决。它们需要采取集体行动和相互合作——这个世界上的国家从未擅长于此……当前国际体系的效力或者速度根本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

——让-弗朗索瓦·里斯查德（Jean-Francois Rischard），世界银行负责欧洲事务的副行长
(1)



回想一下洛克菲勒中心的阿特拉斯神和他的地球。一个分解的世界秩序将是一个由无数政府网络组成的网格状世界。在形式上，兼具水平网络和垂直网络；在功能上，包括用以收集和共享信息、执行合作、技术援助和培训、协调政策与统一规则的各种网络；在范围上，涵盖双边、多边、地区和全球各层次网络。

政府网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们是由政府官员和机构组成，或是水平网络中国家到国家一级，或是垂直网络中国家到超国家一级。这些网络与来自私营和非盈利部门的非政府行为体网络共存，并与它们日益互动。类似地，政府网络成员也彼此进行着各种非正式互动，至少从国际法和国际体系传统外交角度看是如此。然而，政府网络存在于各种正式国际组织内部或与它们并存。

前三章论证了国家的分解与监管、司法和立法政府网络的兴起。本章的任务是假定这些现存网络奠定了一个全面分解世界秩序的基础，指出为实现这一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其他因素。首先需要将现存网络联结起来，必须创建各种网络之网络。此外，需要兴起更多垂直网络。最后需要重建、再造大量现存传统国际组织。

因此，本章第一部分将讨论那些本身已经是网络之网络的各种现存国际机构。正如第一章讨论的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或巴塞尔委员会等跨国监管组织，从发展成熟的常设机构如英联邦或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到较为灵活的安排如作为金融监管者网络之网络的金融稳定论坛等，都属于这类机构。这些案例展示了一个基于地域、历史和功能联系的网络化秩序的基本面貌。

第二部分将转而论述网络化世界秩序的垂直维度。在现实中，该维度的发展水平远不如水平维度。通过使各政府机构，如法院、监管机构、甚至是立法者等负责执行超国家机构出台的法规，垂直政府网络打破了国家主权“外壳”。按照国际法，这些法规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具有约束力；传统上，国家负责颁布必要的国内立法，使其得到执行。一个超国家的法院、监管机构或议会，与对应国家机构建立关系，以使这些规则直接得以执行，垂直政府网络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较之于水平网络，垂直网络拥有更大的强制权力，后者更难见到也就不足为奇。然而，在尽可能发挥特定国际协议效力方面，垂直网络终将大有可为。对垂直网络创建者而言（即参加该网络的各国和超国家政府机构），在国家职能和义务与超国家职能和义务之间保持恰当平衡，不啻为一种策略。随后我们将转入一个简短的案例研究，以展示这一努力。这一案例是在国际刑事法院（ICC）背景下，就国家法院和超国家法庭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展开的详细谈判。

第三部分将考察政府网络与传统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两个世界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国际组织有利于促进现存政府网络更好地开展工作和培育新的政府网络。反之，政府网络的发展将引发成立新的国际组织，并规划原有国际组织的重建。

总体而言，本章是现实与想象的结合体。意欲充分理解“一个分解的世界秩序”，这个主要由水平和垂直网络架构的世界秩序，我们就必须在现实与假设、观察现状与展望未来之间反复来回思考。尽管世界秩序的结构尚不完善，有时甚至失效，但并非从天而降，而是根本上由现实与理想共同孕育的人类主观愿望所创造的产物。

诚然，这是一个混乱的世界，其中的水平和垂直政府网络包含了各种政府机构（监管、司法和立法等），具有各种不同功能（交换信息、执行合作、协调政策和法规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等），拥有各种成员，正式程度不一，与国际组织共存方式各异。这似乎异常复杂，但其根本思想却很明确。在这样一个世界，制定、实施、执行规则以及按照规则解决争端等基本治理方式，由履行这些职能的国家和超国家政府机构网络予以执行。

欧盟模式在诸方面堪称这样一个世界秩序的典范。在欧洲层次上，政府部长网络在欧盟行使最重要的权力；国家法官网络就解决欧洲范围内的争端交换意见、相互合作；国家议员网络正在兴起，以监督部长网络欧洲范围的活动。与此同时，欧盟设有名副其实的超国家机构，即欧洲法院、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这些机构真正地行使政府权力，并通过与对应国家机构之间形成的垂直网络，不断加强它们的权威。的确，正是因为欧盟的特质及其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巨大示范效应的缘由，使欧盟更像一个跨国政府机构而非联邦体制。享受政府网络共同治理益处的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可以保留本国机构特色及其自治权。

然而在一些重要方面，网络化的世界不同于欧盟。欧盟成员国拥有共同的地域、历史、文化以及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这些因素共同强化了欧盟的缔约承诺，致力于建设“一个日益密切的联盟”
(2)

 。这一承诺为欧盟内部的政府网络提供了动力和保障。它们明确负责本国和欧盟法律合作、协调和执行等事务，而且它们在彼此高度互信的基础上运行，对未来将长期交往的预期加强了这种互信。

相形之下，全球性网络则往往在成员互信和同质性水平低得多的基础上运行。各成员也往往缺乏保障和方向，这本该由一个以条约为基础，规划出长期政治和经济等目标的总体框架提供。它们的成员构成本身也非常不确定，需视参加该网络的政府机构类型和讨论的实质性议题而定。再者，较之于欧盟网络，它们与传统国际组织的并存和互动更加频繁。综合上述原因，政府网络全球治理不失为一种与众不同的现象。


1.水平维度：各种网络之网络

意欲将前三章讨论的各种政府网络联结成一个结构更加清晰可见的世界秩序，最佳方式莫过于创建各种网络之网络。这种联结可以在不同地理区域的网络之间进行，因而如第三章讨论的英联邦议会协会（CPA），通过在众多问题上与欧洲议会保持持续对话，力争将其影响力扩大到英联邦地理边界之外。大量自身已是国家议员网络的区域议会，也竞相联结在一起。

此外，具有特定实质性目标的监管或司法网络也可以互相联结，以解决某一特殊问题或一系列问题，其中的两个显著例证就是第一章提到的金融稳定论坛和“2000年网络”。1996年金融稳定论坛成立之初是一个“金融集团联合论坛”，由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和国际保险监管协会（IAIS）组成的三方“联合论坛”。该论坛由来自13个成员国的银行、保险和证券业的高级监管者构成，欧盟委员会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
(3)

 。1995年其前身、较非正式的“三方小组”发布了有关金融集团监管的讨论文件
(4)

 。随后，联合论坛三方组织共同拟定了多份文件，诸如关于资本充足性原则的文件、关于监管机构信息共享的框架文件和原则文件等
(5)

 。

巴塞尔委员会、国际清算银行支付与清算系统委员会（CPSS）、国际证监会组织和国际保险监管协会（IAIS）四方也联合成立了一个“2000年网络”，秘书处设在国际清算银行。七国集团（G7）财政部长对该“联合委员会”的成立表示了欢迎。其旨在促进和协调各国战略，共同解决“2000年问题”。包括建立一个全球数据库，记录各国私人和公共部门各行为体会晤概况；发布2000年特殊问题政策指导文件；提供监管指导原则，以评估金融机构应对“2000年问题”的准备工作等。该网络直接将其工作重点放在了全球金融监管领域的私人和公共行为体上
(6)

 。

该委员会自我组建速度之快、技巧之娴熟，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该委员会是一个功能性网络，用以解决某一特殊但极其重要的问题，不具有任何实权，主要功能是协调与信息共享。然而，它可以在全球范围收集重要数据，发挥协同增效作用，同时提高各国解决某问题的能力。它向各国政府当局提供各种建议和各种信息工具以实施这些建议。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尚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
(7)

 。难以想象，通过传统国际谈判机制，甚或传统国际组织处理国际事务，能如“联合委员会”那般快速、高效。

除上述各自发网络之网络外，大量现存国际组织，或更准确地讲，国际协会，也都通过各种国家部长、监管者和法官网络，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议员网络来运行。英联邦、北欧体系、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即是显著例证。这些组织本质上都是各种政府网络集合，由一个仅具有信息权力的超国家秘书处协助它们开展工作。

传统上，这些组织可能被认为极其脆弱，唯有通过强化超国家层次，创建一套独立官僚系统，其中的官员仅忠诚于该组织并拥有尽可能多的自主权，这些组织的脆弱性才能得到克服。但从一个分解世界秩序的角度观之，它们堪称新型国际组织的开拓者。这一新型国际组织赖以形成的基础有：具有相同作用和职能的各国政府官员之间的水平关系；信息、协商、社会化和排他性等权力；服务于各国官员而非与之竞争的一个有限超国家机构等。下文将讨论的诸机制，虽然彼此具有显著区别，却向我们一一呈现了这个基于国家官员网络之网络的水平世界秩序的可能面貌，从某些方面来讲，也是现实图景。


英联邦

下面这段话出自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跨党派委员会前任主席戴维·霍威尔勋爵（Lord David Howell）之笔：

冷战后，英联邦正逐渐成为目前世界上最适当有效的国际组织。作为一庞大网络，由正式和非正式机构组成，具有全球影响力并不断向所有区域扩展。英联邦的这些特质使它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远胜于其他超国家机构，也使它成为未来联合和联结各国、各国家机构与各国家团体和全球性组织的最佳范例
(8)

 。

霍威尔勋爵比较了英联邦跨政府网络与联合国或世界贸易组织这类国际机构，并更为偏好前者。笔者个人认为，正如稍后即将讨论的那样，在一个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中，这两类机构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互为补充。总体而言，各英联邦组织共由54个成员国和202个对应的非政府机构组成，显示了“跨政府主义的化学变化”，即正在运行中的新型国际体系
(9)

 。正是跨政府网络所提供的“非正式但有效的联系纽带”，得以实现诸如“既顾及中国大陆的敏感性又满足香港方面的需求”这类目标
(10)

 。最后，英联邦“开创了各国政府关于实际发展问题的各种新型伙伴关系”
(11)

 。

英联邦是用以召开各种跨政府、跨国多边政策发展会议的一个论坛，各国政府首脑、财政部长、教育部长、议员和法官等分别和其他英联邦国家的对应官员举行会谈
(12)

 。英联邦在伦敦设有秘书处，以协助这些会议的召开
(13)

 。英联邦同时设有部长级小组，负责政策制定或执行任务，这是英联邦的一大创举。1991年10 月，在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通过了《哈拉雷宣言》（the Harare Declaration），明确提出了关于善政、民主和人权等内容的英联邦共享原则。部长行动小组，由八国外交部长组成，必要时另加两名来自特定地区的外交部长，“旨在处理不断严重违反《哈拉雷宣言》中各项原则的行为”
(14)

 。事实上，在成立初期，行动小组除监督一些国家如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等恢复民主之外尚无建树。然而，采取更重大行动的前景无疑存在
(15)

 。

1995年，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感到英国政府低估了“英联邦网络”的巨大价值，建议“政府应通过双边和英联邦秘书处双重途径，力求扩大英联邦网络在政府间政策事务上的作用”
(16)

 。该委员会督促英联邦各国政府更好地利用一年一度的英联邦财政部长会议，特别是用以提出各种发展计划和债务减免动议，而且用以“共享英联邦范围内的新思想和成功经验”。总而言之，从一个做好充分准备对前英帝国既批评又提出各种要求的国家“俱乐部”，英联邦正迅速蜕变为一个利益、目标取向已截然不同的网络
(17)

 。英联邦的特殊价值就在于其产生政府和非政府网络的方式，其中的诸多网络随后便共同合作。


北欧体系

以政府网络作为一种治理结构，这方面鲜为人知的一个案例可以说是北欧体系。它最初从北欧理事会发展而来，即上章介绍的议会间合作论坛。北欧议员立法网络成立20年后，五个该网络参加国（以及三个自治领）部长于1971年相聚一堂，决定成立北欧部长理事会。这是一个指定论坛，以进行“政府间”合作，即北欧各国行政部门而非立法部门之间的合作
(18)

 。教育、环境、卫生等各部门部长定期召开会议。

这些会议取得了哪些成果？它们提出各种动议和计划，相当于一个区域立法机关的工作。部长理事会提案交由一议员委员会审议，该委员会可能向五国社会的个人和组织咨询和征求意见。经过委员会修改的提案再交由理事会全体会议通过或否决。如果提案表决通过，理事会将直接交由北欧五国政府执行，五国议会也将分别对该提案予以批准
(19)

 。2000年11月北欧理事会议程就包括了难民政策、贸易、教育和信息技术等相关议案
(20)

 。所有这些议案的准备工作由各种国家官员网络一力承担，部长理事会北欧合作委员会作为联系纽带提供支持
(21)

 。

北欧体系具有如下显著特征。第一，该体系具有区域政府的诸多职能，却仅有最基本的超国家官僚。运行该体系的官员绝大多数是来自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国家官员。第二，该体系是正式与非正式体制成功的结合体。正如理事会自身评论道：“跨国网络是基于惯例，在最低限度的正式限制下顺利开展合作。然而，北欧公民拥有的诸多合作机会是以北欧政府间正式协议为基础。”
(22)

 第三，该体系具有多重民主保障。维持最低限度的超国家官僚，自行委派北欧理事会代表，由北欧各国议会从他们的议员中选出。此外，正如上文特别提到的那样，北欧理事会正式通过的任何议案必须经由各国议会一一批准。

这些限制必定令北欧体系的官员们沮丧不已。它们与美国宪法的内在摩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布兰代斯大法官（Justice Brandeis）有一著名论断，将后者视为美国宪法有意设计的特征
(23)

 。相比那些具有“实权”部分重叠的其他机构，如欧洲联盟和北约组织等，北欧体系相应地失去了或不得不放弃一些问题的主导权
(24)

 。然而，权力应该分配在国家一级还是超国家一级，这一更大的问题还未成定论。欧盟极有可能越来越朝着北欧体系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就其议会间合作而言。毕竟，正如第三章提到的那样，波罗的海国家已快速地仿效北欧模式。


亚太经合组织（APEC）

亚太经合组织（APEC）或许是最为松散且有意而为之的政府网络机制。APEC于1989年成立，作为一个“部长级非正式对话团体”
(25)

 。会议代表于1993年增开了“经济领导人非正式年会”，由成员经济体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
(26)

 。至2001年，APEC扩大到定期召开各种部长级会议，涵盖所有部门的部长，诸如教育、能源、环境、财政、人力资源开发、科技、电信和信息技术、贸易、交通与妇女等部门
(27)

 。与会部长还成立了各种委员会，以研究各项具体动议，转而成立大量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最后，为使私人部门，尤其是工商界的参与机制化，APEC经济领导人成立了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即由每个经济体成员的３名高级工商界人士组成的一个常设机构
(28)

 。

APEC因而发展成一个制度化的跨政府机构。然而，其网络运行机制是协商一致，主要是召开会议、交换信息、提交报告和建议书、设定目标并予以监督等。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正式性仍然是它的本质特征。APEC各成员坚决反对任何使他们的合作“法制化”的努力，如签订一个条约，将APEC建成一正式法定组织，作出各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
(29)

 。他们坚决反对从非正式到正式、从“软法”到“硬法”或是从各国部长协商一致到超国家加权表决制等方向发展的任何建议。在这个时代，大量西方政府已开始意识到试图加入超国家机构需要付出的国内政治代价，尽管国际合作不断机制化。与此同时，在争取国内支持者上保持最大程度的灵活性，可能是一极具价值的模式
(30)

 。

APEC第二个相关特征是其决心继续由国家掌握统治权。APEC经济领导人1994年确立的目标是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贸易与投资共同市场，APEC发达经济体成员和发展中经济体成员分别于2010年和2020年实现
(31)

 。考虑到APEC在环太平洋地区的21个成员国，包括所有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众多沿太平洋拉丁美洲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中国、越南和韩国，足见该计划涉及地理范围之广
(32)

 。然而，用以实现这一目标的制度框架几乎仍然完全是基于国家部长网络。APEC部长1993年设立了一个秘书处，但仅作为“APEC活动的联系纽带和基本支持机制”
(33)

 。在实践中，秘书处向成员经济体和APEC论坛提供协商、技术和咨询等支持，并承担APEC资助的200多个项目的管理工作
(34)

 。

APEC网络的分化程度是其第三个显著特征。APEC“领导人”有别于“部长”
(35)

 。前者经常赞成、鼓励或“欢迎”后者提出的各项决定和动议
(36)

 。前者也“任命”或“指派”后者负责特定动议，就如同传统外交模式一样。总的说来，APEC在这方面与第二章讨论的二十国集团（G20）的国家元首和财政部长之间的区别大致相同。

第四，APEC有意将其活动范围扩大到政府行为体之外，是其另一特色。作为一个自发的经济论坛，其首要目标就已指向了工商界。这些成就虽不大可能令那些全球性团体满意，他们抱怨存在严重的民主赤字。然而，APEC部长们已成功地将私人部门领导者的参与机制化，很少有其他网络做到如此。政府网络不仅像在英联邦那样，与大量市民社会和公司网络并存，而且它们拥有公认的、制度化的和重要的互动渠道。

最后，APEC开创了一种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的本质特征表现在评估和比较成员国当前实践、通过各项国家计划并予以完善等方面。作为一个缺乏强制权力，甚至连超国家决策程序都没有的论坛，APEC必须依靠共同目标设定和自主自愿原则。APEC作为一机制激励成员实现共同目标的主要方式是采取“电子版单边行动计划（E-IAP）”。该行动计划被认为是“APEC各成员用以描绘他们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目标上进展的基本路线图”
(37)

 。该方式预示了在集体框架内通过信息加强自治的重大进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本质上是一个政府间组织，从最初负责管理马歇尔计划逐渐发展成一种机制，负责召集各种30国部长网络，以共享信息、进行研究以及提出模式和规范等
(38)

 。OECD秘书处的一些成员声称，他们感到只有通过发展正式制定规则的能力，OECD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际组织，换言之，就是从一跨政府组织转型为一个更加传统正式的国际组织。然而其实，OECD有关更加正式谈判和拟议规则制定的不同经验基本上混合在一起。如拟议的反腐败措施条约被广为接受，但是起草对外投资管理条约则因发展中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强烈反对而宣告失败
(39)

 。

从网络化世界秩序的角度观之，OECD现存结构和功能可以说是为解决当代各种全球性问题而量身定做的。譬如说，OECD公司治理原则（1995年5月通过）和对跨国公司的指导方针（2000年6月修订），被用来评估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政策，并已成为世界银行评估国家的参考标准
(40)

 。不难想象，对于远超过OECD成员范围的各国所关注的各种问题，将出现更多的规范和原则体系。它们全部都能达成并在起草时富有弹性，从而既提供了行为规范，又避免了正式法律约束的困难和复杂性。

上述所有案例成因与目标各异。有一些如英联邦那样的组织，目前正发展成具有明确治理功能的组织。其他如APEC，任其自行发展。但各案例均表明，各政府官员网络可以相互联结组成一个更加庞大的体系，或者一个正式政府间组织可以发展成一个网络机制。

英联邦、北欧体系和APEC的成立都是基于各自成员国之间的特定联系，如地理、历史、语言和文化等。OECD最初关注地理区域，然而在发展过程中已超越地理因素而关注经济标准，成为一个向具有一定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开放的组织。总体而言，因其对经济发展和监管的关注，与其说它是一个地理或历史性组织，不如说它更像一个功能性组织。

然而，即使存在各种网络之网络，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网络秩序的出现意味着要极大地扩展大量现存功能性网络，以覆盖范围更加广泛的国家。诚然，霍威尔勋爵之所以称赞英联邦模式优于OECD模式正是因为后者“缺乏前者（英联邦）的一个显著和核心特征，即将富国和穷国、发达社会和发展中社会聚在一起，共同发出声音而具有的广泛性。”
(41)

 虽然OECD试图建立各种次发达国家部长网络，为其制定的各种规范提供反馈和建议，但其仍为“富国俱乐部”所扰
(42)

 。

加拿大财政部长保罗·马丁（Paul Martin）以二十国集团（G20）主席身份特别赞赏了该集团的相对广泛性：“二十国集团之所以独特就在于它将有代表性的国家经济体聚在一起，他们的经济成熟度各异，从而呈现出必要的多样性，以满足人类各种需求。”
(43)

 然而当然，二十国集团并没有取代八国集团（G8），后者甚至没有定期邀请前者进行会谈和商讨。特定网络的范围可以有多广泛，将最终部分地取决于它们的特定功能。信息网络有可能最广，执行网络次之，协调网络最小。然而，即使考虑到这些限制，几乎所有监管部门都有待进一步努力。


2.垂直维度

上述组织展现了网络化世界秩序潜在的实质性和地域性范围，但也暴露了这一秩序的潜在缺陷。即使认为较之于传统等级制观点对它们的评价，这些组织要远为强大和有效，但它们仍然比欧盟或WTO这类组织薄弱得多。至少从普遍观点来看，欧盟和WTO具有“实权”，即强制权力，尽管这一权力有其自相矛盾之处。正是这些组织最受欢迎，属非成员国都希望加入的俱乐部。它们之所以有效直接源自于它们的排他性，以及从而产生的执行力和吸引力。

政府网络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在水平形式上，较之于其他类型国际组织，它们更松散，强制权力更弱，这甚至是有意而为之的。因而它们确保主要由民族国家通过国家官员继续掌握这一权力。然而，在垂直形式上，政府网络可成为授予超国家组织实权的重要因素。一个超国家法庭和国家法院，或者一个超国家监管机构和国内对应机构之间可能建立直接关系打破了国家主权的“外壳”，为超国家官员运用国家官员强制权力开辟了一个渠道
(44)

 
(45)

 。

一个分解的世界秩序应包括水平和垂直两种政府网络。鉴于防止世界政府这一假定愿望，应谨慎行使垂直政府网络的权力。然而，在一些案例中，政府将事实上选择向一独立组织委托授权部分职能，或者用以解决令他们束手无策的集体行动难题，或者用以弥补他们自己国内或其他国家的能力不足。当他们作出这样的选择时，他们就希望该组织能切实有效。因而他们将或者直接创建一个垂直网络或者为该网络的兴起创造结构性条件。

譬如说，当欧盟成员国希望建立一个共同市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成员国希望基于法律解决他们的争端，或者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成员国希望确保一国投资者对另一国政府非法歧视享有追索权等，他们便向一个超国家法院或一个仲裁法庭转让部分主权，授权法官或仲裁人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判决，寄希望于该争端各方能予以遵守。同样地，当欧洲、拉丁美洲或世界人权公约成员国希望该公约具有“强制有效的手段”时，它们就会制定一个议定书，签署国同意它们的国民可以在超国家法庭上起诉他们。

然而，较之于这些政府的预期，他们也有可能得到更多。一个超国家机构与一个国家政府机构直接互动，打破了将国家正式界定为国际体系统一行为体的主权“外壳”。打破了国内政治系统，政府不以一整体而以一政府机构的形式进行控制或说服等，根据国内政治游戏规则该机构对其他政府机构享有权力。当然，反之，求助于超国家机构成为国内政治机构相互施展的大量工具和战略的一部分。

回顾第一章关于欧洲法院（ECJ）及其与国家法院关系的论述，通过直接与国家法院互动，培养与国家法官的关系，以鼓励他们直接上呈涉及欧洲法律的案件，欧洲法院从根本上确立了在欧盟的权力基础。级别较低的国家法院很快便洞察到其中的契机，在他们与级别较高的法院可能作出不同法律解释的案件中，这一选择成为绕过后者的一种方式。当欧洲法院向提交案件的国家法院下达判决时，该法院可以通过国家法律体系的强制权力执行该判决。

我们所讨论的其他案例发展程度较低，然而它们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垂直网络如何运作。例如欧洲人权法院，不仅和欧洲内外的国家法院，而且和其他国家政府机构如人权委员会甚至是议会等发展关系，这些机构利用它的判决加强它们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欧洲议会（EP）正与各国议员发展直接关系，最终将加强它相对于欧盟行政部门甚至是司法部门的地位。

仍有其他一些案例显示了垂直网络的另一面：在持续相互制衡关系中，国家机构如何限制超国家机构权力。正如许多欧盟成员国级别较低的法院视欧洲法院为潜在同盟，大量级别较高的法院则视之为潜在对手。它们退回到国家一级，行使它们的重大权力，界定欧洲和国家法律各自的权限。在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甚至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均有类似动向。在北美自由贸易区，超国家一级败诉的诉讼当事人可以在国家法院挑战北美自由贸易区仲裁法庭的判决
(46)

 。

上述情形使两个法律体系中的，即国家和超国家法院和法庭更加重视彼此，更为小心翼翼，以免过度冒犯对方。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超国家法庭最终都必须经常对国家法院判决进行复审，以判断特定国家法律安排是否违反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或《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相关条款。反之，国家法院将越来越多求助于这些超国家法庭判决，作为相关条约的有益参考，即使不是权威性解释。当这些不同法律级别的法院试图划清它们的权限边界，并偶尔运用手段谋取利益时，它们就会在彼此之间发展直接关系。久而久之，对参加任何这些条约或组织的成员国而言，无视或规避这些他们有意制定的法律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鉴于垂直政府网络的潜在优势，新型国际机制创建者应该关注，如何最佳地安排一个超国家机构和国内对应机构之间的关系。再次假定，实际目标是使该机制效力最大化，那么，确保授权在国家之上行使独立权力的任一个超国家机构能够和对应国家机构直接互动，将十分重要。然而，与此同时，同样重要的是，确保国家机构在这一关系中保留了足够权力，使之不局限于仅能维持自身运作。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条款的发展变化，反映了在保持这一恰当平衡上的不断尝试。


从优先性到补充性——国际刑事法院（ICC）的变迁

继纽伦堡审判之后数十年的无所作为，国际社会终于找到了继续惩治犯有灭绝种族罪、严重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等罪犯的意愿和时机
(47)

 。1993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827号决议，决定成立惩治前南斯拉夫战争罪行的国际法庭
(48)

 。根据827号决议第9条规定，被称为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ICTY）的国际法庭和国内法院对起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人拥有并行管辖权。而且，国际法庭优于国内法庭，国际法庭可在诉讼程序的任何阶段，正式要求国内法院服从国际法庭的管辖
(49)

 。

简而言之，这一条款意味着该法庭有权“介入”，接管原本由国家法院妥善审理的案件。该法庭第一个刑事被告人旋即对这一条款提出挑战。大法官安东尼奥·卡塞斯（Justice Antonio Cassese）提交上诉分庭意见为这一优先性进行辩护，指出涉及该案件的国家法院已完全接受该法庭管辖，国家法院总体上也越来越倾向于接受人权属于国际法范畴，应在国家法院外作出妥善判决
(50)

 。学者们则尚未如此确信，除非是以下特定案件，由于国家分裂或政权瓦解，导致该国法律系统不能正常运作，而以超国家法庭作为其过渡法院
(51)

 。

多年来就成立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庭进行谈判，使管辖权问题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52)

 。大量国际法律团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前南国际法庭的前两位检察官理查德·戈德斯通（Richard Goldstone）和路易丝·阿尔布尔（Louise Arbour）都极力主张保留超国家一级的优先管辖权
(53)

 。另一方面，美国和诸多其他国家，连同大量国家法律团体则主张“补充性”。根据该原则，国家法院拥有优先管辖权，国际刑事法院起“补充”作用，在国家法院完全失败或不能够审理它们自己的案件等情形下行使管辖权
(54)

 。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的全部讨论中，“补充性”还是“优先性”成为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然而，1999年7月订立并由160个国家签署的《罗马规约》最终确立了补充性管辖权体系。

《罗马规约》第十七条规定国家法院具有优先管辖权，表明由国家法院负责起诉犯了战争罪、灭绝种族罪或反人类罪等罪行的罪犯，对他们行使管辖权，除非该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切实进行起诉。“不愿意或不能够”包括相关国家行政部门不愿意进行起诉的情形。如果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裁定某国不愿意或不能够进行起诉或审判——该裁定尚待国际刑事法院分庭复审——当且仅当此时，国际刑事法院才可能对该案件行使管辖权。

谈判者十分清楚，既然事实上已经成立了国际刑事法院，继60多个签署国批准《罗马规约》之后，将经历数年诉讼过程，以确立“不能够或不愿意”的实际内涵，从而明确国际刑事法院相对于国家法院的管辖权限。尽管如此，鉴于诸多原因，补充性条款不仅对国际法而且对一个分解的世界秩序都具有划时代意义。首先，该条款承认国家政府机关是行使权力和承担责任的第一选择，即使是在一国际治理体系结构中。尽管接受该条款有些勉强，对广大国际律师和外交官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他们习惯在国际机构工作，认为它们与国内机构截然不同，假定前者的特性和偏好优于后者。该条款除了预示着重大心理转变，对资源分配也极具启示意义。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这一思想可能导致联合国将投入到位于坦桑尼亚阿鲁沙的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大量美元用在重建卢旺达国内法律体系上。

其次，也是同等重要的是，国际刑事法院将成为一个更加强大和有效的超国家机构，因其和世界各国法院的关系。最佳关系莫过于成为全面伙伴关系，在此关系中，国家法院借助于国际刑事法院的判决，以之为指导，判断各种涉及国际刑法较新和较快发展领域复杂案件的性质
(55)

 。此外，在政治气候复杂多变的形势下，由国际刑事法院接管某一特定案件的可能性扩展了国内法院或检察官的策略空间。

国际刑事法院也可能与某些国内法院，尤其是那些行政部门控制的法院，直接发生冲突，要不然就是常年被冷落忽视，情形每况愈下。然而，即便如此，超国家法庭与国家法院经过数年相互妥协的互动过程，将使国际刑法大为发展：界定管辖权限、交换实体法意见以及结合国内国际法律传统等。而国际刑事法院自身也将受惠于打破国家作为虚构统一行为体“外壳”的制度安排，使之在国内政府找到直接对话者。联合国国际法院（ICJ）发布的判决，对国家与政治家、外交官和官僚集团等具有约束力，希望他们适时予以遵守，这一情形在国际刑事法院将永远不会出现。


超越法院

联结同类政府机构，提高国内和超国家机构效力的能力不仅限于法院所有，欧盟委员会近期在反托拉斯领域也建立起了类似的国内—超国家关系。2001年初，欧盟委员会宣布了一项新动议，由各国竞争管理机构承担起执行欧盟反托拉斯法的首要职责
(56)

 。按照原先的体制，公司意欲合并或进行其他可视为反竞争的行为，须报经该委员会直接批准。按照新体制，这些公司须通报直接适用欧盟法律的各国竞争管理机构。这些机构的裁决由该国法院在初审中一一进行复审，该法院也适用欧盟法律。因而，如今该委员会和国内竞争管理者之间已有直接关系。

颁布这一法规的动因和可能导致的结果均富有启示意义。由于欧盟一级反托拉斯法规和条例的不断增加，欧盟委员会不再能独自履行所有监督和执行等职能。与此同时，国家竞争法与欧盟竞争法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欧盟委员会因而想到利用国家反托拉斯机构作为它的代理机构，解释和执行欧盟法律。然而，当国家机构像国家宪法法院界定欧盟和国家相对于欧洲法院各自管辖权限那样，开始反向施加压力，结果很有可能形成平等伙伴关系。

可以想象在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甚或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未来全球环境体制中存在类似安排。在各国共同决定有必要成立某一真正的超国家机构的情况下，通过与对应国家机构建立结构性联系，该超国家机构的效力有可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与此同时，国家拥有选择权，确保国家机构掌握优先权力，超国家机构起辅助作用。即使在一些领域，超国家机构享有优先权力，与它们相对应的国家机构必然会对它们的权力施加巨大的限制。


3.政府网络与传统国际组织：相互联结的世界

不论是水平还是垂直政府网络都必然是非正式的，因为在国际体系中或按照国际法规定，独立政府机构不具备正式地位。简单地讲，不具备正式地位意味着这些机构在法律上根本不存在，因而它们也就不可能创建出具有法律地位的机构。即使中央银行家、证券专员或反托拉斯官员等通过事实上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来规范相互关系，这些组织只存在于非正式部门，与国际组织正式部门并存，这些国际组织由作为统一行为体互动的国家组成。

该正式部门不会也不应消失。国家仍将作为统一行为体聚在一起缔结条约和创设机构等，延续传统外交的盛大和庄严。问题在于，在一个分解世界秩序的水平和垂直维度上，这些作为统一行为体国家间的正式关系与非正式部门国家各部分间的关系如何并存或如何冲突。

政府网络可以以各种形式存在于各种正式组织内部或与它们并存，尽管一些方式可能需要重建现存国际组织，或至少进行重新定义。首先，国家作为统一行为体可以缔结条约和创设机构等，并转而成立和主办各种政府网络。事实上，正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些条约或机构无非是一些政府网络安排。各国财政部长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理事会重要成员聚在一起；欧盟、北欧理事会、北美自由贸易区和英联邦等组织在不同问题领域成立各种部长理事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和欧安组织（OSCE）等也成立了各种具有特定权限的立法网络。较之于成立一个超国家机构，自上而下成立各种政府网络使国家得以保存更多主权，确保由国家自行掌握对国家所承诺义务的具体规定。

其次，各国聚在一起缔结条约和签订其他国际协议等，使国内政治和法律发生重大变革，可以催生形成各种政府网络，作为执行这些条约和协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再次，一些特定国际组织机构，如秘书处、委员会甚或代办处等通过收集和传播必要信息以及扮演其他协调功能，可以不断发展或大大扩展，以协助水平政府网络的工作。在一些案例中，欧洲尤为显著，是既存政府网络施加压力欲成立一更加正式的超国家组织，而非一国际组织施加压力欲成立一政府网络。

最后，在一个传统国际组织内成立一个政府网络可以给该国际组织注入新的生命和活力，例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特定成员国部长间谈判网络的成立
(57)

 。其实，国际组织可以自行重建，或被它们的成员国重建，成为政府网络集合。这部分将讨论美洲国家组织（OAS）在这方面的努力。

整体而言，这些案例展示了一个正式与非正式治理部门彼此联系的复杂世界。跨政府主义和政府间主义可以并行发展，以各种方式塑造对方。一个分解的世界秩序必须将此两者都囊括其中。


自上而下创建政府网络

北美洲一个最近案例阐明了国家有意创建政府网络的方式。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框架下，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三国签署了一份独立的《北美环境合作协定》（NAAEC）
(58)

 。该协定双管齐下，同时对美墨和美加原有双边环保合作执行条约进行机制化、合并和扩展
(59)

 。成立环境合作委员会（CEC）是《北美环境合作协定》的重大突破，该委员会是一个三边机制，旨在“采取执行合作，促进各国环保法规的有效执行。”
(60)



环境合作委员会是北美各国环境部长间的三边政府网络，由秘书处和联合公共咨询委员会等共同组成
(61)

 。为提升环保水准，遵守现行国际法和条约等，该委员会力促每一缔约国有效地执行其环保法规
(62)

 。此外，关于处罚的规定使本国环保法规的执行得以加强
(63)

 ，这在国际环保协定中还是首例
(64)

 。自该协定签署以来，三方确立了更为明确的目标和执行机制，例如环境合作委员会理事会成员1995年设立的一个常设环保执行网络，第一章进行了深入讨论
(65)

 。

《北美环境合作协定》的某些特性显示出自上而下创建的跨政府网络的创新性和潜在功效。首先，该协定承认法律执行职能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致力于保持和提升国家执行能力，以实现国际协定设定的目标。其次，该协定作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附属协定，受惠于后者体制上的合法性。该协定规定环境合作委员会应与北美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委员会合作，后者自身就是由北美三国贸易部长组成的网络
(66)

 。如若将北美三国贸易和环保政策连为一体的合作得以出现，到那时，除了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区法庭和国家法院之间正在形成的垂直网络，北美自由贸易区将开始更多地通过相互联结的水平政府网络运行。


触发形成政府网络

超国家或国际组织设立各种雄心勃勃的实质性议程，而无正式执行机构，这是可能产生跨政府网络的第二种方式。超国家一级的法律条文一旦形成，就必须予以执行。如果各谈判国未能设计出执行机制或使之发挥作用，就须由各国官员代而为之。以此类推，假使美国国会通过了一套新的联邦法律，而未建立起执行机构，那么对相关各州官员而言，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成立他们自己的执行机制，即通过网络进行。

再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即是有力例证。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案例中，艾伦·斯旺（Alan Swann）提出了“法制化”过程，意指从政治承诺到法律义务的转变
(67)

 。北美自由贸易区各参加国不仅承诺开放其国内市场，而且与之同等重要的是承诺执行其国内法规，在缺乏超国家机构前提下，必然促使大量不同国家机构相互合作，维持体制日常运转。不仅仅是各国贸易部，而且劳工、交通和农业部，证券、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监管者，反托拉斯及其他更多部门也都聚在了一起
(68)

 。

就欧盟而言，超国家立法需由各国政府网络予以执行，这一现象在诸方面构成欧盟式一体化标志。要在欧共体（EC）内部协调各国立法，就需要通过共同体法规，但由各国当局予以执行
(69)

 。在欧盟立法过程中，欧盟理事会、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议会发布各项指令，提出共同体目标，各国当局而后必须以国内法为依据，贯彻执行这些指令，实现指令所提出的目标
(70)

 。这一过程“缓慢而繁琐”
(71)

 。但正如学者雷诺·德乌斯（Renaud Dehousse）所指出的那样，在很多方面这正是欧盟成功的秘密之所在。在超国家一级可以采取集体行动，然而，同时留有巨大权力和自由裁量权掌握在各国监管当局手中
(72)

 。

这些国家监管当局必须转而设计出他们自己相互合作的方式。如德乌斯所形容的那样，在欧盟出现的替代方式是“跨国选择”，即通过一个成员国官员有组织的网络，确保“负责共同体政策执行的各行为体行为方式趋同”
(73)

 。换言之，也就是通过各种政府网络。


协助政府网络开展工作

世界秩序的国际和跨政府——正式和非正式的——要素可能紧密联结在一起的第三种重要方式是通过国际或区域“信息机构”协助政府网络开展工作
(74)

 。这类机构的主旨是促进网络运行更加顺利和高效，回应各成员国需求。因此，正如第三章所论述的那样，东盟的（ASEAN）议会会议，也即东盟议会间组织（AIPO），主要职责就是提供信息，以及拟定示范立法，供成员国议会适用。国际证券专员组织（IOSCO）技术委员会、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秘书处和英联邦秘书处也都有相似功能。这些信息机构和它们所服务的国家政府官员网络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垂直”政府网络，它们不具有独立的统治权，服务于国家政府官员而非与之相对应的机构。它们不是利用国家政府官员执行超国家法律，而是向政府官员提供他们所需的信息，以协调和执行各国法律。

当条约缔约国签署一项文件并设立秘书处对该文件进行管理时，作为传统国际缔约过程的一部分，我统称之为“信息机构”的大量秘书处、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得以产生。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秘书处即是典型例证。它与大量其他国际环保组织密切合作，通过有关成员国在多大程度上遵守条约义务的大量报告，收集和传播信息。这一秘书处或其他相似机构就成了涉及该条约中诸如贸易、环保或知识产权等特定领域国家官员政府网络的协调中心；或者，该秘书处可以像一些区域议会团体一样，选择使其活动导向为政府官员服务。

然而信息机构得以产生的另一方式是自下而上，再一次证明非正式政府网络世界和正式国际机构世界紧密相连。我们刚才讨论了国家聚在一起，承诺各种国际义务并在国内广泛予以执行，是如何引发形成各种政府网络，以履行这些义务。然而反之，这些网络统一各国法律或协调各国政策的努力，将最终导致有必要或事实上引发形成一国际信息机构，以协助它们的工作。

回到欧盟，在超国家一级立法但在国家一级予以执行的“欧盟方式”，需要形成各种政府网络。雷诺·德乌斯因而认为，网络最终监管是指来自不同部门国家部长的中层官员彼此之间及其与委员会官员和私人部门之间交换信息的功能性需求。较之于其他众多欧盟同行，德乌斯更加钟情于这些网络。即使对他来说，他仍然主张：

国家官员召开专门会议，不论它们有多频繁，尚不足以产生一个真正的“观念共同体”，更毋庸说“行动共同体”。伙伴关系须置于共同规则结构之下，它们规定了所有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同等重要的是，该网络须赋予自身一定的稳定性，使某一结构大体上初具雏形，从而控制网络成员之间的互动
(75)

 。

欧洲监管机构履行了这些功能。1990至1997年间，欧共体新设八大机构，以便进一步统一协调。其中的四大机构包括欧洲环保局、里斯本毒品监测中心、欧洲工作安全与健康局和欧洲药品评价局，它们用“信息机构”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
(76)

 。它们的职责就是收集、协调和传播决策者所需信息。它们没有决策权，更不用说强制执行权。

德乌斯和欧盟同行学者贾恩多梅尼戈·马琼（Giandomenico Majone）均指出，尽管这类机构事实上扮演了一个强而有力的角色，但其作用很容易被低估。马琼将它们视为信息监管的典型例证。它们的力量不在于它们的强制性机构，而在于它们通过“信息和说服”施加影响的能力
(77)

 。他指出，由于国家边界日益容易渗透和公共政策日益复杂等诸多因素，“指挥与控制政策工具功效”的神话也渐渐被打破
(78)

 。“以信息和说服为基础的监管方式”被认为更加灵活、敏感和有效
(79)

 。在这种环境下，一信息机构要想取得成功就需要建立它的信用和专业声誉
(80)

 。

德乌斯也将欧洲信息机构视为网络创建者和协调者
(81)

 。“它们的主要功能就是运行各国家政府网络，使之在共同体政策执行上发挥作用。”
(82)

 为实现这些功能，它们成立了一个“常设技术与行政秘书处”，不仅用以收集和传播必要信息而且用以促进同等国家官员之间的“相互交流”
(83)

 。欧盟式跨政府网络的兴起引发了建立一个网络中心的需要，该中心又转而激发更多协调和有效的跨政府行动，从更为动态的角度观之，情况似乎如此。


改革和重建国际组织

至少在其批评者看来，国际组织常常是铁板一块，俨然庞然大物。科菲·安南（Kofi Annan）再三提醒他的听众，作为秘书长他是联合国的发言人，代表秘书处行使有限的权力，但他的权力最终几乎完全取决于成员国的意志
(84)

 。而联合国是一个异常复杂和经常自相矛盾的成员国、部门、机构和官员的聚合体。更一般地说，就国际组织内外功能的类型而言，它们的差异日益扩大。它们各组成部分与跨政府网络国家政府官员和机构相互联结。进一步说，它们经常促成这些网络并协助其运行。

然而，按照这种方式理解国际组织，需要对它们进行反思，甚至重建。第一，最重要的是作为主办跨政府网络的外在机制，在基欧汉（Keohane）和奈（Nye）看来的“俱乐部模式”，这些组织的成立及其成员关系旨在实现平等，这一理念需要延伸到他们内部的治理结构之中。基欧汉和奈有力地指出，封闭的俱乐部已经丧失了它们的合法性
(85)

 。要开放这些俱乐部需要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各种相关政府官员不仅在大使一级而且在工作层有名副其实的代表，是其中最显而易见的措施之一。

第二，认识到跨政府网络用以实现从收集和传播信息到政策协调到实施和执行等一系列重要功能的现状和前景，国际组织试图承担某一特定领域政府所有职能的负担将有所减轻。超国家机构完全可以以各种有益方式补充而不是试图重复对应国家机构的工作。举例来说，竞争管理政策条款是否应该纳入WTO机制，这一辩论至今都被置于一超国家组织WTO对反垄断官员跨政府网络的框架之中。对一相当有限的超国家实体而言，明确如何能有利于协助和提高现存各国官员跨政府网络的运行，将是一个更好的路径
(86)

 。

第三，政府网络可以使现存国际组织重获新生。国际知识产权组织（WIPO）可以说是一个最佳例证。在该案例中，特别关注知识产权问题各国所做的努力，促成了一个知识产权官员的局部网络，随后该网络一跃成为负责该领域全球治理的先锋。这一新生尤为重要，因为WTO正日益蚕食知识产权管理事务，WIPO有被完全边缘化的危险
(87)

 。

另一个关于重获新生趋于重建的案例是美洲国家组织（OAS）。美洲国家组织适用于“传统”国际组织定义：它基于一个条约，由各成员国政府派出以大使为首的正式代表团组成。该组织的本质特征就在于这些外交使团作为一个明确的国际、政府间实体举行会议和进行决策等，负责本大陆安全、繁荣和发展等治理任务
(88)

 。它按传统方式运行，与成员国国内政府官员关系疏远。

然而，美洲国家组织在七大“专门机构”框架下也设有各种部长和官僚网络，覆盖恐怖主义、儿童发展、妇女问题、历史地理、印第安人权利和农业等领域
(89)

 。举例来说，美洲反恐委员会（CICTE）由该领域“国家主管部门”成员组成，负责信息交换、提出各种议案以协助成员国的反恐立法、加强边境合作以及发展培训项目等等。该委员会1999年开始运行，在应对2001年“9·11”事件中得以加强。

另一个例子是美洲儿童学会（IIN），有关儿童发展的各国部长官僚组成“指导委员会”对之进行领导。指导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以制定政策和监督建议案实施等。泛美儿童大会（Pan-American Child Congress）也参与其中，该大会由各国部长、国务卿或者他们的代表组成，每四年举行一次会议，以“促进美洲国家人民（有关儿童问题的）经验和知识交流”。

其他五个机构或委员会的设立模式大致相似。它们通常都设有一个“委员会”，由各国部长级代表或高级官僚组成，定期举行会议以制定政策、通过决议和最佳行为规范等。该委员会往往下设一执行或监督机构，此外，在诸如农业等更为复杂的领域，还设有一理事会，以提供技术支持和执行援助等。它们的主旨是帮助各国国内政府官员通过互相学习和共同从事一些积极行动，更好地应对全球或区域挑战。

总而言之，跨政府网络平行世界和更为传统的国际组织以各种方式相互联结。在一些领域，他们无疑被认为是越来越相互依赖。利用政府网络作为正式国际条约或公约工作机制，正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及其附属协定一样，这一能力为在继续尊重国家主权基础上履行国际承诺提供了保障。这一保障既可能为国内公众提供政治确保，也可能使强制权力维持在这些官员手中，他们能够以最民主和有效的方式行使这些权力。

在其他领域里，各国政府在国际上通过没有法律依据的类似条约，可能几乎无意中催生政府网络。国际承诺越是需要统一国内法或对之进行其他修改、协调国内政策和加强国内执法合作等，也就越需要政府网络使它们得以履行。最后，从另一方面来说，大量政府网络可能发现，它们需要一些更加集中的机构协助它们的工作。这些“信息机构”没有独立的统治权，但是它们存在于国际而非跨政府领域。

卡尔·罗斯提亚拉（Kal Raustiala）等人令人信服地指出，跨政府主义可以成为政府间主义的补充。他特别关注政府网络如何导致政策趋同，为尚未达成共识的国际协议提供合作途径和提高政府遵守正式国际义务能力等方面。这些都是政府网络所促成的重要结果，下一章将予以更为全面的考察。正如上述案例所表明的那样，政府网络和传统国际组织以各种其他方式互相联结。


4.结　论

在本章中，我们已从政府网络个案研究转入对一个分化世界秩序现实图景进行描绘。这一图景的核心是一种国际秩序概念，在这一秩序中首要行为体不是国家，而是国家的一部分；不是国际组织，而是国际组织的一部分。这些各个部分，或是国家的或是超国家的，履行立法、行政或司法等相同治理功能，并且相互联结，遍布全球。假如我们是世界秩序真正的创建者，能够从头开始，那么先确定世界秩序建立的必要功能，后创建相应形式以执行这些功能，似乎合情合理。然而在实践中，这无疑是将这一理想模式加诸于混乱现实之上。意欲在现实世界基础之上实现一个分解的世界秩序，需要理解大量现存和即将兴起的各种水平网络是如何相互联结；垂直网络是如何扮演重要角色，尽管这一角色存在更多限制；还有政府网络非正式部门和传统国际组织正式部门是如何相互联结等问题。

首先需要理解水平网络是如何形成各种网络之网络。这既可以为解决特定问题而专门加以召集，也可以在一政府间组织或协会框架下长期设立。从英联邦到北欧体系到亚太经合组织，从欧盟到北美自由贸易区等，政府网络已经遍布全球各大地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联结在一起。尽管这些机构外在形式有所不同，它们通过对应国家官员网络进行治理这一基本治理模式却相同。

垂直网络不常见但更有效。在垂直网络案例中，垂直网络将国家政府官员和对应超国家官员联结了起来，其中国家作为统一行为体同意向一全球或区域机构转让部分主权。这些机构，或至少是其中的部分官员具有自主权，类似于它们的对应国家官员，至少在形式上如此。其中最为显著的例子是欧洲法院、欧洲人权法院或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的法官。

这些机构，和教皇一样，他并没有供其支配的军队。然而，至少在一些案例中，他们确实具有的是与它们对应的国家官员发展直接关系的能力，这些官员便能代表他们行使强制权力。然而反之，这些国家官员也会通过确保维持一“合作型”而非等级制垂直关系来捍卫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权限。当国家或者选择促使这些垂直网络形成，或者仅仅创建有利于它们形成的制度性框架时，他们最终希望政府网络或是能够提供传统国际组织非正式的替代品，或是能够提供各种机制，以使传统组织发挥前所未有的效力。

政府网络非正式部门和传统国际组织正式部门以各种方式共存。大量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等组织的理事会，都是由各国财政部长、贸易部长或卫生部长等组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组织可以主办各种政府网络。然而最近以来，通过使对应国家官员之间的现存关系机制化，或通过设立各种机构以创建新的网络，如北美自由贸易区环境合作委员会的设立，该委员会完全由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三国环境部长组成，这样各国在缔结条约和设立各种附属机构的同时可以直接创建各种政府网络。

各国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创建各种政府网络的另一方式是通过履行对国内具有重大影响，但在国际或区域层次上缺乏执行力和执行能力的各种国际义务，从而推动或触发形成各种政府网络。执行力和执行能力的问题留给了各国官员自己去解决，这也就需要他们互相合作。北美自由贸易区，尤其是欧盟证明了这一路径。

最后，政府网络本身可以创建各种国际组织，设立各种“信息机构”，协助它们的工作并使效率得以提高。诸多国际秘书处实质上已经履行了这一功能，向各国官员提供极其重要的信息来源，经常扮演收集有关国际义务执行和效果等信息的非政府机构与负责执行这些义务的政府官员之间的中间人角色。目前正在设立各种新的信息机构，但这次是政府网络参加者找到更好地运行该网络的必要方式而自下而上设立的。

结果可能是对国际组织本身形成一个全新的概念，作为变动中全球景观的一部分。设想一个全球治理体系主要由水平政府网络组成，这些网络由各国对应政府官员组成，这些官员或者代表他们自己的利益工作，或者执行他们本国政府以统一行为体身份所承担的各种正式国际义务。大量密布于这一景观中的国际组织，即使不是大多数，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或什么样的名称出现，它们在本质上基本上可称是协助性的“信息机构”。它们的工作就是收集、提炼和传播网络参加者所需信息，帮助各网络协调它们的工作等。

这里所讨论的网络化结构及其内部政治过程，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秩序图景。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促使这一世界秩序结合在一起的因素是什么
(90)

 ？如果没有强制权力，它的权力又来自于何处？如果美国总统杰克逊甚至在谈及大法官约翰·马歇尔时可以说，“既然他已经作出他的判决，现在就让他去执行吧”，国际法庭的希望又在哪里呢
(91)

 ？那么秘书处呢？或者是网络呢？如果无需承担哪怕细微的法律义务，如何能将这些机构联结起来，形成各种实质性体制？它们的参加者又怎能期待除了空谈以外还能有所作为？

下一章将考察政府网络在诸如和平、发展和保护地球等世界秩序基本问题上的实际影响。不仅包括对政府网络能够实现什么的分析，而且包括对实现特定结果的相关机制的分析。同时，正如本章分别论述了一个分解世界秩序的基础及其形成所需的其他因素，第五章将探讨如果政府网络是自发形成并作为首要的全球治理机制，那么它们现在以及将来分别可以有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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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一种有效的世界秩序

对于这样的方案有特别而迫切的需要——该方案着眼于真正的反对国际卡特尔的执法细节，在这个方案中一线执法者能够彼此面对面地接触并且试图去解决共同的实际问题。

——前助理司法部长乔尔·克莱恩（Joel Klein）在一个关于反垄断监管机构的国际研讨会上的评论
(1)



在一个分解的世界秩序中，主要行为者不再是那些统一的国家，而是国家政府机构。这将是一个网络化的世界秩序，一个被日益密集的纵横相间的格状政府网络所覆盖的世界。但问题是，这些网络究竟会怎样塑造和维持这种世界秩序呢？简而言之，他们会怎样帮助我们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呢？

回忆一下在前言中提出的世界秩序的概念：这是一个全球治理系统，其对合作的充分制度化和对冲突的有效抑制使所有国家及其人民都能得到更持久的和平与繁荣，都能掌握对地球的更多管理权，都能拥有最低标准的人类尊严。仅是描述这种秩序的结构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些网络是如何实现每个具体结果以及他们究竟是如何处理全球治理事务的。

我将分两个部分回答这些问题：为了强化这种世界秩序，政府网络正在做什么，以及当他们意识到自身是作为全球治理机制而得以形成和加强时，他们将会做什么。关于政府网络解决全球化悖论（既扩展我们的全球治理能力，又不导致政策制定能力的集中化）的能力以及他们的主要优点：快速、灵活、包容、跨越不同管辖领域的能力、对一组特定问题的持续关注，在前言和前面章节中都有论述，我将把这些都作为本章论述的当然前提。政府网络的这些特点已经使很多欧洲学者，其中大部分是研究欧盟问题的，更加明确地得出一个结论：总体来看，政府网络是最佳的决策形式，它比等级制度和市场都更具优越性
(2)

 。但是，此处目的在于编录目前政府网络应对全球问题的具体方式以及他们未来会使用的更具创造性和有效性的应对方式。

回顾和区别一至三章中描述的政府网络的三大类别：信息网络、执行网络和协调网络，对于理解本章的两部分都很有用。尽管每个网络针对的问题不同，但他们在实践活动中还是有大量重合的。各国确信在某些领域内实现法律和规则的标准化将促进他们在贸易、环境管理、通讯、维护公众健康及其他方面的共同利益，协调网络对世界秩序的贡献恰在于它允许各国实现这种标准化。（在很多人看来，这并不是件好事，至少不是完全有利的，但请耐心听我解释。）正如其名所示，执行网络帮助各国执行他们各自或共同制定的法律以服务于公共利益。

要确切指明信息网络的作用，比前面两者稍难一些。学者们往往自动假定信息越多越好，但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个信息超载的世界中，这种想法变得越来越具有争议性了。此外，对政治家来说，某些信息的来源——来自一个由特定民族组成的政治组织，或者来自国外——比信息的内容更重要。由政府网络提出或经由它而实现的立法模式、最佳方法、甚至司法决议事实上都可能是有问题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假定这些信息的确是有价值的，那么这种信息的提供又是怎样为世界秩序服务的呢？被许多政府网络看作其生命线的对话和信息交换，是通过哪些精确的机制转化成具体行动的呢？

在本章中，第二个需要牢记的观点是在编录政府网络活动的实际结果时，有必要描述一下对不同类型权力的执行情况。跨政府网络，不管是水平还是垂直的，都是通过不同类型的权力来建立秩序的。要想理解产生影响的不同机制，就必须重视权力的类型。

权力大致可分为“硬的”和“软的”。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定义的，硬权力是“运用权力去促使他者改变立场”
(3)

 。它通过胡萝卜和大棒——奖赏和威胁——来发挥作用。与之相对的软权力则是通过说服别人，把你想要的变为他们想要的。软权力通过制定议程和设立供他国模仿、追随的范例来得以实现的。“它将人们吸收为新成员而不是威胁他们”
(4)

 。软权力与硬权力同样“强有力”，它只是一种不同的权力。

政府网络的天才之处部分地在于他们将软权力和硬权力结合在了一起。网络内部的权力——国家内部的立法者和法官之间，或者超国家的法院或议会与国家法院或议会间——是软权力。在一个垂直网络中，即使当超国家实体有超越国家对应部门的正式的法律权威时，它也没有实际途径来强制执行这种责任，它只能依靠从专业知识到甜言蜜语等一切手段：信息、说服、社会化。但是，一旦国家政府被某种行动路径或某种效果所展现出的智慧所打动，不论是水平还是垂直网络中的国家政府官员就具有了某种硬权力——与他们在国内政治体系中所拥有的硬权力同样有力。

同时，政府网络充当了多种软权力形式的先行者。在一个信息超载的时代，随着可信度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信息权力也变得尤为重要
(5)

 。政府网络拥有独特的可靠性，因为他们有能力从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成员那里收集、提炼和传播信息。随着信息收集面的不断扩大，一个实体的职权——比如说，承诺一个多国调查或一个经过审慎考虑的最佳实践——也不断增多。

在第一部分，我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政府网络对目前世界秩序的影响：趋同、顺从以及合作。通过很多方法，政府网络推动了国家法律和规则的趋同性——不仅仅是通过明确负责此事的协调网络，而且也通过信息网络。卡尔·罗斯提亚拉（Kal Raustiala）认为如果缔结更多的正式国际协议，那么这种趋同就可以创造更多深入合作的可能性。政府网络可以培育对现存条约和其他国际协定的顺从。这种培育不仅依靠纵横两个方向的执行网络——主要为此目的而设立的，而且也依靠信息网络来实现。

最后，政府网络能改善国家间合作的质量和深度。他们既可以增加在某个特定机制中相互合作的国家数量，也可以扩大某个机制所跨议题的范围。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提高解决方法的有效性。首先，信息网络最适合提出一系列的国家和全球议题，因为用信息、对话和共同学习比用传统的命令加控制的手段更易使这些问题变得服从规则。单单是为个人和组织提供信息就使自我认知成为可能，而自我认知正是自我管理的核心。集体背景下的自我管理意味着共同设定标准，以及将信息集中以便帮助所有的参与者。这就是减肥观察者（译者注——此为美国一种流行的减肥方法，以设定目标的方式逐步减肥。）式的全球治理模式
(6)

 。

其次，当提出许多由国内问题衍生形成的全球问题时，政府网络特别有效。因为国内政府的失败，在不同国家以不同方式出现了从支持恐怖主义到环境破坏等许多问题——独裁，严重的体系性人权迫害，腐败，极端贫困所导致的无法建立最基本的政府架构，或者缺乏实施技术解决方法的能力。这仅仅是列举了很少的一部分——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必须在国内政府官员层面得到实施。现行的国际体系假定：各个国家将作为单一的国家政府代表聚到一起，对于解决方案达成一致，然后再转回到他们各自的国内政治进程中，看怎样才能将这些方案转化为具体行动。与之相反，政府网络从解决方案的形成之初就将那些国内官员纳入进来，并且能直接运用压力或者提供帮助来确保方案的实施。

也许这样在布局上显得有些拼凑，不过在第二部分我还是将从对现状的描述转向对可能性的展望。我强调政府网络约束自身的能力。通过纳入声望因素、使成员社会化，以及为最初和持续的会员资格制定清晰的标准，他们可以推动和支持“网络规范”的执行，“网络规范”将会加强一体化和所有成员的能力。政府网络还可以逐渐培养成员形成多边讨论和辩论的习惯，从而让他们能够确切地提出有见地的、新颖的、合法的解决方案以解决共同问题。再者，在政府网络中还很可能出现一些积极冲突。从长远来看，这种冲突将会加强网络成员间的相互信任，并使他们逐渐养成妥协的习惯。

两个最后的告诫。不可能对这些复杂多样的关于影响的论断有系统的支持。在前面四章中对于政府网络的大量和广泛的描述——不同成员、不同目的、不同地理范围、不同结构（水平的与垂直的），以及不同的操作模式——意味着我的最佳预期是从大量实例中总结出来的。其他学者和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士在验证和给出具体评论时必须结合具体的网络背景。趋同、顺从和合作——主要是趋同，后两者表现得不像它那么明显，是改善世界秩序还是帮助霸权国以阻止世界多样性呢？对众多关于这个问题的批评和质疑，我在本章中不会评论；将在第六章中阐述我的观点。


1.政府网络正在做什么

罗斯提亚拉在证券、反垄断以及环境监管机构方面的政府网络研究让他得出一个结论：网络对强国向弱国的规章出口有促进作用
(7)

 。规则、实践和整个制度结构的转让，反过来又“促进了国家间的政策趋同性”。他把这种效应归因于政府网络的特性以及“网络效应”。“网络效应”是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概念，用来解释私人商业网络的影响
(8)

 。罗斯提亚拉还发现网络可以实现那些以别的方式无法进行的合作，网络还可以增强弱国遵守国际义务的能力
(9)

 。（规章背景下的能力建设过程在第一章中已有讨论，与议会相关的内容在第三章中也已讨论过。）

在本章的前半部分，我将罗斯提亚拉的这些观点做了点改动，使其与本章相适应。我首先讨论了政府网络目前在趋同方面的影响，同时也讨论了世界各国在规则、原则和司法判决方面的差异。第二部分说明对国际协定服从性的增强不只是通过能力建设实现的，也得益于垂直网络。第三部分则论证政府网络能够促进合作不只是因为网络效应，也得益于其适于提出许多全球问题的特性，因为正是它的这一特点推动了许多新监管方法的实行。


创造趋同和有根据的偏离

水平网络的首要目的是创造顺从。执行网络鼓励趋同，以使其为共同的合作执行提供便利。依据创建方式及其成员中最强势者的不同，信息网络通过技术帮助和培训来促进趋同。的确，有些监管信息网络在一个特定的监管模式上有明确的关于如何趋同的议程。但同时，那些出口者——不只是规则制定者，也包括法官——也许会发现他们在出口的同时也在进口监管模式和技术，他们也从被培训者那里学习。而那些进口者据称也许会继续选择偏离出口者所提供的模式，但他们这样做都是基于各自充分的理由，而且是完全自觉的。


出口监管

罗斯提亚拉在证券、环境和反垄断方面给出了许多关于规章出口的例子。根据他对一个证券监管人员的采访，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网络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传播“美国证券法律的‘监管原则’”，包括“严格的内部贸易法规，在负责公共安全问题的政府部门的强制登记，强制公开系统，发行者在注册陈述和提供文件方面的义务，宽泛的反欺诈条款，以及政府对经纪人、经销商和汇率的监管，等等。”
(10)

 以上的成果正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与外国机构联系的目的和希望所在。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委员贝维斯·朗斯屈（Bevis Longstreth）曾明确说：“这样做是为了促使其他主要贸易国家的证券规则制定者能够逐渐建立起一套体系，使投资者能得到像在美国国内一样的切实保护。”
(11)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与其他国家的证券监管机构签署了许多备忘录，从而可以创建很多合作框架并且为其他国家提供技术支持。但这些技术支持都在有意识地将具有美国特色的证券规章移植到国外
(12)

 。如果一个外国政府没有被国内法赋予足够的权力来复制这些特点，那么SEC一般会要求该政府通过立法授权来实现。这种做法在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关于谅解备忘录之原则的报告中明确推荐
(13)

 。另外，每年SEC都主持召开证券市场发展国际学会以及证券执行和市场监管国际学会，通过举办这两个年会SEC培训了成百上千来自世界各地的证券监管者
(14)

 。理所当然，这些培训“提供的基本训练都是SEC使用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15)

 。

在环境领域，通过双边方式或者借助国际环境遵守与执行网络（INECE），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参与了许多类似SEC所从事的活动。始创于1997年的INECE与IOSCO 的作用相似。EPA 向外国监管机构提供了20多门课程，涉及十分广泛的议题，这些议题包括环境保护机构的运行和环境法律与规章在国际、国家和地区三个层次的执行
(16)

 。按罗斯提亚拉的话来说，“像这样的课程，从根本上说是提供了一个指南——‘简单说，就是环境规章’——它是与美国的现实紧密相连的。”
(17)

 这些培训项目也同时展示了美国公司开发的环境技术，这是促进美国和国外环境模式趋同的又一途径
(18)

 。

EPA与荷兰环境保护机构共同建立了INECE；美国和荷兰环保监管者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一起工作，当时荷兰人正从美国同事那里寻求技术帮助。在90年代初，他们共同组织了一系列由许多外国监管者出席的会议
(19)

 。目前，INECE开设了一个网站，其网站的特色在于训练视频、一系列执行原则以及定期的业务通讯
(20)

 。如在第一章中讨论过的，由于与美国毗邻，美国已经有效地将美国国内使用的网络技术扩展到了墨西哥，以加强墨西哥环境法律在国家和地方两个层次的执行。南部环境执法网络（SEEN）是与EPA共同塑造美国国内执法能力的四个州和联邦环境执法机构的地区协会之一。它向仿照EPA模式建立的新的墨西哥环境保护局（PROFEPA）提供训练课程
(21)

 。

反垄断方面的法律和政策长期来一直是美国的保留区，这一点至少可以从以下两点中看出来：美国的反垄断法比其他国家的更为严厉，并且尽管面对强烈的反对，美国还是积极谋求以治外法权的方式执行这些法律
(22)

 。在最近几十年，这种趋势开始变化。欧盟已经总体上接受，甚至是欣然接受了美国的原则和执行模式，尽管这意味着欧盟委员会正在执行欧盟反垄断法以对抗美国公司——正如欧盟委员会高调反对霍尼韦尔和通用电气之间的合并提案
(23)

 。的确，斯宾塞·韦布尔·沃勒（Spencer Weber Waller）在1997年辩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将美国看做竞争法的一个最重要的学习来源。负责制定反垄断法的外国立法者们经常求助于美国执法机构和美国律师协会，希望从他们那里能获得有关最佳路径的评价。”
(24)

 向反垄断首席检察官和助理检察官提供咨询的国际竞争政策咨询委员会（ICPAC）肯定了这一趋势
(25)

 。

学者们已经记录了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提供的培训和技术支持项目,就像SEC和EPA开发的项目一样的
(26)

 。带着特别的利益追求，美国反垄断监管者已经被派往国外数月乃至数年——从波兰到新西兰。就像关于反垄断法律和政策的年度福德姆法学院会议一样，目前正在运行的由OECD赞助的竞争法律和政策圆桌会议也已经成为一个分享专业知识和解决问题的重要论坛。事实上，国际竞争政策顾问委员会（ICPAC）指出它的希望是“通过在非正式论坛与国外政府分享它最近的经验，美国可以建立起支持国际反垄断法在执行方面进行合作的大气候，”例如福德姆会议和1999年司法部自己举办的国际卡特尔执法研讨会
(27)

 。

美国的反垄断部门已经明确提出要以跨政府网络来实现全球反垄断管理，以此取代其他国家不定期推动的关于管理竞争政策的多边协议。尽管2001年WTO成员确实在卡塔尔的多哈同意开始关于管理竞争的共同框架的谈判，但是这些努力总是一再被拖延。同时，布什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提议建立一个国际竞争网络，将其作为由各国参与的一个论坛，从而“对于有关反垄断执行的程序和事实趋同方面的提案，建立和发展起一种共识”
(28)

 。这个网络为竞争机构“提供一个专门的但非正式的集会场所，以保持定期联系以及提出实际关心的竞争问题。”
(29)

 这个网络的成员包括来自超过65个国家的监管当局，它的第一次会议在2002年9月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举行，第二次会议在2003年6月墨西哥的梅里达举行
(30)

 。最初的议题包括“在多重司法背景下的合并审查程序，以及竞争管理当局的律师角色和活动”
(31)

 。

美国在历史上就偏爱这种网络方式，就是因为在建立强有力的反垄断政策的需求和目的方面，美国与包括它的很多重要贸易伙伴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都很不同，这也使得它在多边会谈中往往失分很多。但令人惊讶的是，现有的网络与其他模式一样也已经开始制造趋同。欧盟式的竞争政策已经在东欧胜出
(32)

 。而且，根据一份美国律师协会的报告，“很多国家开始倾向于采用不同的模式，”例如，墨西哥与美国的趋同；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以及委内瑞拉将欧美的法律结合起来；欧洲国家的法律一致使用欧盟模式；亚洲的贸易小国则与日本和韩国模式相趋同
(33)

 。

从这三个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监管机构为国外相应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以使他们的工作更加容易。从这个意义上讲，拥有兼容的证券、环境和反垄断机制的强硬的外国政府将会有效地扩大美国监管者的管辖范围。同样清楚的是如果外国监管者都是美国监管机构培训的，他们的实践和程序就很可能反映出美国的行事风格。但是，美国监管当局实际在何种程度上成功地将自身变为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环绕并向其靠拢的主导模式，关于这一点并不清楚。罗斯提亚拉认为，在任何领域中的特定监管模式的趋同度最可能反映出“监管力量的强度”——换句话说，就是一个特定的监管机构在地区或全球范围内到底有多大的主导性
(34)

 。显然证券交易委员（SEC）是全球范围内占有主导地位的证券监管机构；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肯定是强有力的，但却面对来自欧盟委员会的强烈竞争；与它的许多欧洲同行相比，EPA相对来说是一个环境监管机构的后来者。

另一个影响趋同程度和类型的因素是潜在的规则进口者和出口者所扮演的角色。在以上讨论的三个例子中，世界各国——不管是发展中还是发达国家——对于培训和技术支持的需求都如洪流一般涌向美国的机构
(35)

 。许多国家是从零开始建立监管体系的，他们积极寻求一个有效并合法的模式。这些国家要求帮助的动力也许在于对全球军事和经济力量配置情况的敏感意识；但这也是事实，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的监管机构在类似证券和反垄断努力这类问题上的国内规范方面最有经验，因此也最有机会来发展出真正的专业知识。专家治国也是很少不关心政治的，即使赞同这种由反对“技术”和谐化的人提出的观点，它肯定至少能在某些案例中建立一种客观上“更好的”捕鼠器，或者发展出一套真正“最好的”实践。

即使对那些已经拥有自己相对发达的监管框架的国家，通过网络向某种普遍的模式靠拢也是值得的。罗斯提亚拉从经济学理论中借用的“网络效应”表明，像电话或电脑这样的网络一样，当一个监管网络扩展时，它的每个参与者都能从中得到更多利益。政府网络的“特征在于广泛的信息共享，协作执行的努力，以及共同制定政策的活动。这些行动似乎合理地展示了网络效应：例如，越多监管机构参与到协调和相互帮助的努力中来，其他机构得到的好处也就越多。”
(36)

 与之相伴的是，不管是“较强的还是较弱的司法管辖权”，他们都有动力参与到监管网络中去，“参与到监管框架的进口与出口中”
(37)

 。

但事实上，关于任何一个领域中的所有或者部分国家的实际趋同程度，我都仍然没有好的经验证据，而关于这种趋同在多大程度上是来源于网络行动的例证就更少了。这样的证据必须很艰难地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搜集，而且还要伴随着对于这种趋同建立原因的细节调查。但是，如果技术专业知识和网络效应正在推动全球监管趋同的进程，那么通过政府网络进行的学习就应该是一个双向路径。所有国家的监管者在遇到更好的方法时，都应当能够有所觉察——正如一些美国法官所做的那样。如果他们遇到一个外国判决看起来是对某一特定法律为题的更合理的解决方法时，他们会欣然采纳。但是，他们同时应当能根据对各自国家不同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的合理分析，对主导的监管模式作适当的调整。


提炼和传播可靠信息

不管成功与否，由规则出口所带来的趋同假定审慎的努力能够创造趋同。以一种甚至更为简单的方法来理解政府网络在推进趋同上的力量，就是通过他们在一个信息超载的世界中的提炼者和传播者的角色。过多的信息变成了基欧汉和奈所说的“充分的矛盾。充分的信息导致注意力的贫乏。”
(38)

 不包括传统的印刷品和其他媒体来源，就只是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和因特网，事实和观点就已经泛滥成灾了。结果，那些能引起关注的消息就能得到权力。

基欧汉和奈注意到“编辑器、过滤器、翻译器和提供暗示者”以及“鉴定器”在从大量信息中提炼权力的重要性
(39)

 。在决定使用哪些消息来源时，“商标和获得国际赞同图章的能力将会变得更加重要。”
(40)

 简而言之，提供可靠信息和与之相适的可靠信誉的能力已变为软权力的来源。许多非政府组织网络通过创造社区建立信任。在这些社区中生活着具有相似思想的专业人士，他们可以为某个议题建构框架，围绕这个议题创造相关的知识，并且设立关于如何实现这个议题的议程。政府网络也可以做同样的事。

操作证券系统、管理商业银行、保护环境、追捕不同类型的罪犯、捍卫人权或者促进商业竞争，对于如何实施上述活动，有什么比一个由世界各国主管上述事务的政府官员组成的网络更好的选择呢？这些政府网络将自己的工作理解为收集、提炼和传播信息——恰恰就是“编辑”或者“过滤”的角色，而这些正是软权力的重要来源。


软法律的硬影响

为了加强其影响，政府网络时常以特定方式提炼和传播信息——作为最佳实践的模式、立法模型或者一套管理原则。如此包装后，这些劝诫就变成了软法律的一个版本。但是，传统的国际立法是以硬法律的形式出现的——条约和其他国际协议——以国际指导和不具法律约束力手段的形式被提供的软法律，正在作为同样强大的——如果不是更为强大的话——管理形式而出现的。

前世界银行总顾问安德列斯·瑞格（Andres Rigo）用文件证明了世界银行在采购政策、环境保护、对外投资和国际航道领域的非同一般的影响
(41)

 。在每个例子中，瑞格都追溯了国家法律间大量的和谐化或者趋同的现象，和谐化不是世界银行官方任务的一部分，但时常是世行活动的结果。这种变化的动力不是任何形式的硬法律，而是以原则、指导、模式、标准和最佳实践形式出现的软法律。

当国家试图在缺乏当地知识和专业知识的条件下创造新的法律规则和政策时，它们时常从其他国家和国际知名专家处借鉴。世界银行显然也是借鉴的来源。比如说在采购领域，世行很早就发展了一套供自身内部使用的指导方针。经过一段时间，世行用一套标准的投标实践补充了这些指导原则，两者都被采纳为世行贷款协议的一部分。银行官员通过向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建议世行的模型采购法建立在这个领域的专业知识。该法律最后成为二十几个国家起草国内法时的参考模型。地区发展银行同样遵循世行的采购实践
(42)

 。简言之，一个新的国际标准通过软法律得以建立，现在正被各国加以借鉴并在国内应用。

在环境管理方面，世行在1984年发布了一本内部操作手册，收集了环境事务办公室发布的各种指导。尽管这些指导总体上是为特定的国家和情形而准备的，手册也包含着一套更为普遍的政策原则，比如说禁止“导致严重的或不可还原的环境恶化、使人民流离失所或因缺少缓和措施而使某些脆弱团体处于十分不利地位”的融资项目
(43)

 。瑞格再次通过多种渠道记录了“环境评估的要求和程序进入很多国家的国内立法”的方式。这些渠道的一部分并不特别令人惊讶，比如与由世行资助的各种项目相关的规定，或者最终被国际会议所采纳的那些由世行推动的条款
(44)

 。然而，在其他领域，世行的影响通过简单的行动就可感知到，比如出版防止环境污染的手册或者公布关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关于包装、存储和杀虫剂标示的指导原则相关的政策
(45)

 。试图补充新规则的国家已经发现将这些指导原则补充进国内法律是一种确定和遵循国际标准的划算的方式。

世界银行原本出于自身的目的来发展这些政策，但它也日益认识到需要在国内和国际公民社会中咨询大量的利益相关团体。结果是讨价还价得来一系列指导方针，由于其为更有代表性的模型，所以这些方针也会更加有效。以投资为背景，世界银行的官员考察了双边投资条约、多边文件、国家立法、仲裁奖励以及国际法条文。他们也广泛咨询了“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利益相关的国家、政府间组织、商业集团以及国际法律协会。”
(46)

 经发展委员会审议后，最终的指导方针被作为“可对适用条约进行补充的可接受的国际标准”推荐给世界银行的成员国
(47)

 。

看到这样的结果并不应该感到惊讶。他们只是例证了基欧汉和奈对于可靠信息价值的分析。对不同来源的信息进行提炼和估价就更有价值了，整齐包装，官方认可。那些推荐的规则和做法都是由全球范围的证券监管者或环境官员汇编而来的，这些规则和做法提供了一个趋同的焦点。同样重要的是，在一个轻视指导同时又被顾问包围的世界中，他们为官员提供了一种安全的港湾。这不仅需要他们做出选择，而且还要他们捍卫这个选择的优越性。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与多尔夫和萨贝尔所定义的“滚动的最好做法”十分相似。在民主实验主义的文化中，国家通过从其他国家国际行为体借鉴当时最好的做法，以此确保效率和对国际标准的遵从
(48)

 。

批评家谴责政府网络只不过是“清谈馆”，这种观点从根本上低估了这种活动的力量。正如瑞格所解释的：

全球化导致跨国活动的大量增加，这一现象突显了国际层面的立法无效问题。尽管有时不符合习俗，但这里描述的活动都是对填补这一空白所需要之……回应。签订条约的传统方法对于手头工作来说太过迟缓而缺乏效率，而且也太浪费时间。也许没有必要在条约所要求的所有细节上都达成一致，简单而迅速地提供指导可能就足够了
(49)

 。

那么，在上面提到的这些例子中，世界银行提供指导，节约了处理事务的成本，并且提供了安全的享受。这种指导的价值随着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增强而增加，在一个充满了复杂规定和技术管理的世界中，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可能会增强得越来越快。

像世界银行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指导一般是非正式的。正如瑞格的研究所展示的，指导方针可能会“作为建议的基础、对立法或者未来的条约起到启发作用（外国投资指南），或者作为衡量现存法律（金融规范）的标尺，或者是在缺少管理手段时以此作为可接受的一种方法（减少和预防污染手册）。”
(50)

 以沃尔夫冈·莱因尼克（Wolfgang Reinicke）的研究为基础，瑞格自己将他的例子看做早期“公共利益的跨国结构，全球公共政策即由此发端。”
(51)

 这种效果，与许多旨在重新制定国际法来实现全球一致的“更硬的”规定和惯例相比并不逊色，甚至更好。


有根据的分歧

国家间在监管标准、禁令立法或法律学说间都存在分歧，这或是偶然，或是有意为之。这些分歧中的大多数是文化、历史或政治的一种功能性反应，或者只是长期的路径依赖所带来的——就如同某个国家选择了某种打字机键盘，另一个国家选择了另一种，然后这种不同的选择又会必然要求使用不同的打字机、电脑、个人桌面助手等等，但是分歧同样可以是有意识的和有根据的。当一个国家可以选择协调其规则、标准或决定与他国趋同，但它却不这么做时，这是在表达自身民族传统的独特性或者某种强烈的政治偏好。

在司法领域这种现象最为常见。以言论自由为例。与其他国家的宪法相比，美国对言论自由提供了更多的保护。这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是几个世纪以来通过最高法院的判决所形成的。这些判决既是对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解释又与其互为基础。假定有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宪法法官参加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美国法官会意识到他们与其他国家盛行的学说间存在多大的分歧。比如说，他们可能发现，来自其他国家的宪法法官在彼此交流判决意见时，他们事实上都认为毁损贬抑的言论不在言论自由的自由宪法权利之列，而且是被禁止的。

进一步假设，提交给美国最高法院的下一个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案例是关于毁损贬抑言论问题的。在法院看来，法官应公开讨论全球宪法学的主流趋势并宣称根据美国的宪法先例，他们决定继续允许毁损贬抑的言论作为言论自由的必然伴生物，尽管这种伴生物是应受谴责的。美国法官可能以他们是受不同的法律和政治传统约束的法官为根据来证明他们的决定是有道理的。或者，他们可能宣称美国的历史和文化轨迹明显区别于他国以此证明他们对言论自由含义的不同理解是正确的。又或者,他们可能援引美国宪法的特定文本以反驳其他国家的宪法文本。

这些选择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是有根据的分歧，是一个审慎的决定，是面对另一方向的全球趋势时对一条有明确特点的路径的追求。可以想象，同样可能的是即使立法者和管理者意识到他们的法律或规则和其他许多国家间的区别，他们仍然会重视和保留这种差异。这些差别建立在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宗教的或者任何其他独特的民族特性的基础上。重要的是与推动趋同一样的力量——规章出口、技术援助、提取信息、软法律的力量——同样能导致有根据的分歧。他们允许任何国家的部分官员，或国家政府所有的三个部门，审慎地确认它们之间的差异。


遵守的改进

除了加强国家间法律和规章的趋同，政府网络同样改进对国际法的遵守。事实上，垂直政府网络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即借助人际关系以利用国家政府机构的力量，并使之服务于相应的超国家机构。上述方式通过真正的强制性权威进行执法来改善遵守情况——这种权威至少是由特定的国内法院或管理机构行使的。加强遵守的第二种方法是改善政府在遵守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况。水平政府网络提供的培训和技术援助起着双重作用，不仅使外国管理者在执行国内法时成为更好的搭档，而且使他们能更好地履行其国际责任
(52)

 。


执行：利用国家政府机构的权力

加拿大财政部长保罗·马丁（Paul Martin）写了下面的话描述和称赞G20：

G20使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聚一堂，它密切反映了各国政府的财政和货币能力以及国民经济的现实状况。这提供了国际发展的目标和国家机构间的实际联系，这是实现它们的关键
(53)

 。

保罗·马丁将G20与公共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进行了对比，他发现这些公共国际金融机构“仍处于全球经济发展与稳定的中心”
(54)

 。但是，

国际机构单独行动所取得成效是有天然限制的，认识到这点很重要。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它能建议政策——提供财政援助以刺激政府接受它的建议；如果建议不被采纳，它可以收回财政支持。但是行使主权执行这些政策的都是国家政府，因而国家政府必须为这些政策的后果向国民负责
(55)

 。

尽管从未被公开认可，但在构建欧盟法律系统的过程中，也同样运行着这个原则。欧洲法院被授权公布关于欧洲法律的决定，这些决定包括欧盟机构间的权力分配，欧盟和国家机构间的权力分配和在欧盟管辖权限内个人相对于各自政府的权利。但是，直接的执行权并不属于欧洲法院，而是由各国法院来负责的，各国法院保留着执行欧洲法院决议的事实上的最高权力。

第三个利用国家政府权力的例子是各国国会议员通过立法推动环境保护和人权的协调，这在第三章讨论过。在环境和人权方面，采纳国际公约和国际法惯例的演变包含两个步骤的实施过程。国家议会必须首先证明它们国家行政部门达成的决议是正当的。然后，它们决定是否通过特定的执行立法，在这个环节，议会经常失败。与之相反，在跨国政府网络成功协调行动时，其结果往往是产生了过多相似的国内法律,它们能够自动得以执行。

在这些例子中，关键的行为者是民族国家的政府官员。他们行使相同配置的强制与说服的权力以代表在国内制定的跨政府决议。他们能够强制、欺骗、罚款、命令、调解、立法、讨价还价、欺凌或者使用任何其他的方法在政治系统内做成事情。他们不受跨政府层次强制的限制，相反地，他们很可能认为自己在自由而有目的地选择特定的行为进程。然而，不论出于什么理由，决定采取最佳行为模式、以特定方式协调政策、接受超国家特别法庭的决议或者只是简单地加入某个特定议题的新兴的国际共识，政府官员都能够在他们国内权力的权限内执行那个决议。


能力建设

在缺乏足够的物质和人力资源以通过、执行和有效运用法律的国家，建设国家治理的基本能力本身是政府网络重要和珍贵的结果。规章、司法和立法网络都直接参与了能力建设的过程。它们通过培训和技术援助项目直接参与，以向成员提供信息、协调一致的政策解决方法和道德支持的方式间接参与。实际上，政府网络传递给它所有的成员“你不孤单”的信息。当津巴布韦首席法官被围困时，他领悟到了这一点。

对国内治理能力的建设明显改善了遵守国内法律的前景。在遵守国际法方面很可能有同样的影响。亚伯拉姆（Abram）和安东尼娅·查耶斯（Antonia Chayes）已经发展了一套遵守国际规则的“管理理论”。该理论指出，违反国际规则既是由于缺乏执行的能力，也是由于缺乏执行的意愿
(56)

 。他们反对建立以外部制裁威胁为基础的“刑法”式的国际秩序，而是坚持国际体系中的行为者拥有“遵守的倾向。”
(57)

 因此，最大限度地遵守一系列既定国际规则的任务是个管理多于执行的任务，要确保所有各方知道人们对他们的期望，确保他们拥有遵守的能力以及接受必要的援助。

两位查耶斯认为缺乏能力是个关于遵从复杂的国际管理机制的特殊问题，这要求国家不只是克制某些行为——在公海上向船开火或者伤害他国外交官——而是采取积极措施以大幅削减臭氧和碳的排放量，改善健康标准，减少关税、腐败或窃取。这些努力既要求行政资源，也要求信息——信息正是许多政府缺乏和政府网络能帮忙提供的。而且正如罗萨提亚拉提醒我们的，管理理论假定“成功的服从管理表现为合作与互动的过程”，这同样也是政府网络的特征
(58)

 。

罗斯提亚拉回顾了其他几个关于国家为何遵守和不遵守国际法的主流理论——关于跨国法律程序的作用和国际规范或规则合法性的理论——发现它们也预测了政府网络在加强服从方面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59)

 。而且，“通过给观念、技术和程序的输出提供便利条件”，政府网络可以帮助扩展那些“法律范畴之外的合作力量”。这种力量使国家确信遵从特定的法律体制最符合他们的利益
(60)

 。总之，通过驾驭硬权力、建设遵守能力和在全世界传播观念和技术，政府网络很可能以传统的国际机构长久需求和期盼的方式加强国际法的统治。


加强合作

为了理解政府网络的全面影响，必须理解信息革命如何改变了国内政府的本质和政府在国外面对的问题。基欧汉和奈的警告是明智且正确的，他们反对那种认为以资源为基础的传统权利不再重要，技术已经创造了一个美好的新世界，这个世界将按照崭新的政治运行的想法
(61)

 。然而，信息的有效性和廉价正在以某些深刻的方式改变政府工作的方式：占有权力的类型和行使权力的方式。

政府正在学习如何提供有价值的可信的信息，使个人在基本的标准框架内规范自身的行为，而不是决定个人应该如何做，命令他们以某种方式做，然后监督他们是否遵守。贾恩多梅尼戈·马琼（Giandomenico Majone）首先提出将欧盟作为“管理国家”
(62)

 的概念，他认为鉴于直接管理依赖于一系列的命令和控制技术，比如命令和禁令
(63)

 ，信息管理试图通过改变不同政策行为者的动力结构或者通过给他们合适的信息来“间接改变行为”
(64)

 。获得可靠的信息能改变不同行为者的估计和选择。

信息管理是软权力统治。通过改变他人可利用的信息，你使他人相信他们需要的正是你所需要的——这正是软权力的定义。梅乔恩同意基欧汉和奈的观点，但认为关键在于获得信息。因此国家的核心角色就从强制执行者转变为提供者和可用信息质量的保证者。

由于缺乏行使命令和控制权的中央权威，在国际领域中统治必须转变为治理，在这一领域中信息管理大有可为。它同时提供了在无等级制条件下有效行使权力和在一致的基本框架内存在最大限度的多样性的预期。如果政府能够提供信息以帮助人们自我管理，那么政府网络就不仅能够收集和分享提供的信息，也包括被采纳的解决办法。网络可能通过一个秘书处或者新闻机构，在网络内收集和传递信息提供便利条件，以此来提供和保证信息的质量。

政府在国内试验信息管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政府认为问题和背景的变化快于中央权威的反应。他们还寻求赋予公民在提议方面的积极参与权。这些问题需要某种管理，但不一定是正式的法律规则。同样，在今后几十年，为解决许许多多的新旧问题，跨国合作将面对快速变化的环境和令人惊叹的背景变换，同样需要尽可能多的国家内积极的公民参与。政府网络的有效性将加强合作的可能性和质量。

信息管理同时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中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下面将分析来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联合国的例子。欧盟的例子包括水平的管理网络和超国家的新闻机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例子展示了靠提供信息运作来运作的垂直网络，联合国的例子是在集体学习平台中与私人公司交往。


欧洲信息机构

在欧盟内，从直接管理到信息管理的转变是“对有关规范的阐释和应用方式的彻底再思考”
(65)

 的一部分。甚至欧盟委员会也已认识到“立法者阐明规范以及行政官员和法官应用规范”的简单管理模式不足以面对不确定和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尤其是那些涉及风险管理的议题。欧盟的反应被其戏称为“联合管理”—— 下放管理权威以转移更多的权力至欧盟内部成员国的管理者，同时在超国家层次创造新一代专业化的行政机构
(66)

 。

在之前的章节中，有些事例已经说明了国际组织是如何为政府网络的工作提供便利的，它是通过向官员提供能使政府官员网络最有效运作的结构来实现这一便利的
(67)

 。管理权威下放至国家官员，这就更需要确保官员之间最低限度的一致性——因此更体现出网络的价值。这个网络能够、也确实在一个特别的基础上产生，但是负责协调其合作的超国家机构的出现极大地加强了这个网络。因此，在1990年至1997年之间根据这个任务在欧盟层次产生了八个新的机构，“为了建立‘观念共同体’”
(68)

 ，这些机构已经将现存的政府网络延伸至私人行为者的平行网络。创建这些更为广泛的网络已经导致“对有争议政策的更宽泛的所有权”，而且也实现了“更好的遵守，即使在细节规则不具约束力之处。”
(69)



那么，这些行动如何与信息管理相联系呢？为了确保欧盟机构不从相应的国家机构那里夺取太多的权力，“它们的权力被限制且主要作用是收集数据和提供信息。”
(70)

 信息的收集与传播又反过来成为赋予网络生机的力量，有助于确保对解释拥有一定程度的共同理解和一致性的解释
(71)

 。

在这里，可信度背后的联系很有趣。为了有效，欧洲机构必须可信，他们唯有通过尽可能的独立性和追求作为国家当局之间的协调者和诚实的中间人的角色来维护这个性质。同时，国家当局需要建立作为独立的公众管理者的可信度。这意味着信息的三股潜在流向：在特定政府网络的成员之间，由信息机构提供便利条件；由政府网络上传至欧洲层次的决策者；下传至国家公众中有兴趣的成员
(72)

 。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环境合作委员会

可信度建立在专业知识上，但它同样也由于被与更广泛的公众所隔离而有所削弱。这是一直困扰行政法的难题：如何同时确保独立的判断和对合法政治关注的充分考虑。马琼和德乌斯（Dehousse）以欧洲机构为背景提到了这个问题，强调“通过管理过程来整合专家和社会评价”
(73)

 的需要。欧盟委员会赞成，强调将最大范围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弱势群体和无组织者引进这个进程的重要性
(74)

 。

在大洋彼岸，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已经首创了一个新颖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个机制完全建立在通过提供信息来动员公众这一理念的基础上。这正是建立在北美环境合作协议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附带协议）的环境合作委员会的明确责任
(75)

 。在该条款下，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赋予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私人团体向环境保护委员会投诉三国中的任一国未能执行环境法的权力
(76)

 。环境保护委员会的秘书处决定该投诉是否充分可信，以据此为准备“事实记录”提供正当理由。如果秘书处认定其可信，三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合称为委员会）必须投票决定是否继续
(77)

 。

如果这些部长投票授权备案“事实记录”，秘书处不仅能从原告和被告国家那里获得与指控相关的信息，而且能够通过从外部专家那里获取关于指控的强度和性质的信息以完善记录
(78)

 。秘书处和委员会都不能达成关于被告国家是否未能执行其环境法的法律结论；然而，委员会必须投票表决是否接受事实记录并让公众知晓
(79)

 。让公众知晓，可以吸引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执行过程中来；这个记录以及大量的支持性文献成为非政府组织动员国内公众意见以支持更为有力的国内执行的有力武器
(80)

 。

这个过程是新颖的，关于它的运行效果还未明确；很多非政府环境组织追求一种更为传统的拥有“有效力量”的执行模式。这种偏好认为仅限于信息提供的争端解决机制只不过是对真实事物的拙劣模仿，强制执行仍运作得最好。然而，如果官员加大运用信息管理，关键点就变成当争端产生时，将信息散播给尽可能多的相关方。随后，这些信息应当被反馈至政治进程，以改变那些不服从的各方的动机。


联合国全球契约

欧盟向网络管理和信息管理的转变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过程仍在静止的模型中运作。两者都假定实际上经由欧盟机构或经济合作委员会秘书处提供的信息是由无利益关系的一方在一端收集然后提供给在另外一端的利益相关者。这种模式没有考虑到被管理方自身可能是最珍贵的信息源，以及最珍贵的信息在面对不断改变的问题和试验性的解决方法时一直在变动的可能性
(81)

 。

欧盟委员会在确定体制安排的设计和改革中的几个要考虑的关键问题时，间接地提到了这种可能性：首先是“自我反省或者对假设的不断质疑，风险评估等的重要性。”
(82)

 其次是“需要获得一个有关管理过程的有来龙去脉的方法。”
(83)

 最后是“将管理过程视为集体学习过程的观念的效用。”
(84)

 正如欧盟白皮书解释的，“结构的和开放性的信息网络应该能形成一个科学的仲裁者体系以支持欧盟的政策制定。”
(85)

 这种信息网络对变动的环境反应灵敏、适应迅速。即使如此，也是由委员会自身公布由这些网络提供的信息。

正是将管理视为通过对话的高度灵活的集体学习过程的理念使联合国改善全球范围的公司行为的新努力充满活力，这种改善是通过企业与联合国机构和官员的伙伴关系实现的。全球契约将公司、联合国组织、国际劳工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各方联系在一起，以此加强伙伴关系和建立“更具包容性和公正性的全球市场”
(86)

 。用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话来说，它旨在“为实现赋予全球市场以人性化面貌的共同价值与原则”
(87)

 做贡献。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全球契约并不试图提出一套行为模式和监督企业的遵从行为，相反，契约本身并非是一个表示某种遵从的协议，而是提供信息的协议。根据全球契约的一个主要设计者的意思，“该变化模式的核心在于它是个学习的平台。公司提交个案研究，这些个案都是关于将其对全球契约原则的承诺转化为具体企业实践的个案研究。这引起了全球契约各个领域的参与者——联合国、劳工和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对话。”
(88)



继而，人们希望这个对话实现“比任何单方声明所能实现的关于什么是良好行为的更广泛和协商一致的定义”
(89)

 。这些做法确定后，就会与那些说明性的案例研究一起，通过一个“网上知识银行”为全球契约的成员和更大范围的公众所用
(90)

 。

如果全球契约按照设计来运作，它将成为一个运作中的集体学习的模型。“通过对话、透明、宣传和竞争的力量，良好的做法将会帮助破除不良的做法，这正是希望与期待所在。”
(91)

 此处更深层的假设在于简单提供信息将会激发起一个强有力的动力过程。这是通过对话的治理。公布信息会引起反应，要么来自另一个企业，要么来自一个非政府组织；最初的信息发布者可能设法自圆其说，本来试图说服别人，同时却也打开了接受说服之门；多个信息发布者表达他们特殊做法的相对价值将产生良性竞争和有益的新观念。

这种模式一再假定在试图同时满足获利和符合集体共享的目标与价值两方面的要求时，某些做法实际上好于其他做法。事实上学习的观念建立在一个信念上，即这些时常冲突的目标如果有真诚承诺的尝试为支持，就可以一种创新的方式调和。其他解释性的假设虽陈腐但也正确：多种思想好于单一思想，经验是最好的老师。以这些信条和假设为基础，就有希望提供信息并接受辩论、深思和对话将带来珍贵的经验和新的解决方法。

最后，“学习平台”的概念废除了学习过程中的等级制度。专家将他们精心获取与节约的知识传递给大众学习恰是这一观念的对立面，因此超越了欧盟模式。这个过程中的每个参与者承担了同样的教与学的责任。在全球契约中，联合国保留了一个大学中心为辩论提供便利，但实际上并非教导或管理信息的内容和流向。提供便利者最多只是吸取参与者的教训。

如果这整个过程被理解为传统的命令控制管理的替代物，那么最令人震惊的是政府权威的明显缺失和分散。政府不制定规则或监督其执行；它不教也不学。

它做的是创造网络，建设和赋予对话和集体学习的平台以活力。然后它退至幕后，并让该进程自行运作。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新闻机构通过提供信息赋予政治压力集团以权力，一个学习平台——通过信息进行管理，使得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十分不同的关系，这种关系更多的是提供便利而非命令。比如，通过“样板”和“滚动最佳做法规则制订”，管理者能创造“分散型学习的基础结构。”
(92)

 多尔夫（Dorf）和萨贝尔（Sabel）认为样板“能引导我们发现确信的目标，表明指导性的原则和实现这些原则的相关方法。”

最好的做法从不是静止的；相反，它们通过试验不断接受改进。这里的分析模式非常务实，意味着全面接受“非预期结果的普遍性”和“定义那些无法实现的首要原则的不可能性”
(93)

 。按外行人的话说，我们通过实践学习，交流我们在滚动基础上习得的经验。我们必须投入一个激变的信息环境中并且认识到集体不确定性和集体经验之间持续的辩证关系。最后，我们必须依赖自身充沛的力量来学习和自我完善
(94)

 。

个人可以在多个网络甚至社区中组织他们自己，为自己和更大的社会解决问题。这些网络或问题解决团体并不直接与政府或国家联系，但他们仍能收集和积累知识，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制定调节他们行为的规范。这种活动的重要性在日益增加，正是因为规则制定与运用之间的传统分离正在被技术所破除，这种发展破坏“有关实践经验的共享知识基础。”
(95)

 相反，公众和私人行为体正聚在一起发展“复杂情况下的决策”的新方式
(96)

 。

在这些国内和跨国的多重平行网络中的参与者，面对不断出现的问题，要求获得关于彼此和其他网络中地位相同者的知识。他们处于“永久的多头政治的失衡中，”他们试图通过解决问题和收集共享知识来克服这种状态
(97)

 。国家的功能是管理这些进程而不是直接管理这些行为。国家帮助必须授权公民在自己的结构中解决自己问题的权力，为直接而审慎的对话提供便利条件，并使其不断丰富。国家还必须同时设置规范和执行机制，确保在每个网络中都有与效果相符的最大限度的参与
(98)

 。

这些观念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民主概念，这正是自治的真正含义。它是有关政府的水平概念，是建立在迅速发展的私人管理机制的经验事实上的。在这个机制中，国内和跨国社会中的个人、团体和企业实体制定他们准备赖以为生的规则、规范和原则。在这个构想中，不确定和非预期的结果是生活的现实，个人无需面对更高权威就能面对这些事实。他们自身和彼此之间拥有必要的资源。他们只需授权以利用这些资源。


2.政府网络能做什么

在这一部分，我转向世界可能的样子，想象了一个美好的新世界，或者至少是新世界的希望，假定各地的国家元首、首相、管理者、法官、立法者、专家和学者都将政府网络视为济世良方而非一个描述性的构想，积极地去创造和利用其作为全球治理的工具。假定现在的参与者和新网络对他们在更大的世界秩序结构中的作用有更强的自觉意识。

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政府网络不仅产生整合和有根据的分歧，改善对国际规则的遵从以及通过信息管理加强国际合作，它们同样进行自我管理，它们有意识地改善当前的和潜在的成员的管理表现；创造全体成员进行多边讨论和辩论的平台；创造机会使冲突成为积极而非消极的力量。


促使和实施对网络规范的遵守

政府网络一个最有希望的方面是它们自我管理的能力和对其成员进行社会化和支持的能力。它们目前存在的目的在于帮助其成员——管理者、法官和立法者获得所需信息和新观念，为执行过程和争端解决中的合作提供便利条件和提供协调法律和规章的平台。然而，在管理自身方面，它们能够通过发展以加强国内治理为目的的“网络规范”，它们能够变得有效得多。它们在逐步灌输和支持诚实、正直、独立和负责的规范以及支持面对国内抵制的成员执行这些规范方面尤其能有更多作为。


自我管理的倾向

政府网络拥有很强的导向自我管理的特殊性质。首先，它们是信息管道，不仅是关于管理、判决和立法，而且管理作为其成员的管理者、法官和立法者。这意味着，正如第一章讨论的，它们能成为“声望的传信人”——它们能传播关于特定成员行为的报告并创造它们起作用的环境。梅乔恩认为网络中每个成员的可信度都可以得到加强，因为每个成员必须在网络中维护其声望，而这只能通过遵守共同规范实现。外部观察家理解这些压力如何使这些行为变得符合规范，因此赋予网络参与者更大的合法性
(99)

 。

同样，阿米泰·阿维拉姆（Amitai Aviram）也已界定了私人网络——企业和个体户——中那些使声望变得很重要的一系列特征
(100)

 。一个网络的其他成员会知道某个特定成员是否违背了其承诺；他们可以选择将其生意转向另一个网络成员；违约成员会被一个中心“控制机制”制裁；在极端例子中，违约成员会被逐出网络
(101)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特征依赖于市场的匿名制——只要有货供应，买家可转向另一个卖家；只要价格公道，一个卖家可以转向另一个买家。而且，排斥在一个商业网络之外意味着其丧失了经济机会。

相反，在政府网络中，尽管成员能很快知道其他成员在能力和可信度方面的声誉，名声不良带来社会和职业耻辱而非直接的制裁。至少在信息及和谐化网络中，一个成员如何将其生意转移到另一个拥有更好声望的成员，这点还不是很明确。在执行网络中，一国的政府官员很可能由于另一国政府官员的不良名声而决定不与其进行执法合作，但经常是存在腐败或失效政府的国家最需要支持，以使全球执行努力变得可信。

另一方面，就私人网络而言，网络成员很可能决定阻止那些被发现违反网络规则的成员接触由网络收集的重要信息。更进一步，由网络成员中的一部分人所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完成在共同问题上的相互协调和发展出一套最优秀的做法，良好的声望能成为被选入委员会中服务的重要标准。而且如果存在一个中心“控制机制”的话，比如新闻机构，它可以暂停对违反网络规则的成员的服务。

但是这些规则该是什么样的呢？政府网络如何在进行自我管理的同时也加强世界秩序呢？它们可将自身建构为致力于特定现实活动的网络，同时也可以作为那些致力于维护他们职业规范和理想者的管理者、法官、立法者，甚至是国家元首和部长的职业协会。他们可以将治理打造为职业概念，即通过立法、管理、执行、提供服务和争端解决。就像律师的律师协会和医生的医疗协会，法官、立法者或管理者的网络会特别关注实际知识和信息交换，并且会成为职业道德教育与执行的信息来源。

一些政府会逐渐向其成员灌输普遍的职业规范，这并不难想象。比如说诚实。他们能够宣誓遵从清廉政府的国际标准，正如经合组织反贿赂公约提倡的，这个公约已被35个国家签署批准
(102)

 。他们能够同意接受非政府组织的持续监督，比如透明国际。第二个普遍的规范是可以不考虑家庭联系和社会地位，对所有公民平等对待。第三个是职业忠诚的概念，要求法官和管理者相对政治进程拥有一定程度的独立，以及立法者对选举机器的独立。

事实上，这些是所有国家的公共服务的普遍理想；政府的每个分支也将制定更具针对性的职业标准，以符合从证券到环境的不同主题的判决、立法和管理。事实上，在一些例子中，这些标准已经存在，比如联合国司法独立基本原则和联合国律师作用基本原则，这两个原则由国际法官委员会监督
(103)

 。单个政府网络可以将这些规范作为职业标准加以颁布，并确保维护规范和违反规范所带来的不同声誉都会产生真实的效果，或者失去成员身份所带来的利益，或者在网络事务中声名扫地。更好的是，如下一部分讨论的，网络成员能通过职业社会化的普遍进程使这些标准深植于其成员的思想中。


社会化

社会化是个复杂多变的现象，其内涵丰富到足以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学学科。但对于我们而言，一个外行人的定义已足够。一个社会化的个人可能会强烈地想得到某物，但如果这么做会违反主流的社会规范或辱没社会声誉，他将不会这么做。或者，社会化可能强烈到直接制约个人利益与身份。但是，在上述例子中，它的影响很可能是未被觉察的
(104)

 。

社会化可以在政府网络中以多种方式进行
(105)

 。其中最有趣的现象就是通过较小的内部联系密切的团体来促进对于集体制定的规则的遵守
(106)

 。很多法学专家在国内背景下界定了这种现象——最著名的是罗伯特·埃里克森（Robert Ellickson）的《无法律的秩序》一书
(107)

 。养羊户、珠宝商和相扑摔跤手都能够在任何正式的法律框架外建立和执行一套集体的规范
(108)

 。

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将这种现象的逻辑界定为集体行动逻辑的一部分。小型团体尤其善于克服集体行为的问题，因为提供集体物品的利益很可能超过其代价，因为他们能够利用“社会压力和社会动力”以促使遵守他们采用的任何规范
(109)

 。园艺俱乐部、慈善委员会和其他组织的任何成员可以证明这些力量的权力。而且，这些动力在他们是可选择的时候最为有力——不顺从的个体遭到排斥，合作者被邀请参加这个迷人的小团体的中心
(110)

 。

这种类型的动力主要在足够小的团体中运行，在小团体中，成员能彼此认识并且可以面对面交流
(111)

 。当组织在价值上相对同质时，这些动力就变得更为强大
(112)

 。相较于团体规模，埃里克森较多关注团结程度，他预测“严密的组织”会更遵守规范，会从组织整体的最大利益出发采取行动
(113)

 。这些团体的成员可能仅仅是出于自身利益采取行动，他们希望成为组织的一员，担心因为偏离而被驱逐，期待因遵守而受赞扬。或者像主流社会化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成员将组织规范内化
(114)

 。

“许多国际政府网络具有某些描述性特点，它们被界定为组织团结度的关键：重复的经常性的交往，分享的价值，小规模，非正式制裁或奖励的机会。”
(115)

 因此，按照蒂莫西·吴（Timothy Wu）的话，他们有创造“无国际法的秩序”的潜力
(116)

 。在自觉考虑其与他国政府官员会面时，许多网络成员强调个人关系、建立互信和共同的事业感以及意识到彼此的行为和定期会面的价值。

按这种方式运作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巴塞尔委员会，它有意保持其成员资格的小范围和选择性。创建它的央行行长们特别规定在于每个成员派驻的代表不能超过两个——央行行长承担国际汇兑和合适的银行业管理者的责任
(117)

 。他们对于维护世界银行系统稳定的必要性和维护其稳定的办法有着高度一致的信念。他们一年在巴塞尔委员会会面四次。除了能自由施加的相互监督和同行间的压力，他们没有办法使协定真正具有约束力
(118)

 。

其他网络或者小到可以按照此种方式运作，或者在它们内部包含多个次组织。比如说，国际证监会组织的成员资格是开放的。但是作出关键决定的主席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只有19人组成
(119)

 。另一方面，尽管巴塞尔委员会严格限制完全成员资格，但他们也邀请非成员国的央行行长通过更大范围的半年一次的会晤和持续的接触参与集体讨论
(120)

 。像二十国集团这样的集团，在其成员削减为20个国家前曾从22个变到34个，如果他们能够定期举行结构化的会面，他们的规模也足以对其成员进行社会化。


选择性的成员资格

商业网络和小型组织都依赖排斥权来强制遵守那些由他们自己制定的规范。阿维拉姆指出“被一个商业网络排除在外可能导致被整个生意链所排斥；这是非常有力的制裁，在效果上可与政府的制裁匹敌。”
(121)

 但是，他进一步注意到，暂停可能比排斥更加有效，因为它能避免使被排斥者认为他们没什么好再损失的情况
(122)

 。相似地，正如刚刚提到的，通过小型组织进行社会化的文献强调选择的价值，允许“排除”违规者。

在政府网络中，像这样的排斥甚至中止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效果，原因很简单，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不大愿意彼此谴责。在传统的国际机构中存在大量这种现象；这正是很难动员国际机制谴责其成员行为的原因。主权尊重、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互惠主义和害怕报复的原则都妨碍了谴责与制裁。国家对于在国际法律平台上起诉另一国犹豫不决，即使这平台是为审理和解决国家间纠纷特意设立的
(123)

 。政府网络要义的一部分就是要脱离传统外交的仪式和礼节，转向对于共同职业利益和标准的认知。即使如此，也很难想象一组管理者、法官和立法者出于腐败、偏见或单纯的能力不足而随随便便开除某个成员。

一个更有希望的策略是将政府网络视为其成员地位的来源，意味着被吸收为成员的前景所鼓舞，潜在成员会调节自己的行为。在任何特定机制或俱乐部中认定成员身份的权力都是个有力的武器。比如，要加入欧盟的国家，面临一系列的要求，包括特定类别的市场监管或解除监管，包括保护少数族裔在内的人权维护系统。经合组织、北约、欧洲理事会，非统组织和美洲国家组织都强制实施了日益严格的成员资格要求。甚至英联邦规定了喀麦隆必须满足特定的人权标准才能成为其成员，被允许“加入英联邦”构成了对政府的一种“含蓄的认可”
(124)

 。

事实上，亚伯拉姆和安东尼娅·查耶斯认为政府积极寻求加入限制其行动自由的国际监管机制是地位的象征。为了维护这个地位，政府会努力保持其作为成员的良好名声
(125)

 。两位查耶斯所描述的国际监管机制是由单一国家组成的、以条约为基础的机制。然而，这种观点的逻辑在政府官员个人层次上运用得更为有力，因为官员个人是直接接受被给予的好处者
(126)

 。

考虑以下的例子。现在的二十国集团由最初的22国迅速扩展为33国，因为许多国家都坚持他们的部长应包括在内。但它最终还是削减为20个国家
(127)

 。俄罗斯努力加入七国集团，使它成为八国集团，但是在正式的G8会议以外，财长们仍然在G7中会面
(128)

 。看起来国家对于声望的普遍渴望正在推动特定部长参加这些组织，但是部长个人加入组织的渴望同样会让他们施压于政府。在其中任何一个例子中，如果成为成员的任何一个条件表明作为准成员的他或她——管理者、法官、立法者——满足特定的行为标准，那么这些个人将会获得满足这些标准的强大动力，政府作为整体也会有帮助他们的动力，至少不会加以阻止。

在其他网络中，在被告诫要遵守网络规范的同时，自动获准进入现存系统。美洲高等法院组织强烈支持其成员间的司法独立规范。英联邦地方法官和法官协会同样支持司法独立，为成员提供道德支持和得到集体认可的职业规范的范例。在英联邦中支持司法独立的努力，尤其是在某些成员国中面对行政干涉时，协会颁布关于议会至上和司法独立的拉蒂默·豪斯准则
(129)

 。霍威尔勋爵同样指出通过榜样的力量传递善治的实践
(130)

 。但很遗憾，大家都知道这并不容易。

然而，再一次假定要想获准进入立法者、管理者和法官的队伍就不得不满足特定的标准。如果他们不能立即实现，那么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能成为候选成员，如欧盟候选成员或北约的合作伙伴。其他网络成员可以作为训练者和监督者来帮助政府官员个人改善其在工作中的表现。甚至在某些场合，网络成员的出席本身就可以起到帮助作用。法官理查德·戈德斯通（Richard Goldstone）详细描述了在种族隔离制下的南非法官在审判时，如果有美国律师协会的观察员在场，会更倾向于宣称其对政府的独立性
(131)

 。

进一步说，如果国家不得不经受这些考验以使其官员进入这些网络，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尊重这些义务，因为这些义务的实现需要官员在其成员期内自觉符合规范。网络也能够发展纪律体系，当有严重明显的违规时，纪律体系可以中止其成员资格。然而，这个系统只有在通过地位以及提供的服务所表明的成员价值已经清楚时，才会产生影响。

通过有选择性的进入和政府网络成员个人的纪律来促使对善治规范的遵守，这样做的主要优点是不管其他政府机构如何作为，只是锁定特定政府机构，对其进行改革或强化管理。这种目标性权力的运用产生帮助过渡政府稳定和民主化的可能性，这通过提供鼓励和向一些特定的机构施压，比如特殊的管理机构或行政机构，同时支持其他机构，比如法院来实现。这避免了将整个国家贴上“自由”或“不自由”，“民主”或“不民主”，甚至“无赖”或“社会的遗弃者”之类标签的有害难题。许多公民组成一个国家，许多机构组成一个政府。所有人都渴望进入，不喜欢被排斥，如果环境证明其恰当，每个人都能够单独感受这种权力。


复杂问题的合理解决办法

作为全球治理机制而自觉形成的政府网络可以逐渐灌输讨论的习惯，使其作为集体决策过程的一部分。网络通过前面刚讨论过的机制来执行网络规范，这将为在许多问题上产生合理的共识创造有利条件。相比以利益为基础讨价还价产生的结果，这个过程将产生更优质的决定，将带来对主流政治、经济和社会规范的遵守，或者对最强大的某个国家或某些国家意志的顺从。

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认为任何人类团体至少有六个理由需要“在作出集体决策前对事情进行讨论。”
(132)

 为了解释他的理由，他认为在团体决策背景下的讨论是允许所有人都参与的：（1）以更多的关于彼此偏好和不同决定的可能结果信息为基础做出决定；（2）集中大家的智慧来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通力攻关以得到组织内任何单个成员无法单独获得的解决之道；（3）确保考虑中的所有解决办法能够满足公众关于在私人利益方面的基本标准
(133)

 ；（4）使团体成员“接受”最终采纳的解决办法；（5）刺激公众参与和激发团体成员的公民美德；（6）以每个成员内在的人类能力来“比较和评估不同理由”
(134)

 ，这本身会使决定有更多的合法性
(135)

 。

费伦并未宣称每次讨论都会导致这些结果。相反地，他审慎地界定了很多基础条件。比如，在讨论中一个团体的成员只可能在认定自己与团体中的成员的利益是大致趋同的、或者至少是不冲突的情况下，才会泄露关于各自偏好的私人信息
(136)

 。只有在讨论的问题足够复杂，运用集体的知识与创造力才可能产生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时，团体讨论才能克服个人的“有限理性”。相似地，与别的方法相比，讨论能导致更具公共精神的解决办法。但这一声称假定“参与讨论的人们有动力、或者能被激励而产生这样的动力，而不显现自私或自利。”
(137)

 最后，讨论有助于使决定合法化，这最终依赖两个假设：平均而言，共识比异议更易出现；总的文化或背景是“人们将公平的程序与表达意见的机会相联系。”
(138)



如果我们假定政府网络由专业协会组成，所涉及的专业包括判决、立法、制定和执行规章；假定成员赞成关于专业能力和道德的基本标准；不接纳不满足标准的官员，继而就能获得适合进行富有成果的讨论所特需的环境。开始，我们可以假定成员的利益足够趋同，他们会表现出他们事实上的偏好，同时共享信息，这些信息是关于背景或者对正在讨论的问题做出不同选择的结果。我们还可以假定他们聚在一起努力克服极端复杂的问题。

更进一步，职业特性的共同核心应该能激发政府网络的成员在其职业同僚前不要公开表现自私或自利。比如，想象一下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和欧洲法院的法官会面讨论跨大西洋的司法团结问题。很难想象任何一边的法官会像费伦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在乎其他人得到什么，我们只是想要自己能够获得更多。”
(139)

 最后，尽管政府网络的参与者来自许多不同的文化，他们信奉关于政府合法性来源的不同假设。在一个以公共治理为基础的环境下，程序公平就必须包含听证的机会，这种假定是合理的。

如果说费伦支持讨论的话，德国社会学家托马斯·里瑟（Thomas Risse）则建议辩论。“让我们辩论吧”是他一篇文章的标题，其中他将辩论视为“追求真理”的方式，认为应该允许国际领域中的行为者如在国内事务中一般，通过“交往行动”获得期望的结果
(140)

 。不同于最低限度的共性解决办法，其中所有各方计算自身利益和如何在特定协商中最有效地追求自身利益。也不同于一个规范驱动的结果，在一个由给定的规则或规范所决定的特定环境中，所有各方指出什么是合适的行为，但审慎的思考和辩论催生了这样一种可能，即以新信息、新观念和新思想为基础，一方或多方将被说服区别界定其利益或者以不同方式追求其利益
(141)

 。

想象一下一群十几岁的青年人，其中最年长和最世故的成员点了一支烟并将她的烟盒传递给其他成员。如果其他青年是遵循“后果逻辑”的“理性计算者”，那么每个人都应考虑将来死掉的风险是否比现在装酷的好处来得大
(142)

 。如果其他青年是遵循“适当逻辑”的社会化的行为者，他们做决定的方式将取决于主导的社会规范——以著名模特将香烟夹在耳朵后为特点的广告是否已经逆转了“骆驼老乔”（Joe Camel）（译者注——Joe Camel是R·J·雷诺公司骆驼牌香烟在1988年创造的代表其品牌的卡通人物）的潮流趋势
(143)

 。然而根据里瑟的观点，如果年轻人是“理性的人”，他们将会追求“辩论的逻辑，”
(144)

 借此寻求“基于合理共识上的互相理解。”
(145)

 他们将集体讨论团体中每个成员所知道的关于吸烟长期危害的内容，也许包括死于癌症的亲戚或者朋友的例子；他们将援引吸烟或者不吸烟的名人榜样之例；他们将争论什么是酷或不酷。

当不同成员强烈表达冲突的观点时，辩论可能升级，但在这种模型中，结果将反映最终拥有最多支持理由的论点之立场。因此，在支持吸烟的一方中，一些名人仍在吸烟，而且一些人仍认为这很酷。在反对吸烟的一方中，吸烟引发癌症；很多名人不吸烟；吸烟又臭又脏，让人看起来很沉默。合理的共识是什么呢？不要吸烟。

里瑟认为“以高度密集的非正式交流为特点的、非等级制和网络状的国际组织”最可能产生合理的共识
(146)

 。情境同样重要，这些网络中的参与者对自身的利益不确定或者相对而言，对面临的问题视而不见
(147)

 。回头去想想那些宪法法官，他们交流判决决定，辩论解决他们都要面对的、以各种形式存在的人权问题的不同办法，或者是那些试图发展一套核心原则的财政部长，他们在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结束后指导重建破碎的国家金融系统，或者是国际环境遵守与执法网络（INECE）中的环境管理者，他们试图寻找共同的政策以解决共同的环境问题
(148)

 。讨论和辩论可能引出的信息、建议的解决办法和竞争性的正当理由，这些有助于产生合理的和合法的共识，这些都可看作是背景。

也有物质力量的区别被最小化的环境
(149)

 。无论是谁制造了它，这个世界的理想版本是“更好的辩论”盛行的世界。在现实中，这样的理想至少是难以捉摸的。权力的区别几乎总是在某些层次上很重要。然而，正如加拿大和南非宪法法院被证明在很多人权议题上比美国最高法院更有影响力，比起辩论本身的价值，寻求解决办法的官员可能较少关注一场辩论的来源。

传统上强有力的行为者可能发现他们自身竟为这种动力所震惊、所诱骗。他们可能一开始打算利用华丽的辞藻劝说他人遵循他们想要的进程，而对改变自身观点无动于衷。然而，初级心理学教导那些试图劝服他人的人，只有当他们同样愿意为倾听者的立场所劝服时，他们的劝说才是最有效的。采取这样一种心理学的态度，即使是有意识地设计一个计谋，也能保持思想和倾听的开放。

里瑟提供了人权领域的大量例子，那些试图否认滥用人权的强势官员已经通过与人权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广泛对话逐渐转变立场，使这些组织从宣称接受人权规范逐渐转变为真正的接受
(150)

 。在许多政府网络中，关于职业规范的接受，也有同样的动力在运作。

对于拉尼·久尼耶（Lani Guinier）这样的学者，这种双向交流的潜力在于其“平易近人的权力（power with）”而非“高高在上的权力（power over）”的本质；这种权力模型拥有巨大的创造性的合作与增长潜力
(151)

 。从“高高在上的权力”到“平易近人的权力”正是从等级制到网络，从硬权力到软权力的转变。久尼耶的理想是在努力解决共同问题时，各方无需找到以先前存在的权力分配为基础的解决办法，但是能找到给予所有各方新权力的解决办法。

这种权力最后一个重要的维度在于其动力。哈金（Harking）支持通过不断的试验和结果评估接受不确定性的概念。显然，“最优实践的滚动模式”的固定和非正式性加强了他们的说服力。结果几乎很少是长久且固定的；相反，它们作为最新最优的答案而被展现和讨论。因此，政策制定者、管理者或法官的网络变为“交往行动”的滚动论坛，这个平台产生具有说服力的观念和原型，直到出现一个更好的观念。

所有这些对世界秩序意味着什么呢? 鼓励甚至要求在所有决定做出之前进行多边讨论的政府网络可能产生更具创造性、更合理和更合法的办法以解决成员面对的很多问题。很多问题不适于在这些平台中解决：比如事关国家的核心安全利益的问题，或触及极具国内政治敏感性的议题。然而，其他问题却适于在这些平台中解决：这些问题范围很广，从如何最好地平衡自由和秩序之间在宪法需求上的竞争；如何管理网上证券交易；到如何协调反恐立法在使漏洞最小化的同时保证国家自治最大化，还有其他许多问题。在这些例子中，没有一个解决办法能被证明对所有国家都是“最好的”，但是可以确定一系列所偏好的可能性。即使在那些竞争性的利益过于强大而不能产生一个合理结果的例子中，现在的冲突也可以被转化成未来妥协的原料。


利用冲突的积极力量

在政府网络中，冲突——意味着非强制性的利益冲突——并不必然导致分离或者对持久、明确的主导地位的争夺。相反地，它能成为增加信任并最终导向合作的引擎。这是积极的冲突。说它积极，并不是指它可爱或令人愉快；它仍然是冲突。但是，政府网络将自身自觉构建为全球治理机制，它通过社会化和选择性的成员资格来劝诱和迫使成员遵守有关良好治理的规范，特别是对网络而言，并且强制性地要求将集体讨论作为决策过程的一部分。因此，从长期来看，冲突的效果是积极的，有助于加强作为世界秩序结构的网络本身。

积极冲突的确切含义看起来似乎是个矛盾修饰法，但是很多国内社会的冲突被视为积极改变的发动机、以竞争的形式促进经济增长的引擎和政治的生命线。相反，国际领域的冲突却令人担忧。因为无论距离多远，它都有可能升级为军事冲突，而且在零和世界中，冲突会减少整体福利。因此，国家间的冲突传统上一直是人们力图避免、缓和和解决的问题。

那么，这里就出现了自相矛盾。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写到“社会冲突是民主市场社会的中流砥柱”，强调德国社会学家海尔穆特·杜比（Helmut Dubie）所阐释的观点：“社会冲突本身产生使那些现代民主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珍贵纽带，供给他们所需的力量和团结。”
(152)

 回顾长期以来有关这个观点的学术史，赫希曼认为正是由于它这种自相矛盾的力量，在从政治哲学到发展研究的学术著作中，它都“以相当大的规律性得到了重新创造。”
(153)



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日常生活中。家庭成员之间的争吵经常比朋友间的争论尖锐，这是因为前者间的关系亲密，因而理所当然地较少有出现严重后果的可能性。同样的自相矛盾产生了。在下面这些人中，冲突可能是最紧张的：他们关系最亲密，有缓和打击的多种渠道，以及那些关系最远，没有任何其他附属联系甚至保证彼此不会再见面的人。处于分配中心的是那些有些许联系的人，这些行为者最可能试图避免冲突和不可调和的危险。

然而，即使冲突是积极的，它也极具消极性。它能够加深和改善社会和政治关系，也能摧毁他们。因此，正如赫希曼表述的，这项工作就不只是对积极冲突现象的界定，而是去了解在何种条件下冲突更可能扮演“黏胶而非溶剂”的角色
(154)

 。他声称在“在多元的市场社会”中学会“费力应付”冲突的“日常食谱”可能更富有成效
(155)

 。依照他的观点，这些社会典型的冲突有三个基本特征：

·冲突经常发生，形态各异。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可分型的，因而能进行妥协和讨价还价。

·作为以上两个特征的结果，所达成的妥协绝不产生这样的观念或假象：即它代表确定的解决办法
(156)

 。

“可分类型”的冲突指的是冲突本质上是可分配的，与作为以敌对种族、语言或宗教为界线而分裂的社会的特征，即不可分的“二选一”的冲突相比，这种冲突是关于某物“得多得少的冲突。”
(157)



政府网络中可见的冲突类型大致符合“可分的”描述。比如，考虑到在第二章中所描述的，国家法院之间以及国家法院和超国家法院之间的各类冲突。来自不同国家的法院关于哪个法院在跨国争端上拥有审判权或应该运用哪套法律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惯常的解决办法是允许两个法院在有争议的一些或所有问题上都可以提出诉讼并且允许诉讼当事人进行竞争性的判决。欧洲国家法院和欧洲法院之间则采用另一种方式，即根据在一段时间内或一系列问题上哪一方更加坚定，权力平衡不断变化。在这两种情境中，对双方关系最恰当的描述是一场持久的拔河比赛而不是寻求确定的解决办法。

举一个监管领域中典型的例子，美欧管理者之间的冲突经常成为报纸的头条消息。在关于是否赞成霍尼韦尔和通用电器公司合并的斗争中，美国同意合并而欧盟委员会否决了合并，这将反垄断监管者直接置于不和中。然而，正如《纽约时报》在关于这个案例的社论中指出的，冲突的凸显不应该掩盖欧盟和美国反垄断监管者之间令人瞩目的“在监管方面合作关系的记录。”
(158)

 在任何一个领域中，冲突都不意味着相互间关系的更大分裂，即使是在那些因少有实质性结果而显得更加糟糕的合作中也不例外。

尽管这种实证例子很多，但大多是轶事式的。我们需要更多系统的研究，但我们希望找到关于政府网络中积极冲突占优势地位的实证，这正是因为首先使这些网络运作的前提条件。正如在第一章讨论过的，网络关系依赖“声望、信任、互惠和相互依赖”
(159)

 。可以将积极冲突理解为这些特征的必然结果。如果将和谐界定为没有冲突，信任、相互依赖和互惠并不能保证和谐，但是它们能为合作提供便利条件，意味着以积极的方式解决冲突
(160)

 。相互调整不会自发发生；它是冲突的结果。因此，对于具备这些特点的、某种形式的管理、网络而言，假定所有的冲突都是积极冲突是合理的。

但是将冲突视为积极的，这事实上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如何理解，至少从长期看，冲突是团结的力量而非分裂的力量？此处运用美国法律中法律过程学派的深刻见解是很有帮助的
(161)

 。该学派强调法律过程，而非由该过程产生的决定和规则，它更多的是将法律视为管理冲突而不是解决冲突的工具。

将法律过程学派的一些准则投射到国际领域，亚伯拉姆和安东尼娅·查耶斯将对国际监管协议的遵守行为描述为一个“管理”问题的过程，这些问题是那些尽管困难重重仍然设法遵守义务的国家所要面对的
(162)

 。如果法律能成功管理冲突，那么重复的冲突应该能实际上加强法律秩序。每次管理冲突的过程都将建立强有力的跨国联系，它产生的原则将发展成熟为法律
(163)

 。

下一步是如罗伯特·卡夫尔（Robert Cover）的概念“法律产生过程”所描述的
(164)

 。相同或连续行为者之间的反复冲突的过程产生了诸多程序和大量的原则，通过学习过程和实用主义的经验建设规律，他们承担起作为先例的角色。随着日益改良，这些程序和原则越来越可能以非正式和日益正式的方式编成法典。事实上，哈罗德·高（Harold Koh）在他的跨国法律程序概念中涉及了很多这些特征，尽管他并没有特别指出使它发挥作用的条件
(165)

 。

跨国政府网络中积极冲突的最后一个维度是冲突产生信息的力量。来自不同国家的、负责监管的官员发生冲突常常是由于不能充分理解限制管理者操作的政治约束。因此，打个比方，在欧盟和美国之间关于香蕉或用激素处理过的牛肉的斗争中，处于冲突前沿的贸易官员在可用的法律规则或最适合的行为进程方面可能经常意见一致。但是，他们的观点很可能在国内政治进程中被强大的国内利益集团否认。在这种背景下，一场公共冲突能使争端各方的立场清楚，让各方更好地理解在严格的监管领域中运用策略的事实空间有多大。这种意见的公开表达能有助于监管者加深对处于与他们同样位置的人的理解。这些人的行为充满诚意，但往往处于超越他们控制能力的限制之下。

将冲突理解为积极力量并不意味着它不应得到解决。相反，解决冲突的过程产生冲突的积极效果。对冲突的这种理解的真正意义在于不应将冲突作为一种危险的国家关系加以避免或压制。必须认识到，在一个分解的世界秩序中，尽管对冲突的这种认知会引起与之相伴的困难和不快，冲突仍被视为跨政府关系不可避免的和自然的部分。没有它，就不可能有追求共同目标时作为双向调节过程的合作。


3.结　论

政府网络如何为世界秩序做出贡献？它们如何使合作充分制度化，以及如何使冲突得到有效抑制，从而使所有国家及其人民都能得到更持久的和平与繁荣，都能掌握对地球的更多管理权，都能拥有最低标准的人类尊严？有很多现实和潜在的方式。

政府网络以多种方式推动国家法律、规章和机构的趋同，从而为人员、货物和金钱的跨境流动提供便利；确保高水平的且日益一致的对合法权利的保护；保证观念和共同治理路径的跨境影响。在某些例子中，那种影响进而会造成不同标准间的竞争。它同样使有根据的分歧成为可能，因为尽管面对相互补偿的全球趋势，国家的监管者、立法者和法官还是故意宣布和保持国家的法律、规则、原则或传统。

同时，政府网络还通过垂直的执行和信息网络，以及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国家建设治理能力的方法加强对国际规则和规范的遵守。这些国际规则和规范本身是为达成服务于全人类和人类所居住的这个星球的目标而进行的努力；政府网络允许它们直接渗入国内政治范围。最后，政府网络使来自所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政府官员能够通过信息进行管理，使国家能采取合作性的管理办法，这些办法更适合快速变化的问题和将解决办法分散化的需要。通过提供给他们自助所需要的、来自全球或地区数据库的信息，政府网络授权国家政府官员赋予他们为之服务的人民以权力。

如果我们支持把政府网络作为新的世界秩序结构，它与传统的国际机构共存甚至身在其中，那么政府网络会更加有效。他们能变成自我管理的网络，每一个都有诱导和迫使其成员按照“网络规范”表现的任务，这些网络规范反映了法官、监管者、立法者、部长和国家元首职业正直性和能力的最高标准。网络能创造供声望发挥作用的环境；它们能根据遵守规范的良好名声，决定最初的和接下来的成员资格。

同时，这些网络被设计为兼做政府官员的职业协会，将支持处于压力下的成员背离政府其他部门的规范，比如说努力抵制来自行政部门压力的法院和立法机构。或者，在冲突后的重建中，这些网络能帮助重建国家的机构，不仅是通过技术援助与培训，而且通过持续参与由拥有强烈职业规范的、同类政府专家组成的网络——法官帮助法官，立法者帮助立法者，监管者帮助监管者。至少出于某些目的，将国家视为不同政府机构的集合并援助他们，同样有助于防止给他们贴上不正确的和可能不公平的标签，比如非自由、无赖、被遗弃者和失败者。应被贴上这些标签的是做决策的特定政府官员和机构，而不是整个国家。

最后，被设计为全球治理结构的政府网络会利用讨论、辩论和激烈冲突的力量。在一个成员间已取得一定程度职业同质性的政府网络中，成员间至少应该有充分的信任和信心就潜在的共同利益问题相互交流，借此从作为集体决策过程组成部分的、热烈的讨论和辩论成果中有所收获。在这些情况下的讨论使决策者能利用的信息量最大化，比起一个成员单独行动，能产生新的和更好的解决办法，改进执行这些决定的合法性和可能性。进而，即使讨论延长了冲突，经过一段时间，妥协的结果或带有分歧的决定将会成为更多信任的引擎。

政府网络同时使用硬权力和软权力。它们能够产生国家官员的强制力，但是它们同样通过信息、社会化、说服、讨论和辩论而运作。和许多政府官员一样，政府网络有很多自行支配的权力，它们拥有比许多国际机构还要多的权力。尽管有更传统的权力、文化或意识形态关系强加的分歧，政府网络也能够深入到所有国家机构中，以此自我激励和推动。

然而，现在这种秩序仍旧缺失的是规范。没有规范的权力既危险又无用。危险是因为有滥用权力的风险。无用是因为缺乏目的。两者的解决办法是利用权力并通过规范对它予以制约。由正式的国际法和国际机构建立的国际秩序按照规范进行运转。这些规范通过书面文本和正式宣言得以建立和宣布。

全球政府网络的非正式秩序主要在没有规范的情况下运转，或者说至少没有明确的规范。对很多人来说，它同样显得像一个秘密的、专家治理的、不负责的和排外的秩序。政府网络运用的权力越多，越有效，它们的缺陷也越令人担忧。我们现在转向网络化世界秩序的阴暗一面，或者至少是被认为的阴暗一面，并且找到可能的解决办法。

【注释】




(1)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Policy Advisory Committee to the Attorney General and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for Antitrust，Final Report（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0），19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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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一种公正的世界秩序

只有政府才具有由政治责任所授予的政治批准的权力。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国际官僚组织都不能代替政府。处理由全球化所引起的最为复杂的挑战，要求各主权国家的代表直接负起责任。

——保罗·马丁（Paul Martin），加拿大总理，前加拿大财政部长兼G20主席
(1)



试图寻找世界秩序缔造者的探索就像是在玩弹簧游戏一样：因为答案其实就是我们。没有一个置身于世界之外、依据阿基米得理论、爱好想象的领导人或专家可以设计并完成一种新的全球结构。相反，国家首脑、部长、法官、立法者、国际组织的首脑、公民和公司领导人、教授和学者无论何时，都在做出选择并参与到设计世界秩序蓝图的过程之中，他们给予秩序以实质,它在不间断的形成之中。

第四章概括了一个分解的世界秩序，它是以水平和垂直维度上的政府网络为基础的，并且与传统的国际组织并存。第五章描述了通过一种机制，这些网络可以建立一个有效的世界秩序——以它们现在的形式，或者是以一种改组过的、新组成并且自我意识要强得多的形式呈现。然而，正是我们所有人来决定着实现这样一个世界秩序所形成结果的实质以及它所促进的理念。一个灵活有效的世界秩序并不一定是一个令人称心如意的世界秩序。然而，它必定是一个公正的世界秩序，或可以说是尽可能达到人类的抱负和能力所能及的公正程度。

之前章节中的许多描述与观点更多的是对自由主义的发展产生共鸣，而不是出于对自由主义的恐惧
(2)

 。我对可能正确的事情比可能错误的事情强调得更多。的确，“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这一概念不可避免地带有乌托邦的色彩，其他考察现存政府网络的以及可能成为批评家的人，已经指出了许多问题。本章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另外，我提出一系列的建议，它们旨在确保一个网络化的世界秩序是尽可能包容、宽容、尊敬以及分权的。


1.政府网络的难题

对政府网络的批评来自许多不同的方向。有一些更多是基于观点，而非事实；有一些批评较之其他更适用于某几种政府网络。因此，举例来说明，对协调化网络会绕开我下面要谈到的规则制定中的民主参与这一担心，似乎并没有对监管者、法官和立法者的信息网络产生多大影响。也许，更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信息网络也遭受到批评。当然，每一个不同种类也包含着不同成员与活动的不同网络。因此，总体上对“政府网络”或者任一具体类别的网络进行言之有据的系统批评在现阶段难有发展。

一个常见且易如反掌的指控是“责任的欠缺”。但是这一指控正好突出了批评政府网络面临的另一个困难，以及弄清如何应对这些批评所遇到的困难。对谁的责任呢？（即使假定我们知道“责任”在这些情境下的含义）政府网络主要是由国家政府官员组成的，他们之间存在着互动，或者不那么频繁地与超国家组织的成员进行互动。这些国家官员在国内的活动，以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跨政府的活动，是对国家选民负责的。同时，整体而言，政府网络组成了一个全球治理体系，它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对整个全球社会负责，这个全球社会由国家以及其集体利益来自共同人性的个人组成。然而，从服务于一组特定利益的国家视角来看也许是可取之事，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可能存在很多问题；相反，提出或服务于“全球”利益可能会削弱或与特定的国家利益背道而驰。在下面所列的几个特定问题中，其中有几个是兼具全球维度和国家维度的。

在讨论了批评家们所提出的具体问题后，我们将再来讨论这些议题，但作一个最终的说明是恰当的。权力问题或隐或显总是会存在的。从国家视角来看，许多批评者的潜台词是，超越国家边界的治理过程范围不断扩大——即使是收集信息和采取头脑风暴法讨论问题的过程——的方式改变了特定的国内政治力量平衡。从全球视角来看，长期存在和难以回避的问题是不同国家之间权力的分布完全不对称。然而，从一开始我们就应该记住，这些问题绝不仅存在于政府网络中。那些乐于将国内边界严密封闭起来的人，一定会对更大范围的全球化现象提出争议。而那些想将国家间权力分布均衡化的人必须牢牢抓住嵌入我们现存世界秩序中的极大的不对称，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存在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中的加权表决制均是如此。


一个全球的专家统治论

对政府网络提出的最为频繁的批评也许是，这些网络是专家统治的网络，这些专家包括未经选举产生的监管者与法官，他们享有一个共同的功能化的世界观，但他们并不对普通公民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关切作出反应。例如，安东尼奥·佩雷斯（Antonio Perez）就指责政府网络，认为它采用了一种“柏拉图式的监管作为跨国治理的模式，这很明显是要迈向专家治国的精英主义。”
(3)

 在这个观点下，央行行长、证券监管者、反托拉斯官员、环境监管者及法官之间结成的亲密关系，甚至是休戚与共的情感会使他们社会化并且深信政治权衡是基于“客观”知识的价值中立选择。容许这些官员离岸聚会，在他们的决策制定过程中不受常见的公众代表和私人利益集团的妨碍，实际上就等于容许他们逃离政治了。

一个相关的关切是总体上来看缺乏透明度。菲利普·阿尔斯顿（Philip Alston）认为，政府网络的兴起“表明从一个相对透明的舞台转移到了一个密室之中，它绕过了国家政治舞台，这个国家政治舞台是美国及其他推崇健康民主体制重要性的倡导者认为非常重要的。”
(4)

 索尔·皮兹奥托（Sol Picciotto）也同意，“在次国家层次上的官员和行政监管者直接进行国际层面接触，长期存在着合法性不足这个问题。”
(5)

 他把这种合法性的缺失归咎于这些接触的非正式性与秘密性，但恰好是这些特征使得它们在参与者看来是如此魅力非凡
(6)

 。

那些宣称全球专家治理的确在发挥作用的人最常引用的一个例子，是巴塞尔委员会在成员国中采用并实施“资本充足要求”（巴塞尔资本协议）。一些专家已提出，这些要求最终会导致一场全球性衰退
(7)

 。乔纳森·梅西（Jonathan Macey）认为，这个协定是监管者们“在面对国际竞争时为维护其自身自主权而做出的努力，对于日本而言尤其如此，它代表一种联手战略，使得日本官僚与其他国家的官僚相勾结，从而获得更多的自由裁量监管权威。”
(8)

 然而在许多政治体系中，国内的央行行长们都应该是保持独立不受影响的；他们被人为地与直接的政治过程隔绝开来。确实，正像法院一样，一旦被认为是“政治性的”，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削弱其合法性。在这样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中，当他们与外国同行协商政策时，为什么应受到更多政治上的限制呢？

无论如何，随后的巴塞尔委员会尝试实行类似监管的努力失败了，国际证监会组织技术委员会试图采用共同证券监管的努力也是如此。总体上来说，对于某种国际性的政客小集团秘密会面并制定规则的担忧，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另一方面，本项研究的目的之一在于指出，政府网络至少潜在地有可能施展一种实际制定规则的能力，这样的话，他们制定的规则会直接由网络的成员去实施，而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国内与全球的政治参与。因此，对于不受约束的技术专家制订规则权威的忧虑在未来可能会更加合理。

关切专家统治而作出的一个标准反应是要求增加透明度。然而透明度却可能使网络更易受部门利益压力的影响，会导致“过分政治化”，它表现为受到扭曲的特定国内和国际偏好。同时，政府网络也存在问题，即既没有完全弄清楚谁在做决策，也没有弄清楚在何时参与才算是有意义的参与。正如约瑟夫·维勒（Joseph Weiler）所观察到的，在指责欧盟内部缺少民主时，“人们经常认为，透明公开与共享文件可能是这一问题的补救措施。但如果你不知道正在开展的是什么讨论，那么你又如何能知道应该看哪些文件呢？”
(9)



另外一个经常开给专家统治倾向的处方是，将政府网络同非政府组织或公司组成的更大范围的政策网络联系起来。这里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地使技术专家统治型政府官员更多地接触来自不同选区的活动分子。问题还在于改变他们决策的环境。即使他们相互协商的结果是一套行为规范或是最优做法，不具任何正式权威性地编集而成，其所代表的技术共识也可能是令人担忧的。一方面，这些规范的设计者们不可能遇到来自消费者、环境保护主义者或劳工的挑战；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能受到公司和金融利益的挑战。通过至少使决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再政治化，监管者已经认识到要质疑他们自己的专业共识，研判最佳集体解决办法，将更大范围的利益考虑进来。

这些对专家统治以及缺乏透明性的批评都是从全球视角出发的，基本上是由那些寻求确保任何全球治理体系的公正性和反应性的国际法律专家们提出的。在他们看来，与公开的、一国一票的谈判以及许多现实中或想象中国际组织的投票体系相比，技术专家间的秘密商谈是非常不招人喜欢的。在这个问题上，权力不均衡分布所引起的忧虑再一次成为关键要素；将权威移交给技术专家意味着赋予那些拥有技术专家的国家以意见特权——它们不可避免地是最发达国家。然而，正如本书下一部分所表明的那样，这些忧虑也反映了一国国内较弱势、非专家选民的意见。


国家政治过程的扭曲

点击美国公共利益组织“公民”的网站
(10)

 。左边一栏的按钮分别列出了关注不同问题领域的组织。它们包括：“快速通道、世界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以及“协调化”。点击“协调化”，继续读下去。这里给出了一个“协调化”的定义，并且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公民应该关注它的原因：“协调化是为取代各种产品标准及其他监管政策的行业性努力所起的名字，支持全球统一标准的国家通常会采取这些政策。”
(11)



公民组织指责诸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之类的国际贸易机制，因为它们试图推进协调化，公民组织认为它们是在要求或鼓励国家政府要么采取行动协调不同的标准，要么承认外国政府的标准同本国国内标准享有同样的地位
(12)

 。这个目标是通过建立“越来越多的旨在实施各种协调要求的委员会或工作小组”
(13)

 来实现的。

在公民组织看来，完成这些任务的问题在于，很多工作小组是行业主导型的，并且没有为那些利益相关的个人或有可能受到影响的团体提供一个参与的机会，而且它们一般都是秘密运作的。然而，在现行的贸易规则下，这些设置标准的过程可以直接影响我们国家的、州的和地方的政策
(14)

 。

一个最为直接的解决办法是提醒公众注意正在发生的事情。事实上也是如此，公民组织出版了“警惕协调化”这样一个既可打印也可在网上阅读的简报，它“在全球化时代，试图推动一个与公共卫生、自然资源、消费安全以及经济公正的标准相联系的开放且负责任的决策过程。”
(15)

 它随时告诉人们对变更美国规制所提出的建议、评论期以及重要会议的日期和时间。其目的就在于增加协调化过程的透明度，使公众可以接收到“原本是模糊的信息”；并且期望“更多的公民、群体和组织参与进来并且对全球标准设定产生影响。”
(16)

 像悉德尼·夏皮罗（Sidney Shapiro）这样的学者们也开始提醒一些行政律师去关注在协调过程中存在的令人担忧的一面
(17)

 。

更长期地来看，公众活动家们必须设法将美国国内的程序保护扩展到跨政府活动中。公民组织对美国行政法律条款进行了不切实际的乐观描绘，它提出“美国的政策制定过程必须要有记录，并且在诸如联邦《行政程序法》的保护下，公众能够看到这些备案的目录表。”其他的美国法律，比如说《联邦咨询委员会法》则“要求政府咨询委员会的代表权平均分配，并且公开运行。”
(18)

 然而，在国际层面，能做到遵守美国国内秩序，比如做到通知明确、代表均衡、公开且有公众参与的政府部门是有好有坏的。为了将公众纳入国际协调的谈判中，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遵循着不同的程序，并且在不同时期，它们让公众了解的信息数量也是不同的
(19)

 。

因此，自然的反应就是“将现行美国法律的正当程序和参与标准运用到国际协调化活动中，这些法律包括《行政程序法》、《信息自由法》以及《联邦咨询委员会法》。”
(20)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要求监管者谋求确立美国在协调化商谈中的立场，或者考虑来自外国监管者的建议，创建一个记录所有活动的档案；这一记录将服从通知与评论之规则，使得所有感兴趣的公众都可以全程参与
(21)

 。作为其结果的机构行为也将接受美国法院的司法审查。

乍一看，对协调化的担忧主要来自对监管进行协调这一目标，它会“降低”对公共卫生、环境、消费安全及其他领域的保护，这既是一种结果也是一个过程。监管者们关起门来开会，在利益相关的公众群体对讨论及其结果仍有影响力时，拒绝他们的参与，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很令人担心的。与了解到他们正积极地参与协调各国监管相比，了解到他们只是就共同的问题交换信息或相互提供技术支持，引起的直接忧虑较少。然而，更深层次的担忧是，某一特定领域的监管者是在技术专家的一套专业性假定之上运行的，而不考虑别的观点、利益和政治，一旦达到这样一个程度，任何一种跨政府互动都有可能促发公众更多参与的要求，或至少是充分透明，让利益相关群体自己去决定要不要进入参与过程。

不像那些由部长、副部长，甚至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或关贸总协定之类的国际组织内的官员所组成的老式“俱乐部”，今天，涉及的个人包括国内的监管者与公务员，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负责制定并实施规则，这些规则会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因此，它们通常也易受那些为加强公众监督而设置的规则的影响。他们的国外活动是他们国内活动的一个扩展，而非发生于为解决“国际性的”问题而创设的一个独立而与众不同的“国际”领域中。因此，批评家们认为，这些官员在国际上应受到类似于他们在国内所受的限制。


全球政治过程中的非典型性参与

另一群批评家不那么担心我们在这里所描述的现存政府网络，他们更担忧的是更大范围的“全球政策网络”或“全球问题网络”现象，即对某一特殊领域感兴趣的个人、群体、组织、政府的和非政府的网络。联合国秘书长、世界银行一位副行长以及很多学者认为这些网络是全球治理最理想的机制
(22)

 。而且正像刚刚提到的，这些更大范围的网络被用作解决纯粹政府网络的技术专家统治问题。然而，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出现，即怎样才能把政府的组织从更为难以名状的治理网络中分离出来。

马丁·夏皮罗（Martin Shapiro）认为从政府转移到治理标志着“一些边界线受到极大侵蚀，这些边界线把什么是政府及其行政管理范围之内的事务，而什么是在它们之外的事务区别开来。”
(23)

 结果是为“专家和热心人”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两群人置身于政府之外，拥有想要参与治理过程的最大动机和欲望，却并不代表更大的政府组织
(24)

 。从这一视角看，相对那些深深关心的公民私人所做的决定而言，相对中立的政府官员意识到围绕某一特定问题的政策制定需要进行更大的社会权衡，他们所做的决定将更为民主。即使那些公民所做的决定是基于某一问题领域的大量知识之上，并且具有最良好的意图，其结果也会是如此。

像夏皮罗这样的批评家们并未为没有政府的治理而欢欣鼓舞，相反，他们的观点是：让政府回归到治理中去。政府官员的网络应该更容易从包围着它们的过多的私人行为体中区分出来，即使这些私人行为体是打着服务公众利益的旗号。权威界线的归并与模糊化最终很可能导致公共合法性与私人权力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就在于怎样扩大更大范围的政策网络中政府网络所起的作用。可辨识的政府官员必须对就某个问题最终所作出的决定负起责任来，这些决定就像他们在国内所作的决定一样，也需要为种种关于最佳做法、行为守则以及为解决共同问题而协调资源的决定承担责任。确定并明确谁拥有做最后决定的权力也会有助于规范这些决策中的参与，不仅能保存现在参与其中的大量私人行为体的贡献，而且也能创造更多稳固的参与途径。


国内司法决策中的非典型性参与

法官们引用外国与国际法院的判决作为裁判国内案件的一个考虑因素，这是多么令人不安哪？正如第二章所论及的，这个问题对于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而言会因人而异，并且分歧会很大。我们应把这个问题留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吗？国会应该介入吗？作为总统最重要拥护者的司法部长在最高法院应采取某种立场吗？

前任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法官查尔斯·弗里德（Charles Fried）认为，引用国外的判决会改变美国法律的程序。弗里德周详地论及学术与判决的区别，指出就学者而言，拒绝进行比较分析“的确会让人觉得没有文化修养”，但就法官而言，就不一定如此
(25)

 。法官必须作出判决时，要受到一定来源的制约。因此，有关布雷耶（Breyer）法官与斯卡利亚（Scalia）法官在普林兹案件（the Printz case）上的辩论，弗里德写道：

布雷耶法官对于比较宪法的评论如果出现在一篇法律评论文章里的话，将会是普普通通的……但作为司法见解的一部分，它们就是非常不简单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在于如果布雷耶法官的论述放在比较宪法资料中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在将其合法化为宪法讨论的出发点上便迈出了一步
(26)

 。

弗里德继续讲到，如果布雷耶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建议就“不仅仅是一个建议或是一个好想法。它可能就会为构造特定案例的判决书这一艰巨的任务所依赖的文本、判例以及法理提供了一整套的资源。”
(27)

 举例来说，弗里德指出了允许法官在引用资料时并不仅局限于判例法，而是扩大到比如科学报告、政策分析及其他非法律材料等。扩大法官可获信息的范围，就会扩大与判决相关的考量因素，反过来，扩大考量因素又可能会为支持或反对某一判决提供更多的依据。

因此，举例来说，当鲁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法官面临在美国法律下做出肯定性行动是否符合宪法的判决时，她发现印度的经验同美国的经验一样具有可参照性
(28)

 。了解印度的经验为她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美国法律在肯定性行动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也为她提供了更多可供选择的选项。但印度的经验真的与美国相关吗？两国之间的巨大差异提高了相同的政策行动得出完全不同结果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还很大。不过更为根本的是，民主是否意味着我们自己有权利犯错？

对于一群专业学者而言，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似乎完全是不明智的，但对于政治家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公民而言，关键问题可能在于控制某一政治过程（包括司法审议）的参与，从而控制至少是设法控制输出。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并不是非常缺乏好的想法，因为这可以通过参照其他国家来补正，问题在于潜在的利益之争，它会呈现出所有的政策选择。任由法官、监管者，甚至是立法者通过参照别国经验把新的选择引入政策辩论中来，甚至在那种经验基础上使这些选择合法化，这会使得整个政治过程更难以管理。

美国之外也同样存在着这些忧虑。克里斯托弗·麦克克鲁登（Christopher McCrudden）纪实性地描述了发生在以色列、新加坡、南非、澳大利亚以及香港关于引用外国司法判决的适当性的辩论
(29)

 。这些辩论中的主要担忧，是决定什么时候关注外国法律什么时候忽视它，以及应关注哪一国法庭时存在的任意性。佳日思（Yash Ghai）从香港得出的报告写道，“应用外国案例的方法前后不那么一致，当它们能够支持法庭所偏好的立场时，它们就会被引用，否则的话，它们就被认为是不相干的而不予考虑。”
(30)

 在某些方面，这些批评与梅西（Macey）对于日本银监会用巴塞尔协议来支持自己的国内合法性、加强自治权这一做法的批评是相似的；法官也可以有选择地挑出外国的权威来强化自己的推理。然而司法界的反应可能会是要求高级法院阐述一种哲学甚至是一个方法论，来说明何时及如何引用外国判决才是合适的，而这反过来正好使合法的法律渊源的系统性扩大，而这正好是弗里德所担心的事情。


权力的根深蒂固性

最后一个问题是政府网络复制甚至是扩大了现存国际体系中权力的非对称状态。一些政府网络变成了由来自经济发达、因此实力也最强的国家那些官员们的独占范围。巴塞尔委员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的成员来自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瑞典、瑞士还有美国。同样地，处理最为重要事务的国际证监会组织技术委员会也不出所料地由那些证券市场最为发达的国家组成
(31)

 。如果这些网络想要构成网络化世界秩序之基础的话，那么必须有足够的动机以有意义的方式扩大它们的成员范围，邀请一些较贫穷、不那么有权力，并且经常被边缘化的国家的政府官员，让他们作为真正的参与者，而非很大程度上只是消极的观察员。

那些支持将政府网络作为全球治理机制的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霍维尔勋爵（Lord Howell）为英联邦优于类似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机制而感到高兴，因为这些组织的包容性太大。他写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缺乏英联邦所具有的一个明显且有重要价值的特征，也就是说，它具有集合各国，并且既为富国也为穷国，既为发达社会也为发展中社会代言的广泛性。”
(32)

 更大包容性也使得前加拿大财政部长保罗·马丁（Paul Martin）坚持主张要用二十国集团取代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成员范围的广泛性是非常重要的，”他写道，“因为我们已经了解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只有当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采取行动时，促发展的政策才能行之有效，因为包容性是合法性及有效性的核心。”而二十国集团是具有包容性的。任一发展阶段的国家都能坐到二十国集团的桌子上来，而任一方都不能对别国发号施令
(33)

 。

如果“全球政府网络”在事实上只是部分政府的网络的话，它们最终必定走向失败。作为一个排他性俱乐部的成员，它们不能够处理世界问题，甚至不能处理好看起来像是地区性的问题。这一点对于现行网络中的成员来说仍是有问题的，网络与那些更为正式的国际制度相比有更大更直观的好处，即它能够有选择性地使一部分志趣相投的政府共同去解决难题，而不是像全球性地思考问题时不得不去忍受乏味的程序规章。如果所有的政府网络都要发展成为不同独立领域里的小型联合国，那就什么效果都达不到了。然而，正如英联邦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撇开正式的程序，去成立更多的具有包容性的政府网络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从较弱小的国家角度看，入选并不能解决权力的问题。相反，正如上一章所大量讨论的，官员——监管者、法官、立法者——只是受到网络中最强势成员的软实力的影响而已。即使是他们所追求的培训、信息以及援助，也会推动他们与更为发达的国家在任何一个特定领域中的内容与形式趋同，从立宪权利到公用事业管理都是如此。在集体决策中发出声音总比因受排斥而沉默要好，但这并不能保证你的声音就能被听到。

这个批评的要义与影响力一定得连贯起来理解。第一，正如上一章所讨论的，推进趋同的相同因素可为任一特定国家告知一个受人尊重的不同立场。第二，各国可能会融合形成多重标准，正如在竞争性政策中一样。第三，较弱国家集团会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反向网络”，正如南部非洲国家所组成的集团在证券监管领域所做的一样。第四，在司法领域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即最有影响的国家政府组织并不总是来自最具实力的国家，而是来自那些能够到处游说别国并形成一个微妙综合的国家。

从权力关系的角度看，最后一个问题是，在治理机制中，弱国凭借着在信息交流、讨论以及磋商等措施所得来的影响力是否比在加权表决制下所具有的影响力更大。正式的国际制度具有各种各样的投票体系，并继续与政府网络并存；有实力的国家与这些制度的关系仍会不那么融洽。在国际组织中，强国会继续向弱国发号施令。诚然，垂直性网络的存在保证这些谈判所达成的协定由政府官员直接实施的可能性越大，强国在表示同意的时候就会越谨慎。

在这样一个世界，把贫弱国家纳入到政府网络的全球结构会是更加有利还是有害呢？如果诚恳的学习真的有可能存在的话，那么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代表也会为他们所不知道或者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惊讶不已。当然，进一步而言，正像45年来美国与欧盟的关系，以及美国最高法院与许多新的宪法法院的关系一样，成功的指导常常能够教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政府官员努力促进他们整个国家的治理，最终强化它的全球地位，进而个体的政府官员也会得到加强。在一个分解的世界秩序中，在评估权力均衡时这些因素一定要考虑到。


2.一个潜在解决办法的菜单

批评政府网络的人本身差异非常大，他们针对不同的现象提出了不同的批评。如果一个集团将政府视为非政治性的，那么另外一个集团则担心拟引入的“政治”可能是有选择性的和扭曲的。仍然有另一些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赞同视政府网络为治理的一种形式，认为这些网络在挑选成员时选择性过强。当某一国的制度相对一个假设中的全球社会而言居于优势地位时，所有这些被察觉到的问题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最终，那些想要严肃对待这种种问题的政策制定者们在对不同政府网络中的各个问题的实质与范围进行了系统研究后，不得不形成一个以个案为基础的解决方案。然而，即使是在这种一般性层次上，仍有可能提出一些更为广泛的建议。出发点仍然应该是将政府网络视为全球治理的一种主要形式，在重要性和有效性方面与传统的国际组织相同。

如果我们将国家政府官员视作在全球或地区层次上履行着政府职能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对他们提出同样的要求，抱持同样的期望，就像对于国内的官员一样。我们不能继续认为他们与外国对应官员之间的关系是边缘性的、不那么紧密的，也不能把他们的会议看作是在郊游或者只是清谈而已。当政府官员——不管是法官、监管者、首席执行官员及其部长，抑或是立法者们——进行跨国交流时，他们的论坛可能是非正式的，但其实质是政府性的。

我们可以设想所有政府官员的责任都是既包含国家又包含跨政府的成分，这样他们就必须发挥双重的功能。这样简单的概念变化就会引起一个关于那些责任应该是什么、又怎样监督责任履行情况的辩论。第二是让跨政府的活动对于立法者、利益集团以及普通公民来说，尽可能地明显一些。第三，确保政府网络将跨国的立法者联系起来，如监管者和法官一样，确保政府的这三个分支，连同它们的长处与缺点，都能得到代表。第四，将政府网络当作一个更大范围政策网络的基础，这有助于动员跨国社会，同时与非政府行为体明显区分开来。第五，不同的国内政策决定和安排的聚合体，这些决定和安排表达了关于不同问题的政策观点，这些问题范围广泛，从咨询的合法性和援引外国司法判决到在监管网络中自主制定规则能力的可接受性。


双重功能，双重问责制？

在代议制民主中，监管机构、法官和立法者对其在国境内所做的工作负责。另一方面，外交家们则为该国的外交关系负责——这一工作他们只能通过跨越边界来完成。确保跨政府网络受到至少同在本国领土上的国家官员所受到同样的制衡的第一步，是理解今后所有的国内官员既在国内同时也在跨越边界进行工作。必须假定，他们逐渐会了解并且与国外的同行们进行互动，正像他们会了解国内联邦体系中州或省的同行们一样。

此外，在区域或全球的背景下来理解“国内的”事务必须成为做好工作的一部分。逐渐地，这些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取决于国外正在发生什么，而相应地，国外事务的解决办法也取决于国内所发生之事。因此与国外同行进行商议就成为能够发挥例行国内功能的能力的一种。举一个稍近的例子，假设参众两院农业委员会的国会议员不仅要记录下外国的农业补助与进口壁垒，而且也要记录下整个拉丁美洲农业工人的移民流动状况。这并不是一种遥远的情形。然而，不寻常的是这些委员会的成员会与相关国家的立法者们交换信息，甚至协调政策行动或者探讨潜在的协同作用或讨价还价，而不是在这些领域中单方面地进行立法。

成熟的国际协定仍要由首席行政官员来达成，并根据国内法律的具体规定由立法机关批准，但立法者自己会与外国的立法者们一道更多地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各种立法者，从卫生到教育到环保，处理他们自己的对外关系，会受某种接受这一现象的国内跨机构过程的影响，但尽管如此会试图聚合各种利益。检察官、法官和各种执法人员会积极与他们的外国同行共同致力于解决一些需要多种跨国行动协调的问题。

双重功能这个概念会使类似公民组织这类机构更加容易来动员普通美国人去理解他们的政府官员可能正在一个更大的全球或区域舞台上发挥作用，并且动员他们去监督官员的活动。这些官员有对内与对外两张面孔，但他们仍只有一群观众。这也使得像马丁·夏皮罗这样的批评家更可能务实地坚持认为，在更大的“政策网络”中政府官员应各自独立地负责他们的活动。

双重的功能因此并不意味着双重的责任。然而在一个充分分化了的世界秩序中，一国的政府官员既是其国家政府的代表者，同时又是一个更大的全球或区域组织中的参与者。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本质的区别，即分解的世界秩序概念不同于各种关注国际制度的传统概念。从传统的视角来看，两套政府官员—— 一套国内的，一套国际的——在治理的不同层次上发挥着相同的功能，就像联邦体系中的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一样。从纯粹分解的视角来看，一套政府官员既在国内层次也在全球—区域层次上发挥作用，并且执行着一系列相联系的功能，但这些官员必须既代表国家也代表全球的利益，至少得像国家元首或外交部长现今在开展国际谈判或者委托责任给正式的国际机构时所做的那样。

这在现实中又意味着什么呢？自“9·11”事件以来，即使是身在最小社区里的美国人也相信：他们是不可能与世隔绝的。这一点其他国家的公民已经体会了几十年了。领养一个外国小孩的父母；进出口货物的商人；与家乡社区仍保持联系的移民；移民以及依赖于他们的雇主；劳工、人权以及环境保护积极分子；必须教育操不同语言、来自不同文化的儿童的教师。那些曾经是“地方性”的生活现在却处处受着外界的影响。能促进一个社区的产生并将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关系，正日益变成跨国的了。

这些都是全球化的陈腔滥调了。但通过改变个人的生活，它们最终会改变社会的性质。渐渐地它们改变了政治体制的性质，即政府官员必须代表并服务选民。外国公民不需要为被代表而去投票。例如，如果罗马尼亚停止了领养服务；如果中国提高了其工资水平；如果印度使得从国外赚的钱更容易汇寄；如果墨西哥的健康标准下降；如果毁坏热带雨林的大火提高了全球二氧化碳的水平——其影响最终将被美国社会所感觉到，并且很可能引起美国选民要求政府作出反应。

然而，政府各部门的代表们在代表他们的选民时，必须把国际大事、趋势以及利益纳入考虑范围之内，这也适用于要求他们将自己视为一个更大的跨国甚或是全球选民代表的呼声。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仍然算得上是一个飞跃。依据美国宪法，我们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代表他们的州或选区，以确保他们选民的意见在更大范围的辩论中得到表达，但人们又期待，他们理解并保护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更大的公共利益，而他们的选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倘若整体垮掉了，部分也不可能存活。

一个相似的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整合将会发生，尽管不那么正式也不那么完整。在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中，来自各个国家的代表们会被选举产生组成某种全球性的立法机关。他们将代表自己国家的公民，集体努力去为世界制定规则与政策。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全球议员必须区别出他们的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分别所占的比重。具体实施中一个更大的背景是，就所有人民与他们的领导人而言，他们要深刻地理解：如果不去共同努力解决集体难题，我们就会全部陷于危险之中。

一个网络化的世界秩序不会接受这样一个正式的、自上而下的并且不可避免地用集权达到全球治理的方式。各国政府与政府官员必须仍然是政治效忠的主要焦点，并且是全球舞台上最主要的行为者。然而，如果他们同时既是国家又是全球决策中的行动者，那么官员就必须能够同时既从国家又从全球利益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且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分出两者中的相对优先者。一国的环境监管者将会力促一套并不会让他本国选民过度增加负担的环境限制，并且同时又会向他的选民解释这些环境限制。偶尔他可能会同意一些比他的选民所预期的严格得多的限制，以此来达成一项能推动所有国家集体利益的协议。

简言之，为了避免出现一个全球政府，各国政府官员需要学会用全球性思维思考问题。效仿古罗马的门神，或开始与结束之神，他们必须变得具有两副面孔，一副面孔指向前方而另一副则指向后方。然而，这里则是一副面孔必须向里看而另一副则向外看，在国内与国际两个领域里迅速且顺畅地实现转化。


让政府网络可视化

在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中，政府活动发生于正式的、客观的机构之中，这些机构位于“世界议会”中，或是多个议会中。这些机构会成为监督者与游说者关注的焦点，正像现在华盛顿、伦敦、东京、新德里、北京或者布鲁塞尔所发生的一样。他们会客观地界定“公共领域”，在此领域内行为者必须“定期地常规性地为他们的行为做出解释与辩护”
(34)

 。基于此原则，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利用“公共理性”这一价值构建出一整套政治哲学，但公共理性若无公共空间就不可能存在，无论是真实的空间还是虚拟的空间均如此
(35)

 。

为了给政府网络的运作创造出一个公共领域，我们必须尝试着去实现两个不同的目标。首先是弄清楚治理的过程到底在哪里发生。基于象征性的和实际的考量，这个空间必须相当于一个确确实实的场所。我们必须用一个在可见的空间里真实且正规化的治理过程来代替进行“离岸”决策的模糊不清的网络形象。

其次，我们必须创造出一个空间，其中个体公民能够真正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时髦词反应出对负责任的关注，即“透明度”。让治理的每个层面上的所有事情都变得公开且可以访问。然而，治理的分散化使之逐渐变成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反应。举例来说，细想一下欧洲联盟那些过剩的网络。获得不计其数的会议记录以及复杂决策过程的记录文件预示着负荷过多的危险，而非富有希望的监督。

这两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可能在于创造了一个虚拟的空间。在网络上将信息集中起来是有可能的，在全球这就像是巨大的雕刻建筑群，它们囊括了各国司法部、财政部、国防部及社会服务部。同时，这个网络会尽可能多地与不同国家在某一具体问题领域内的网络相联系。这样，想要了解任一特定领域政策制定的任一国家的公民，都可以在国内网络或者全球网络上开始搜索，这两个网络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将他送到另一个网络上去。

这并不是幻想。例子已经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网站能链接到一国央行和财政部的网站，并且提供相关的文章以及每个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有关的政策立场
(36)

 。加拿大政府已经创造出一种新颖的内向兼外向型的门户站点：公民能够访问地方（省的）政府网站，并且经由外交部网站可以获取其他国家及类似欧盟、美洲国家组织或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信息，也可以链接到这些网站上
(37)

 。在欧盟网站上，欧盟法规（EUR-Lex）这一项目是旨在“将所有欧盟正式法案集中起来以便于咨询”所跨出的第一步。成员国的公民以及感兴趣的个人都能查阅到欧盟的官方公报、条约、法律（包括已经生效的法案以及计划中的法案）、判例法、议会质询以及公共利益文件等
(38)

 。点击“预备中的立法”可以生成出标题为“预立法”的一页内容，它让观众看到许多委员会建议、议会活动的记录以及会议文件。它也提供了一个专门“监督机构间决策制定过程”的指针。

在国际司法机构周边也开始出现虚拟的公共空间。国际刑事法院的权力授予规约于2002年7月1日开始实施，它的网站提供了关于法院功能的有价值的信息、已经签了条约的单个国家的批准状态、新闻稿件、筹备委员会的工作，还有《罗马规约》以及相关的文件文本。这个网站也提供了跳转到国际法委员会、国际法庭、卢旺达及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还有联合国国际法网页的链接
(39)

 。不难想到它会进一步链接到国内宪法法院，尤其是链接到他们的刑法判决上。

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将各国政府联系在一起，并且为各国的公民与群体提供一个中央论坛，这至少有助于使得身处跨政府网络中的官员相信他们是在接受着监督，并至少能在某些情况下让他们必须证明其行动是对的。这一要求可以让权力的持有者与受众之间对话的过程运转起来，这个过程既能阐明问题又能解决问题。更广泛地，对于将政府网络放置于更大的政策框架中来说，即使是一个虚拟公共领域的创建也会是一个重要的机制，它很可能意味着重新显示出利益集团政治的混乱要求。在这个空间里，监管者不能再推进或多或少与其志趣相投的同僚群体内特定的国家偏好；相反，在一个更大的存在竞争利益的背景之中，他们要维护自己的立场和提议，这些竞争性利益可能是由其他部门的政府官员所推动，也可能是由从公司到非政府组织等形形色色的私人行为体所推动。在这种情况下，相比依赖于表明偏好，要赢得话语权可能更需要原则诉求，反过来这些诉求可能以国家和全球公共利益的形式表达出来。


立法网络

立法监督是对议会制或总统制中的行政授权的标准反应。行政官员正越来越多地与外国官员合作制定政策，那么立法监督委员会最好也与他们的国外同行们协调。来自不同国家的经由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们定期举行会议，将有助于扩大单个立法者的视野，他们也可能这样反馈到他们的选民那里。尽管在各国政治体系中，独立于行政的立法能力明显各有不同，但通过立法者之间的直接互动，而非通过条约实施来协调立法也可能会对跨国问题做出更快且更有效的反应。

在一些领域，国内立法已经被用来为政府网络的成长提供便利条件
(40)

 。而在另一些领域，像人权与环境等，国内立法者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成立于1989年的争取环境平衡全球立法者组织（GLOBE），在本质上其实是一个由议员组成的环保非政府组织
(41)

 。正如在第三章中所讨论的那样，欧盟中的各国政府必须越来越多地把它们的欧洲政策提交到一些专门的议会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本身就是网络化的。德国国际关系学者卡尔·凯泽尔（Karl Kaiser）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国家政策的“重新议会化”
(42)

 。然而，鼓励所有立法网络的发展将有助于确保世界上人民的直接代议者之间能互相交流与协调，其方式和程度正如政府官员一样。这会有助于解决之前已经感觉到的问题，即全球专家治理及对国内政治过程的曲解，并且也有助于将另一种负有责任的政府行为者纳入政策网络的实体混合物之中。它也可能有助于扩大现存政府网络的成员数。

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 Falk）与安德鲁·施特劳斯（Andrew Strauss）呼吁将一个全球议会作为全球民主的基础
(43)

 。这样的一个组织可能会是庞大且笨拙的，它的成员也可能与他们所谓的选民相距较远。他们不会被选出来去行使直接的国家权力（这会导致选民重视并且密切地监督他们），而是被选出来参与模糊不清的全球协商。与路易斯·多斯瓦尔德-贝克（Louise Doswald-Beck）的观点不同，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前秘书长认为：“当议员考虑有关的任何问题时，都能想一想什么解决方法就中长期而言最有利于国际社会，也最符合他们本国利益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对全球政策制定更有效地做出贡献。”
(44)



立法网络正开始出现，并监督诸如世界银行与世界贸易组织之类传统国际组织的活动。世界银行的立法网络在2000年5月举办了它的第一次会议，并于2001年1月在伦敦举办了第二次会议，英国下议院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充当了该会议的东道主
(45)

 。这个网络与世界银行没有官方的联系；它是一个议员们的独立主动行动，这些议员试图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组织议员来监督世界贸易组织活动的努力也在开展之中，这是由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多哈举办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大会上的一个议员会议发起，并且由各国议会联盟组织的
(46)

 。

世贸组织总干事迈克尔·穆尔在多哈对聚集起来的议员们的讲话中，准确地表达了这一情绪，即应该动员形成各种立法机关网络，“在将国际组织与人们的距离拉近，并且使我们和各国政府负责任这一方面，议员们可以扮演一个关键角色……我要建议我们多开会，你们所创建和拥有的所有多边组织在你的帮助与监督下能够发挥作用。”
(47)

 监督跨政府监管网络的活动，帮助建立更正规的监管与司法网络，在这两者中，议员们发挥着同样关键的作用，这也会使他们在不同国家增强国内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通过由他们组成的立法网络，在不同国家他们能为议员提供相似的帮助。通过协调国内立法，合力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方式，他们也能寻求自己的主动权。


动员跨国网络

像配置权力一样，政府网络用种种新颖且有效的方式配置信息。他们收集、提取并且宣传可信的信息。这样做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授权给国内外的普通公民。当国际性实体的主要活动是精准且可靠的信息的产物，而且这些信息是由来自许多国家政府的官员集体审议认可的，那么国内及跨国社会中的个人与群体就可以随时利用这些信息来对某一具体的政策问题确立并提出自己的主张。

从各类国内政治活动的角度来看，更为有价值的是直接参与全球政策网络的能力。科菲·安南（Kofi Annan）就鼓励从联合国这个天下第一讲坛中形成并且运用这些网络，呼吁“创建全球政策网络”，“将追求共同目标的国际组织、公民社会以及私人部门组织聚集在一起。”
(48)

 一般认为，沃尔夫冈·莱因尼克（Wolfgang Reinicke）与弗朗西斯·邓（Francis Deng）已经发展了经由网络得到促进和实现的全球公共利益的概念及实践
(49)

 。莱因尼克把全球公共政策网络描述为“政府机关、国际组织、公司以及公民社会中的单元所组成的一个松散联盟，这些单元有非政府组织、专业社团或宗教群体等，它们结合在一起来完成任一单独个体都不能达成的目标。”
(50)



这些网络正是马丁·夏皮罗（Martin Shapiro）及其他人所心存忧虑的。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政府网络能为这些范围更广的网络提供脊梁，使得区分政治上担负责任者与“专家及热心人”变得更为容易。但与此同时，自觉创造并支持政府网络作为全球治理的机制有助于动员一整套围绕在它们周围的跨国行为体——与他们进行互动，监督他们的活动，给他们的决策提供参与并且接收来自他们的信息。确实，基于这些非政府行为体、个人、公司、国际官员、教会、慈善机构以及自愿联合体的跨国网络可以利用所提供的这些信息来促进他们自己的事业，并且解决在寻求一个更大的全球公共利益的观念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我们可能设想一下，那种基于个人和群体自治的、分解的全球民主可能得到加强。


一个国内解决方案的合集

利用现存政府网络，来解决这些已经感知到的或真实存在的问题，最终措施应该来自国内政治。来自不同国家的公民和他们的政府官员对这些活动关心程度可能是不同的。美国关于援引外国司法判决的争论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存在，并且还不止于此，因为不同国家的法律传统历史长短和性质不同，它产生的反响也不同。相似地，一些国家的公民可能对他们的监管者在全球或区域监管网络中的作用感到满意，而其他一些国家的公民可能寻求更多地监督这些网络，或者是直接进入到那些网络中。

在美国，第一步应该就是收集信息。国会委员会应要求所有的行政机构通报它们的国际与国外活动及接触——何时、何地、为何目的并且产生了何种结果。这些信息应该成为例行公共记录。收集一些关于利益集团近期接触跨政府网络的活动与决策的信息也会具有宝贵价值。假如我们发现特定利益集团——比如证券交易商协会而不是各种股东团体，或者是置环境保护团体不顾的采矿利益——比别人有更多的进入机会，我们可以要求采取立法行动来保持平衡。甚至发展一种司法框架来评估跨政府监管合作的过程或结果，也是人们所希望的
(51)

 。

一些著名的法律学者开始认真思考“全球行政法”，尤其是采取何种方式来确保那些保证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相同的程序性保障也能在国际层面上正常运转，这些保障性措施在国内层面已经取得成效
(52)

 。美国律师协会建议所有的联邦行政机构：（1）“邀请公众定期对新的、正在进展中的协调化活动进行评论，并且邀请他们参加与这些活动有关的公共会议；（2）在合适且有条件时，把重大的协调化事务提交到咨询委员会；（3）根据《信息自由法》建立……一个与每个重大协调化活动有关的公共文件或研究的备忘录，可供查询。”
(53)



而对于任一国内政治而言，更为复杂的问题是，要在国家与全球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假设所有的国内官员在实际生活中不仅要对他们国内的选民负责，而且也要对想象中的全球选民负责。单个官员应该怎样去权衡轻重？我们从单个监管者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她需要从国内与全球两个层面来考虑问题、试图协调法律、解决一些共同存在的问题、发展出最好的行为规范、在实施国内规范方面以及在各种其他活动中帮助外国监管者并反过来也要接受这类帮助。在具体的实质性问题领域，正如发生在国内机构间那样，尤其是与其他的美国利益相冲突时，真实的美国利益应该是什么呢？她应该如何来考虑全球公共利益，以至于全球证券、反托拉斯、环境保护或者刑事制度必须大于它的各国家部分之和？这些并不是单个监管者能够独立回答得了的问题。最终还是由我们来设计一种国内进程，并且最终发展一种跨政府的进程来阐述并公之于众。

或者再次想一想关于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是否应该援引外国法律判决来阐明国内法律问题的争论。这并不纯粹是一个国内的争论。它对外交政策也产生影响——司法的外交政策影响。作为一个对其法律传统尤其是其宪法法理学的历史引以为荣的国家，我们不是应该继续在发展全球法理学上发挥领头作用吗？我们是不是准备好将这个角色转让给加拿大、德国、南非的宪法法院和欧洲人权法庭？全球治理包括全球司法治理；美国法官既在国内发挥作用，也在国外发挥作用。

我们的法官仍然是美国的法官，受法律与宪法的束缚，他们处理的大部分案件仍然是在美国领土范围内的。然而对于一个美国法官怎样作出判决而言，弄清楚有多少其他国家对相同的案件作过判决真的重要吗？它应该是重要的吗？若法官援引外国法庭的判决，可能反过来为外国法庭所引用，并且作为在某件具体事务上一个正在出现的全球法理的一部分，尽管这种法理并不必然是一种共识，如果法官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我怀疑，对于大多数法官而言，细究国外的判决对某个案件最终结果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可适用的美国法律的限度与开放性。当一个法官发现她正面对一个全新的问题时，或者当下面的法院意见分歧时，求助于国外同行法官所采用的方法可以支配结果，尽管这可能更多基于某一特定解决方案是合理的，而非出于想要与全球共同体保持一致的考虑。

由特殊的或文化上是特别的判例得出的结果可以这样被辨别出来。例如，假如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认为他们正在面对的观众不仅有国内的，而且也有全球观众的话，那他们可能会乐意承认在保护言论自由方面，美国第一条宪法修正案已经居于全球光谱的最极端了，这是美国特殊的历史和言论自由方面的传统政治价值所造就的结果。然而同时，同其他国家较少言论保护的政策相比，法院可能会尽力为美国所采取的方式辩护，以此来加强第二章所描述的全球司法人权对话中其判决的影响力。

另外，在全球与国家两个层面上进行思考的法官可能更倾向于试图识别出在一系列不同的政策方针中起作用的基础性的共同原则。他们可能会逐渐将他们国内的判例法视为这原则唯一的显示。至少在某些领域，结果可能形成一种全球性法理，并且把普适性与多元性相结合——这正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再也不能根据“国际”与“国内”的界限来区分法官了。他们可能同时都参与到了国内法律体系中，并参与了全球法律体系的构建。

国内政治需要自行决定他们政府官员参与的跨政府活动，在何种程度上他们发现有问题，并且自行决定他们选择何种方法来管理这些活动。在一个充分分解的世界秩序之中，假设所有的国内官员会同时发挥国内的和全球性的治理功能的话，每个国家也会设计出指导方针，来指引其国家官员去平衡国家利益和一个更大范围的全球公共利益。然而界定与实施全球公共利益的指导方针绝不仅仅是各国主张的聚合。所有国家都必须共同思考出一套总体规范，来调节作为全球治理机制的跨政府网络的运行。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笔者将会提出一套规范，它可能会为更大范围的讨论提供一个出发点。


3.调节政府网络的全球性规范

在这里，正如上一章的后半部分一样，我们转而讨论，如果政府网络同传统的国际组织一样，受到广泛承认并自觉地担当全球治理机制的话，将会发生什么。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世界仍然被分割为主权国家，尽管如此，官员却要履行集体责任，并以此来促进全球公共利益，并且需要尽可能多的国家参与其中，全面考虑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全球责任的概念不仅是地理上的，而且也是心理上的；并不仅仅是将成员纳入进来的问题，而是转变所有参与者思维的问题。

即使世界各地政府网络中的参与者令人满意地对他们的国内选民很负责，那么他们对其他国家还负有什么责任呢？这听起来可能是个奇怪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些网络与其他正式的国际组织或超国家组织一样，的确是全球治理的主要结构，那么它们就需要受全球与国家规范的约束。它们会需要对那些为了全球公共利益而集体性提出并实施的政策负责任。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网络中的参与者也需要发展并落实这些调节他们彼此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当这些参与者参加的主要活动是信息交流的时候，这些规范可能看起来是不必要的；然而，协调化与实践活动会要求全球基本法则进一步发展。最终，这些网络会在包容性的假设而非排他性的假设之上运作。

这些规范可能的来源是什么呢？首先，很自然地会用到国内的宪法原则，它们是由从麦迪逊（Madison）到莫内（Monnet）这样的远见卓识者和思想家所发展起来的。政治哲学家也非常重要，他们提供了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可供采用的第一批原则。最后，从当代实践中产生的规范在归纳后，可加以推广。

尤其重要的是要注意这些规范正如它们所调节的政府网络一样都是非正式性的。对全球宪法的提议已经公开，尤其是来自恩斯特-乌尔里希·彼特斯曼等学者的提议更是如此，但一个真实的全球宪法却暗示着出现一个正式的全球政府，即使它是以支离破碎的形式出现也可以
(54)

 。我试图发展出一个非正式的替换物—— 一套独立于法律编纂的原则与规范，即使是作为参与者或者活动本身，他们也能调节形式并且在变化的治理格局中不断改进。这两种观点都寻求巩固世界秩序，但在世界政府方面，它们是有不同看法的。


全球平等商议

全球治理最为基础的规范应该是全球平等商议。这一概念是迈克尔·伊格纳蒂夫（Michael Ignatieff）从最基本的道德格言中引申出来的，即“我们人类是唯一的，组成人类的每个个体都有权享有道德关怀。”
(55)

 这则格言居于人权的核心，而他对1945年以来人权运动发展过程的解释就是基于这则格言的，一直到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之中，在对于人类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这场争论中，这些文化有权享有平等的关注。”
(56)



这一观点，即认为“所有人类都是身处于关于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彼此的重要的对话之中”，并未假定一个乌托邦式的和谐。相反，它设想的世界是“充满争端、协商、争吵与论争的”，但是说到底全球治理本质上就是一个对话，是对共同的难题和共同的全球目标的集体思考，所有受到影响的个人或者他们的代表者，都有权利参与进来
(57)

 。

这一包容性的假设正是“蒙特利尔共识”的核心，前加拿大财政部长保罗·马丁（Paul Martin）提出此概念来应对“华盛顿共识”—— 一个财政自律、税务改革、汇率自由化以及私有化等主张的综合体，它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等以华盛顿为总部的组织在与高债务国的谈判中所采用的手段。蒙特利尔共识的核心在于“发展中国家与贫穷国家也能分享全球经济的好处这一更为平衡的愿景。”
(58)

 它来自一种看法，即认为发展中国家并非受到了全球化本身的威胁，而是被遗漏或者被落下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并不是逆转全球化的进程，而是找到共享它所带来的财富及一体化。对于马丁和20国集团而言，这一解决方案就是全球责任的本质。

一个原则或是包容性的假设并不意味着世界上所有的政府组织都会成为所有政府网络的成员。许多网络只是解决某一群国家或某一地区的共同问题。即使当面对的问题本身是全球性的时候，类似20国集团这样的政府网络也只是反映了代表制而非直接的参与。

然而，这样一个原则应该意味着，所有政府网络对参与者采用的标准都应是清晰且公平的。这些标准可以要求国家具有一定经济与政治发展程度，或者是要求在遵守一定的共同同意标准的程度上达到一定的水平。当然也允许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在承担义务方面发展得更快，开展得程度更深，正如欧盟就采取了多速度的一体化发展，在欧盟内部一些国家采用了通行货币而另一些国家则没有采用。正如第四章所讨论的那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包括一些先进工业国家的网络，传统的全球决策进程也被包含在内。然而，想要加入这些网络的国家与那些符合上述标准的国家必须以各种方式被允许加入。同时，平等商议作为一种设想，还意味着那些已经决定加入某一网络的国家可以得到平等的机会，参与到议程设置中来，以提升其地位并对其他国家的建议和主张提出异议
(59)

 。

一般来说，正如笔者上一章所主张的那样，政府网络的目的应该明确使特定的政府机构参与进来，啮合它们的行为，并向它们提供帮助。这种形式的治理最重要的价值，是它有能力为法院或监管机构或任何一国的立法机关提供支持——提供直接的具有针对性的技术援助，如有必要还提供政治支持，十分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专业精神和属于一个更大全球共同体的归属感。它本身就是全球平等商议的一种形式。


合法的差别

跨国治理的第二个原则应该是合理的差别原则。正如法官本杰明·卡多佐（Benjamin Cardozo）就职于第二巡回法院时所提出的那样：

我们并不是局限到以至于认为一个难题的任何一种解决方案都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在国内并不是这样做的。法院不可以随法官的意愿自由执行一个国外的法权，以符合个人的权宜之计或公平观念。法院是不会拒之门外不要帮助的，除非这种帮助违反了正义的基本原则、一些普遍美德的观念以及某种根深蒂固的普遍福祉传统
(60)

 。

在法律发生冲突时，合理的差别原则受到了公共秩序例外原则的限制，根据此原则，当一条外国法律本可以适用，但它妨碍了国内公共政策的基本原则时，法庭可以不予采用。合理的差别待遇假定了公共政策例外原则仅适用于非常少见的确违背了根本价值的案例。就美国而言，“根本的”相当于“宪法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州法院不能动用公共政策例外原则来限制其他州法案的实施，除非能证明这一法案是违宪的
(61)

 。

从司法领域转换到监管领域，从美国转移到全球环境之下，合理的差别待遇应该成为跨政府合作的基本前提。关于怎样管理经济或者社会存在着不同的观念，“差别”本身正好反映了这种观念的多样性。在与其国外同行共同参与到合作事业的时候，所有的监管者都应该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在国内采取不同的方式”并不是回答缘何拒绝一条外国法律或条例或监管行为的合理理由，但如果可以证明它的确违反了拒绝接受它的国家的宪法准则与价值时，这一说法才是可取的。

差别待遇原则应用于外国的法律与规范时最为精准，但是这一原则会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即除非有具体的原因可以怀疑外国官员沙文主义地给予他们本国公民以特权，否则就应该给予外国政府官员以尊重，就如同本国官员所得到的同样多。司法界有几个案例可以解释这一点。在广为人知的由弗雷迪·莱克尔爵士（Sir Freddie Laker）所提出的针对美国和英国航空公司的反垄断诉讼中，他认为这些公司协力迫使他那家低成本的航空公司停业，美国联邦地方法官哈罗德·格林决定并不限制英国的航空公司向英国政府申请援助
(62)

 。格林法官是假定英国行政部门方面具有善意，在相同情况下对美国行政部门也一样，并且他假定在涉及外国法庭和外国公民的案件时，英国政府不会自动地站到本国公民一边。

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也在几个案件中将这一前提阐述得十分清晰。在阿莫科·卡迪兹号油船污染案件中，它对待法国行政部门的方式正如它对待美国的行政部门；通过应用一项要求遵从美国政府机构的美国法律原则，它遵从了一项法国政府的惯例
(63)

 。而就在最近，在联邦商标立法之下的一起案件中，伊斯特布鲁克（Easterbrook）法官主张外国法院可以像美国法院一样来解释这些规约，指出一系列最高法院的判例都是“因为它们相信外国法院会诚实地解读美国的法律，正像美国的联邦法院平常解释各州及其他国家的法律一样。”
(64)



因此，可以看到明确阐述的差别待遇原则是居于礼让和相互承认的光谱之间的。传统的礼让原则规定了承认外国的法律或法规，但是当利益权衡的结果证明遵从是不利的时候则例外。差别待遇原则要求利益权衡时也要把宪法层面的价值包含在内，从而提高了拒绝一项外国法律的难度。而另一方面，“相互承认”已经成为监管合作机构的组织原则，成为国民待遇或协调化的替换物
(65)

 。

正如在欧盟成员国之间所实施的那样，相互承认要求两个国家承认并接受对方在某一专门领域中所有的法律法规
(66)

 。假设宪法标准已得到满足，并且已成为外国法律法规的主体，相互承认就代表已经向更密切且持久的合作迈出了一步。因此合法差别待遇提供了一个中间的位置，它反映了监管官员想要寻求进一步展开合作，不仅仅局限于礼让，那不要求他们建立甚至是致力于相互承认。

总而言之，合法差别待遇是一个在特定融合程度的框架内保持多样性的原则。它奉多样性为监管合作中的一个基础，而非限制，为法律系统的进一步融合留出空间，这种融合可能表现为相互承认甚至表现为协调化，但它并不强制进行融合。然而它同时并不想要去缝接或者遮盖根本价值之间的不同，不管这些区别是否涉及了基本的人权与自由，或是一个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的组织原则。在更为实际的层面上，合法的差别待遇会在某一监管事务领域内，鼓励发展标准规范或是汇编一些最佳做法，让不同国家的监管者自己去考虑在将它们应用到当地环境之中时怎样才能做到最好。

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弄清楚差别待遇原则不会做什么。它并不帮助个人或者政府组织弄清楚在某一特定领域哪一个国家应该是主要的监管者，或是哪一套实体或交易正在受到监管。因此它也无法回答，基于合法差别原则，是否承认别国的法律、规章或决定，哪一个国家应该占据决定地位。然而，对监管者而言它能充当全球治理的基本规范，来发掘监管者与国外其他监管者之间多种多样的关系。如果监管者甚至都没有准备好走到这一步的话，那他们也不可能超越纸面上的合作了。


积极礼让原则

礼让是国家间关系中一个由来已久的原则。对于美国律师而言，礼让的经典定义是在希尔顿诉吉约（Hilton v.Guyot）案中明确阐述的：“礼让，既不是一项绝对的义务，它也不仅仅是礼貌或善意……它是一国在其领土内对另一国的立法、司法及行政行为的一种承认。”
(67)

 “承认”本身是一个消极的事情，表明尊重其他国家的行为。

另一方面，积极的礼让要求从遵从发展到对话。此原则赞成不同国家政府机构之间进行合作。作为一项跨国监管合作的治理原则，它要求监管机构用协商咨询与积极协助来代替单边行动和不干涉主张。

积极的礼让在反垄断领域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这是欧盟与美国的反垄断官员不间断努力的结果，他们努力将彼此之间经常是不十分稳定的关系建立到一个更为稳固的基点之上。几十年来，美国反垄断法在域外执行的政策是建立在直接效应原则之上的，即使它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呈现，它也会遇到外交抗议、行政拒绝和越来越多的反对它的外国法律，这些法律限制它们获取在国外的证明并且试图撤销美国的判决
(68)

 。美国政府逐渐开始转变路线，赞成礼让原则，并且支持在国会听证会和国际反垄断指针中采取节制的态度
(69)

 。

另外，美国监管者开始较少依赖单边国家行动，而更多地仰仗机构间合作。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在1982年6月和1984年3月分别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签订了合作协议。在两个协议中，各方承诺配合另一方的调查与法律诉讼，即使是当这一行动影响到国内国民或者另一方想要在它的国内搜集信息也可以。作为回报，各方同意消极的礼让，即指当执法会过度干涉另一方的主权利益时，就克制执行竞争方面的法律
(70)

 。

这些协议不仅推动国家之间开展更大的合作
(71)

 ，而且促进双方的反垄断法更有效地实施
(72)

 。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德国与法国于1984年，还有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在1990年也实行了相似的双边协议来开展互相帮助，包括活动通告、执法合作以及信息交换
(73)

 。

1991年，美国与欧洲共同体一起开始执行一项范围非常广泛的反垄断合作协议
(74)

 。这项协议包括关于执法活动的通知，以及信息共享和一年举行两次会议的规定
(75)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协议是第一个包含了积极礼让原则的协议。协议的第五条规定，如果A方相信它的“重要利益”因发生在B国领土之上的、且违背了A方竞争法的反竞争性活动严重受损的话，那么A方可以要求B方开展适当的执法活动
(76)

 。因此，A国政府希望B国政府能够考虑采取一些它原本不会采取的强制措施
(77)

 。

这种积极礼让的观念是与传统观念中的尊重或消极礼让不同的。与较早期美国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所签订的条约不同，欧共体协议较少关注怎么保护一国在审判另一国的反垄断行为中涉及的主权利益，而是更多地关注为合作提供便利条件甚至于协调反垄断当局的执法活动
(78)

 。尊重往往较少开展肯定性执法活动，而积极礼让则旨在进行更多积极的执法活动
(79)

 。欧共体—美国的协议反映了在反垄断执法活动中越来越多的跨国合作趋势，这一协议所规定的协调执法范围和共享信息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80)

 。

实际上，该协议促进了签约双方之间信息流动的增加
(81)

 。另外，无论从量上还是从质上来说，反垄断目标越来越多地得到实现
(82)

 。各方在协调其活动时，依照协议共同致力于减少对国际贸易的破坏，而重复的不协调的调查则会对国际贸易造成分裂
(83)

 。梅里特·贾瑙（Merit Janow）在考察了竞争性政策中的跨大西洋合作之后，得出结论说“积极礼让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它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与域外执法有关的紧张局势，并且为执法合作提供便利。”
(84)

 同时，她主张通过在美欧竞争性当局中采取“综合的或工作分担的方法”，进一步采取措施来强化礼让，借此在任何一场调查中，两者之一会被指定为“事实上的领导机构”
(85)

 。

积极礼让的原则能从反垄断领域扩展为治理中更为普遍的一项原则吗？这里仍然存在着两种反对意见。第一种是，反垄断领域内许多人担心，积极的礼让是一个没有内容的标签。用其中一位批评家的话来说，就是“期望政府纯粹为了另一国利益去起诉本国公民，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86)

 这里的关键是，只有当两个政府在诉讼中都有直接的利益，因为他们直接受到了活动的影响时，积极礼让才能真正起作用，这时合作很可能无论如何都会发生
(87)

 。此外，任何一项仅仅为了外国政府的利益而采取的调查都冒着遭遇国内强烈抵制的风险
(88)

 。

第二种反对意见可能来自相反方向的忧虑。积极礼让能起有效作用时，它是假定了这些国家监管机构之间存在着大量信任和长期密切的关系，而这些并不能一概而论。斯宾塞·韦伯·沃勒指出，那些负责反垄断政策的机构之间的合作会产生出一群竞争性官员，他们久经训练，并且用相似的方式说话、写文章和思考竞争问题
(89)

 。因此如果积极礼让原则在任何地方都能有效开展的话，它在这里也应该能有效，但我们怎样才能够在相对高水平的合作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将积极礼让发展成为全球跨国监管合作的原则？

对这两种反对意见的回答是一样的：一个简化且不那么严格的积极礼让版本。作为一项总体原则，它需要执行一些义务，而不仅仅局限于回应。当A国正在开展一项监管活动，而在这项经受审核的活动中，B国有着重要的利益，在这样一个案件中，不管是通过国民的参与还是通过域内管辖权范围内的重大事件委员会，A国监管机构与上面所提及的监管官员的双重功能一样，它至少有义务通知B国的监管机构，并与之进行商议。A国的机构进一步等待来自B国的回应，然后再决定采取什么行动，而且必须把所采取的任何决定都告知B国。

即使是那些批评积极礼让的人也承认，在某种程度上致力于积极礼让的确促进了政府之间的交流和信息交换，它在边缘部分可能会产生影响
(90)

 。反过来，这种交流与信息的交换又为更持久的关系打下基础，而这种关系最终会成长为相互的信任。因此在全球层面上，积极礼让原则，同合法差别待遇原则一起，为多样化的监管者社会奠定了基础，这些监管者在最低层面是寻求协调，而在最高层次则是寻求合作。


制衡原则

第四，对很多人而言或许是首要的一点，是有必要从麦迪逊（Madison）的书中撷取一页。现实中，如果政府网络或者任何一种形式的全球治理想要避免所谓的康德噩梦，即“卑鄙的独裁”，那么就得对本书中所提及的世界秩序体系中的任何一个单元都进行制衡。制衡体系实际正出现于很多领域，从国内法庭与超国家法庭之间的关系到一国执行者在国内法庭上挑战另一国监管机构都出现了制衡。然而这些零碎的经验碎片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来解读和分析，此背景对各种政府网络的参与者之间关系中的摩擦和建设性模糊给予肯定性的评价。整体上要效法美国宪法，至少要像它一样，做到分享权力和权力分立的设计更多是出于自由而非出于效率考虑。

论及美国的联邦主义，戴维·夏皮罗（David Shapiro）将其描绘为“一场有关政府的对话”
(91)

 。宪法确立的联邦体系提出了一场无休止的争论，这是一场支持国家权威不受限制或是反对这一主张的争论，但无论是从修辞学还是规范性来讲，争论中的任一方离开了对方都是不完整的
(92)

 。对话本身就是创造性的创新及缓和性谨慎的来源。这一描述也适用于欧盟成员国国内法院与欧洲法院之间的关系，这是一场居于欧盟宪法秩序中心地位的对话。他们关于司法能力以及实体法的争论，其实都是关于由参与者自身构建以及修订的权威的边界在哪里的问题。每一方所受到的旨在充当制约或平衡角色的具体授权的制衡，要少于每一方挑战或改善另一方所宣称权力的能力的制约。

在某种意义上，国家分解这整个概念使全球性的制衡体系成为可能。在一个合适的鼓励性的结构下，国家与国际的、不同体系内相同与不同类型的政府机构能够在垂直和水平的层面上彼此制衡。国家法庭可以抵制超国家司法力量的过分主张，超国家法庭可以审查国家法庭的表现。类似的关系正在欧盟的超国家和国家监管机构之间出现，并且很容易想象这种关系进一步扩展至全球。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国际或超国家组织内来自不同国家的立法者所组成的委员会和国内议会中具有相似司法权的委员会之间的关系进入到一种制衡的状态，比如北约议会理事会与各国议会的防务和安全委员会之间所进行的互动。

然而，使权力在国家和超国家机构之间保持一种强烈的不对称既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即国家机构是规则而超国家机构是例外。这是辅助原则所涉及的内容，在后面将会予以讨论。同时，国家机构能够跨越国界彼此制衡，无论是通过拒绝合作——就如当一个日本法庭可能阻挠一个美国法庭的判决乃至其司法权的时候——还是积极地致力于交叉目标。这里可以举一个一国官员尝试利用其国家法庭去阻碍另一国官员的例子，正如在莱克尔诉讼案中英国政府试图对英国法庭所做的那样
(93)

 。

总的来说，制衡必须成为政府机构间的全球性政治安排中被接受的一部分。这里要再次提及监管者网络将成为全球政府网络的有益补充这一点，它将在必要的地方充当监管者甚至法官网络的平衡力量。因此，举例来说，当一个证券监管者网络公布了一套最优实践准则，那么由关注相同问题、由不同国家的立法委员会组成的网络公布一套相似的准则也并非是不可想象之事了。有关什么是最佳做法及其最可能服务于谁的利益的决断可能不尽相同。当然，这一可能性将会为专业技术人员所形成的共识提供一种平衡力量。


辅助原则

对于建构一个分解的国家和超国家机构的全球政治过程而言，最后一个不可或缺的规范性原则即辅助原则。辅助原则是欧盟版的麦迪逊制衡原则。这个术语或许是不为人所熟知的，但这个概念却并非如此。它所表达的是这样一种原则，决策应以尽可能接近公民的方式达成
(94)

 。《建立欧洲共同体的巩固条约》第五条将辅助原则定义为确定共同体与成员国之间权力分立的标准
(95)

 。

投射到全球层面，辅助原则将强化通过政府网络来进行全球治理的基本箴言：即使是在全球规模上，绝大多数的治理任务还是要由国家政府官员来承担。当然，在民族国家内部，辅助原则可能还是在为较低层面——地方或省级——的权力行使进行辩护。而一旦在国家政府的层面上，必须是当国家政府机构通过协调行动或积极合作都无法充分提供某些特定职能时，才会涉及将权力上交区域或全球性实体，给出举证责任。

最后，在国家间或超国家机构自身内部，机构设置与权力分配的问题应该有赖于能证明切实存在对额外的或超越国家政府官员网络的人员和权力的需要。机构内部这种网络的筑造，正如欧盟的部长理事会，需要与辅助原则完全一致。真正的难点将在于对是否以及何时创设一个分离的全球或地区性官僚机构作出决策。

我的目的并非是要论证这样一种官僚机构永远不要创设。如果没有科菲·安南（Kofi Annan），这个世界远比现在要贫穷。而即使不依靠安南的独特魅力，很多国际机构——诸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秘书处都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对于那些机构的运作来说是这样，对安全、贸易、人权政策的全球导向与实施而言也是如此。进一步讲，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它们所依靠的专业人员都已将其忠诚对象转向相应的基金组织或银行，而非具体的国家政府。与此相似，超国家司法机构例如欧洲法院，当然能够经常去行使那些国家法官网络在事实上所不能承担的功能。

辅助原则的价值在于它使全球治理的体系或政治过程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得以制度化。国际法律家、外交官以及抱有全球化梦想的人们长久以来都在勾勒着一幅自上而下更为统一的世界图景。即使随着治理的需求日益走向全球，这种治理的理想位置很可能还是保持在地区层面。辅助原则至少需要那些对将权力从公民身上转移开来持支持态度的人给予支撑。


4.结　论

本书的要点主要是指出了国家的分解这一现象，并对由此产生的分解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加以探究。本书的基调大体是积极的，它试图去关注那些确实存在的事物，并去详述那些可能作为全球治理的三重困境——即一种既要在全球层面，又不包含集权，但同时政府官员还必须对多样的选民而非私人的压力集团负责的需求——之解决方案的东西。然而，没有一种形式的政府会是完美无缺的，尤其是在全球层面。并且，即使如温斯顿·丘吉尔对民主的看法那样，通过政府网络的全球治理是所有选择中“最不坏”的一种，它仍旧提出了很多最终必须要讨论的问题。

事实上，伴随着一系列的指责，对此的批评在之前已经罗列了出来。第一种非难认为，政府官员的网络——特别是法官和监管者——形成了专家治国战胜民主的局面。这些网络在一个完全非政治化的世界中运作，其中，看法相近、训练类同的官员们在就如何处理一些共同问题——从提高利率到环境保护的执法——达成共识的过程中会强化他们的共同观念和执业规则。在一个政府网络的安全边界内，他们从不会受到相互竞争的证据、令人不舒服的规范性主张，甚至于仅仅一些迫使他们拓宽其决策分析框架的额外信息的攻击。这种批评既发生于全球层面，也发生于国内层面；前者来自那些寻求确保一个公开、公正的世界秩序的国际法律专家，后者则来自那些声称自己通过一种协调化的过程而被排斥在国际监管标准的制定之外的消费者群体。

对这类批评的一种典型回应就是将政府网络的决策过程开放给那些参与到民主的国内政治过程的许多不同类型的压力集团。但这种解决方案却惊扰了另外一类批评者，这些人坚持认为政府权威要明确交由政府官员去执行而不能让其弥散在全球政策网络内大量的公共、半公共以及私人行为体之中。非代表性的全球政治过程这一问题，与发生在很多国家内、到特定的国家法律体系之外去咨询并引用外国法官的判决之合法性所进行的特定辩论中产生了共鸣。最后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政府网络之中强国对弱国行使权力的方式，通过在强国集团所组成的特定网络中将弱国排除，或者通过将弱国吸收进入网络之中，网络就成为增加强国软实力的渠道。

对这些指责的一系列总体回应，第一包括一个对所有政府官员而言的双重功能概念，这一概念意味着他们的工作自动涵盖着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活动。他们从而必须在从事两类活动的过程中都能对其国家选民负责。在一个充分分解的世界秩序中，他们实际上承担着国家和全球的双重责任，这就要求他们要对国家和全球规范履行双重义务。第二，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行动体系都要求这些行动本身透明；因此政府网络必须使其活动尽可能地可见。做到这点的一种方式是通过随时可登录的网站来赋予其虚拟的现实。第三是要鼓励立法机关网络的扩散，要确保那些从不同国家公民中直选上来的代表在跨政府领域中能够与监管者和法官一样活跃。第四是运用政府网络去动员广泛的非政府行为者，无论是作为特定政府网络的平行网络抑或监督与对话者。第五则是国内政策方案的合集，借此每一个国家政府必须为其自身判定不同类型的跨政府行动是否引发了问题，并且如果是的话，它还须决定如何去应对。

这些问题和解决方案大体讨论的是当下存在的政府网络。然而，如果我们要去建立在最后两章中所描述的那种分解的世界秩序的话——在这种秩序中，政府网络被自觉地同时作为全球治理和提升国家治理的质量及持久性的双重机制而构成——那么这些网络的运作还必须与一套更为普遍的全球规范相一致。

我在这里提出五个这样的规范——它们中有些主要是在国家政府官员的水平关系之间运作，其他一些则更普遍地运作于国家政府官员与其超国家对应体的垂直关系之间。第一是全球平等商议的原则，它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所有的政府网络应该对任何符合其成员身份的特定标准或条件的政府官员开放。进一步而言，一旦获准进入，所有的官员都应被赋予听审与陈述的权利。第二是合法差别待遇原则，它要求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商讨过程中，政府网络的成员必须理解“差异”不等同于“错误”这一原则，并依此行事。第三是积极礼让原则，它以一种国家间肯定性合作的规范来取代传统上一国对他国行动的尊重。第四是美国那种制衡原则的全球化：通过竞争和互相重叠的管辖权来确保连续的权力限制。第五也是最后一个原则更多的是借鉴自让·莫内（Jean Monnet）而非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也即辅助原则，换言之，就是将政府权力置于在地方、区域、国家以及超国家的各级权威中最低可行的层次之上。

政府网络的成员与其外国对应机构的互动必须充分透明，以便能为普通选民所监督；他们必须以大众能够理解的语言对其行动作出解释；他们也必须能够以充分普遍的、原则性的和“顾他的”方式系统阐述其观点，以此在协商决策过程中赢得胜利。然而，在一个充满普遍原则的世界里运作需要一条可接受的规范性行为的底线。我所指出的这些规范保证了政府网络内部的广泛参与，试图将地方、区域和国家的自主维持在尽可能的限度上，并确保了地方变异有广泛空间——包括由地方和国家政治所驱动的局部变化。

在最高的层次上，这些原则可以被理解为全球跨政府宪法的一部分——作为驾驭政府网络运作的全局性价值。然而，这些具体原则的内容在很多方面并不如一个简单的事实更为重要，也即有一些基准价值，据此能够衡量责任。将政府网络理解为政府的一种形式，然后使之符合同样的标准，受到同样的限制——剩下的工作就需要这样来完成了。

【注释】




(1)
 “Notes for an address by the Honourable Paul Martin to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London，United Kingdom，24 January 2001，见加拿大财政部的主页（cited 22 June 2003）；参见网页http://www.fin.gc.ca/news01/01-009e.hetml。


(2)
 Shklar，“The Liberalism of Fear.”我要感谢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提供的帮助，他让我看到这个观点，并且以夏克勒（Shklar）的语言恰当地表达出来。


(3)
 Perez，“Who Killed Sovereignty? Or：Changing Norms Concerning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Law，”476.


(4)
 Alston，“The Myopia of the Handmaidens：International Lawyers and Globalization,”441.


(5)
 See Picciotto，“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Fragmented States and the Dilemmas of Neo-liberalism,”1047.


(6)
 Ibid.，1049.


(7)
 Darringer，“Swaps，Banks，and Capital：an Analysis of Swap Risks and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the Basel Accord’s Treatment of Swaps,”259；but also Kapstein，“Shockproof,”2（资本充足条件将金融市场从墨西哥比索危机和巴林银行倒闭的潜在灾难性后果中挽救出来。）


(8)
 Macey，“The ‘Demand’for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Cooperation：A Public-Choice Perspective,”159-160.


(9)
 Weiler，“To Be a European Citizen：Eros and Civilization,”349.


(10)
 On Public Citizen homepage（cited 1 July 2003）；available from http://www.citizen.org.


(11)
 “Harmonization,”on Pubic Citizen homepage（cited 1 July 2003）；available from http://www.citizen.org/trade/harmonization.


(12)
 “What Is Harmonization?”on Public Citizen homepage（cited 1 July 2003）；available from http://www.citizen.org/trade/harmonization/articles.cfm?ID=4390.


(13)
 Ibid.


(14)
 Ibid.


(15)
 “Harmonization Alert,”on Public Citizen homepage（cited 1 July 2003）；available from http://www.citizen.org/trade/harmonization/alerts/.


(16)
 “What is Harmonization?”


(17)
 Shapiro，“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ment，Regulatory Protection，and Public Accountability,”435-458.


(18)
 Harmonization Background Paper，“Accountable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the WTO，NAFTA，and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on Public Citizen homepage（cited 1 July 2003）；available from http://www.citizen.org/publications/release.efm?ID=5193.


(19)
 Ibid.


(20)
 Ibid.


(21)
 Ibid.


(22)
 Kofi A.Annan，We the Peoples：Th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70；Rischard，“A Novel Approach to Problem-Solving,”31；Reinicke，“The Other World Wide Web：Global Public Policy Networks，”44.


(23)
 Shapiro，“Administrative Law Unbounded：Reflections on Government and Governance,”369.


(24)
 Ibid.，376.


(25)
 Fried，“Scholars and Judges：Reason and Power,”818.


(26)
 Ibid.


(27)
 Ibid.，820-821.


(28)
 Ginsburg and Merritt，“Affirmative Action：a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ialogue,”273.


(29)
 McCrudden，“A Common Law of Human Rights?：Transnational Judicial Conversations on Constitutional Rights,”507-508.


(30)
 Ghai，“Sentinels of Liberty or Sheep in Wolf’s Clothing? Judicial Politics and the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479，quoted in ibid.，507.


(31)
 技术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意大利、日本、荷兰、瑞士、英国和美国。On OICU-IOSCO homepage（cited 1 July 2003）；available from http://www.iosco.org/lists/display_committees.cfm?cmtid=3.


(32)
 Howell，“The Place of the Commonwealth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30.


(33)
 “Notes for an address by the Honourable Paul Martio.”


(34)
 Risse，“‘Let’s Argue!’：Communicative Action in World Politics,”31.


(35)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


(36)
 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omepage（cited 1 July 2003）；available from http://www.imf.org.


(37)
 On government of Canada homepage（cited 1 July 2003）；available from http://canada.gc.ca.


(38)
 On EUR-Lex，European Union Law homepage（cited 1 July 2003）；available from http://www.europa.eu.int/eur-lex/.


(39)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on United Nations homepage（cited 1 July 2003）；available from http://www.un.org/law/icc/.


(40)
 举例来说，美国几项法律清楚地以此为目的，直接鼓励并促进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与其他国家证券交易委员会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提供了便利条件。Faith T.Teo，“Memoranda of Understanding among Securities Regulations：Frameworks for Cooperation，Implications for Governance,”Harvard Law School（1998）：29-43.（据作者存档文件）


(41)
 On Globe International homepage（cited 1 July 2003）；available from http://www.globeinternational.org.


(42)
 Kaiser，“Globalisierung als Problem der Demokratie,”3.也可参见欧盟机构改革专员的网页，“Commissioner for Regional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on Europa homepage（cited 1 July 2003）；available from http://europa.eu.int/comm/commissioners/barnier/profil/index_en.htm，若需查阅欧盟成员国各国家议会之间进一步关系的建议案。


(43)
 Falk and Strauss，“Toward a Global Parliament,”：212.


(44)
 Lousie Doswald-Beck，“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Parliaments on Global Policy-Making,”Berlin，26，November 2001，quoted in Steve Charnovitz，“Trans-Parliamentary Associations in Global Functional Agencies,”Transnational Associations 2（2002）：88-91,90 n.20.


(45)
 Charnovitz，“Trans-Parliamentary Associations in Global Functional Agencies，”88.


(46)
 Ibid.，89.


(47)
 Mike Moore，“Promoting Openness，Fairness and Predict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for the Benefit of Humanity,”2001年6月8日在各国议会联盟针对国际贸易而召开的会议上所作的发言，on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omegape（cited 1 July 2003）；available from http://www.wto.org/french/news_f/spmm_f/spmm64_f.htm.


(48)
 Annan，We the People,70.


(49)
 Reinicke and Deng，Critical Choices：the United Nations，Networks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Governance.


(50)
 Reinicke，“The Other World Wide Web.”


(51)
 See Koch，“Judicial Review and Global Federalism,”491.


(52)
 See the “Symposium on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see also Aman，“Administrative Law for a New Century.”


(53)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House of Delegates Recommendation no.107C，Harmonization Recommendation（August 2001）,”on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homepage（cited 1 July 2003）；available from http://www.abanet.org/leadeship/2001/107c.pdf.，para.（2）.


(54)
 Petersmann，“Constitu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398；idem，“Constitu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How to Constitutionalize the U.N.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753.


(55)
 Ignatieff，Human Rights as Politics and Idolatry，4.


(56)
 Ibid.，94.


(57)
 Ibid.，94-95.


(58)
 “Notes for and address by the Honourable Paul Martin，to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9)
 Cohen，“Deliberation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74.


(60)
 Loucks v.Standard Oil Co.，120 N.E.198，201（N.Y.1918）.


(61)
 宪法要求每个州都给予彼此之间的法案条款以充分的信任与尊重。U.S.CONST.art.IV，§1，cl.1.这是联邦主义将各州融合到一个更大的政体之中的基本手段。


(62)
 Laker Airways Ltd.V.Sabena，Belgian World Airlines 731 F.2d 909（D.C.Cir.1984）.


(63)
 In re Matter of Oil Spill by the Amoco Cadiz Off the Coast of France on 16 March 1978，954 F.2d 1279，1312-1313（7th Cir.1992）（per curiam）.The Chevron doctrine was set forth in Chevron U.S.A.inc.v.Natural Resources Defence Council，Inc.,467 U.S.837，844（1984）（它主张，“法庭不能用政府行政人员的合理解释来代替一个法律条款自身的解释。我们早就认识到，应该给予行政部门对它有权解释的那部分法律体系的看法以相当的重视。”）


(64)
 Omron Healthcare，Inc.v.Maclaren Exports Ltd.，28 F.3d 600，604（7th Cir.1994）.


(65)
 Kalypso Nicola?dis，“Mutual Recognition of Regulatory Regimes：Some Lessons and Prospects,”（Jean Monnet Working Paper No.97/7，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Jean Monnet Center，1997），on Jean Monnet Program homepage（cited 1 July 2003）；available from http://www.jeanmonnetprogram.org/papers/97/97-07.html.


(66)
 在1979年的Cassis de Dijon案件判决中，德国当局被要求尊重法国的酒精标准，在这之后，欧盟委员会公布了“相互信任”原则：如果一种商品在某一国家允许销售的话，其他国家应该对第一个国家的判断抱有信心，也允许这种商品的销售。Case 120/78，Rewe-Zentral AG v.Bundesmonopolverwaltung fur Branntwein，E.C.R.649（1979）.这一概念对建设一体化内部市场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它已经被应用到教育文凭也要相互承认，因此一个欧盟国家的专业人才现在可以很自由地到另外一国实习，而无需重复接受教育。Council Directive 75/362，1975 O.J.（L 167/1）；Council Directive 89/48，1989 O.J.（L 19/16）.另外，这也被应用到银行监管中，外国银行的分行现在并不是由所在国进行监督，而是由主行所在国当局或是母国来进行监督。这一方法反映了每个欧盟国家都给予别国银行监管能力以相当高程度的“相互信任”。See Second Council Directive 89/646 on credit institutions，1989 O.J.（L 386/1）.


(67)
 159 U.S.113，163-164（1895）.


(68)
 从美国诉阿尔肯铝业有限公司的案件开始（阿尔肯铝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加拿大公司——译者注），《谢尔曼法案》对于能对美国贸易与商业产生直接的、实质性的并且可预见效果的外国行为体也适用。148 F.2d 416，440-445（2d Cir.1945）。这一管辖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紧张，其他国家认为美国没有权力对既不在美国，且其行为也在美国领土之外的人实施管辖权。那些国家与利益受到美国反垄断法影响的政府，提出了外交抗议与非当事人意见陈述，拒绝提供援助，实施国家保密法律，并且逐渐开始通过一些旨在挫败美国反垄断法执行的阻塞型法律。Waller，“National Law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Strategies of Cooperation and Harmonization in the Enforcement of Competition Law,”1113-1114；see also Paul，“Comity in International Law,”32；Griffin，“EC and U.S.Extraterritoriality：Activism and Cooperation,”377.


(69)
 Waller，“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375.到1988年，司法部声明它只会反对国外那些直接伤害美国消费者的反竞争行为。Shank，“The Justice Department’s Recent Antitrust Enforcement Policy：Toward A ‘Positive Comity’Solution to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Problem?”165.


(70)
 Charles F.Rule，“European Communities-United States 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Competition Laws Introductory Note,”1487，1488.美国与德国在1976年签署了一个相似的协议。See Snell，“Controlling Restrictive Business Practices in Global Markets：Reflections on the Concepts of Sovereignty，Fairness，and Comity,”234.


(71)
 自从签署了1984年协议之后，再报道加拿大联邦阻塞性法律就没有用。See Waller，“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368.


(72)
 在过去的五年里，美国与加拿大反垄断机构之间展开合作共同起诉过传真纸与塑料餐具。See Stark，“International Antitrust Cooperation in NAFTA：The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Assistance Act of 1994,”171-172.


(73)
 Nina Hachigian，“Essential Mutual Assistance in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Enforcement,”138.反垄断合作已经发展为多边规模了。经合组织（OECD）在国家竞争性政策方面的官员中定期举办协商会议，并且起草了一份关于反垄断合作的建议案，鼓励“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通告、信息交流、协调行动、咨询协商与调解。”See Waller，“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362-363.引用“Revised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Concerning Co-operation Between Member Countries on Anticompetitive Practices Affecting International Trade,”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35（1996）：1315-1317.最近，号称“国际反垄断法规工作组”的十二人专家小组提出建议：采用一套国际反垄断法规作为关贸总协定之下的多边贸易协定。根据这套法规，会成立一个国际反垄断当局，它由一位主席和一个国际反垄断理事会组成，以确保签约各方遵守法规。See Shank，“The Justice Department’s Recent Antitrust Enforcement Policy,”186.


(74)
 See “Agreement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s，23 Sept.1991，E.C.-U.S.,”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30（1991）：1491.


(75)
 Ibid.，1056-1059.


(76)
 See Griffin，“EC and U.S.Extraterritoriality,”376.


(77)
 Atwood，“Positive Comity — Is It a Positive Step?”，84.


(78)
 See Rule，“European Communities-United States Agreement,”1488.


(79)
 See Atwood，“Positive Comity — Is It a Positive Step?”84.


(80)
 See Rule，“European Communities-United States Agreement,”1487.


(81)
 Griffin，“EC/U.S.Antitrust Cooperation Agreement：Impact on Transnational Business,”1063.


(82)
 See generally Klein and Bansal，“International Antitrust Enforcement in the Computer Industry,”179.


(83)
 See Rule，“European Communities-United States Agreement,”1490.这一效率的提高也证明它对商业本身是有吸引力的。在美国诉微软公司案件中，当意识到美国司法部与欧洲委员会都在调查它的授权行为时，微软公司同意在美国反垄断法规定之下放弃它的保密权，允许美欧当局交换一些机密信息。See Shank，“The Justice Department’s Recent Antitrust Enforcement Policy,”179.


(84)
 Janow，“Transatlantic Cooperation on Competition Policy,”51.


(85)
 Ibid.


(86)
 See Atwood，“Positive Comity — Is It a Positive Step?”87.


(87)
 Ibid.


(88)
 Ibid.，88.


(89)
 See Waller，“National Law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1125.


(90)
 See Atwood，“Positive Comity — Is It a Positive Step?”88.


(91)
 Shapiro，Federalism：A Dialogue，108.


(92)
 Ibid.


(93)
 See chapter 2，note 104.


(94)
 Bermann，“Taking Subsidiarity Seriously：Federalism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the United States,”331.


(95)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Art V，Official Journal C 325 of 24 December 2002.根据这一条的相关条款：

　　在不属于其专管的方面，共同体应根据辅助原则采取行动，即只有在和仅限于下述情况下：所拟行动的目标非成员国所能充分实现，且由于所拟行动的规模或影响，因此而最好由共同体来实现。共同体的任何行动，均不应超越实现本条约目标所必需的程度。


结　论

大多数国家能够实现和表达其主权的唯一方式是通过参与各种机制，这些机制成为国际生活的实质。

——阿布拉姆·查耶斯和安东尼娅·汉德勒·查耶斯
(1)



经由政府网络的全球治理对于世界是好的公共政策，对于美国、欧盟、APEC成员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是好的国家外交政策，它们正寻求参与全球管理过程，正需要增强其国内治理的能力。甚至以其当前的形式，政府网络也在促进趋同，遵守国际协议，在范围广泛的监管和司法问题上改善国家间的合作。具有自我意识地由水平和垂直政府网络中创立的一种世界秩序可以走得更远。它可以建立真正的全球法治而不需要中央集权的全球机构，而且可以在每一个国家接触、支持约束和社会化每一种类型的政府官员。在这一未来中，我们可以看到分解的政府机构——政府网络的成员——作为一定程度主权的实际承担者，进一步增强它们，使之接受具体的法律义务。这将是一个真正不同的世界，有自己的挑战，也有自己的前途。


1.政府网络与全球公共政策

沃尔夫冈·莱因内克像其他很多人一样，争辩说国家政府正在失去其在领土边界内制定和执行国家公共政策的能力，全球化、移民和信息革命的力量使边界日益千疮百孔。他提出它们“把任务授权给其他行为体和机构，它们处于更佳的位置执行全球公共政策——不仅是公共部门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且是工商、劳工和非政府组织。”
(2)

 他是以“形成全球政府”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提供这一战略的，它“将要求国家不仅在日常事务中而且在正式意义上放弃其主权。”
(3)

 换言之，国家政府已经丧失其主权，但它们应通过将其责任授权给一系列非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来补偿这种丧失。

这正是全球化的三重困境。国家政府在失去权力。它们只能在全球层次上创建全球政府来再造这一权力，但那是“不现实”的
(4)

 ，因此可供选择的就是私人部门和公共国际组织（营利的和非营利的）的杂烩。正是这一杂烩，莱因内克称其为治理而非政府，这也正是为什么另一群批评者担心，全球公共政策的制订正在交给专家、积极分子、国际官僚和工商界人士——也即所有人，但不是政治上问责的政府官员。

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政府网络之世界秩序可以对付这些难题。国家政府官员将保留公共政策上的首要权力，但相互携手全球范围地制定和执行之。它们会把某些权力授予超国家官员，但然后就通过垂直网络与这些官员紧密合作。它们将与现存国际组织、公司、非政府组织及国际社会中的其他行为体密集互动，但其方式是使如下一点更为清楚明确，即政府网络成为这些更大的政策网络负责任的核心。

这一网络化的世界秩序概念，立足于关于国际体系和国际法的根本不同的假定之上。旧的国际体系模式设定了单一的国家，它们相互谈判鉴定法律协定、自上而下地予以执行，极力强调核查和执法。而这里提出的新模式则设定了分解的国家，其中国家政府官员密集地互动，采用最佳实践守则，就共同难题达成协调的解决办法——这些协议是没有法律力量的，但可由参与谈判的官员们直接加以执行。同时，在这一新模式中，仍以单一行为体行动的国家将认识到，不把实际的主权授予有限数量的超国家政府官员，如WTO、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和仲裁者，一些难题就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在这些情况下，谈判达成的国际协议将比在旧体系下谈判达成的大多数协议更为直接自动地生效，因为它们将通过垂直政府网络直接得到执行。

当然，在实践中，国际体系的这两种模式将并存。政府网络，包括水平的和垂直的，将与传统国际组织并行不悖地运作，甚至在其中运作。莱因内克把这些传统组织描述为“相互依赖机构”，意思是由单一主权国家创建的机构，来管理1960年代和1970年代经济相互依赖的增长所要求的“宏观经济合作”
(5)

 。他把跨政府管理组织如金融稳定论坛描述为“全球化的机构”，意思是“跨国家维度融入个别公司的组织结构和战略行为的性质之中”
(6)

 。正如他所说，把这两种类型的机构联结起来，“将有助于避免国际机构之间的官僚重叠和地盘争斗，向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国家自由化和全球公共政策双重挑战允诺了一种更为整合的路径。”
(7)



然而，跨政府网络所能做而传统国际组织所不能的，是反击跨国公司及市民和犯罪网络，与之交往。它们允许一种松散、灵活的结构，可以根据需要解决特定难题，从范围广泛的不同国家中纳入国家官员。它们可以瞄准问题的根源，填补国家管辖权的漏洞，对跨越边界的商品、人员和思想观念作出反应。实际上私人跨国网络是如此有效，跨政府网络的成员可以相同的方式相互教育、支持和管理。它们的确是“全球化的机构”，在一个全球化信息时代更为适合全球治理。


2.国家对政府网络的支持

欧盟在其内部事务中通过政府网络成为治理的先驱。正如本书所依靠的诸多例子所强调的——从国家法院和欧洲法院之间的关系，到创建欧洲信息机构以帮助横跨欧盟的监管者网络——在差别巨大的各国之间如何建立必要程度的集体合作，同时又在国家层面上保留支配性的政治权力所在地，欧盟是一个富有活力的实验室。它只有有限的超国家机构，尽管这些机构比目前存在于全球层次上的任何机构权力更大，若没有各国政府官员积极的合作和参与，它们仍无法运作。在欧洲法院和欧盟委员会之外，欧盟的权力立足于各国部长及其下属官员的网络，他们在欧洲层次上作出决定并在国家层次上予以执行。

欧盟具有许多特征，使其与众不同的网络政府形式可出口至其他地区和世界。它仍是不同国家的一个集合，即使它努力在超国家层次上建立治理权力和机构，这些权力和机构是解决共同问题和推进其成员共同利益所需要的。我们可能因此期待欧盟支持全球政府网络的创建。而事实上，在支持这些全球层次的网络方面，是美国在引路。证券与交易委员会、环境保护署乃至美国众议院，在组织全球政府网络方面都走在前头。而美国司法部则建立了全球竞争网络，作为通过WTO开发全球反托拉斯管理办法的努力之外的一种选择方案。甚至美国最高法院及下面的联邦法院，尽管是全球跨司法对话的后来者，也开始积极与它们的外国同行建立网络。美国也是APEC的一个积极成员，APEC坚持和提炼了网络形式的地区治理。

更近一些的时候，美国推动了甚至更为非正式的“自愿者同盟”路径，它既在支持性军事盟友的单一国家层次上，也在分解国家层次上形成网络以跟恐怖主义融资战斗，就恐怖活动共享信息，以及合作把个体恐怖分子绳之以法。在所有这些领域推进建立实际政府网络是一个更好的路径，因为它将把已经存在的合作制度化，并建立一个框架深化几乎每一个国内政策领域的未来合作。但与此同时，政府网络比“自愿者同盟”更为透明；如行事得当，它们将会拥有永久性和看得见的存在，有成员标准，有适用于所有人的运作规则。在许多事例中，美国官员可以而且也将扮演领导角色，因为他们在现存的政府网络中已经如此，但他们将不得不与来自许多其他国家的官员共享舞台，并准备好倾听和学习。

长期而言，政府网络能够对付国际难题的国内根源，这既可以多边地进行，也可以在世界各国中赋权国内政府官员以自助之。信息交流、集体标准的发展、提供培训和技术援助、正在进行的监督和支持以及在政府网络中可以也的确在发生的积极参与执法合作，可给予虚弱、贫穷和转型各国的政府官员以他们所需要的支持。同时，他们在更强有力国家中的同行可从其边界伸展出去，试图阐明对其国内问题具有影响的各种难题。

然而，为了实现最大影响和有效性，政府网络的工作不能在阴影下来做。现存网络在许多方面引起了疑虑和反对，导致了技术官僚化、扭曲全球和国家政治进程、精英主义和不平等等指责。美国及其他国家应公开支持它们成为全球治理的机制，在必要时改革和改进它们。它们几乎将肯定会更可能、更系统地接触公司和市民网络。它们应纳入越来越有效的立法者网络以及监管者和法官网络。它们的成员有可能服从更多的国家监督和管理，其目标是整合其工作的国家和国际维度。

要使政府网络参与者的责任最大化，再往前走一步给它们一定程度个别或甚至机构性的主权将是可能的。在一个分解国家的世界中，传统上附属于单一国家的主权照理也应分解。然而，迈出这一步要求一个关于主权本质的不同概念。正如下一节所描述的，理解为能力而非自主权的主权可以很容易附属于国家的各组成部分，既包括责任也包括权利。


3.分解的主权

理论家、权威的评论家和政策制订者都承认传统的主权概念不足以抓住当代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结果似乎是关于变化着的主权之本质的永无休止的辩论：它的含义是什么？它仍存在吗？它是否有用？这场辩论中的每一个人仍设定主权是由整个国家（state）拥有的属性，作为一个单位而行动。然而，如果国家是通过组成它们的政府机构——监管机构、各部、法院、立法机关——在国际体系中行动，为什么不应是每一个机构都行使一定程度的主权，有特定的界定并按其职责和能力而剪裁？

这一建议看起来可能是怪诞或甚至是吓人的，假如我们是以旧的方式思考主权的话——作为独善其身的权力，排除和反对任何干预或干涉。然而，考虑一下“新主权”，阿布拉姆和安东尼亚·查耶斯将其定义为参与各种类型国际机构的能力——以集体来指导国际体系，同国家和超国家同行一起应对全球和地区难题
(8)

 。这一主权概念将赋予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以地位和承认，以至于它们愿意和有能力接触其他国家，因而必须接受相互的义务。

两位查耶斯像莱因内克一样，是从世界已超越了相互依赖的命题开始的。相互依赖是指这样一种一般状况，即各国相互依存，易受其他国家行为的影响，但相互依赖仍然设定了分离、自主和划分边界的基线。国家可能深深地依赖于相互的选择和决策，但那些选择和决策仍驱动和塑造国际体系。相比之下，对两位查耶斯来说，国际体系本身已变成一张“紧密交织的国际协议、组织和机构网，塑造国家之间的关系，深深地渗入它们的内部经济和政治。”
(9)



假如国际体系的背景条件是联结而非分离，互动而非孤立，机构而非自由空间，那么作为自主权的主权就毫无意义了。新主权是身份、成员、“与世界其余部分的联系以及作为其中一个行为体的政治能力”
(10)

 。不管听起来如何自相矛盾，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在国际体系——“主权”声称授予和描绘的条件——内行动的能力多大，依赖于它与其他国家联系的广度和深度。

这一主权观与分解世界秩序的概念正好相符。如果该秩序活动中的主要部分是机关、机构和它们之内的官员，他们集体地对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职能负责的话，那么他们必须能够行使立法、行政和司法主权。他们必须能够行使至少某些独立权利并服从某些独立的或至少与众不同的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可能来自更为单一的适用于单一国家的权利和义务，或者它们可能从富有意义和有效的跨政府关系的功能性要求中形成。尽管如此，“国家”的主权必须成为一个更为灵活和实际的属性。

假如主权是关联性的而非形单影只的，它认为主权是一种交往的能力而非一种抵制的权利，那么它授权给各位部长、立法者和法官就不是那么难以想象了。第二章所讨论的司法礼让，立足于法官相互尊重对方的能力，他们都是同一行业和跨越边界的机构事业的成员。它设定，一个充分“主权”的法院有权利在发生冲突时处理争端，能在跨国冲突中谈判合作性的解决办法，能够参加就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的跨国司法对话。监管者也将有类似的授权与其他监管者互动，从事第一章所描述的范围广泛的活动。而立法者则直接授权迎头赶上。

然而，假如分解的国家机构已经在从事这些活动，就如本书所论，如果它们被赋予正式的能力去做它们正在做的事，那会如何？主要好处是，直接使政府机构服从国际义务，可以支持廉洁的机构反对腐败的机构，支持尊重权利的机构反对更为高压的机构。每一个政府机构都将有独立的义务解释和执行国际法律义务，这很像美国政府的立法、行政或司法当局有独立的义务确保其行动符合宪法。如同在国内，法院或立法机关一旦在国际法出现有争议的解释时拥有最终权力一样，以便确保必要时国家统一的可能。然而在很多情形下，有关贸易、环境、司法独立、人权、军控及其他领域的国际法律义务将直接分解到各政府机构，它们负责讨论中的问题领域。

通过注册和投入于全球政府网络之中，单个政府机构将证实它们的司法、立法或监管主权。它们将参与专业准则的制订和执行，以及各种实质性问题上最佳实践的发展。而且它们将意识到在它们的选民、它们的同行以及全球共同体面前表演，它们是那个共同体的权利和地位承载者。

这一思想不像看起来那么遥远。实际的事例已经存在或正在提出。艾耶尔·本万尼斯蒂已提出了正式授权次国家单位进入各种协议的可能性
(11)

 。《普林斯顿普遍管辖权原则》在国际法下建立了清晰的规则和原则，这些国际法直接针对各国家法官，正如他们是国际法学说的实际主体一样。有助于政治家谈判缔结条约的模糊性对于法官经常是灾难性的，后者实际上必须运用法律。

初看之下，把国家分解并至少把一定程度的主权授予其组成部分看起来可能削弱国家。相反，它将支撑作为国际体系中首要行为体的国家的权力。给予每一个政府机构国际法下一定程度的合法权威，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义务，在更大的政策网络中将政府官员标志为与众不同，使国家扩展其边界。若主权仍被理解为排他性的和不可渗透的而非关系性的，加强国家的力量将意味着竖起更高的高墙以保护其国内自主性。然而，在主权意味着参与诸多合作机制以满足所有国家的集体利益之能力这样一个世界中，扩展不同国家机构的正式能力与它们的全世界同行互动，意味着扩展国家权力。

作为结论，请考虑如下的思想试验。设想从仅含一个主权国家的世界开始，并努力设计一个可行、有效和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想象一下许多这些国家的政府寻求向犯罪开战，征税，保障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保护环境，监管金融市场，提供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确保消费产品的安全，并公平而准确地代表公民。现在设想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国家政府官员不能只在其领土内履行职责。再设想他们寻求解决的一些难题具有全球维度，而那些难题的制造者和传播者是经由跨国网络行动的。与此同时，能够帮助解决那些问题的个人、群体和组织也是经由跨国网络行动的。最后，设想一下公民们所希冀的事情之一是一个更安全、更公平、更清洁的世界。

这些国家政府官员永远不会把权力交给世界政府，尽管他们当然将认识到就某些特定问题而言，只有真正强有力的超国家机构才能克服制订和执行全球性解决方案所内在的集体行动难题。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寻求以各种方式合作共事，认识到他们只有通过在全球层次上互动（无论是合作还是冲突）才能在国家层次上履行好职责。他们普通的政府工作——监管、判案、立法——因此将会既包括国内活动，也包括国际活动。随着时间推移，他们还将认识到不仅有对其国内选民的责任，而且有对更广大的全球选民的责任。如果被授予一定程度的主权参与相互的集体决策，他们还将不得不承担对这些更广大选民的义务。

简言之，他们将创造一种新秩序。它将包括当前国际体系的许多要素，并建立于我已描述的趋势之上，但是将用各种政府网络来覆盖和保卫它们。这将是一个由分解的国家机构创建和组成的世界秩序，使得民族国家能够赶上私人部门的变化并扩大国家权力。这将是一个有效的世界秩序，意味着能够把纸上的原则转化为个人和组织的行动。然而，要真正有效，它将不能不是一种公正的世界秩序，尽可能地包容、尊重、宽容和平等。

它将是这样一种世界秩序，在这里人类的希望和绝望、犯罪和慈善、思想和理想都通过人和组织的网络传遍全球。它也将享有政府代表和管理其人民的权力。利用和增强这一能力，是一种世界新秩序的最佳希望。

【注释】




(1)
 Chayes and Chayes，The New Sovereignty：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Agreements 27.


(2)
 Reinecke，“Global Public Policy,”132.See also idem，Global Public Policy：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


(3)
 Ibid.


(4)
 Ibid.


(5)
 Ibid.，133，127.


(6)
 Ibid.


(7)
 Ibid.，134.


(8)
 Chayes and Chayes，The New Sovereignty，4.


(9)
 Ibid.，26.如上所述，莱因内克类似地强调了全球化不同于相互依赖，它渗透到国际体系内公司及其他行为体的深层结构和战略行为之中。


(10)
 Ibid.


(11)
 Benvenisti，“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sources：What Role for International Law?”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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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后　记

本书作者安妮玛丽·斯劳特是美国著名的国际法学家和政治学家，曾任美国国际法学会会长、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自2009年初开始，出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这是一个当年乔治·凯南曾经担任过的职位，并在这一职位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当然，凯南的情况可能属于一个特例，也许“前无古人”，亦“后无来者”。但担任这一职务者是直接为美国国务卿服务的，办公地点与国务卿和副国务卿同在华盛顿雾谷哈里·杜鲁门大楼的七楼（因此之故，约翰逊政府时期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Ｗ·Ｗ·罗斯托曾著有《从七层楼上展望世界》一书，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73年出版）。特别是当国务卿在美对外政策制订中处于强势地位时，政策规划司长的影响力也会相应较大。

本书是斯劳特女士的力作，由我们集体译出。在翻译工作进行的过程中，我们就一些地方的翻译请教了斯劳特女士，她给予了清晰的解释，并应我们的要求为本书写了“中文版序言”，我们十分感谢她的配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领导沈兰芳女士和沈丁立教授、复旦大学出版社董事长贺圣遂教授、书记王凤霞教授、常务副总编孙晶副教授和姜华先生从一开始就鼎力支持包括本书在内的“复旦国际关名著译丛”，我们对此表示诚挚谢意。复旦大学出版社黄昌朝编辑担任本书的责编工作，展现了高度的敬业精神，尽可能完善译文，我们的合作十分愉快。最后，我要感谢各位合译者为此而作出的努力。上海政法学院郑飞博士在人手吃紧时慨然允诺并抽出时间翻译了第二章，在此谨致特别的谢意。

尽管如此，翻译中的不足恐仍难避免，诚盼学界同仁和各位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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